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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除去下放的年头，我在北京居住了将近四十年，其间经历

了许多决定祖国命运的大事，也目睹了各种各样的“热”：打

鸡血热、甩手热、红茶菌热、出国热、炒股热，等等等等。赶

时髦，凑热闹，大概算不得是中国人独有的习性，外国人也一

样，１８世纪欧洲的“中国热”便是如此。那时，中国的商品

抢着买，关于中国的书争着读；凡尔赛宫的舞会上，国王身着

中国服装出现在满朝文武面前；塞纳河边的戏园子里，男女老

少聚精会神地观看中国皮影；国王的情妇养金鱼，大臣的夫人

乘轿子；阔人在私家花园的中国式亭子里闲聊，文人端着景德

镇的茶碗品茶⋯⋯这个热，那个热，大凡称得上热的东西，通

常都来得快，去得快，而且过去之后几乎不留什么痕迹。在这

一点上，欧洲的“中国热”有些特别，它不仅延续的时间很

长，前后大约将近一百年，而且对欧洲颇产生了一些影响。就

此而言，１８世纪欧洲“中国热”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热，它是

中西文化的一次大规模接触和交流，其范围之广，影响之深，



堪称空前。

１８世纪欧洲“中国热”的主要内容是中国文化西传和欧

洲人对于中国文化的接受，我们不妨称之为中学西传。作为文

化现象，欧洲的“中国热”大体上可以分作俗和雅两个层次。

所谓俗，是指下自市井细民、上至王公贵族对中国所表现的狂

热，这种狂热或为好奇心所驱使，或出于对异国情调的追逐，

较多表现为购买中国商品，收藏中国器物，了解有关中国的奇

闻趣事，模仿中国人的建筑、园林、装饰和衣着等等。一般地

说，俗层次对中国的兴趣偏重物态文化，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不

但停留在比较肤浅的表面，甚至有某些误差，对中国所表现的

狂热中包含有某些非理性成分。有人认为“中国热”妨碍了欧

洲人对中国获得正确的认识，原因大概即在于此。俗层次的

“中国热”虽然表明了当时欧洲人对中国的仰慕和钦羡，但并

未给欧洲留下多少深刻的印记，充其量只留下了一些如今成为

珍贵古董的家具和工艺品。所谓雅，是指学者、思想家等知识

分子对中国所表现的巨大兴趣、关注和研究。雅层次的“中国

热”主要表现为对中国文化的理性思考，除了对中国本身作比

较深刻的分析研究之外，还将中国作为参照物探讨欧洲的诸多

问题，从而显现了中国文化对于欧洲思想的影响。不过，俗与

雅两个层次的“中国热”虽然有区别，却并不各自独立，应该

说它们是同一大潮中的两股支流，前者引发了后者，后者深化

了前者。

近年来，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逐渐受到重视，明清之际

的西学东渐成为许多学者深入研究的对象，并且已有一些有分

量的专著问世。相对而言，同一时代的中学西传似乎较少引起

注意。在中国传播西方自然科学的利玛窦，早已为大家所熟

知，而将朱熹的《通鉴纲目》译成法文传到欧洲的冯秉正，对



许多人来说却依然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关于中国文化在欧洲的

传播，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只有朱谦之先生的名著

《中国思想对于欧洲文化之影响》（１９８５年新版更名为《中国

哲学对于欧洲的影响》）等不多的几部著作。近年出版的忻剑

飞的《世界的中国观》、谈敏的《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

源》等书，表明我国学者在这个领域中的研究迈出了新的步

伐但是，与西方学者在同一领域中的取得的成果相比，我们

显然还有差距。

研究这段中学西传的历史有什么意义？我认为至少有三

点。第一，实事求是地评价中国文化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和作

用，从而增强民族自豪感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落后挨打，给

人造成了一种错觉，似乎除了四大发明，中国在数千年历史中

再无其他令西方人倾慕的东西了。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成长起

来的新一代中国人中，一些人盲目崇洋和妄自菲薄的心态有所

滋长，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往往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对于这

种现象，叹惜和责备都无济于事，比较有效的办法是摆出雄辩

的事实，纠正偏颇的认识。通过１８世纪欧洲的“中国热”，

我们至少可以发现，那时的欧洲人对于中国商品的热情，胜过

如今的某些年轻人对于“耐克”、“阿迪达斯”的追求；那时的

中国在欧洲人心目中的地位，高于今日某些中国人心目中美国

的地位。为什么那时的欧洲人如此看好中国？因为那时的中国

不比欧洲落后。换句话说，中国不是从来就落后，落后挨打只

是近一二百年的事。既然有过灿烂的往昔，我们为什么不能够

创造更加辉煌的未来？第二，为探索中国由先进变成落后的原

因提供一些可资参考的材料。尽管欧洲人曾将中国奉为典范，

寄托过无限的崇敬和向往，但是时隔不久，中国的形象不仅黯

淡了，而且变得丑陋了。中国成了列强欺凌的对象，丧权辱国



的条约一个接一个强加给腐败无能的中国政府。曾几何时，昔

日对中国顶礼膜拜的欧洲人，把“东亚病夫”的帽子扣到了我

们头上，小脚和长辫成了洋人心目中中国人的特征。帝国主义

的侵略当然罪责难逃，我们自己身上难道就没有任何问题？悠

久的华夏文明究竟有哪些应该扬弃，有哪些应该弘扬？第三，

探索不同文化之间交流、碰撞和融合的规律。异质文化的接触

是永恒的历史现象，当不同的文化发生冲撞时，短时间内也许

有高下之分，但从长远来看，彼此融合是必然的结果。随着科

学技术的发展，世界变得越来越小，相互接触日益频繁，在这

种新的历史条件下，有必要借鉴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从中找

出一些具有普遍性的规律，用以指导今后的行动，以便更好地

把握未来。

任何历史研究都必须从分析原始资料开始。就１８世纪欧

洲的“中国热”而言，传教士的著述和译作，外交官、商人的

回忆录和游记，当时的欧洲作家对中国的评述等等，都是我们

应该细细分析的原始资料。可是，这些文献数量极大，且不说

有些年代久远的外文资料无法在国内读到，纵然有机会出洋考

察，也没有时间把它们哪怕仅仅浏览一遍。除了原始资料，还

有大量第二手资料，其中包括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我们也应

该尽可能了解和掌握。朱杰勤先生翻译的德国人利奇温所著

《１８世纪中国与欧洲的接触》，其实并非最具权威的著作，但

在我国的名气却极大，频频被论者引用，原因之一是同类译著

为数太少。令人欣慰的是这个问题已经引起广泛注意。近年

来，中华书局组织出版了《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大帝国

史》等名著，为研究者和感兴趣的读者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

料。据说《耶稣会士书简集》正在翻译中，杜赫德《中华帝国

全志》的翻译工作也正在筹划。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重要原



始资料的翻译出版，必将有力地推动我国在这个学科里的研究

工作。

对于并不从事专门研究的读者来说，１８世纪欧洲的“中

国热”至今依然是一段比较陌生的历史，考虑到全面介绍这段

历史的读物目前尚属罕见，所以本书以描述史实作为首要任

务，尽可能真实地将１８世纪欧洲的“中国热”的轮廓勾勒出

来，以期引起读者的兴趣和关注。因此，书中叙述多于评论，

介绍多于分析。当然，纯客观的叙述和介绍是不存在的，在叙

述和介绍过程中，作者必然有意无意地表达了自己的某些看

法。

欧洲“中国热”由盛至衰的百余年间，大体上相当于中国

清朝的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位皇帝在位时期。在清朝近三百年

的历史上，这三位皇帝在位的百余年堪称繁荣昌盛的辉煌时

期。但是放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来看，在这百余年中，似乎

没有什么超乎前人的成就可言。在物质文明方面，没有进行过

堪与长城、运河媲美的伟大工程，没有出现指南针、印刷术、

火药和造纸法那样永远令中国人自豪的伟大发明；在精神文明

方面，既没有产生孔子、孟子那样万世景仰的贤哲，也没有给

后人留下汉赋、唐诗、宋词那样的艺术瑰宝。明末清初欧洲传

教士带来的西方文明，吸引了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自然

科学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尤为重要的是，外来的信

息开阔了他们的视野，打开了认识世界的窗户，有识之士开始

重新审视中国在世界上的真实地位。但是，送上门来的西方基

督教文化仅仅吹皱了一池死水，其影响始终没有越出宫廷、高

级官僚、知识分子和少数天主教徒的狭小圈子，并未在各个阶

层的中国人中间催发稍具规模的“西方热”。

反观欧洲，情形恰好与中国相反。中国并没有派遣传教士



前往欧洲传播华夏文明，但是欧洲人对中国的了解和认识，竟

然远远超过了中国人对于欧洲的了解和认识。中国文化西传欧

洲后，掀起了波澜壮阔的“中国热”，把王公贵族、文人墨客

乃至市井细民全都卷入其中，令他们如痴如醉，无限向往；思

想家们为如何看待中国文化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并产生了广泛

而深远的影响。中国商品的西去和传教士的东来，固然为欧洲

的“中国热”准备了必要的条件，但是，应该承认，这些条件

并不是中国人为他们送上门去的，而是欧洲人自己主动创造

的。

中国人和欧洲人对于外来文化这种迥异的反应，原因何

在？但愿此书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不久就能听到宏论和高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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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沟通东西的媒介

一、输入欧洲的中国商品

资本主义时代到来之前，由于山海阻隔，交通极为不便，

世界尚未形成为一个整体，散居在世界各地的人民，仅与各自

的近邻有较多往来，而与相距遥远的地区，基本上处于互不相

知的状况。数百年间，仅有屈指可数的几个旅行家曾从欧洲到

达亚洲或从亚洲到达欧洲，他们传递着弥足珍贵的信息，增进

了相距万里的东西方人民的相互了解。然而，这些信息中虽有

旅行家们亲身经历中的大量耳闻目睹，却也掺杂着许多道听途

说，乃至似是而非的传闻。凭借这些为数不多而又不甚准确的

信息，分处欧亚大陆两端的人民无法真切地了解对方。在欧

洲，马可波罗游记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中国的人和物，令许多

人为东方竟然有这样一个文明古国而惊奇。可是，也有不少人

觉得难以置信，以为是作者的杜撰。１８世纪的一位法国作家

就当时欧洲人心目中的中国，说了如下一段话：“我们关于中

国的最初知识，来自著名的威尼斯人马可波罗。他谈到了这个

国家的悠久历史，优秀的法律和政府，肥沃的土地，富足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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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繁荣的商贸，众多的居民，等等。他描绘了中国人的礼

节，他们对艺术和科学的喜爱以及发展艺术和科学的热情。所

有这些记述都被视为虚妄的奇谈。人们认为，这种无稽之谈与

其说是事实的真实记述，不如说是善意的想象结果。人们觉

得，如果相信数千里外有一个强大的国家，它胜过治理得最好

，那简的欧洲国家 直就是荒谬。什么！在许许多多的野蛮国家

那边，在世界的尽头，会有如那位威尼斯人所说的那样一个古

老、聪慧和文明的民族？纯粹是痴人说梦，除了头脑简单的人

和傻 从总体上看，直至１６世纪下半瓜，谁也不会相信。”

叶，对于大多数欧洲人来说，中国依然只是一个抽象乃至虚幻

的概念。从另一方面看，中国人对西方的无知更为严重，在许

多人的心目中，中国和若干毗邻国家构成了整个“天下”，“普

天之下，莫非王土”，绝不仅仅是帝王们的政治观念，也可以

说是中国人的地理概念。对于中国人来说，西方是一个十分含

混的概念，它既包括南亚的印度、西亚的波斯，也包括欧洲的

诸多国家。至于欧洲究竟有哪些国家，几乎没有一个中国人能

够说清楚。直到１６世纪欧洲人已经来到中国时，中国人不但

依然把葡萄牙和西班牙统统称作佛朗机，而且竟然认为“佛朗

机近满刺加”，“佛朗机国在爪哇南”，可见当时的中国人对于

世界的了解实在少得可怜。从１６世纪起，一些欧洲国家为进

行资本原始积累，先后开展对外扩张的殖民活动，南美洲、中

美洲和亚洲成了它们首选的远征对象。事物往往具有两面性。

这些欧洲国家的对外扩张，一方面以其侵略性和掠夺性损害了

东方国家的利益，另一方面则在客观上促进了东西方的贸易和

《奇趣轶闻杂录》（①　鲁斯洛德絮吉 　Ｒｏｕｓｓｅｌｏｔ　ｄｅ　Ｓｕｒｇｙ　：

第４卷，巴黎，１７６ｉｎｔéｒｅｓｓａｎｔｓ　ｅｔ　ｃｕｒｉｅｕｘ）， ６年，第１－２页。

Ｍｌａｎｇé 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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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就中国而言，除了古代丝绸之路上的商旅之外，与欧洲

真正意义上的交往，也是从１６世纪欧洲人来到中国以后开始

的。

１．欧人来华

如今我们常说，随着科技进步，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了，这

是说，科技进步令居住在地球上不同角落的人们之间的联系和

往来日益方便了，从北京搭乘大型喷气客机，只消十来个小时

就可抵达欧洲的任何一个重要城市。上溯数百年，那时的地球

显得那么大，居住在地球两 具备相互了解、彼端的人们根本不

此往来的条件，以至于此端的居民丝毫不了解彼端的居民。世

界虽然早就存在，而且在不断发展，然而它并不为人们所认

识。在历史学家的笔下，近代以前的世界史，基本上是地区史

或国别史的拼凑；之所以如此，绝不是因为历史学家们无能，

而是由于那时的世界尚未连成一片。

１４９７年，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Ｇａｍａ，　Ｖａｓｃｏ　ｄａ，　１４６９－

１５２４）率领船队离开欧洲，绕过非洲南端好望角，于１４９８年

抵达印度的卡利库特，成为第一个经由海路到达印度的欧洲

人，由此开辟了欧洲到亚洲的航路。同样是在１４９８年，意大

利人哥伦布（Ｃｏｌｏｍｂ，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１４５１－１５０６）奉西班牙国王

之命，第三次横渡大西洋，这次他终于“发现”了美洲大陆。

从许多角度来看，１６世纪都可视为世界历史的新开端，走出

了漫长中世纪的欧洲，开始步入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的新时

代。１５１９年，为西班牙国王服务的葡萄牙人麦哲伦（Ｍａｇｅｌｌａｎ，

Ｆｅｒｎａｎｄ　ｄｅ　，１　４　８０－１５２１）　　开始环球航行，１５２１年到达菲律宾，

为土著居民所杀，他所率领的船队中的一艘继续航行，于

１５２２年返抵西班牙，终于完成了环球航行。新航路的发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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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早期殖民活动提供了广阔的前景。最早向东方进行殖民扩

张的就是在航海方面走在前面的葡萄牙。葡萄牙于１５１０年占

领印度的果阿，把它变成了东方殖民地的首府，既是葡萄牙远

东贸易的重要港口，也是控制远东天主教传教士的据点。英国

和荷兰分别于１５９９年和１６０２年建立了各自的东印度公司，从

１７世纪起为向东方扩张而与葡萄牙展开了激烈的争斗，而西

班牙此时早已在菲律宾落脚。不久，荷兰的东印度公司从葡萄

牙手中夺取了非洲的好望角、印度的马拉巴海岸、重要的海上

通道马六甲、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和苏门答腊等地。

随着欧洲殖民国家向亚洲和整个东方的扩展，欧、亚两大

陆之间的交往与日俱增，彼此隔绝的状态逐渐被打破，世界开

始形成一个整体，名实相符的世界历史由此肇始。１５１４年，

葡萄牙商人首次航行到中国南部海面，但未能登陆。１５１７年，

ｚ）进入珠江葡萄牙商人佩雷斯·安德拉德（Ａｎｄｒ　ａｎｄ，Ｐｅｒｅ ，到

ｚ，　Ｔｈｏｍａｓ）通达广州，随行的官员皮雷斯（Ｐｉｒｅ 过贿买宦官等

手段，被允许于１５２０年北上，抵达南京，翌年随明武宗进入

北京；后因行为不检等原因，遭明朝政府驱赶，两手空空地返

回广州。最早到达中国的西班牙人是多明我会教士拉克鲁瓦

（Ｌａ　Ｃｒｏｉｘ，　Ｇａｓｐａｒｄ　ｄｅ），他于１５５６年潜入广东，被发现后遭到

逮捕，不久便被驱逐出境。１５７５年，马尼拉教区主教、西班

牙人拉达（Ｍａｒｔｉｎ　ｄｅ　Ｒａｄａ　，１５３３－１５７８）及一名随从和两名军

官，携带西班牙驻菲律宾总督给中国官员的信件和礼物，来到

福建，受到福建巡抚的接见，此后又去过同安、厦门等地。

１５９８年，西班牙驻菲律宾总督派员前往广东，要求通商，他

们先到澳门，葡萄牙当局不许进泊，不得已移泊虎跳门，翌年

被广东官员驱逐，无功而返。１６０１年，荷兰殖民者派遣军队

进攻马尼拉受挫后，转向澳门，再次受阻，于是企图进入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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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中国官员对他们的来意颇具戒心，仅容许他们作短暂逗

留。１６０３年，荷兰再次派船来华要求互市，又一次遭到拒绝。

此后不久，荷兰就开始了占据我国台湾和澎湖的侵略活动，并

不断骚扰大陆沿海一带。１６２２年，荷兰战船围困澳门，遭到

反击。明亡清立后，荷兰人于１６５６年派遣使团到北京朝见顺

治皇帝，试图建立正式的通商关系，结果无功而返。１６００年，

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御准成立东印度公司，由此开始了英国与中

国及远东国家的海上贸易。东印度公司不但有自己的商品基

地，而且有自己的武装，既能运货，也能海战，它通过设立在

马德拉斯和孟买等地的商号，到中国惟一准许进行对外贸易的

港口广州采购中国商品。英国东印度公司虽然以采购茶叶和生

丝以及瓷器为主，但它允许其员工以个人身份与中国商人做生

意，这些私人贸易范围较广，包括织物、服饰、墙纸、漆器、

金银和象牙制品等。总起来看，欧洲商人在早期对华贸易中，

经常为取得货物而不择手段，名为贸易，实则与海盗行径相去

不远。这也正是中国政府限制对外贸易，对东南沿海严加防范

的原因之一。

２．商品西去
中国向来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农业大国，由于疆域辽阔，人

口众多，农业和手工业比较发达，在生产力水平不高、人们日

常生活所需比较简单的条件下，通过国内贸易调剂余缺即可基

本满足各地的生产和生活所需，无需大量输入国外产品。明朝

建立以后，由于倭寇在沿海一带骚扰等原因，政府实行严厉的

海禁，使得本来就不甚发达的对外贸易，遭受沉重打击。郑和

七次远下西洋，固然是世界历史上空前的壮举，而且促进了中

国与郑和所到地区和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但是在贸易方面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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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巨大收获，仅以中国精湛的工艺品换取了一些香料和珍宝等

外国商品，原因之一在于皇帝此举意在宣扬国威，对于贸易方

面的收获大小并不十分在意，这与百年以后的葡萄牙和西班

牙，为了寻找殖民地和开拓海外市场而扬帆远航，迥然不同。

明清更迭时期的战火，使中国的经济遭到了严重的摧残。

康熙皇帝亲政后，一面以军事行动肃清反抗势力，一面采取比

较宽松的政策，如蠲免赋税、奖励垦荒以及兴修水利等，鼓励

农耕，促进生产发展，使跌入低谷的经济重现生机，再度活

跃，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渐渐达到了历史上少见的繁荣。经济

的复苏为对外贸易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从总体上看，此时

的欧洲尚未建立起资本主义生产体系，英国虽然已完成资产阶

级革命，但工业革命却是在１８世纪６０年代进行的。法国的经

济与中世纪并无多大差别，农业和手工业处于相对落后状态，

大型手工业工场为数寥寥。尽管缺乏精确的资料，但是我们大

致上可以断定，当时中国的农业生产率高于法国，中国有“一

人食力可养十人”的记录 ，而法国的国务秘书贝尔旦

（Ｂｅｒｔｉｎ，　Ｈｅｎｒｉ，　１７２２　－　１７９２）则说：“在中国，耕地的投入与产

出在１比１５到１比２０之间，而法国的一般耕地，这个比率只

有１比４．５。” 由此可见，１８世纪的中国虽然仍处在封建社会

末期，但就经济特别是农业经济水平而言，依然处于世界先进

行列，至少不在当时的欧洲以下，这正是吸引欧洲商人前来中

国进行贸易的重要原因。

清朝初年，为了打击南明和明朝遗臣的反清斗争，严厉的

萧一山：《清代通史》，商务印书馆，１９２７年，第２卷，第５２２

页。

法兰西学院（Ｉｎｓｔｉｔｕｔ　ｄｅ　Ｆｒａｎｃｅ）图书馆藏品，ｍｓ．　１５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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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禁一如明朝，顺治皇帝曾下令“不许片帆入口”，以致来华

的外商只能在澳门进行贸易。康熙二十二年（１６８３）平定台湾

后，清政府开放海禁，准许外商在广州等４个口岸进行贸易。

此后海禁时紧时松，直到雍正五年（１７２７）才正式废除不准与

南洋贸易的禁令，政府在闽、浙、粤等地设关，征收外贸关

税。对外开放的局面延续到１８世纪５０年代。乾隆二十二年

（１７５７），清政府断然下令，外国商船只能收泊广州，不得前往

其他港口进行贸易，而且几乎所有对外贸易均置于政府的严密

控制之下。闭关政策虽然遭到欧洲商人的抵制和反抗，但是，

清政府不但毫不妥协，而且更加收缩对外贸易。然而，政府的

政策是一个方面，实际情况是另一个方面，中国的对外贸易实

际上长期呈现禁而不止的局面。就在明清政府实行严厉海禁之

时，中国与周边地区和国家，诸如朝鲜、日本、菲律宾、爪

哇，始终保持着频繁的贸易往来。通过转口贸易和其他途径，

中国的商品特别是丝绸等中国传统的输出品，也能到达欧洲。

所以，中国的对外贸易虽然受到政府政策的制约，但依然呈上

升趋势。

与中国政府的闭关政策相反，欧洲国家极欲与中国通商，

但是它们能够向中国输出的商品不多。作为主要出口品的毛纺

织物在中国很难找到买主，钟表等精巧的机械制品虽然受到上

层人士的欢迎，但由于不是大众消费品，因而销路极为有限，

只有棉花和棉布堪称输入中国的大宗欧洲商品。欧洲产品在中

国打不开销路的主要原因，是自然经济下的中国市场容量较

小，清朝末年在中国担任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Ｈａｒｔ，Ｓｉｒ

Ｒｏｂｅｒｔ，１８３５－１９１１ 米，）曾说：“中国有世界上最好的粮食

最好的 茶，最好的衣着饮料 棉、丝和皮毛。既有这些

大宗物产以及无数土制副产品，所以它们不需要从别的地方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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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欧洲商品在价格和买一文钱的东西。” 品质上也不具

优势，因为，欧洲在实现机器生产之前，与中国相比并无技术

优势。相反，自给自足的中国却有不少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为

欧洲国家所需，欧洲商人络绎不绝地前来中国东南沿海，低三

下四地千方百计求购中国商品，茶叶、生丝、丝织品、瓷器、

漆器等都是欧洲各国渴望得到的商品。１６世纪初中国瓷器就

开始直销欧洲，葡萄牙、荷兰、英国和法国都进口中国的瓷

器。英国商船首次航行中国，买回去的货物中就有５０余箱瓷

器，第一艘来华法国商船昂菲特里特号运回去的也是瓷器，总

数多达数万件。据统计，１６０２－１６８２年间，在不到一百年的时

间里，单是荷兰商船运往欧洲的中国瓷器就有１０００多万件。

中国的另一大宗输出品是茶。１７世纪中叶荷兰东印度公司开

始向欧洲输入中国茶，起初数量极小，１６６４年转销给英国东

印度公司的茶仅为２磅２盎司，此后的二十年间共进口约６０００

磅，平均每年输入２００余磅。随着欧洲对于茶叶的需求量日益

增加，茶叶在中国的输出商品中所占份额逐渐提高，一度成为

最重要的输出品，１７３７年的输出总量高达４９０００余担。

二、东来的欧洲传教士

传教士是随着商人和兵船来到中国的西洋人，他们不仅来

了，而且留下来了，不像商人和士兵那样来了又走了。他们中

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北京，１９６１年，第４页。

参阅朱培初：《明清陶瓷和世界文化的交流》，北京，１９８４年。

参阅萧致治、徐方平：《中英通使前的茶叶贸易》，载张芝联主

编：《中英通使二百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１９９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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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人一住就是数十年，从翩翩少年到须发皆白，终老在中国

这块好客的土地上。早在１５５２年，罗马天主教耶稣会元老之

一方济各·沙勿略（Ｆｒａｎｃｏｉｓ－Ｘａｖｉｅｒ，　Ｓａｉｎｔ，　１５０６－１５５２）就来到

了珠江口外的上川岛，探索进入中国的可能性和途径。三十余

年后，耶稣会士不仅终于进入中国，而且到了北京，在以后的

漫长岁月里，他们和其他修会的传教士一起，为了上帝的事业

而长期居留在中国，成为对中国最了解、最熟悉的西洋人。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欧洲商人和传教士来华，就不会

有欧洲的“中国热”。

１．基督教与中国的早期接触
明朝天启五年（１６２５）在西安附近出土了一块石碑，高近

一丈，宽约四尺，顶端为金字塔形，并镌有十字，下书“大秦

景教流行中国碑”，碑文共约二千字。此碑的发现，揭示了基

督教早期在华传播的一段历史。法国汉学家伯希和（Ｐｅｌｌｉｏｔ，

Ｐａｕｌ，１８７８－１９４５）于光绪三十四年（１９０８）在敦煌发现若干景

教文献，日本学者也收藏了一些发现于敦煌的景教文献。所谓

景教，是指基督教的聂思托里派，这个教派为出生于叙利亚的

聂思托里创于公元５世纪，主张神与基督是两位两性，而不是

一位两性，被罗马天主教教会斥为异端，禁止传播。聂思托里

于是转向中亚一带发展。根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和上述

文献记载，景教于公元６３５年（唐太宗贞观九年）传入中国。

那年有一个名叫阿罗本（Ａｌｏｐｅｎ）的教徒从波斯或叙利亚来到

西安，唐太宗派遣宰相房玄龄前往迎接，并亲自在皇宫接见，

询问有关该教的一些情况。三年之后，唐太宗下诏，准许在中

国随意传教，并在西安附近建造一所寺院，供景教徒使用。唐

高宗继续执行准教政策，并封阿罗本为“镇国大法师”，下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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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各州普遍建立景教寺，于是出现了“法流十道，寺满百

城”的繁荣景象，教徒逾千。阿罗本等西来的基督教徒在中国

站稳脚跟后，立即着手翻译基督教经典。现有资料表明，基督

教景教中的主要内容，诸如天主自有、三位一体、上帝创造宇

宙和人类等，都已介绍给中国人。武则天佞佛，景教在她执政

期间受到打击，但唐玄宗即位后景教再度复苏，这位皇帝竟让

他的五位兄弟去景教寺参拜，还下令将唐朝五位皇帝的画像悬

挂在景教寺中。唐武宗会昌五年（８４５），皇帝严禁佛教，令天

下僧尼一律还俗，声势之猛，殃及其他宗教，景教寺被毁，神

职人员被勒令还 蹶不振，仅有极少数教徒留俗，景教从此一

存。

１３世纪，蒙古人大举西进，欧洲为之震惊。教皇因诺森

四世（ＩｎｎｏｃｅｎｔｉｕｓⅣ　，１２４３－１２５４在位）在法国里昂召集欧洲

各国主教 ｐｉａｎｏ，共商对策。会后派遣意大利教士柏朗嘉宾（

Ｃａｒｐｉｎｉ，Ｇｉｏｖａｎｎｉ，约１１８２－１２５２）往见蒙古大汗，一则探听虚

实，二则力争劝说大汗皈依基督教，从而消弭蒙古人西进的威

胁。１２４５年，他带着教皇致大汗的信件从里昂出发，于翌年

到达蒙古大汗的都城哈拉和林，适逢贵由继位为汗，他参加了

继位大典，后来又晋见贵由，递交了教皇的信件。同年年底，

柏朗嘉宾带着大汗的回信踏上归途，１２４７年回到当时教廷所

在地法国南部的阿维尼翁。１２５３年，法国国王路易九世选派

法国方济各会士卢布鲁 ｕｃｋ，克（Ｒｕｂｒｏ 　Ｇｕｉｌｌａｕｍｅ，约１２１５　－

１２７０）携带国王信件从地中海东岸出发，往见蒙古大汗。与柏

朗嘉宾不同，卢布鲁克不承认自己是使臣，而仅是一个传教

士。他抵达蒙古汗廷后曾要求留下传教，１２５４年在哈拉和林

两度会见大汗蒙哥，同年８月带着蒙哥给路易九世的回信返回

地中海东岸。遵照方济各会的要求，卢布鲁克书写了出使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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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连同蒙哥的回信一并转呈路易九世。哈拉和林如今在蒙古

国境内。虽然贵由和蒙哥会见柏朗嘉宾和卢布鲁克时，蒙古人

尚未入主中原，但由于贵由和蒙哥后来分别被谥为元定宗和元

宪宗，所以称这两位欧洲教士的东行是基督教与中国的接触是

完全有理由的。基督教在元朝被称作也里可温教，其中包括聂

思托里派和天主教，一度也曾有过它的辉煌时期，汗八里（北

京）、扬州、泉州等地都曾建起了也里可温教的寺院，教徒总

数多达３万余人。这一成就的主要缔造者是意大利传教士孟高

维诺（Ｍｏｎｔｅｃｏｒｖｉｎｏ，　Ｇｉｏｖａｎｎｉ　ｄａ，　１２４７－１３３０）。　１２８９年，孟高

维诺带着教皇尼古拉四世（ＮｉｃｏｌａｓⅣ，１２８８－１２９２在位）的信

件，经印度到达中国，１２９４年抵大都，晋见元成宗，呈交教

皇信函，获准留在大都传教。到１３０５年教徒已有６０００人，其

中多数是蒙古人和随蒙古人进入中原的中亚各族人，汉人教徒

极少。１３０７年，教皇获悉孟高维诺传教成绩显著，遂设立汗

八里总教区，委任孟高维诺为大主教，并陆续派遣教士前来支

援，其中到达中国者三人，其余均死于来华途中。此三人除留

在大都协助孟高维诺外，还南下主持泉州的教务活动。孟高维

诺于１３３０年去世后，教廷于１３３３年派遣鲍特拉（Ｂｏｔｒａｓ，Ｊｅａｎ

ｄｅ，）率领二十六名教士前来中国，四年后抵达汗八里。元顺

帝于１３３６应教徒之请，派遣在华的一位法国方济各会士为代

表，带领十余名中国教徒，前往当时教廷所在地法国的阿维尼

翁向教皇陈情，要求续派主教来华。代表团带去了元顺帝的国

书，证明这些代表具有使节资格。教皇热情地接待了远道而来

的中国代表团。鲍特拉使团的成员之一马黎诺里（Ｍａｒｉｇｎｏｌｌｉ，

Ｇｉｏｖａｎｎｉ）于１３４２年抵达汗八里，向中国皇帝献上良马一匹，

获得皇帝和官员的好感。１３４６年，马黎诺里经由杭州、宁波、

泉州扬帆西返。元朝的基督教虽然拥有众多教徒，但大多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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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人，加上孟高维诺去世后无人继续他的事业，因而明朝取代

元朝之后，基督教便骤然衰落。

２．利玛窦开创在华传教事业

基督教在中国沉寂了近二百年后，于明末清初再度复兴。

无论从纯宗教角度或是中西交往角度看，唐代的景教以及元代

的也里可温教都无法与明清之际的天主教相比，它不仅在当时

形成巨大的声势，而且对后来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新航路的发现不但为殖民国家向外开拓提供了条件，也刺

激了天主教东来的热情。葡萄牙和西班牙既是当时的海上强

国，又是坚决反对宗教改革的天主教国家，主观条件和客观条

件的结合，使得这两个国家向东扩张特别积极。正在此时，西

班牙人罗耀拉（Ｌｏｙｏｌａ，　Ｉｎｉｇｏ　Ｌｏｐｅｚ　ｄｅ，约１４９１－１５５６）于１５２８

年创立耶稣会，强调绝对忠于罗马教皇，并以积极向外传播基

督教为己任，１５４０年教皇颁谕批准耶稣会成立。同年，罗耀

拉指定方济各·沙勿略前往东方开展传教活动。１５４１年，方济

各·沙勿略离开葡萄牙，先后到过印度、斯里兰卡、新加坡，

后来在日本居住了两年。在这些年中，他深切体会到中国文化

在亚洲的巨大影响，深知若要让天主教在远东扎根，必须首先

了解中国，于是决心先去中国传教。１５５２年４月，方济各·沙

勿略从印度的果阿出发，来到广州湾外面的上川岛，由于中国

海禁严厉，未能登上中国大陆，同年年底病死在该岛上。

进入中国的第一个耶稣会士是罗明坚（Ｒｕｇｇｉｅｒｉ，Ｍｉｃｈｅｌｅ，

１５４３－１６０７），他奉耶稣会印度省巡视员范礼安（Ｖａｌｉｇｎａｎｏ，Ａ－

ｌｅｓｓａｎｄ　　ｒｏ，１５３９－１６０６）之命到中国传教，１５７９年到达澳门，在

那里悉心学习中文，为进入中国内地作准备，１５７９年至１５８２

年间他曾三次前去广州。直到１５８３年才终于获得进入中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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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许可，在肇庆落脚。由于罗明坚没有语言障碍，加之学识

渊博、谈吐文雅，因而博得当地官员的尊敬，被允许建立传教

场所。从此，欧洲传教士终于在中国内地有了传播福音的基

地。

紧随罗明坚而来的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Ｒｉｃｃｉ，Ｍａｔｔｅｏ，

１５５２－１６１０），他于１５８３年与罗明坚一同进入中国内地，两人

共事将近十年。在这段时间里，他学习并掌握了汉语口语和文

言文以及其他许多有关中国的基础知识，为他此后的活动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利玛窦和罗明坚初到中国之时，出于对中国社

会状况的无知，以为基督教的传教士类同佛教的和尚；为了便

于接近中国民众，遂削发剃须，身披袈裟，以僧人面目出现，

结果却是疏远了文人。直到１５９４年，利玛窦才听从友人瞿太

素的劝告，蓄发留须，改着儒服，自称“西儒”，这才渐渐扩

大并加深了与文人的来往，进而建立了友谊。１５９５年，利玛

窦游历南京，试图北上进京未果，南归居留在江西南昌。１５９８

年，他终于进入北京，但没有获得长久居留的许可，返回南

京。１６０１年，利玛窦第二次进京，终于获准长期居留。

利玛窦在罗明坚的带领下，开始了天主教在华的传教事

业。罗明坚于１５８８年返回欧洲后，利玛窦与庞迪我（Ｐａｎｔｏｊａ，

Ｄｉｅｇｏ　ｄｅ，１５７１－１６１８）等 人　继　续努力，终于为天主教在华传教

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严格地说，利玛窦在中国仅仅博得了

巨大的名声，却并未在传教中取得惊人的成就，听了他的宣传

而皈依基督教的中国人并不多。他的贡献主要有二：一是确立

了耶稣会在华传教策略，为后来者指明了通向成功的途径；二

是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利玛窦把自己获得巨大

名声归之于五个原因：一是能相当正确地说和写汉语；二是有

惊人的记忆力，能背诵《四书》；三是有数学知识；四是有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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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棱镜等西方奇物，可以示人或馈赠；最后一个原因才是

他所传播的基督教教义。 我们认为，他所以能够取得出色的

成就，除了他个人的学识和才能外，主要得益于他从实践中摸

索出来的行之有效的做法第一，利玛窦基于对中国国情的了

解，深知绝对不能搬用基督教在南美洲等地使用的方法，而必

须在尊重中国古老文明的前提下，采取适应中国文化思想的传

教方法。为此他主张通过对儒家思想的附和、补充和超越，在

避免与儒家思想发生正面冲突的条件下宣传基督教教义，使他

的传教对象不但不觉得基督教与中国的传统思想有太多的相悖

之处，而且还有所补充和发展，因而乐于接受基督教教义。第

二，利玛窦摒弃急功近利的做法，采取迂回曲折、徐图缓进乃

至欲擒故纵的策略。为了避免引起中国文人的反感，他甚至将

传教意图完全遮掩起来，与他的传教对象热烈讨论中国经典，

闭口不谈基督教，待双方建立信任后，方在适当时机提出皈依

问题。第三，为了激发中国士大夫对西方和基督教的好感，利

玛窦充分展示他所掌握的科学技术知识和技能，并介绍西方在

科学技术上取得的成就，一则用以表明欧洲并不比中国落后，

欧洲人完全有资格同中国文人探讨学问，再则用以破除士大夫

中习见的闭塞保守乃至夜郎自大的心理，使他们乐于接受西方

的学问，为接受基督教教义并最终皈依基督教创造条件。第

四，鉴于中国是一个有数千年历史的专制集权国家，利玛窦十

分明白“擒贼先擒王”这个道理，始终把文人和官宦等精英和

上层人物视为传教的重点对象，并把争取皇帝皈依基督教作为

在华传教的最高目标。作为传教士，利玛窦在华的业绩也许谈

参阅谢和耐：《中国与基督教》（Ｇ ｅｔ，　Ｊａｃｑｕｅｓ：　Ｃｈｉｎｅ　ｅｔ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ｅｒｎ

ｉｓｍ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ｅｔ　Ｒéａｃｔｉｏｎ），巴黎，１９８２年，第２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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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上辉煌，因为接受他洗礼而皈依天主教的中国人并不多，但

是他在中国争得了许多同情者，为欧洲传教士在中国创造了受

人喜爱的形象和良好的立足条件。

利玛窦的学术传教策略为欧洲与中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提供

了新的机遇。对于利玛窦来说，传播基督教福音是目的，进行

学术交流是手段，前者为主，后者为次。然而对于许多中国人

来说，主次关系恰好颠倒过来，他们接近传教士乃至在某种程

度上接受基督教教义，主要原因是希望借此获得西方的科学知

识，基督教教义对他们来说基本上是格格不入的。继利玛窦而

来的欧洲传教士，凡是继续执行他的传教策略的，都受到中国

人的欢迎；他们在为皇帝和宫廷提供各种服务的同时，既传播

了基督教，又推动了中国与欧洲之间的文化交流。

３．法国耶稣会士为在华传教事业注入新

的活力

明末清初基督教东来初期，在华法国籍的传教士人数远在

葡萄牙籍和意大利籍的传教士以下，但从１７世纪８０年代起，

随着法国国力增长和海外事业的发展，这种情况开始发生变

化，在此后近百年中，在华法国传教士不仅人数大增，在全部

在华欧洲传教士中所占比例甚大，而且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非

其他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的传教士所能匹敌。

继利玛窦之后来华的传教士，一面要为皇帝和宫廷服务，

一面要传播天主教，深感人手不敷所需，迫切希望更多的欧洲

传教士来华工作。１６７８年５月，已在清廷钦天监任职的比利

时传教士南怀仁（Ｖｅｒｂｉｅｓｔ，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１６２３－１６８８）写信给全

欧洲的耶稣会士，呼吁增派传教士来华。这封信引起了欧洲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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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人士的广泛注意。法国财政总监柯尔伯（Ｃｏｌｂｅｒｔ，Ｊｅａｎ－Ｂａｐ－

ｔｉｓｔｅ，　１６１９　－　１６８３）接受巴黎天文台台长卡西尼（Ｃａｓｓｉｎｉ，　Ｊｅａｎ

－Ｄｏｍｉｎｉｑｕｅ，１６２５－１７１２）的建议，此时正准备派人前往东方

进行科学考察。鉴于耶稣会士普遍具有广博的学识，是既可传

教又能进行科学考察的最佳人选，他便建议派遣耶稣会士前往

东方。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极欲扩大法国在海外的影响，增进与

远东的贸易，因而对柯尔伯的计划给予大力支持。经卡西尼与

耶稣会磋商，一个六人名单很快就确定下来，他们是洪若翰

（Ｆｏｎｔａｎｅｙ，　Ｊｅａｎ　ｄｅ，　１６４３－１７１０）、白晋（Ｂｏｕｖｅｔ，　Ｊｏａｃｈｉｍ，　１６５６

－１７３０）、张诚（Ｇｅｒｂｉｌｌｏｎ，　Ｊｅａｎ－Ｆｒａｎｃｏｉｓ，　１６５４－１７０７）、刘应

（Ｖｉｓｄｅｌｏｕ，　Ｃｌａｕｄｅｄ　ｅ，１６５６－１７３７）、李明（Ｌｅｃｏｍｔｅ，Ｌｏｕｉｓ－

Ｄａｎｉｅｌ，１６５５－１７２８）和塔夏尔（Ｔａｃｈａｒｄ，Ｇｕｙ，？－？）。由于法

国当时尚无直航中国的商船，而法国人又不愿意借道里斯本搭

乘葡萄牙船只，被选中的六名耶稣会士因而迟迟不能成行。

１６８３年柯尔伯去世，派遣计划遂被搁置。１６８４年，比利时籍

传教士柏应理（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Ｃｏｕｐｌｅｔ，１６２４　－　１６９３）自中国返回欧

洲，在巴黎逗留期间拜谒凡尔赛宫，向路易十四当面陈述了派

遣传教士去中国的种种好处。在路易十四的亲自过问下，这项

搁置了数年的计划终于付诸实施。１６８５年３月洪若翰等六人

从法国的布勒斯特港扬帆起航，前往中国，塔夏尔中途滞留暹

罗，其余五人则于１６８７年７月抵达宁波。

法国耶稣会士与先他们而来华的其他各国传教士至少有两

点不同。第一，其他传教士几乎无一例外地受教会派遣而来，

法国耶稣会士却是法国国王派来中国的。第二，其他传教士来

华的惟一任务就是传播上帝的福音，法国耶稣会士则除了传教

外，明确地肩负着科学研究任务，临行之前，法国国王还特地

授予他们“国王的数学家”头衔。法国耶稣会士的这两个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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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使他们在所有在华传教士中间，成为一个比较特殊的群

体。他们有很强的为本国利益服务的愿望，与本国的政府、教

会、学术团体和学者的联系比较密切，著述比较多。利玛窦开

创的学术传教传统虽然在耶稣会士中间得到继承，但是，他们

中的大多数人仅仅把包括为皇帝和宫廷提供技术服务在内的各

种与文化交流有关的活动，当作取悦皇帝、结交中国士大夫，

进而在中国站稳脚跟的手段。法国耶稣会士则不同，对于他们

来说，科学活动既是传教的手段，也是他们来华的任务之一，

而且就为他们的祖国服务而言，进行科学活动的重要性甚至可

以说大于传教本身。因此，他们无论在向中国人传播西方科学

知识方面，还是在了解和研究并向西方介绍中国方面，都较其

他传教士具有更高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这些特点显现在首批来

华的五位法国耶稣会士身上，同样体现在此后陆续来华的众多

法国耶稣会士身上。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法国耶稣

会士在１８世纪的中国与欧洲的文化交流中，扮演了极其重要

的角色；对于欧洲的“中国热”，他们同样起了催化作用，因

为许多欧洲人，其中包括许多著名的思想家、学者和知识分

子，都是在读了他们的有关中国的著述以后，才对中国发生兴

趣，进而研究中国的。

三、旅欧中国人

１．　　１７、　１８世纪到过欧洲的中国人
明清之际，中国政府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不但严格限

制外国商人来华贸易，而且不准国人出洋。但是，闽粤江浙一

带，仍有许多从事对外贸易的商人和船民，往来于南洋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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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大批贫民为生计所迫，背井离乡流落到外国去做苦工。然

而，由于路途遥远和交通条件的限制，１９世纪之前到过欧洲

的中国人寥寥无几。这些人主要是作为助理、随从或翻译陪同

洋传教士前往欧洲办理教务的中国教徒，他们通常在欧洲逗留

的时间较短，完成任务后立即随同洋教士返回中国。为数不多

的几个年轻教徒被洋教士遴选为高级神职人员的培养对象，被

派往欧洲进入神学院接受正规教育，完成学业、取得神职后返

回中国。培养一名高级神职人员需要多年，而这些中国学生更

需首先学习语言，所以他们在欧洲逗留的时间很长。大多数中

国学生完成学业后立即返国，只有极个别赴欧的中国教徒由于

始料不及的原因定居欧洲，客死异乡。在当时中国与欧洲彼此

阻隔、相互了解甚少的条件下，这些到过欧洲的中国人，无论

长住或短留，无论有心或无意，都为欧洲带去了有关中国的信

息，从而为增进欧洲对中国的真切了解和认识作出了贡献。

波兰籍耶稣会士 ｅ，１６１２－卜弥格（Ｂｏｙｍ，　Ｍｉｃｈａｅｌ－Ｐｉｅｒｒ

１６５９）来到中国后，先后到过海南、四川、云南等地，回到澳

门不久，就到广西为南明政权的永历皇帝服务。永历皇朝是中

国历史上一个十分特殊的朝廷，包括皇太后在内的许多皇室成

员都正式受洗皈依天主教，皇帝本人虽然不是教徒，但积极支

持皇室成员入教。通过教会的关系，澳门的葡萄牙当局曾经拨

调兵员和大炮支援永历与清兵作战。１６４９年，永历朝廷迭遭

挫败，桂林失陷，广州等地也危在旦夕，走投无路之际决定派

人向罗马教廷求救。卜弥格被选定为使臣，带着皈依天主教的

皇太后和重臣庞天寿分别致教皇和耶稣会总会会长的信函，前

往罗马。庞天寿为了以后续派使团去欧洲天主教国家时，既不

失中华风范，又符合这些国家的礼仪和习俗，决定派员与卜弥

格同行，进行实地考察。被选中的是一位年仅１９岁的官员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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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西文写作Ｃｈｅｎｇ　Ａｎ－ｔｅ　－　ｌｏ，又作Ａｎｄｒé　Ｔｃｈｅｎｇ）。卜弥

格一行在罗马与基尔歇（Ｋｉｒｃｈｅｒ，Ａｔｈａｎａｓｉｕｓ，１６０２－１６８０）相

遇，交流了有关中国的信息。应基尔歇的要求，卜与陈依据顺

治元年（１６４４）李之藻等人刻印的本子，将１６２５年在西安附

近发现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从中文直接译成拉丁文，

刊布在基尔歇主编的《中国图说》中。此外，在基尔歇出版于

１６５２年的另一 两篇中文文部著作中，还刊出了陈安德书写的

卜弥格一行完件。 成使命后，于１６５６年带着教皇亚历山大七

世（Ａｌｅｘａｎｄｅ　Ⅶ，１６５５－１６６７年在位）给永历皇帝的复信返

回中国，途中历经艰险，抵达澳门时因葡萄牙当局拒绝入境而

转赴安南，取道陆路进入中国。但他未能再次踏上中国的土

地，１６５９年病死在安南，随同他返华的陈安德将他埋葬后，

独自返回中国。在有文字资料可查的赴欧中国人中，他应是最

早的一位。

在不少有关著述中，郑玛诺被说成是赴欧的第一位中国

人，称他是随同耶稣会传教士卫匡国（Ｍａｒｔｉｎｉ，Ｍａｒｔｉｎｏ，１６１４－

１６６１）前往罗马的那位中国教徒。其实，郑玛诺和卫匡国的随

从不是同一个人，而是两个人。他们有许多共同之处，这大概

是误将两人当作同一个人的主要原因：两人都是年轻的中国教

徒，目的地都是罗马，离开中国的时间只差两三年；另一个原

因则可能是郑玛诺后来不但回到中国，而且还担任过神职，这

些都有文字记载可查；而卫匡国虽然再度来华并终老在杭州，

参阅艾丹妮：《尼古拉·弗雷莱（１６８８－１７４９），一位１８世纪人文

ｅ：　学者对中国的思考》（　Ｅｌｉｓｓｅｆｆ－　Ｐｏｉｓｌｅ，　Ｄａｎｉｅｌｌ 　Ｎｉｃｏｌａｓ　Ｆｒéｒｅｔ　（１６８８　－

　１７４９），　Ｒééｆｌｅｘｉｏｎｓ　ｄ＇ ｅｕｎ　 　ｓｈ ｉéｃｌｅ　ｓｕｒ　ｌａ　Ｃｈｉｎｅｕｍ ），巴黎，ａｎ １９ｉｓｔｅ ７９　ｄｕⅩⅧ

年，第２４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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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的那位随从却不知所终，于是人们便想当然地把郑玛诺

说成是卫匡国的随从了。郑玛诺本名郑维信，原籍广东，１６３３

年（明崇祯六年）出生在澳门，年幼时即受洗入教，教名Ｅｍ－

ｍａｎｕｅｌ，汉译为玛诺，西人则 称 他为 Ｅｍｍａｎｕ　ｅｌｅ　ｄｅ Ｓｉｑｕｅｉｒａ。

１６４５年， １２岁的 郑 玛诺 远离 故 土， 随法 国 神甫 罗历 山

（Ｒｈｏｄｅｓ，　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ｄｅ，１５９３－１６６０）去意大利接受天主教会的

正规教育，１６４９年到达罗马，１６５１年入初修学院学习意大利

语和拉丁语，１６５３年入罗马公学研习神学、数学、哲学、修

辞等课程。他在学习期间加入耶稣会，成为中国第一位耶稣会

士。学习结束后赴里斯本候船返国，在长达四年的候船期间，

他就读于著名的哥因布拉大学。１６６６年启程返国，同行的有

１４名欧洲传教士，行前曾受葡萄牙国王接见。１６６８年回到澳

门，两年后移居北京，１６７３年去世。郑玛诺虽然旅居欧洲十

余年，但因去国之时是一个无知少年，而且生长在葡萄牙控制

下的澳门，所以对于传统的中华文化缺乏深知，在国外无法担

当文化使者的重任。

就在卜弥格受南明朝廷委托前去罗马求援之时，另一位耶

稣会传教士卫匡国，受在华耶稣会的派遣，也带着一位中国人

前往罗马就“礼仪之争”向教廷进行申述。此人也是教徒，教

名多明（Ｄｏｍｉｎｉｑｕｅ），姓氏不详，１６４５年开始跟随卫匡国，那

时卫匡国正在福建省北部的福安县活动。他们于１６５３年登上

欧陆，抵达罗马前先后在荷兰、奥地利、比利时、德国作短暂

逗留。荷兰的东方学家高利乌斯（Ｇｏｌｉｕｓ，Ｊａｃｏｂ，１５９６－１６６７）

曾与卫匡国和多明会见，多明协助高利乌斯整理了一些他所收

参阅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册，北京，１９８８年，第

１８６－１９９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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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的中文抄本。卫匡国于１６５６年再度来华，多明是否随同返

华，不见于文字记载。在欧洲期间，卫匡国除了完成耶稣会托

付的任务外，还出版了两部有关中国的著作，即《鞑靼战纪》

和《中国新图》。尽管我们推测，在卫匡国的写作过程中，多

明很可能发挥了助手作用，但并无确证。不过，据称英国人钱

伯伦（Ｊｏｈｎ Ｃｈａｍｂｅｒｌａｙｎ，１６６６－１７２３）在他的一部著作中介绍

中文时所使用的汉字，是多明用毛笔 此事如果属书写的。

实，那就可以证明多明并非目不识丁，在卫匡国的欧洲之行中

他所扮演的角色也肯定不只是一个提水送饭的杂役。

１６８２年随耶稣会传教士柏应理前往欧洲的南京教徒沈福

宗，留下了一些文字记载，是早年赴欧中国人中留下史料较多

的一位。１６８４年８月，柏应理一行到达巴黎。中国人来到巴

黎的消息受到朝野普遍关注，国王路易十四在凡尔赛宫亲自接

见，设晚宴招待。席间国王请沈福宗用汉语诵读祷告词，还请

他表演用筷子进食，饭后邀请他观赏了喷泉表演。在下榻的耶

稣会会馆，沈福宗向客人们展示了多幅画在绸子上的孔子、老

子、康熙、徐光启、释迦牟尼等人的画像，其中最令法国客人

感兴趣的是孔子。沈福宗还向在场的法国人展示了中国的文房

四宝，介绍了毛笔的使用方法。谈到中国的语言文字时，他说

中文大约有八千多字，需要许多年才能学会并记牢这些字；汉

字的书写习惯是从上到下、从右到左；汉语的同一个音有不同

声调，所以抑扬顿挫，听起来非常悦耳；他以“Ｐｏ”为例说，

这个音至少有十一个不同意义，诸如玻、波、伯、博、薄等

等。巴黎的一份杂志事后不但作了生动的报道，还不厌其详地

参阅伦贝克：《汉学先驱贝耶尔》（Ｌｕｎｄｂａｅｋ，　Ｋｎｕｄ：　Ｔ．　Ｓ．　Ｂａｙｅｒ，

Ｐｉｏｎｅｅｒ　Ｓｉｎｏｌｏｇｉｓｔ），第９９页，注１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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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了沈福宗的衣着和举止。 笔者在巴黎天文台图书馆所藏

的一份手稿中，曾见到以汉字书写的二十四节气、六十甲子和

十二生肖，同页上写有 Ｍｉｃｈａ　ｅｌｉｓＳｈｉｎ－ｆｏ－ｃｕｎｏ字样，估计是

沈福宗在巴黎期间留下的手迹。如果说沈福宗在巴黎只是给法

国人留下了中国人如何吃饭、写字等十分粗浅的常识，那么他

在英国的活动则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柏应理一行在巴黎仅逗

留一个多月后，即赴罗马，后又去比利时，１６８７年转赴英国。

沈福宗在剑桥结识了英国东方学家海德（Ｈｙｄｅ，Ｔｈｏｍａｓ，１６３６

－１７０３），多次与之晤谈，回答了许多有关中国的问题。海德

问及汉语和汉字，表达了创建一种全欧洲均可使用的汉字注音

体系的愿望，沈福宗则向他介绍了中国的辞书《海篇》和《字

汇》。海德于１６８８年出版了《中国度量衡考》（Ｅｐｉｓｔｏｌａ　ｄｅ　ｍｅｎ－

ｓｕｒｉｓ　ｅｔ　ｐｏｎｄｅｒｉｂｕｓ　Ｓｅｒｕｍ　ｓｉｖｅ　Ｓｉｎｅｎｓｉｕｍ），　１６９４年出版了《东方

游艺》（Ｄｅ　Ｌｕｂｉｓ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ｂｕｓ　ｌｉｂｒｉ　ｄｕｏ），书中对中国的象棋作了

相当详细的介绍，不仅绘有棋盘，用中文标出所有棋子，而且

对下法和规则作了讲解。书中还介绍了围棋和樽棋，以及另外

两种中国游戏“升官图”和“杨六四捍”。除了象棋和围棋，

书中所介绍的其余游戏在中国如今已经很少有人了解了。海德

的这些知识显然也得益于他与沈福宗的交往。他在《东方游

艺》第二卷的序言中称沈福宗为“亲爱的朋友”，可见他们的

关系比较亲密。

参阅荣振华：《帆船时代到过巴黎的中国人以及１８世纪中国对法

国文学的影响》（Ｄｅｈｅｒｇｎｅ，　Ｊｏｓｅｐｈ ｓ　ｃｈｉｎｏｉ 　ｓ：Ｖｏｙａｇｅｕｒ 　ｖｅｎｕｓà Ｐａｒｉｓ　ａｕ　ｔｅｍｐｓ

ｄｅ　ｌａ　ｍａｒｉｎｅ　àｖ　ｏｉｌｅ　ｅｔ　Ｉ＇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ｄｅ　ｌａ　Ｃｈｉｎｅ　ｓｕｒ　ｌａ　ｌｉｔéｒａｔｕ　 ｒｅ　ｆｕａｎｃａｉｓｅ　ｄｕ　Ⅹ　 Ⅷｅ　

ｓｉèｃｌｅ）　；Ｍ　ｏｎｕｍｅｎｔａ　Ｓｅｒｉｃａ，载《 裔 学 志 》，华 卷（ １９６６） ，３７２－３９７

页。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23

巴黎的国家档案馆Ｋ１３７５．２０号文件记述了一位１７００年

在巴黎任教的中国人：“洪若翰神甫打算于１７００年１２月１５日

离开巴黎，返回中国。他将带走那位陪同他前来法国的中国

人，此人现在任教于路易大王学校，为准备随洪若翰神甫前往

中国传教的七八位（也有人说是十五位）耶稣会士授课。这些

耶稣会士通过他学到了一些汉语知识和中国的习俗。⋯⋯”①

这件档案接着讲述了这位中国人讲法语时的习惯性错误和衣着

打扮，对他的腰带和挂在腰带上的烟荷包等物作了特别详细的

介绍。遗憾的是，我们不曾见到有关此人的其他资料，所以至

今连他姓甚名谁都不知道。

１７０７年，耶稣会士艾若瑟（Ｐｒｏｖａｎａ，Ａｎｔｏｎｉｏ，１６６２－１７２０）

奉康熙皇帝派遣前往罗马，随行的中国人名叫樊守义，他在路

途和国外的时间长达１４年，直至１７２０年才返回中国，其中大

部分时间在意大利学习。他两次途径葡萄牙，都受到国王的接

见，在罗马他晋谒了教皇。回到北京后，康熙皇帝亲自召见

他；王公大臣纷纷向他详细询问在西洋的见闻。樊守义于是撰

写了《身见录》，简要地介绍他在欧洲的经历和所见所闻，进

呈御览。全文虽然不足五千字，却是中国人撰写的第一部欧洲

游记，由于所述均为樊氏亲历，所以不但准确，而且重点突

出，如对梵蒂冈的教皇宫和圣彼得大教堂的描述几近四百字。

耶稣会士傅圣泽（Ｆｏｕｃｑｕｅｔ，Ｊｅａｎ－　Ｆｒａｎｃｏｉｓ，　１６６５－１７４１）

于１７２０年底接获罗马耶稣会总会长的通知，令其尽快返回欧

洲 册中文书。他随身带着二十年来陆续购得的７７箱近４０００

籍，离京南下。为了能在漫长的旅途中整理这批书籍，他需要

转引自艾丹妮：《尼古拉·弗雷莱（１６８８－１７４９），一位１８世纪人

文学者对中国的思考》，第９９－１０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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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佣一位中国文人作助手，与他同往欧洲。在广州候船期间，

傅圣泽起初找到了两位合适的人选，但临行之际突然变卦。情

急之中，他只好退而求其次，把主动表示愿意为他服务的胡若

望带走。胡若望当然也是教徒，在广州传教士的住所看门，仅

粗通文字而已，只能做些抄抄写写之类的工作。１７２１年１月，

二人搭船离华。行至西非海岸时，因找不到标志物而横渡大西

洋，在巴西停靠，几经周折，于当年８月抵达法国。胡若望在

旅途中患病，因缺乏医疗条件而久拖不愈，以致精神失常。登

岸后病情未见减轻，反而日趋严重，无法协助傅圣泽。数年后

被送回中国。

此后陆续前往欧洲的中国人基本上都是少年教徒，他们被

在华传教士挑选出来送去欧洲学习教务，以期返华后担任神

职，借以弥补洋教士之不足。１７４
　
０年，刘保录、蓝方济等５

人随耶稣 １７００－１７４９）赴法，会传教士吴君（Ｆｏｕｒｅａｕ，Ｐｉｅｒｒｅ，

学成后分别于１７５０年和１７５４年返回中国。

１７２３年，意大利籍传教士马国贤（Ｒｉｐａ，Ｍａｔｔｅｏ，１６８２－

１７４５）带领殷若望、黄巴桐、谷文耀等５位中国青年前往意大

利，旨在将他们培养成合格的传教士。殷若望和谷文耀于

１７３４年完成学业后晋为司铎，同年返回中国，在四川、河北

等地传教。由马国贤创办的圣家学院于１７３１年在那不勒斯成

立后，陆续有一些中国学生前往接受培训，其中年幼者仅十二

岁。他们中的大多数在欧洲逗留的时间虽长，但因在国内未曾

接受系统的教育，在国外所接受的则是全盘西化教育，所以很

难对传播中华文明发挥多大作用。１７９３年由马戛尔尼率领的

英国第一个官方使团来华时，雇用的翻译就是来自圣家学院的

中国学生，不过他们只能使用拉丁语，并不懂英语。据方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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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统计，截止至１７９５年，前往欧洲的中国留学生共有６３人。

此外，荣振华神甫根据零星的资料统计，１８世纪去过法国的

中国人多达３０人左右。

２．黄嘉略
毫不夸张地说，在１８世纪的旅欧华人中，黄嘉略对中西

文化交流做出的贡献最大。黄嘉略本名黄日升，嘉略是他的教

名Ａｒｃａｄｉｏ（法文写作Ａｒｃａｄｅ）的汉译，在西文文献中，他通常

被称作Ａｒｃａｄｅ Ｈｏａｎｇ，有　时　也被称作Ｏｕａｎｇ，而他自己则经常

署名为Ｈｏａｎｇｅ。尽管他的西文名字屡屡出现在西方学者的著作

中，他在中国学者的著作中却长期被称作“黄某”，原因是无

人知晓他的中文名字。直至１９８５年我们才知道他叫黄嘉略，

而黄日升这个名字则是笔者１９８６年在法　　兰西学院（Ｉｎｓｔｉｔｕｔ ｄｅ

Ｆｒａｎｃｅ）图书馆收藏的手稿ｍｓ．５４０９件中发现的。鉴于自

１９８５年以来，黄嘉略这个名字已为我国一些学者承认并在学

术著作中使用，所以我们不打算改称他为黄日升，尽管这是他

的本名。

黄嘉略以秘书身份随同法国传　教　　士　梁弘仁（Ａｒｔｕｓ ｄｅ Ｌｉ－

ｏｎｎｅ，１６５５－１７１３）于１７０２年２月自厦门启碇，赴罗马就“礼

仪之争”向教廷陈述反对耶稣会的意见，同年１０月底到达巴

参阅方豪：《同治前欧洲留学史略》，见《方豪六十自定稿》，上

册。

参阅荣振华：《帆船时代到过巴黎的中国人以及１８世纪中国对法

国文学的影响》。

参阅许明龙：《中法文化交流的先驱黄嘉略》，载《社会科学战

线》，１９８５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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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稍事逗留后即转赴罗马。梁弘仁的这项任务历时三年方告

完成，１７０５年１２月偕同黄嘉略返回巴黎。其实，教廷早在

１７０４年１１月就已就中国“礼仪之争”作出了新的决定，梁弘

仁也已经获悉此决定的主要内容。但是，教廷坚持先在中国公

布此决定，然后方可在欧洲公布。梁弘仁因不愿在得到此项决

定已在中国公布的确切消息前返回中国，故而滞留巴黎，等候

来自中国的消息。１８世纪初，“中国热”在法国方兴未艾，一

个中国人的到来被普遍看作一件大事。因而黄嘉略留居巴黎

后，备受各方关注。经法国王家学术总监比尼昂（Ｂｉｇｎｏｎ，

Ｊｅａｎ－Ｐａｕｌ，１６６２－１７４３）推荐，他被聘用为法国国王的中文翻

译，协助整理王家图书馆的中文藏书。比尼昂为留住黄嘉略，

彻底打消他返国的念头，征得梁弘仁极为勉强的同意后，为黄

嘉略安排婚事。１７１３年４月，３４岁的黄嘉略与一位巴黎女子

结婚。同年８月，梁弘仁病逝，黄嘉略回国的希望更加渺茫。

国王的中文翻译这个头衔听起来颇为响亮，其实只是个因人而

设的虚职，试想在那个年代，法国国王能有多少中文文件需要

翻译？所以黄嘉略的薪俸十分菲薄，经常家无隔夜之粮，冬缺

取暖之薪，日子过得极其艰难。加之他久患痨病，在罗马时就

曾咯血，始终得不到正常的治疗，终于在贫病交加之中，于

１７１６年悄然弃世，年仅３７岁。

黄嘉略为许多著名法国学者提供了信息和帮助，其中包括

天文学家德里尔（Ｌｉｓｌｅ， Ｊｏｓｅｐｈ－Ｎｉｃｏｌ　ａｓｄｅ，１６８８—１７８６）、启

蒙思想家孟德斯鸠（　Ｍｏｎｔｅｓｑｕｉｅｕ，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Ｓｅｃｏｎｄａｔ　ｄｅ，　１６８９　－

１７５５）、法国人文科学院（Ａｃａｄéｍｉｅ　ｄｅｓ　Ｉ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　ｅｔ　Ｂｅｌｌｅｓ　－

Ｌｅｔｔｒｅｓ）院士弗雷莱（Ｎｉｃｏｌａｓ Ｆｒéｒｅｔ，１６８８－１７４９）、汉学家傅尔

蒙（Ｆｏｕｍｎｏｎｔ，　Ｅｔｉｅｎｎｅ，　１６８３－１７４５）等人。德里尔是黄嘉略的

邻居，从事古代天文学研究，因而十分重视中国古籍中有关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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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记载，为此常常求助于黄嘉略。多年以后，他在一封致友

人的信中回忆道：“我对中国文献的兴趣大概不会令你吃惊，

你不会不记得二十年前，住在我隔壁并在那里病故的黄先生在

世时，我开始从中国古籍中搜寻有关中国古代天文学的知识，

主要目的是查找耶稣会士提到的那些古代天文观察记录。”

现存巴黎天文台图书馆的德里尔遗稿中，确有黄嘉略手书的诸

多星宿的中文名称，这便是黄嘉略帮助德里尔研究中国天文史

所留下的明证。

弗雷莱是一个才华横溢、勤奋治学，在历史、语言、哲学

等多个领域里都有所建树的学者，在２６岁时就成为法国人文

科学院的院士，一生著述颇丰，生前却不曾正式出版过一部作

品。１７１３年年初，弗雷莱经人介绍结识了黄嘉略，比尼昂得

知此事后便顺水推舟，请他协助黄嘉略编写《汉语语法》和

《汉语字典》。弗雷莱虽然博学多才，但对于汉语却是一窍不

通，所以，他谦虚地声称只是在编书方法上给黄嘉略一些指导

而已。实际上他给予黄嘉略的帮助远远不止于此：是他向黄嘉

略灌输了最基本的语法概念，是他建议黄嘉略放弃按音序转而

按部首编写汉语词典，是他为仅仅粗通法文的黄嘉略润色文稿

等等。不过，他得之于黄嘉略的也许更多。依据与黄嘉略多次

谈话中学到的有关汉语和中国诗歌的常识，弗雷莱先后于

１７１４年、１７１８年和１７２０年在人文科学院宣读了三篇关于中国

诗歌和汉语的论文。在关于中国诗歌的论文中，弗雷莱介绍了

四言、五言和七言诗，并用汉语朗诵了两首据他说是选自《诗

艾丹妮：《尼古拉·弗雷莱（１６８８－１７４９），一位１８世纪人文学者

对中国的思考》，第１６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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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于汉语的经》的诗 两篇论文中，他介绍了汉语和汉字

的一些特点，例如口语与书面语不同，汉字不表音，同音字

多，有声调变化等等。他对于自己的这些知识的来源毫不隐

讳，在他致在华耶稣会传教士马若瑟（　Ｐｒéｍａｒｅ，　 Ｊｏｓｅｐｈ　 ｄｅ，

１６６６－１７３６）的信中写道：“寄上我于１７１８年在我院大会上宣

读的论文《关于汉字和一般书写艺术》。关于汉字，我得益于

黄先生的多次谈话以及诸位神甫的报道，除此以外，我没有其

他可以获得这方面知识的途径。” 他对黄嘉略传授给他的知

识评价很高，在评论一位德国学者关于汉语的一部著作时，他

写道 笔者）带来：“二十年前我与罗萨利主教（即梁弘仁

欧洲的那位中国青年的多次交谈，给了我一些关于这方面的知

识，其准 １７１４年 １２确度高于欧洲人所掌握的同类知识。”

月，弗雷莱因一个月之前宣读的一篇文章中有犯禁言论，被投

入巴士底狱，他与黄嘉略的联系从此中断。但是，弗雷莱并未

就此终止中国研究，而是继续努力，终于达到了相当高的水

平。本书第二章和第四章将述及弗雷莱的这些研究成果。

弗雷莱身陷囹圄后，比尼昂又找了一位学者前来协助黄嘉

略，此人便是傅尔蒙。傅尔蒙是被欧洲人视为东方语言的阿拉

伯文教授，之所以被物色来协助黄嘉略，大概因为汉语也是东

方语言。与黄嘉略的合作改变了他的生活轨迹，从此他与汉学

这两首诗其实并非选自《诗经》。参阅许明龙：《中法文化交流的

先驱黄嘉略》。

比诺：《与法国人的中国知识有关的若干未版文献（１６８５－１７４０

年）》（Ｐｉｎｏｔ，　Ｖｉｒｇｉ àｌｅ： ｌ　ａ　ｃ　ｏｎ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　ｄｅ　ｌａ　Ｃｈｉｎｅ　ｅｎ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ｉｎéｄｉｔｓ　ｒｅｌａｔｉｆｓ　

Ｆｒａｎｃｅ　ｄｅ　１６８５　à　１７４０），巴黎，１９３２年，第１０７页。

③比诺：《与法国人的中国知识有关的若干未版文献（１６８５—１７４０

年）》，第８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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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下不解之缘，一发而不可收，经过不懈努力，终于以法国非

教会人士中的第一代汉学家留名于世。他所撰写的《汉学沉思

集》（Ｍｅｄｉｔａｔｉｏｎｅ　Ｓｉｎａｃａｅ）和《汉语语法》（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　ｄｕｐｌｅｘ）

以及多篇有关中国历史的论文，都是早期法国汉学研究的重要

成果。他的两个学生德经（ｄｅ　Ｇｕｉｇｎｅｓ，　Ｊｏｓｅｐｈ，　１７２１－１８００）和

德奥特雷（Ｄｅｓｈａｕｔｅｒａｙｅｓ，　Ｌｅ　Ｒｏｕｘ，　１７２４－１７９５）则是承前启后

的法国第二代汉学家。然而，傅尔蒙的处世为人却与他的名声

极不相称，他心术不正，为沽名钓誉而抄袭剽窃，据他人成果

为己有，向来为法国许多正直的学者所非议乃至不齿。在与黄

嘉略的关系上，他同样采取了不老实的态度，说什么黄嘉略对

他没有什么帮助，倒是他对黄嘉略的工作进行了有效的指导。

谈到黄嘉略的编著时，他不屑地说：“黄先生的工作刚刚开始，

他的遗稿对于任何一个继续此项工作的欧洲人，都没有多大用

处。” 此说完全经不起推敲，试想，傅尔蒙开始与黄嘉略合

作时，斗大的汉字一个不识，遑论其他，若没有黄嘉略对他的

启蒙，把他引进恢弘灿烂的汉学殿堂，他怎么可能成为一个闻

名整个欧洲的汉学家呢？其实，若将黄嘉略存世的遗稿与傅尔

蒙的已版著作对照，两者之间的联系便昭然若揭了。

与前面三位法国学者相比，孟德斯鸠与黄嘉略的关系更值

得细说。现有资料表明，孟德斯鸠是经由他在教会学校读书时

的一位老师介绍而结识黄嘉略的，时间不晚于１７１３年１０月，

因为从那时开始，黄嘉略的日记中就有了孟德斯鸠来访的记

载。同年１１月，孟德斯鸠赶回故乡波尔多为父亲奔丧，离开

巴黎前夕特地到黄嘉略寓所辞行，可见他们已是交谊较深的朋

ｏｔｈè 　ｑｕ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参阅巴黎国立图书馆抄本部（Ｂｉｂｌｉ 　ｄｅ　Ｐａｒｉｓ，　

Ｄéｐａｒｔｅｍｅｎｔ　ｄｅｓ　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ｔｓ）藏品，ｎ．　ａ．　８９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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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了。当他再次来到巴黎时，黄嘉略已经英年早逝。他们交往

时间虽短，但晤谈相当频繁，仅反映在黄嘉略日记中的就不少

于１０次， 对孟德斯鸠的影响不可谓不大。孟德斯鸠勤于笔

耕，读书、旅行、思考问题、与人谈话都有笔记，自己眼神不

济，就让秘书代笔，这些笔记成了研究孟德斯鸠的重要资料。

他与黄嘉略的谈话自然也有笔记，而且经过认真整理，数次誊

抄，其中一份手稿现藏于波尔多市立图书馆，题为“我与黄先

生的谈话 这份笔记内容广泛，涉及中国摘录”，长达２０页。

的历史、政治、法律、宗教、语文、民俗等等，其中一些内容

后来被孟德斯鸠写进他的名著《论法的精神》中。黄嘉略对孟

德斯鸠的影响至少可以归纳为两方面：第一，黄嘉略引发或增

强了孟德斯鸠对于中国的关注。在上述波尔多市立图书馆的这

份藏品中，还有孟德斯鸠阅读柏应理编译的《中国贤哲孔子》

（即《西文四书直译》）的摘录和评论，文中提及此笔记写于

１７１３年。柏应理的书早在二十六年之前就已问世，孟德斯鸠

偏偏在结识黄嘉略的同一年阅读此书，这两件事之间不应没有

联系。据现有资料，这部手稿是迄今发现的孟德斯鸠第一份笔

记，我们有理由据此推断，或是黄嘉略建议孟德斯鸠阅读这部

名著，或是与黄嘉略的谈话激发了孟德斯鸠进一步了解中国的

欲望，于是找来柏应理的著作阅读。第二，黄嘉略自７岁起就

被法国传教士收养，而先后收养他的两位传教士都是巴黎外方

传教会的成员，他们在“礼仪之争”中与耶稣会士持相反的立

场，对中国的看法偏向严峻。黄嘉略没有受过传统的儒家教

，ｎ参阅巴黎国立图书馆抄本部藏品 　．ａ．　１０００５

波尔多市立图书馆（Ｂｉｂｌｉｏｔｈèｑｕｅ　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ｅ　ｄｅ　Ｂｏｒｄｅａｕｘ）藏品，

Ｍｓ． １６９６／３２／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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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在与他的收养人长期接触中不可能不接受他们的影响，所

以他对中国的消极面远比耶稣会士敏感，这在他与孟德斯鸠的

谈话中表露得相当明显。例如，他说中国刑法之不公堪称世界

之最，皇帝野蛮而又残忍，官员可以任意诬告任何人，而被告

却无法自辩，百姓的呼声永远不能闻达于皇帝。黄嘉略的这些

看法对孟德斯鸠的中国观产生了影响，这在“我与黄先生的谈

话摘录”中就已显露，他在记录黄嘉略的谈话后常常随即写下

自己的感想，诸如“我相信，中国人越被了解就越糟糕，这

是世界上最迷信的民族”之类对中国否定性的评语，不一而

足。

如果说，黄嘉略对法国学者的帮助和影响只是他的间接贡

献，那么，他未出版的遗作就是他的直接贡献。现有资料表

明，先后在弗雷莱和傅尔蒙的协助下，他终于完成了《汉语语

法》的编撰工作并在去世前不久呈交给摄政王奥尔良公爵

（Ｏｒｌéａｎｓ，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Ｄｕｃ　ｄ＇，　１６７４－１７２３）。他随稿附上一封用中

法两种文字写就的信，中文信中写道：“⋯⋯荷蒙先帝（指国

笔者王路易十四 ）荣赐译言之职，远臣日夜勤劳，以思报

答。兹者修成通汉语一书，兼夫小录，以佐西方志士学习中土

信中所说“通汉语一书言语风俗礼统者也⋯⋯” ”即《汉语

语法》（Ｅｓｓａｙ　ｄｅ　ｇｒａｎｕｎａｉｒｅ　ｄｅ　ｌａ　ｌａｎｇｕｅ　ｃｈｉｎｏｉｓｅ）　“，小录”则指

此书所附汉法对照的词汇和　常　用对话（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ｉｒｅ ｃｈｉｎｏｉｓ）　。书

稿呈上之后如石沉大海，再无下文。黄嘉略用法文编撰的《汉

语字典》并未完成，只留下了千余页遗稿，静静地躺在巴黎国

立图书馆东方部书库里。这部遗稿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以韵书

法兰西学院图书馆（Ｂｉｂｌｉｏｔｈèｑｕｅ　ｄｅ　Ｉ＇Ｉｎｓｔｉｔｕｔ　ｄｅ　Ｆｒａｎｃｅ）抄本藏品，

５４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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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篇心镜》为底本编写的同音字字典，已编出４０１字。二是

以《字汇》为母本的按部首排列的字典，已编出５２０１字。后

者具有相当高的学术水平，词条设置和释义都考虑到欧洲读者

的实际需要，除纯语文知识外，还提供了许多有关中国的各方

面常识。例如，在“中”字的“中国”一词下，黄嘉略所写的

释义是这样的：“中国、中华、中州；中国即中央之国，中华

即中央之花，中州即中央之土。三词皆系中国人对其国之不同

称谓，盖中国人谓地乃四方，其国居中故也。” 寥寥数语，

不但列出了中国的几种称谓，而且介绍了中国人的地理观念。

可惜这两部著作，其一因尚未全部完成，其二虽已完成，却不

知何故未付梓印行，致使黄嘉略艰辛劳作的丰硕成果未能发挥

其应有的作用。

此外，黄嘉略还做了许多他人无法替代的工作。例如，兼

管王家图书馆的比尼昂，为充实中文馆藏，计划采购一批中国

名著，遂委托法国印度公司驻广州经理代劳，经三年努力，终

于购得８５种共１７６４册，由在华耶稣会士傅圣泽于１７２０年带回

法国。这份采购书目就是黄嘉略拟定的。又如，黄嘉略为王家

图书馆编写了馆藏中文图书目录，列在目录中的每一种书都附

有多达数页的简介。然而，这两项成果全都记在傅尔蒙的名下

了，因为黄嘉略于１７１６年去世后，遗稿由他接收，他稍加处

理便算做自己的成果了。

３．高类思、杨德望

１７、　１８世纪旅欧华人中留下文字资料最多者，仅次于黄

巴黎国立图书馆东方部（Ｄéｐａｒｔｅｍｅｎｔｏ　ｒｉｅｎｔａｌ）藏品，ｃｈｉｎｏｉｓ　９２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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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略的是高类思和杨德望。高类思本名高仁，类思是他的教名

Ａｌｏｙｓ的汉译。杨德望的本名有两种说法，一说杨执德，一说

杨慈德，德望则也是他的教名Ｅｔｉｅｎｎｅ的汉译。

康熙朝对洋教士的传教活动限制较少，雍正和乾隆则严格

限制洋教士的活动，只能在宫廷为皇室服务，致使他们中的许

多人难以外出传教。传布天主教的任务在很大程度上落在华籍

神职人员肩上。在这种条件下，华籍传教士的培养愈显迫切。

在华法国耶稣会首先采取行动，他们挑选年轻的中国教徒，授

以神学、拉丁文等初步知识，然后送往欧洲深造，学成后返国

担任神职，挑起传教的重任。１７４０年，吴君曾带领５位青少

年前往法国，此后因传教士内部意见分歧，选派工作一度中

断。在中国耶稣会会长的支持下，选派工作重新开始。１７５１

年７月，高类思、杨德望在７３岁高龄的法国传教士卜日生

（Ｂａｂｏｒｉｅｒ，　Ｊｅａｎ，　１６７８－　１７５２）带领下，前往欧洲深造，卜日生

途中死于败血症。同行的还有一位名叫郑类斯的中国青年教

徒，他在法国逗留了五六年后先于高、杨二人返国。１７５２年

到达法国后，高和杨被送进设在拉弗莱什的教会学校，头三年

学习法文，接着在逻辑班和神学班学了两年多。１７５９年转到

巴黎，进入耶稣会的初修学校。两年修业期结束时，适值英法

战争，海上交通受阻，遂延长学业。１７６２年，巴黎高等法院

下令关闭耶稣会所属的八十余所学校，高和杨被迫转移到一所

属于遣使会的神学院。１７６３年５月，二人同被祝圣为司铎。

至此，他们已获得了回国传教所需的资格，继续留在法国已无

必要。１７６４年１月，二人向主管远东航务的国务大臣贝尔旦

提出申请，要求准予搭乘法国印度公司的船只返华。

贝尔旦这位大臣对中国十分关注，由衷钦佩中国悠久的历

史和古老的文明。他曾说：“如果说法国是世界各民族中的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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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那么应该说，中国便是长者，是一位阅历丰富的长者。”

当他接到高、杨的申请时，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可以通过这两位中国青年，增进法国人对中国的了解。为此他

向国王作了报告，得到批复后转告高、杨：“陛下希望，来自

中华帝国的两位臣民在法国逗留期间，能如实了解法国的各种

制造工艺，以便回国后与中国的同类工艺进行比较，必要时加

以改进；同时又可使法国对中国的同类工艺有所了解，从而使

法国工匠得以改进他们的产品⋯⋯基于上述考虑，⋯⋯陛下谕

令向高、杨二人提供必要的支持，解决他们的生活和继续学习

所需，直至他 高、杨欣然接受挽留，推迟返们⋯⋯回国。”

华行期。１７６４年６月，二人前往凡尔赛宫晋见王后。依据贝

尔旦安排的计划，高、杨首先学习制图，接着学习有关电的知

识，并进行若干次实验。在巴黎期间他们参观了一些有代表性

的工场，然后于９月赴法国第二大城市里昂参观了运河、兵工

厂、造纸厂等工业设施。

贝尔旦安排高、杨参观考察目的很明确，那就是让他们了

解法国制造业及其产品的水平，以便回国后进行对比，找出两

国在这些领域中的差异，取长补短，相互学习。当然贝尔旦也

希望他们能对法国产品在中国的销售前景提出看法。高、杨二

人没有辜负主人的精心安排，在参观过程中看得极为认真，随

时用文字和图画作了详细的记录。结束两个月的考察回到巴黎

后，二人立即按照贝尔旦的要求精心编写考察报告，直到离开

巴黎踏上归国之路前数小时，才最终完成这份颇有分量的报

告。

法兰西学院图书馆抄本藏品，１５２２。

法兰西学院图书馆抄本藏品，１５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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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指出，法国的纸张粗而厚，质地远逊于中国纸，可能

与原料有关；法国丝织品的染色技术也落后于中国。法国运河

上的船闸无法与中国大运河上的船闸相比。但是法国的兵器远

比中国的兵器先进，法国使用铅铜合金铸造活字，印刷质量优

于中国的木版。此外，报告还对两国的产品如何在对方适销提

出了具体意见。例如，他们认为，法国挂毯的图案和画面如能

迎合中国人的口味，定能受到中国宫廷的欢迎；中国的瓷器以

薄为上品，但向法国出口的瓷器应多考虑结实耐用，适当增加

厚度。这些意见和建议是否为法国有关方面采纳，未见于史料

记载。但是这份报告对中、法两国１８世纪的技术工艺水平所

作的详尽对比，对于近代世界经济史研究是一份不可多得的宝

贵资料，至今也许仍未失去其价值。

高、杨在巴黎候船期间会见了许多来访的法国友人，其中

包括傅尔蒙的两位高足德经和德奥特雷。这些法国人提出的问

题范围极广，除了中国概况等一般常识外，还包括诸如中国人

是不是埃及人的后裔，中国文字是否起源于埃及象形文字等纯

学术性的问题。贝尔旦本人也多次与他们交谈，询问他所感兴

趣的中国问题然而，在这段时间中，最重要的事件是当时的

里摩日省督杜尔阁（Ｔｕｒｇｏｔ，　 Ｊａｑｕｅｓ，　 １７２７－１７８１）与他们的交

往。杜尔阁曾在贝尔旦领导的商业委员会任职，他的经济思想

深得贝尔旦的赏识。当他得知高、杨正在巴黎即将返回中国的

消息后，立即与他们取得联系，向他们提出了５２个有关中国

的问题，请他们回国后搜集资料，设法给予回答。这些问题可

以分作四类。第一类涉及财富、土地和耕作等经济学家最为关

心的问题，共３０个；第二类是关于各种制造工艺的问题，共

１５个；第三类关于中国的自然资源，共４个；最后３个是有关

中国历史的问题。为了帮助高、杨获得一些经济学基本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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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对他的这些问题作出较好的回答，杜尔阁特地为他们写了

一份讲稿，供他们阅读。关于此事，他在一封信中说：“我曾

向你提及那两位中国学生，我已为他们拟出了一些问题；为了

让他们能够明白这些问题的目的和意义，我又在这些问题前面

写了一篇关于社会的各种劳动和财富分配的简略分析。”

贝尔旦也给高、杨写了一封长达２２页的信，详述希望二

人回国后向他提供的有关中国的各种信息。他把这些信息分为

３类，第一类被他称作“公法”，实际上是涉及历史、政治和

宗教的一些问题；第二类被他称作“私法”，其实是询问中国

的法律对于个人与社会两者关系的处理原则；第三类则是一些

关于技术和工艺的具体问题，如服饰、房屋、日用器物等等。

贝尔旦还要求高、杨在回答这些问题时，尽量附寄有关实物，

俾使法国人能够比较确切地把握文字所表达的意义。

１７６５年年初，高类思和杨德望带着法国国王和贝尔旦等

人的礼物和手提印刷机、望远镜等器材搭船离开法国，１７６６

年２月回到阔别十五年的故乡北京。乾隆朝禁止国人出洋的政

策使他们不敢公开自己在国外的经历，否则就可能被处以极

刑，他们的平民身份使他们无法踏进达官贵人的门槛，只得请

西洋传教士出面，才把法国国王和法国政府的礼物送到皇帝和

高官手中。这种尴尬的处境给高、杨回答杜尔阁和贝尔旦的问

题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尽管如此，他们依然为帮助法国人了解

中国而竭尽全力，每年给贝尔旦寄去信件和大量物品，其中包

括阿胶等７４种药材，每种物品都附有详细说明。杨德望向他

介绍了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和煤炭在中国的使用情况，提供

杜尔阁：《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北京，１９８１年，第９４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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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关于中国政府设立义仓赈济灾民的资料。此外，高、杨联名

撰写了《 士 韩 国 英（ Ｃｉｂｏｔ，与法国传教论古代中国》，高类思

Ｐｉｃｒｒｅ－Ｍａｒｔｉａｌ，　１７２７　－　１７８０）合作撰写了题为《埃及人和中国

人研究》的论文，分别发表在巴黎出版的《北京耶稣会士中国

Ｍéｍｏｉｒｅｓ　ｃｏｎｃｅｍａｎｔ　Ｉ＇ｈｉｓｔｏｉｒｅ，　 ｌｅｓ　ｓｃｉｅｎｃｓｅ，　ｌｅｓ　ａｒｔｓ，　ｌｅ论集》（ ｓ

ｍｏｅｕｒｓ 　ｐｋｉｎ　ｅｔ　ｌｅｓ　ｕｓａｇｅｓ Ｃｈｉｎｏｉｓ　ｐａｒ　ｌｅｓ　ｄｅｓ　 Ｍｉｓｓ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ｓ　ｄｅ é ）第１　

卷和第２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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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传教士与中国文化的西传

一、沟通中西的桥梁

前一章中谈到的沟通东西的媒介，包括商品和东来的欧洲

人以及西去的中国人。由于受到各种条件的制约，那时去往欧

洲的中国人寥若晨星，前来中国的欧洲人则比较多，而这些欧

洲人中的大多数是以传播福音为己任的罗马天主教传教士。在

世界范围内，传教士几乎总是跟随炮舰前往被欧洲殖民者选中

的那些落后地区，他们在这些地区的所作所为表明，他们是配

合殖民者的军事、政治和经济侵略的一支先遣队。倘若前来中

国的欧洲传教士所扮演的也是这种角色，他们何以能够在中国

与欧洲之间架起一座相互沟通的桥梁呢？所以，我们必须以历

史事实为依据，对来华的欧洲传教士作一番实事求是的分析，

否则，以下各章中的论述就失去了前提。

１．传教士来华的背景和任务
１７、　１８世纪来华的欧洲传教士来自不同的国家，分属不

同的修会，来华时间先后不一，在华期间的工作重点和传教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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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也不尽相同，因而可以说，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群体。由于

在沟通东西这一点上，耶稣会士的作用明显地大于其他传教

士，因而我们对他们的议论自然也就多一些。在某些场合下，

当我们提及欧洲传教士时，实际上主要是指他们之中的耶稣会

士。

不同的历史时期赋予人们不同的历史使命，不同时期来华

的欧洲传教士，也有着不同的背景和任务。时期划分是个见仁

见智的问题，无需强求一致。对于１７、　１８世纪在华的欧洲传

教士，我们觉得大体上可以划分为序幕、第一期、第二期和尾

声这样几个彼此相连而又有所区别的阶段。为罗马天主教进入

中国探路的方济各·沙勿略１５５２年登上珠江口外的上川岛，当

年年底病死在这个小岛上。二十余年后，范礼安到达澳门，为

欧洲传教士进入中国内地做具体的准备工作。这两位传教士都

已踏上中国领土，但都不曾进入中国内地，当然也就没有在内

地进行过传教活动，因此，这二十余年可以视为明末清初罗马

天主教扣响中国大门的序幕。１５８０年罗明坚进入中国内地，

从此开始了实质性的传教活动，此后的利玛窦、南怀仁、汤若

，　Ａｄａｍ，　１５９望（Ｓｃｈａｌｌ　ｖｏｎ　Ｂｅｌｌ ２－１６６６）、庞迪我、卫匡国等人

都颇有建树，这是第一期。１６８８年，白晋等第一批法国耶稣

会士到达北京，适逢南怀仁病逝，他们从南怀仁的葬仪中看到

了康熙皇帝对于外来传教士的重视，从而增强了继承并发展利

玛窦所开创的事业的信心。随着法国耶稣会士的到来，中国与

欧洲的文化交流出现了新的高潮，这个高潮持续了数十年，直

到耶稣会被勒令解散，著名的耶稣会汉学家钱德明（Ａｍｉｏｔ，

Ｊｏｓｅｐｈ－Ｍａｒｉｅ，１７１８－１７９３）去世。鉴于这个时期具有与前一时

期不同的特点，我们把它称做第二期。钱德明死后，虽然还有

两位耶稣会士继续在北京生活了二十余年，但他们已经没有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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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值得一提的活动，所以我们把这段时间视为尾声。１９世纪

４０年代，欧洲传教士再度来华，由此开始了基督教在华传播

的另一个新时期，但这个时期已经超出本书范围，故不予评

述。

为调解葡萄牙和西班牙在海外扩张中的冲突，教廷划定了

“教皇子午线”，但不久冲突再起，于是于１５２９年订立新约，

将西班牙属地的西界定在摩鹿加群岛以东１７度。从此，包括

印度、中国和日本在内的远东地区，属于葡萄牙的势力范围，

葡萄牙对该地区拥有“保教权”。１５５７年，葡萄牙人获准在澳

门缴纳地租建房居住后，天主教澳门教区于１５７５年宣告成立，

此后欧洲传教士陆续到来，开始向澳门的中国人传教。起初，

传教士把在南美洲使用的那套办法原封不动地搬来对付中国

人，把中国人视为未开化的落后民族，硬性规定：“凡欲进教

保守者，须葡萄牙化，学习葡国语言，取葡国名姓，度葡国生

活。” 这种赤裸裸的殖民主义行径，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中国

人的强烈抵制。以巡视员的身份来到澳门的范礼安发现了这个

问题，他力主汲取耶稣会在日本传教失败的教训，尽快改变传

教方法。这就是罗明坚和利玛窦于１７世纪末进入中国时的背

景。随他们而来的耶稣会传教士，虽然都经葡萄牙当局的批准

才得以来华传教，并受葡萄牙人的管辖，但他们并非都是葡萄

牙人。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作为一个群体，这些传教士客观

上负有为他们的国家和罗马教廷扩大势力范围的使命，但是作

为个人，他们只是虔诚的教徒，当他们踏上艰险的旅途，前来

遥远而陌生的中国时，心里想到的首先是传播基督教福音，拯

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１９９８年上海书店影印版，第

１６９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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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迷途的羔羊”，为上帝和教皇服务。葡萄牙籍传教士兼具

上帝的使臣和葡萄牙国王的臣民双重身份，在传播福音的同

时，还要在华发展和维护本国的利益。当时，意大利、比利

时、德意志等国都还是欧洲的小国或弱国，有的尚未统一，来

自这些国家的传教士很难在华为自己的祖国谋取具体的利益。

葡萄牙长期独领“保教权”，东来的传教士，不论其国籍，

均需从里斯本搭乘葡萄牙船只，经由澳门赴任。这种规定不但

引起其他欧洲国家的不满，也削弱了罗马教廷对传教事务的控

制。在华耶稣会士由于继续执行利玛窦的传教策略，在中国的

发展比较顺利，但既要传教，又要为宫廷服务，因而感到人手

不足，亟需新的传教士前来扩大他们的队伍。葡萄牙无力派遣

足够数量的本国传教士来华，却又对其他国家的传教士来华

横加阻挠，这就更加引起欧洲其他国家对于教廷的强烈不满。

此时葡萄牙的国力已日趋衰落，而处于路易十四强盛时期的法

国，则极欲扩大它在海外的影响，在远东取葡萄牙而代之。法

国第一批耶稣会士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到中国的。卫青心神

甫在谈到法国耶稣会士时写道：“这些伟大的传教士既是上帝

的使臣，又是法国国王的非正式代表，同时也是欧洲自然科学

的盗火者。” 卫青心神甫这段话道出了法国耶稣会士的三重

身份，一种身份自有一种任务。第一，他们之所以冒九死一生

的危险，远涉重洋前来中国，首先是为了弘扬基督教。第二，

作为国王的非正式代表，受国王本人的派遣，他们肩负着为自

己的国家和国王服务的使命。第三，开展科学研究确是他们来

华的动机之一。

前两项使命是不言而喻的，唯独关于科学研究这项任务，

卫青心：《法国对华传教政策》，北京，１９９１年，上册，第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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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有必要多说几句。法国人早就希望了解中国的科学状况，

耶稣会士科学家巴尔迪（Ｐａｒｄｉｅｓ，　Ｉ．　Ｇ　．，１６３６－１６７３） 著 于

１６７１年的《几何原理》（Ｅｌéｍｅｎｔｓ　 éｔｒｉｅ）一书中，附有 他ｄｅ　ｇéｏｍ

写给法国科学院的一封信，信中对中国的观象台极表歆羡，对

中国管理科学事业的政府机构表示赞赏，他还建议法国政府参

照中国的做法，建立相应的机构，以促进科学事业的发展。

国王路易十四对内专制独裁，对外穷兵黩武，但是，他对于文

化和科学事业却相当热心，这当然不只是他的个人爱好，而是

当时欧洲的风尚。第一批来华法国耶稣会士的领队洪若翰神甫

就是路易大帝学校的教授，他在回忆法国第一批耶稣会士来华

的缘由时写道：“１６８４年末⋯⋯，上帝给了派遣传教士到中国

去的机会，那时，法国人正遵国王之旨致力于改善地理学知

识。受命进行此项研究的科学院的先生们已派出他们中的一些

人，到地中海、英国、丹麦、非洲和美洲的一些岛屿上去进行

必要的考察。在派往印度和中国的人选上，遇到了一些麻烦，

因为法国人对这些国家不大了解，科学院的先生们可能在那里

不受欢迎，他们在执行任务时可能引起当地人的怀疑。人们于

是将目光投向耶稣会士，他们在那里有传教团，而且，哪里有

更多的灵魂等待拯救，他们就应该到哪里去，这本来就是他们

的使命。” 路易十四的忏悔师拉雪兹神甫（Ｌａ　Ｃｈａｉｚｅ，　Ｆｒａｎｃｏｉｓ

ｄｅ，　１６２４　－　１７０９）谈及派国王决定派遣耶稣会士去中国时指出，

韩琦：《关于１７、　１８世纪欧洲人对中国科学落后原因的论述》，

载《自然科学史研究》，第１１卷（１９９２年），第４期，第２９１页。

转引自维希埃尔：《在华耶稣会传教士（１７０２－１７７６）书信选》

（Ｖｉｓｓｉèｒｅ，Ｉ　ｓａｂｅ 　ｌｌｅ　ｅｔ　Ｊｅａｎ－Ｌｏｕｉｓ（　ｅｄ），Ｌｅｔｔｒｅｓ　éｄｉｆｉａｎｔｅｓ　ｅｔ　ｃｕｎｅｕｓｅｓ　ｄｅ　Ｃｈｉｎｅ

ｒｅｓ　ｊéｓｕｉｔｅｓ　（１７０２－ｐａｒ　ｄｅｓ　ｍｉｓｓｉｏｎｎａｉ １７７６）），巴黎，１９７９年，第１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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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科学考察是他的重要动机之一：“国王陛下热心科学，竭

尽全力从外国获得科学知识，他下令选择一些懂数学的传教士

前去进行必要的考察，以便修正海图和地图，这些传教士尤其

应该能学懂中国人的主要工艺和科学，搜集足够的书籍充实我

们的图书馆，培养翻译人员⋯⋯” 洪若翰甫抵宁波，便确定

了五位法国耶稣会士的科研任务：第一，中国的天文史和地理

史，逐日进行天象观察；第二，中国通史和中国的语言文字；

第三，中国的动物、植物和医药；第四，中国的手艺和机械；

第五，中国现状、治安、政制、习俗、矿 白晋曾于产等。

１７０４年致函法国王家科学院的负责人，建议在中国建立科学

院，以便与欧洲的科学机构进行交流。上述事实和文献表明，

法国耶稣会士在华进行科学研究并非空话一句，而是确有其

事。

２．传教士的活动

传教士的活动大致可以分为四类：第一是传教，第二是为

皇帝和宫廷服务，第三是向中国人传授西学，第四是研究并向

欧洲介绍中国。

传教当然是传教士的主要任务，其余活动或是为传教服

务，或是直接或间接与传教有关。不同的修会在传教中有不同

转引自劳端纳：《莱布尼茨〈中国新论〉序、评、译》（Ｌａｃｈ，

ｃａ， ＣｏｍＤｏｎａｌｄ　Ｆ．：Ｔｈｅ　Ｐｒｅｆａｃｅ　ｔｏ　Ｌ　ｅｉｂｎｉｚ＇ｓ　Ｎｏｖｉｓｓｉｍｎａ　Ｓｉｎｉ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ｍｎｔａｒｙ

Ｔｅｘｔ），１９５７年，第５３页。

参阅裴化行：《路易十四派遣的科学院院士在康熙宫中》

Ｌｏｕｉ　ｓＸＩＶ à　　ｌａ　Ｃｏｕｒ　ｄｅ Ｉ＇Ｅｍｐｅｒｒｎａｒｄ，　Ｈｅｎｒｉ：　Ｌｅｓ　Ａｃａｄé（Ｂｅ ｍｉｃｉｅｎｓ　ｄ ｅ　 ｕｒ　ｅ　　

Ｋａｎｇｈｉ），天津、上海，１９２４年，第１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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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做法。耶稣会士一开始就把主要传教对象定为知识分子和官

员，他们认为，这些精英如果能够皈依基督教，就会产生不可

估量的榜样作用，从而使得对于其他阶层民众的传教，可以收

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数千年历史的

国家里，知识分子自幼受到古老传统的熏陶，要他们完全放弃

固有的世界观，不但本人难以完成这个转变，也为家庭和社会

所不容，所以，尽管有不少文人对传教士带来的西学怀有浓厚

的兴趣，也愿意与传教士交游，受洗入教的人却寥寥无几。第

一期中有徐光启、杨庭筠、李之藻等名流终于成为教徒，而第

二期以后却再也见不到这类人物皈依基督教了。耶稣会士也依

据形势而变，把传教对象作了修正，在继续重视上层人士的同

时，也加强对于下层民众的传教。其他修会的传教士，则从一

开始就把传教的重点放在下层民众，他们不辞艰辛，深入穷乡

僻壤，向目不识丁的农民传播福音。传教的对象不同，方法也

不同，对于文人和官员，传教主要以著书立说的方式进行，对

于下层平民，传教主要以口头方式进行。传教士为诠释基督教

教义而编写的著作，往往包含有大量驳斥佛教、道教以及附和

儒教和某些中国传统思想的内容。这类宗教宣传品反映了不同

宗教的异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年中西文化的碰撞和融合。

对传教士来说，为皇帝和宫廷服务包含着双重意义。他们

深知中国的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倘若不能讨得皇帝的欢

心，不但可能被赶走，甚至可能有杀身之祸，所以首先是为了

站稳脚跟。其次是企图以皇帝为突破口，达到将整个中国基督

教化，并进而使中国周边国家基督教化的目的。白晋在向路易

笔十四的报告中说得十分清楚：“如果这位君主（指康熙

者）改信天主教，必将收到人数堪与全欧洲匹敌的辽阔的中国

改变信仰的可喜成果。继而，由于中国周围各国国民向来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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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遵从中国的格言与习俗，所以他们也将仿效中国，

皈依天主教，从而体现了康熙皇帝改信天主教的巨大影响。”

传教士提供的服务项目繁多，包括传授西学、任职钦天监、参

与外交谈判、铸造火炮、测绘地图、修建园林、伴驾巡幸、修

理钟表和仪器、绘画奏乐、医治疾病等等。

在传授西学方面，第一期来华耶稣会士，如利玛窦、庞迪

我、艾儒略（Ａｌｅｎｉ，　 Ｊｕｌｉｏ，　 １５８２－１６４９）等人，与后来的法国

传教士不完全相同。利玛窦等人交游的对象多为名士，他们介

绍和传授西学的主要目的在于显示自己的才学，借以提高自己

的名望和身份，吸引文人学士的注意，赢得他们的赏识和尊

重，解除他们心理上的戒备，然后伺机以渐进的方式宣传天主

教教义，促使他们认识、研究进而信仰天主教。耶稣会士与中

国文人广交朋友的历史很短，自从汤若望与顺治皇帝结成忘年

交后，耶稣会士传授西学的对象，由主要是文人变成了主要是

皇帝及皇族。传授西学变成了一种智力服务，而不再是自我显

示的手段。与第一期来华耶稣会士相比，第二期来华耶稣会士

在传授西学方面的贡献大为逊色，除了在钦天监服务的一个又

一个传教士之外，值得一提的只有法国耶稣会士白晋和张诚为

康熙皇帝讲授西学一事。他们所传授的西学，基本上没有越出

高高的宫墙，因而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极小。

在研究并向欧洲介绍中国方面，第一期与第二期也不尽相

同。利玛窦等人来华之前对中国知之甚少，来华后的见闻对他

们来说是一种“发现”，对欧洲来说更是闻所未闻。所以，他

们对于中国的介绍，无论是辽阔的疆域、众多的人口、悠久的

历史、优良的政制，都对欧洲人了解和认识中国具有不可估量

白晋：《康熙皇帝》，哈尔滨，１９８１年，第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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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义，因而受到热烈欢迎。利玛窦等人虽然也对中国的古代

经典进行了研究，但是这种研究主要是为了摸清中国人的传统

思想，以利于与中国人交往，并有的放矢地向他们灌输基督教

教义。这种研究具有急功近利的实用性，所以缺乏深度和广

度。第二期的耶稣会士们大大推进了对于中国的研究和介绍，

使之逐渐形成为一门真正的学问，即汉学。这种研究的动力来

自三个方面：一是法国政府的鼓励和支持，二是欧洲非教会学

者对中国的巨大热情，三是天主教会内部延续百年之久的中国

礼仪之争。来华传教士中素质较高的耶稣会士日渐增多，他们

除了继续为皇帝和宫廷提供智力服务外，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从事研究，从而为这类研究取得喜人的成绩创造了必要的条

件。他们的研究涉及相当广泛的领域，历史、哲学、政治、宗

教、法律、语言、文字、音乐、绘画⋯⋯无一不在他们的视野

之内。在自然科学方面，他们的研究对象已不限于天文、数学

和大地测量，而是扩大到了包括农业、交通、医学和药学以及

军事理论在内的许多学科。这类研究虽然与他们传教事业不可

能完全脱钩，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有了相对的独立性，开始

成为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研究。

３．传教士的是非功过
全面评价明末清初来华的传教士，不是一件轻松的事。虽

然从总体上看，传教士的主要任务确实是传教，他们的活动也

没有脱离传教这个中心环节，但是同样不能否认的事实是，欧

洲殖民国家的海外扩张是传教士东来的物质动力。虽然大多数

传教士都由教会选 予派，并接受教会的领导，但是罗马教廷给

他们的主要是精神支持，而不是经济资助。利玛窦要靠澳门的

葡萄牙商人接济和资助；法国耶稣会士的活动经费部分来自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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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曼国家，如波兰、德国等，部分来自国内，其中包括政府部

门的拨款和公众的捐款，据说第一批法国耶稣会士来华的川资

是国王路易十四本人掏腰包支付的。传教士在中国逗留期间，

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为他们的祖国服务，葡萄牙和法国传教士

中有人直接参与对华贸易活动；法国耶稣会士经常向国内递送

有关中国的各种情报，其中包括军事动向；每当西方国家的使

团来到北京时，传教士们总要为他们提供咨询和出谋划策。由

此可见，若要对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士作全面评价，在政治上至

少需要回答这些问题：他们是不是殖民主义的急先锋，是不是

对中国进行了文化侵略；在与中国上层人物交游中，是否参与

了立嗣等政治斗争；在各地传教时，是否勾结官府欺压民众；

作为译员或随员参与外交活动时，是否扮演了奸细的角色，出

卖了中国的利益⋯⋯这些问题需要回答，也是可以回答的，但

是，与本书的主题似乎稍稍远了一些。所以，我们在下面对传

教士是非功过的议论，仅限于他们对于东西方交流所起的正面

或负面的作用。

世界是一个整体，各个地区和国家在发展中虽然始终呈现

不平衡状态，但是在许多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和大致相同的发

展方向。然而，在新航路发现之前，东西方彼此基本上处于隔

绝状态，互相之间仅有少数商旅往来。早期欧洲资本主义国家

的向外扩展，客观上为东西方扩大交流创造了条件。如果说商

人承担了物质交流任务，那么，传教士承担的便是精神交流任

务。从世界范围看，欧洲传教士的重要的历史作用，或者说最

大的历史功绩，就是为东西方的相互了解传递了信息，架设了

桥梁，从而引发了两种文化的冲撞和交流，这对于欧洲和中国

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就中国而言，中国人对世界的深入

了解是从欧洲传教士带来的世界地图开始的，传教士传授的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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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拓宽了中国人的视野，为中国人重新审视自己，与其他民族

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进而走向世界提供了机会。但是由于历

史条件的限制，由传教士东来而引发的中西文化冲撞和交流，

仅仅在少数文人学子中间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却没有对中国社

会造成任何冲击。欧洲传教士不应对此承担任何责任，原因只

能从我们自己身上去寻找。对于欧洲人来说，传教士传过去的

有关中国的信息同样是闻所未闻，同样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认识

世界和重新审视自己的机会。欧洲成了东西文化大规模接触和

冲撞的另一个场所，基督教文化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圣经》

在世界历史方面的权威遭到了怀疑和否定，信仰上帝的必要性

遇到了挑战，欧洲人的优越感在中国悠久的历史和优秀的传统

面前，不得不有所收敛。

第一期来华耶稣会士传授西学的对象主要是中国文人，徐

光启、王徵、李之藻等著名中国文人，受之于利玛窦、邓玉函

（Ｓｃｈｒｅｃｋ，　Ｊｏｈａｎｎｅｓ　Ｔｅｒｒｅｎｚ，　１５７６－１６３０）等传教士的西方科学

知识甚多，他们合作翻译的西方科学著作，对中国科学技术的

发展起到过积极的作用。仅是《几何原本》一书就影响了整整

一代中国的著名学者，梅文鼎、戴震、阮元等大师级人物，无

一不曾深受利玛窦等人传入的西学的影响。第二期来华耶稣会

传教士传授西学活动，侧重于为宫廷提供智力服务。据荣振华

统计，从１６４４年到１８０５年，先后担任钦天监监正的耶稣会士

共有１１人。 他们在传授欧洲天文学和数学知识、提高钦天

监中国官员的素质、改进天文观察方法和手段、帮助清政府编

荣振华：《１５５２　－　１８００在华耶稣会士名录》 （Ｄｅｈｅｒｇｎｅ，　Ｊｏｓｅｐｈ：

Ｒéｐｅｒｔｏｉｒ 　ｅ　ｄｅｓ　ｊéｓｕｉｔｅｓｄ　ｅ　Ｃｈｉｎｅ　ｄｅ　１５５２　à　１８００），罗马，巴黎，１９７３年，第

３０７－３０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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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日历等方面，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参与１７０８年开始的全

国地图测绘工作的人员，主要是法国耶稣会士，他们在康熙皇

帝的关心和亲自主持下，几乎走遍了全国各地，在相当艰苦的

条件下进行实地测绘，历时十年方才完成。最终绘成的地图被

命名为《皇舆全览图》。除了手绘和木刻外，此图还被送往欧

洲制成铜版印行，其水平之高不但为亚洲之冠，而且比当时欧

ｅ，　Ｂａｐｔｉｓ洲的地图也更为精确。法国地理学家唐维尔（Ａｎｖｉｌｌ ｔｅ

ｄ＇，１６９７－１７８２）将《皇舆全览图》改绘成《中国新图》，在法

国出版，后来又被收入杜赫德编撰的《中华帝国全志》，在欧

洲广泛传播。１７４７年（乾隆十二年）开始建造圆明园中后来

被称为西洋楼的那组建筑，负责设计和监造的是几位在京的欧

洲耶稣会士。他们总体上采用欧洲的传统风格，建筑物和构筑

物基本上均以几何构图为主，但在局部细节上也融进了一些中

国园林的处理手法，因而形成了独具一格的面貌。这组建筑虽

然并无多少创新，但是作为中西建筑艺术的交融，在中国乃至

世界建筑史上，仍然是值得一提的。它与此后不久在欧洲掀起

的中国园林热，可以看作是遥相呼应的同一现象的两个侧面。

法国耶稣会士白晋和张诚抵达北京后，被留在宫中讲授西学，

先后为康熙皇帝讲授了几何、哲学、人体解剖等西学。他们的

几何学讲稿被译成满文，收录在康熙御制《数理精蕴》中。

耶稣会士中有不少饱学之士，他们来华后以极大的毅力学

习并较好地掌握了古汉语，这就使他们能够阅读中国古代经

典，研究中国的传统思想。传教士研究中国经典的主要目的是

促进传教，他们力争对中国的传统思想有更多的了解，以便找

出中国传统思想与基督教教义的异同，有的放矢地向中国人特

别是文人学子传播基督教。从利玛窦起，耶稣会士采取的基本

策略就是想方设法让中国人不觉得基督教格格不入，为此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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竭力从中国古代经典中寻找与基督教教义吻合或相近的东西，

当他们从中国古书中发现了诸如“上帝”、“事天”、“敬天”

“畏天”等词语时，欣喜之情难以抑制，经过精心的演绎推理，

结论是“吾天主乃古经书所称上帝也⋯⋯上帝与天主，特异以

这种做法发展到极致，竟然从名也”。 中国古代经典中找到了

诺亚、洪水、圣母玛利亚。在某些传教士眼里，中国经典不但

与基督教教义完全吻合，而且是基督教最古老的文字记载。传

教士们这样做的原因可能有二，一是有些人从传教的效果着

眼，用这种说法来拉近中国人与基督教的距离；二是有些传教

士真心相信，古代中国人的观念与基督教是一致的。不少传教

士在努力说服中国人的同时，也向欧洲人介绍他们的“发现”。

于是，出现在这些传教士笔下的中国古代思想就走了样，欧洲

人通过他们的著作了解到的也就不是原原本本的中国思想。其

实，这种做法尽管本意是提高传教的成功率，结果却并非如

此。因为接受此类宣传的中国文人，由此更加坚定了对于中国

传统文化的信念，并且更加自觉地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去理解

基督教教义，他们纵然皈依了基督教，基督教对于他们来说也

只是一张皮，包容在里面的依然是中国传统思想。

耶稣会士对于中国传统思想的研究，虽然免不了实用主义

和穿凿附会的弊端，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严肃认真的，他

们皓首穷经，为研究中国典籍付出了毕生精力。马若瑟曾向康

熙皇帝自述：“于十三经、二十一史、先儒雅集、百家杂书，

无所不购，废食忘寝，诵读不辍，已数十载，今须发交白，老

利玛窦：《天主实义》，上卷，第２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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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冉冉将至而不知，果为何哉？有能度吾之心者，必知其故

也。” 白晋来华不久就学会了汉语和满语，无需借助翻译便

可向康熙皇帝传授西学；在掌握了语言工具的基础上，他潜心

研究《易经》，颇有心得，因而受到康熙皇帝的称赞：“在中国

之西洋人，并无一人通中国文理者，惟白晋一人稍知中国书

义，亦尚未通。” 正是有了这些传教士的深入研究和认真写

作，欧洲人才能从他们笔下获得大量有关中国的知识。在相当

长的一段时间中，传教士的著述是欧洲人研究中国的惟一可靠

的资料和依据。他们不但推动了欧洲的“中国热”，也是西方

汉学的始作俑者。他们的某些著述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在所有来华欧洲传教士中，耶稣会士对待中国的传统思想

的态度比较开明，对于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最大。可是，耶稣

会是反对基督教改革的急先锋，它以维护天主教，反对宗教改

革为宗旨，要求会士绝对服从教皇，可说是一个逆历史潮流而

动的宗教团体。耶稣会大力加强海外传教，其目的之一是借以

对抗新教，扩张罗马教廷的势力范围。耶稣会士来到中国后，

并未改变其极端保守的性质。但是，在中国这个非基督教国家

里，他们面对的不是基督教改革，而是佛教、道教以及其他有

碍基督教传播的势力和影响。究竟是三位一体还是两位两体，

对于非基督教徒的中国人来说，根本不是问题，中国根本不存

在欧洲那种激烈的教派之间的斗争。所以耶稣会的保守性乃至

反动性在中国没有充分暴露的机会。另一方面应该承认，耶稣

转引自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上册，台中，１９６５年，第１９８

陈垣（编）：《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北平，１９３２年，

页。

第１３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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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在海外的传教活动客观上起到了传播欧洲新兴资本主义的作

用，在本书后面将要详述的“礼仪之争”中，耶稣会士对中国

礼仪持相当“宽容”的态度，倒是那些反对耶稣会的传教士，

显得更加保守和顽固。法国著名汉学家戴密微曾说：“耶稣会

士前往中国和其他遥远国家传教，他们在对待这些国家的态度

上站在左边，而在国内他们却站右边。” 其实，正如我们在

下面将会看到的，发生在耶稣会与其他传教士之间的“礼仪之

争”，是由多种复杂因素引起的，就其性质而言，则是天主教

内部同一目标下的方法之争，不能简单地把双方的立场和观点

说成是保守和进步。耶稣会士人乡随俗，在某种程度上迁就中

国人的礼仪，为的是让中国人对天主教感到亲近，从而有利于

扩大传教效果，如此而已，决不是对中国传统思想的认同。恰

恰相反，他们顽固地坚持用基督教的世界观和教义解释一切，

不但力图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统统纳入基督教的范畴，而且向

中国文人传授欧洲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丝毫无助于中国思想向

近代转化。他们的附儒、补儒、超儒，实质上是企图用天主教

教义取代儒学，进而最终改变中国的面貌。

二“、礼仪之争”

所谓“礼仪之争”是指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人的礼仪问题上

发生的争执；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论战，从１７世纪初延续到

１８世纪中叶，长达一百余年。罗马教廷直接插手“礼仪之

争”，不但一再就此作出决定，强令在华传教士遵照执行，而

戴密微： 《汉学研究选集》（Ｄｅｍｉéｖｉｌｌｅ，　Ｐａ Ｃｈｏｉｘ　ｄ＇éｔｕｄｅｓ　ｓｉｎｏ－ｕｌ：

ｌｉｇｉｑｕｅｓ），巴黎，１９７３年，第６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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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多次派遣特使来华，企图说服中国方面接受教廷对于中国礼

仪的判断，因而引起中国皇帝的强烈反感，致使天主教遭禁，

传教士的活动受到严格限制，对方兴未艾的中西文化交流产生

了负面作用。“礼仪之争”促使在华传教士中的对立双方强化

对中国传统的研究，在寄往欧洲的信札和报告以及其他著作中

充分表述各自的观点，用以争取社会的同情和罗马教廷的支

持。这些著作引起欧洲各界人士的关注，对增进和加深欧洲人

的中国知识帮助极大。这场主要在来华传教士内部展开的论

战，却极大地推动了欧洲“中国热”向纵深的发展。就此而

言，与在中国的情形恰恰相反，“礼仪之争”在欧洲对于中西

文化交流所起的是正面的积极作用。鉴于“礼仪之争”与欧洲

“中国热”关系重大，因而有必要辟出篇幅，作一番较为详细

的评介。

１．起因及对立的双方
基于中国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为了减少中国人

对于接受基督教教义的思想障碍，利玛窦在世之时采取比较灵

活的策略，在不放弃基督教基本教义的前提下，允许中国教徒

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中国礼仪，即对孔子和祖先的崇敬和祭祀。

与此同时，为了让中国人对于基督教产生某种程度的亲近感，

利玛窦和支持利玛窦传教路线的传教士，尽力从中国经典中搜

寻既有词语，用来翻译基督教的某些重要概念。基督教教义中

最为关键的Ｄｅｕｓ一词，最初音译为“陡斯”，后来由罗明坚意

译为“天主”。利玛窦研读中国经典时，从（中庸》、《诗经》

等经典中发现“上帝”与“天”二词的含义与Ｄｅｕｓ相近，于

是主张采用“上帝”和“天”。利玛窦的《天主实义》传入日

本后，在日本传教的耶稣会士反对使用“天”和“上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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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传回中国，得到意大利籍耶稣会士龙华民（Ｌｏｎｇａｂａｒｄｏ，

Ｎｉｃｃｏｌò，１５６５－１６５５）赞同。龙华民１５９７年进入中国传教，曾

与利玛窦共事，熟悉利玛窦的传教方针，虽持有异议，却未在

利玛窦去世前公开表示反对。１６１０年利玛窦去世，龙华民继

任在华耶稣会会长后，立即公开表示反对使用“天”和“上

帝”等词，主张一律采用音译，并反对中国教徒参与敬孔祭祖

活动。龙华民的意见得到熊三拔（Ｄｅ　Ｕｒｓｉｓｉ，　Ｓａｂａｔｉｎｏ，　１５７５　－

１６２０）的支持，但遭到王丰肃（Ｖａｇｎｏｎｅ，　Ａｌｆｏｎｓｏ，　１５６６－１６４０）

和庞迪我等人的反对。１６２１年，在华耶稣会士聚会澳门，就

礼仪问题展开讨论，赞成利玛窦方针者占多数。１６２７年年底，

耶稣会士在嘉定再次聚会，在敬孔祭祖问题上，与会者达成了

妥协，但在Ｄｅｕｓ的译文问题上，由于龙华民的坚持，他的意

见占了上风。耶稣会内部在礼仪问题上虽然存在明显的意见分

歧，但并未造成分裂。１６２３年前后，龙华民用拉丁文写了

《论孔子及其学说》（Ｄｅ　Ｃｏｎｆｕｃｉｏ　ｅｊｕｓｑｕｅ　ｄｏｃｔｒｉｎａ　ｔｒａｃｔａｔｕｓ）一

文，阐述他对在华传教方法的看法，由于遭到在华耶稣会士傅

汎际（Ｆｕｒｔａｄｏ，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１５８４－１６３５）等人的反对，此文当

时未能发表。原稿抄本被人带到西班牙，译成西班牙文，编入

闵明我（Ｎａｖａｒｒｅｔｅ，　Ｄｏｍｉｎｇｏ　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ｚ，　１６１８－１６８６）　１６７６年在

马德里出版的《中华帝国纵览》（Ｔｒａｔａｄｏｓ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ｏｓ，　ｐｉｌｉｔｉｃｏｓ，

ｅｔｈｉｃｏｓ　ｙｒｅｌｉｇｉｏｓｏ　 ｓ　ｄｅ　ｌａ　ｍｏｎａｒｃｈｉａ　ｄｅ　Ｃｈｉｎａ）中；１７０１年巴黎外方

传教会又将此文译成法文，以《论中国人宗教的几个问题》

（ 　 　Ｔｒａｉｔé　ｓｕｒ　ｑｕｅｌｑｕｅｓ　ｐｏｉｎｔｓｄ　ｅｌａ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ｄｅｓ　Ｃｈｉｎｏｉｓ）为题，于

１７０１年在巴黎出版。

礼仪问题上的不同意见最初虽然发生在耶稣会士内部，但

发展成为尖锐对立的两派之争，却是在其他修会介入之后。同

样信奉罗马天主教的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的传教士，１６３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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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中国，以福建为基地开展传教活动。这两个修会的传教方

针与耶稣会颇有不同，他们不以进入宫廷为追求，不以官员和

文人为传教对象，而是深入小城小镇，乃至穷乡僻壤，把普通

百姓作为传教对象。在与中国下层民众的接触中，他们对盛行

于民间的迷信观念和与此有关的习俗深有感触，认为敬孔祭祖

也属于此类迷信活动，不应允许中国教徒参与此类活动，否则

就会破坏基督教的纯洁性。

多明我会士黎玉范（Ｍｏｒａｌｅｓ，Ｊｕａｎ－Ｂａｐｔｉｓｔａ，）于１６３３年抵

华，在福建的福安传教，对耶稣会的传教方针极为不满，１６３９

年曾向在华耶稣会士负责人提交有关此事的意见书，但未能及

时得到回复。１６４３年，黎玉范向罗马教廷的传信部呈交了题

为“１７个问题”的报告，猛烈攻击耶稣会在中国礼仪问题上

的立场和做法，打响了“礼仪之争”的第一枪。遣使会和巴黎

外方传教会先后于１６８０年和１６８４年进入中国传教，这两个宗

教组织在“礼仪之争”中都站在耶稣会的对立面。于是，“礼

仪之争”便形成了营垒分明的两派，绝大部分耶稣会士为一

派，其他传教士为另一派。

稍加深究，我们便能发现，“礼仪之争”的原因远比表面

现象复杂得多。首先，在传教方法上，对立双方的想法迥然不

同。耶稣会士主张尽量靠近传教对象，学习他们的语言，熟悉

他们的习俗，了解他们的传统，以便取得他们的信任，进而劝

说他们皈依天主教。巴黎外方传教会的成员却穿着统一的长

袍，带着翻译人员传教，在教义上不愿作任何变通处理。其

次，传教士虽然声称自己是上帝忠实的仆人，以全心全意传播

福音、说服不信教的民众皈依基督教、让他们的灵魂得到拯救

为宗旨，但是实际上，他们都不忘母国的利益，与中国人打交

道时如此，与不同国籍的传教士相处时也如此。所以，他们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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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上都是教廷的代表，事实上却为维护各自国家的利益而不遗

余力。日趋衰落的葡萄牙无法充分行使它所领有的保教权，引

起其他国家传教士的觊觎。耶稣会士因向皇帝和宫廷提供智力

服务而受青睐，受到皇帝的信任和宠爱，既有地位，又有实

惠，引起其他传教士的嫉妒。耶稣会创立不过百年，在法国取

得巨大进展，许多耶稣会士被任命为主教，担任一些大人物的

忏悔师，其他修会的成员难免有所不满。巴黎外方传教会并不

是一个修会，而是以海外传教为宗旨的宗教团体，按理说，它

的成员应该与耶稣会中的法国传教士有较多的共同利益和共同

语言，然而由于这两个宗教团体在国内政治斗争和教派斗争中

相互对立，两者的矛盾十分尖锐。耶稣会士以法国的代表自

居，外方传教会则自诩是罗马教廷的发言人；外方传教会的三

位成员被教廷分别任命为澳门、南京、北京教区的主管，耶稣

会士更加耿耿于怀。他们之间勾心斗角、互相拆台的事层出不

穷。这些不便摆到桌面上来的利害冲突，也是“礼仪之争”发

生和加剧的原因。

２．争论的焦点及其延伸
“礼仪之争”中双方的分歧集中在三个问题上：第一，中

国文人学子定期在孔庙举行的祭孔活动；第二，中国人祭祀祖

先的活动；第三，Ｄ 意义ｅｕｓ的中文译文。前两个问题是严格

上的礼仪问题，而第三个问题被称为“术语”问题，通常与前

两个问题分别处理。这些问题当然与宗教有关，但绝不限于宗

教，而是涉及中国传统思想的许多方面。是否允许中国教徒敬

孔祭祖，取决于对这两项活动的性质所作的判断：对孔子的膜

拜是纪念先贤还是祈求神祇？对祖先的祭祀是寄托哀思、恪尽

孝道，还是视祖先为神，祈求保佑、降福？由此便产生了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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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相关的问题，如果缺乏对中国的历史、哲学、宗教以及民情

习俗的全面了解和深刻认识，很难把这些看似简单的问题说清

楚。

为了解决Ｄｅｕｓ如何译成中文的问题，首先要弄明白中国

人心目中的“天”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在

中国人看来，“天”既是苍苍有形之天，又是天地万物的主宰，

也就是说，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两者互不排斥。传教士

中的对立双方要对此作出令人信服的论述，进而驳倒对方，既

要从宏观上对中国人从古至今的宇宙观和宗教观作一番爬梳，

还要从微观上对出现在经典中的“天”字作出合理的解释。为

了辨明敬孔是不是迷信，首先要了解孔子其人其事及其学说，

对他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和他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进行一番

认真的考察，然后才有可能对儒家是不是宗教、其学说或教义

是否与基督教教义相悖作出判断。为了证实或否定中国人的祭

祖活动是偶像崇拜，不但需要搞清楚中国人的宗教观念，还需

要对中国人以“孝悌”为中心的伦理观念有较深的研究。但

是，中国人的宗教观念向来相当淡薄，有神论、无神论和自然

神论，一神教和多神教，对于中国人来说无需分得一清二楚，

这就一方面加大了双方论证的难度，另一方面却也提高了论证

的深度。

耶稣会士主要依据包括儒家经典在内的中国古籍，同时也

借助皈依或同情基督教的中国文人的论述。他们认为，中国人

的远祖信仰一种一神教，其教义与犹太教极其相似；时光销蚀

了这种信仰，到了孔子时代，中国人对一神教的信仰已经相当

模糊，而此时兴起的道家以及后来自域外传入的佛教，进一步

摧毁了这种信仰，致使一神教在中国踪迹难觅。不过，一神教

的真谛在中国并未泯灭，它被保存在中国的古代经典中，也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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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儒家经典中。耶稣会士认为，中国的古代经典和孔子的著

作，源自远古的神话和传说，与基督教教义并不相悖，两者的

精神是相通的。但是，在漫长的岁月中，中国人忘却了久远的

宗教，已经不再能够辨识这些典籍中所包含的与基督教相似的

教义。佛教败坏了中国人纯真的信仰，把迷信带进了中国；尤

其严重的是，宋儒背离了典籍的精神实质，在为典籍所作的注

释中，用无神论或不可知论进行曲解，而这些注释经由历代皇

帝提倡，已成为惟一正确的标准诠释，致使当代中国文人对典

籍的真谛茫然无知。因此，传教士的任务之一便是消除强加给

中国典籍的曲解，使之恢复原来面目，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严

厉批驳宋儒的注释，大力提倡奉典籍原文为惟一依据。

基于上述基本认识，耶稣会士认为，敬孔祭祖不是宗教活

动，而是一种“政治的、民事的”举动，不违背基督教教义，

应该允许已经入教的中国人参与此类活动，不应以参与此类活

动为由阻挠要求入教的中国人皈依天主教。反对方认为，孔子

不是受上帝启示的圣人，也不仅仅是受中国文人膜拜的大师，

而是被所有中国人奉为神明的偶像，文人们祭祀孔子是祈求保

佑，让他们在科举中金榜题名，仕途上步步高升。耶稣会士认

为，中国人以孝为百善之先，祭祀祖先出于中国人的孝心，无

论采用何种仪式，都不改变其实质，因而可以让中国教徒参

加。反对方认为，祭祖是祈求鬼神保佑，希冀家庭人丁兴旺，

趋吉避凶，所以，敬孔祭祖都是迷信活动，是对基督教的亵

渎，绝对不能允许教徒参与其事。至于中文如何表述Ｄｅｕｓ，

耶稣会士认为，古籍中的“上帝”和“天”与Ｄｅｕｓ的含义相

同或相似，因而可以与“天主”一样用作Ｄｅｕｓ的译文。反对

方则认为，关键在于中国人自古以来就不曾有过基督教的上帝

观念，中国人心目中的“天”是一种物质存在，而不是主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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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人的神，因而不能用来指称“Ｄｅｕｓ”　，“上帝”一词在

古籍中的含义与“天”相同，故而也不能用。耶稣会士认为，

康熙皇帝参观北京北堂时题写的“敬天”二字，是以中国的方

式表述了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反对方认为，皇帝是异教徒，他

所敬的是物质的天。双方在诸如此类的许多问题上各持己见，

形成尖锐对立。所以说，引发“礼仪之争”的虽然是前面提到

的三个问题，但是争论一经展开，就不限于礼仪问题，而是扩

大到对广义的中国文化作全面评价。

３．过程和结局
多明我会士黎玉范见到在华耶稣会士在敬孔祭祖问题上的

妥协做法后，写出报告呈送马尼拉主教，主教觉得事关重大，

将报告转送罗马教廷。黎玉范于１６３８年离开中国，１６４３年到

达罗马，向罗马教廷传信部递交一份报告，控告在华耶稣会

士。这份报告在“礼仪之争”中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第一次

将发生在中国传教士内部的这场争论提到了罗马教廷，传到了

欧洲。从此之后，“礼仪之争”不再局限在中国，甚至不再是

仅仅涉及东方，而是包括欧洲在内的整个天主教会关注的问题

了。黎玉范向传信部递交的报告包括１７条内容，都与中国人

敬孔祭祖的礼仪有关，其中第６条有关城隍，第８条有关祭祀

孔子，第９条有关祭祀亡灵，第１０条有关葬礼，第１１条有关

牌位，第１２条涉及灵柩前面设置祭坛。黎玉范认为中国人的

这些活动具有宗教性质，与基督教相悖，应该予以禁止。传信

部将报告交给圣职部的神学家研究。经过长达两年的讨论，圣

职部于１６４５年９月１２日颁发经教皇审批的通令，支持黎玉范

的立场，禁止中国教徒参与敬孔祭祖的活动。圣职部的通令传

到中国后，耶稣会士认为黎玉范歪曲了中国礼仪，导致圣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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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了错误决定。他们担心这个决定将会给在华传教事业带来

巨大损害，于是派遣意大利籍耶稣会士卫匡国前往罗马申辩。

卫匡国于１６９４年抵达罗马，向传信部呈上报告，指责黎玉范

对中国礼仪作了不符事实的描述。他在报告中说，祭孔是科举

中榜者对孔子表示敬意的一种仪式，与向在世的师长致谢一

样；祭祖是对先人寄托哀思的一种仪式，不存在迷信问题。圣

职部的神学家们认为，如果卫匡国所说属实，中国礼仪就不是

迷信，应该允许中国教徒参与。经教皇批准，圣职部于１６５６

年３月颁发通令称，如果卫匡国所说属实，敬孔祭祖等仪式纯

属社会礼仪，与宗教无涉，只要没有迷信成分，可以允许中国

教徒参加。传信部在１６５９年任命三名驻华宗座代牧时再次发

布训令，要求在中国礼仪问题上执行灵活策略。多明我会士对

于圣职部１６５６年的决定十分不满，认为它与１６４５年的通令互

相矛盾，于是于１６６１年派员前往罗马陈述意见。１６６９年１１

月，圣职部对此作出的回答是：１６４５年和１６５６年的两个通令

同样有效，应视具体情况分别遵照执行。

２３位在华传教士，其中包括３位多明我会士和１位方济各

会士，自１６６５年起奉中国政府之命在广州集中，他们利用这

次机会举行了一次持续四十天的会议，力图就礼仪问题达成共

识，统一行动。除了那位方济各会士，其余与会者都在会后发

表的一份包括４２条内容的文件上签名，表示愿意执行１６５６年

教廷圣职部的通令，以免对愿意入教的中国人关上拯救灵魂的

大门。

参加这次会议的多明我会士闵明我，会后悄然离开中国，

回到西班牙后编纂并发表了《中华帝国纵览》一书，竭力攻击

耶稣会士在礼仪问题上的态度和做法。“礼仪之争”从此越出

教会围墙，成为欧洲公众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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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教皇任命为驻福建宗座代牧的巴黎外方传教会成员严裆

（Ｍａｉｇｒｏｔ，　Ｃｈａｒｌｅｓ，　１６５２－１７３０），坚决反对耶稣会士在礼仪问题

上的立场。他于１６９３年３月发表训示，要求他所管辖的传教

士一律遵照执行。训示共七条，明确规定不得使用“天”和

“上帝”，摘下所有书有“敬天”字样的匾额，严禁教徒参与敬

孔祭祖仪式，限制使用牌位。训令还指名道姓地指责卫匡国向

教廷提出的报告与事实不符。严裆的训示虽然仅仅是一个地方

性文件，但是他立即派人送往欧洲，１６９４年就在欧洲传开，

影响很大。教廷获悉严裆的训令和他的申诉后，于１６９７年下

令圣职部重新审理中国礼仪问题。

在此期间，在华耶稣会士张诚等企图借助康熙皇帝的支持

击败对方，就礼仪问题写成一文，于１７００年（康熙三十九年）

１１月呈交皇帝御览。文内写道：

“⋯⋯臣等管见，以为拜孔子，敬其为人师范，

并非祈福佑、聪明、爵禄而拜也。祭祀祖先，出于爱

亲之意，依儒礼亦无求佑之说，惟尽孝思之念而已。

虽立祖先之牌，非为祖先之魂，在木牌之上，不过抒

子孙报本追远，如在之意耳。⋯⋯有时不称上帝而

称天者，犹主上不曰主上，而曰陛下、曰朝廷之类，

随名称不同，其实一也。⋯⋯”①

康熙皇帝完全支持耶稣会士的看法，在他们的呈文上朱笔加

批，表示赞同。耶稣会士如获至宝，立即派员送往罗马。但

是，教廷对于一个世俗皇帝的看法，丝毫不予以重视；教廷圣

职部经过七年的审查和讨论，最后作出决断，于１７０４年由教

皇颁布圣谕，支持严裆，谴责中国礼仪。

转引自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册，第３１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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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廷的决断作出之前的１７０２年，教皇派遣特使多罗

（Ｔｏｕｒｎｏｎ，　Ｃａｒｌｏ　Ｔｏｍｍａｓｏ　Ｍａｉｌｌａｒｄ　ｄｅ，　１６６８－１７１０）前来中国解

决“礼仪之争”。多罗于１７０５年抵达北京，康熙皇帝以礼相

待，多次亲自接见，但是双方在礼仪问题上没有达成共识。在

华期间，多罗获悉教皇１７０４年圣谕的主要内容，遂在返回澳

门途中于１７０７年２月在南京发布训令，要求在华传教士执行

此项教皇圣谕的规定。１７１０年教皇重申１７０４年圣谕的精神，

并对多罗在南京发布的训令给予肯定。１７１５年，教皇又发布

“从登极起”圣谕，严厉禁止中国礼仪。１７２０年，为解决礼仪

问题，教皇再次派遣特使来华。年迈的康熙皇帝再次礼貌地接

待教皇特使，但仍无积极的结果。特使嘉乐（Ｍｅｚｚａｂａｒｂａ，Ｃａｒ－

ｌｏ　Ａｍｂｒｏｇｉｏ，　１６８２　－　１７４１）在重申教皇１７１５年圣谕的同时，发

布“八项准许”，允许在华传教士在执行教皇圣谕时作若干灵

活处理，实际上是对耶稣会士作出一些让步。“八项准许”发

布后，在华传教士按照各自的理解行事，于是再次引起混乱。

教皇为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于１７４２年发布“惟一事件”圣谕，

重申１７１５年圣谕精神，宣布取消“八项准许”，明确宣布，凡

是不服从教皇的在华传教士，必须返回罗马接受处罚，并规定

此后赴华传教士必须按照统一的格式事先宣誓反对中国礼仪。

“礼仪之争”以中国礼仪最终被教廷严禁为结局，这个结

局给在华传教事业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传教士们从此失去了

中国宫廷的有力支持，也改变了他们在中国民众心目中的形

象。

“礼仪之争”的双方，既由于条件所限，也出于扩大各自

的影响，借以争取同情和支持的实际需要，除了派遣代表前去

罗马，向教廷作详尽的口头报告并进行商榷外，主要采用著述

的方式反驳对方论点，表明己方立场。这些著述包括信函、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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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著作、译文等，根据笔者对高迪埃（Ｃｏｒｄｉｅｒ，　Ｈｅｎｒｉ，　１８４９

－１９２５）所著《中国书目》（Ｂｉｂｌｉｏｔｈｅ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所作的不完全

统计，“礼仪之争”期间在欧洲各国出版的有关中国的西文著

作总数多达２６２种，未出版的日记和书信等尚有数百种，这显

然是一个很大的数字。我们将在第三章中介绍的西人有关中国

的著作，多数都与“礼仪之争”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这些

著作内容相当广泛，不仅涉及中国的各个方面，而且在一定程

度上反映了不同的视角和不同的观点，“礼仪之争”所涉及的

是中国的礼仪，却几乎没有中国人参与这场论争；“礼仪之争”

发生在中国，可是它在中国没有掀起任何波澜，相反却在欧洲

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礼仪之争”发端于宗教，原本是

个神学问题，然而，它所引发的思考几乎涵盖了所有社会问题

和当时人文科学的所有领域，它所引起的兴趣更延伸到包括天

文地理在内的一切对人类有用的知识。这样的后果当然是“礼

仪之争”的参与者们不曾预料到的，可是它却为研究两种文明

的差异、接触和碰撞留下了极其丰富的资料。

三、传教士与欧洲学者

应该说这个标题不很确切，因为很多传教士本身就是学

者，而且是成绩卓著的学者，例如利玛窦、南怀仁、汤若望、

宋君荣（Ｇａｕｂｉｌ，　 Ａｎｔｏｉｎｅ，　 １６８９－１７５９）、冯秉正（Ｍａｉｌｌａ，

Ｊｏｓｅｐｈ，１６６９－１７４８）、马若瑟等人，谁也不会否认他们都是学

识渊博的学者，当我们谈及西学东渐时尤其如此。但是当谈到

中学西传时，我们往往只记得他们是在华传教士，也就是说，

他们是向西方传递中华文明的媒介，而不是欧洲文明的代表。

原因之一是他们虽然也对中国进行研究，但是研究的目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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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推动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因而这种研究与欧洲的现实基本

上是脱节的。生活在欧洲的非教会学者则不同，他们中的大多

数人对中国的关注和研究，是从欧洲出发最后又回归欧洲的，

也就是说，他们带着欧洲的问题研究中国，又把研究的结果在

改变欧洲的实践中付诸实施。从文化交流角度着眼，我们当然

更重视欧洲非教会学者对中华文明的研究和中华文明对他们并

通过他们对所有欧洲人的影响。本节所说的学者就是指欧洲的

非教会学者。

１．　耶稣会士与欧洲学者的交往
绝大多数欧洲学者只能通过出版物分享传教士提供的有关

中国的信息，仅有少数有缘结识在华或曾经赴华的传教士，向

他们索取更多有关中国的信息，与他们共同探讨有关中国的种

种问题。这类直接交往除了少量面对面的交谈，主要形式是信

件往来。比诺对于这些信件作了如下的评价：“为了判断耶稣

会士对１８世纪的中国知识有何影响，审视一个耶稣会学者对

他的信友所产生的影响，不仅是公正的，而且是必不可少的。

因为，印度公司的货船一年一度带来的这些信件，不只是传递

消息的信件，而且是高水平的学术论文⋯⋯。”

通过各种渠道与在华传教士建立了通信联系的欧洲学者

中，最有名的便是著名的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　Ｌｅｉｂｎｉｚ，Ｇｏｔ－

ｔｆｒｉｅｄ　Ｗｉｌｈｅｌｍ　ｖｏｎ，　１６４ 但与传教士通信最早，而６－１７１６），他不

且拥有传教士朋友最多。莱布尼茨是个新教徒，但这种身份丝

Ｖｉｒｇｉｌｅ：Ｌａ　Ｃｈｉｎｅ　ｅｔ　ｌａ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ｄｅ　Ｉ＇ｅｓｐｒｉｔ　

比诺：《中国与法国哲学思想的形成（１６４０－１７４０年）》（Ｐｉｎｏｔ，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ｑｕｅ　ｅｎ　Ｆｒａｎｃｅ（１６４０－

１７４０）；Ｐａｒｉｓ，１９３２．），日内瓦，重印，１９７１年，第１４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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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不曾妨碍他与耶稣会士的往来，在他的传教士朋友中，耶稣

会士最多。另一方面，他虽然同情并积极支持耶稣会士在中国

“礼仪之争”中的立场，但并不因此而不与非耶稣会的教士往

来，例如，１７０７年前后他曾与一位从中国返欧的奥斯定会传

教士会见并交谈。

１６８９年７月他在罗马邂逅自中国返欧的耶稣会传教士闵

明我（Ｇｒｉｍａｌｄｉ，　Ｃｌａｕｄｉｏ　Ｆｉｌｉｐｐｏ，　１６３９－１７１２），与之长谈，在此

后的半年间二人多次晤谈，闵明我对康熙皇帝的赞扬给莱布尼

茨留下了印象。第一次会见后莱布尼茨以书面形式向闵明我提

出了有关中国的３０个问题，这些问题涉及相当广泛的领域，

包括天文地理、农业、手工业、数学、文字等，闵明我当面作

了部分回答。离欧返华前夕，闵明我再度会见莱布尼茨，当面

交给莱氏一份手稿，回答了３０个问题中的大部分。二人从此

结下友谊，长期通信，交游甚久。莱氏的另一位著名信友是法

国耶稣会士白晋。他们相识于　１６９７年，那年白晋自中国返回

巴黎，从教会中的友人口中，得知莱布尼茨是一位研究中国颇

有成就的学者，于是请这位友人将自己新近出版的著作（中国

皇帝的历史画像（） ｒａｉｔ　ｈｉｓｔｏｒｉｑｕｅ　ｄｅ　Ｉ＇ＥｍｐｅｒｅＰｏｒｔ ｕｒ　ｄｅ　ｌａ　Ｃｈｉｎｅ）

转赠莱氏。莱氏读后甚觉有益，遂致函白晋，表示愿意将此文

收入他所编的《中国近事》（Ｎｏｖｉｓｓｉｍａ　ｓｉｎｉｃａ）一书新版中，并

希望今后在通信中多多探讨有关中国的问题。白晋表示同意，

１６９９年的《中国近事》第二版果然增加了白晋的那篇文章。

莱氏在信中告诉白晋，他正在探索用数学方法来证明抽象的真

参阅孟德卫：《莱布尼茨与儒学，寻求一致》（Ｍｕｎｇｅｌｌｏ，　Ｄａｖｉｄ：

Ｌｅｉｂｎｉｚ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　Ｔｈ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Ａｃｃｏｒｄ），火奴鲁鲁，１９７７年，第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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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此事显然对白晋有所启发，他在１６９８年２月离法返华前

写给莱氏的信中，对《易经》作了简介，认为八卦是原始文字

的雏形，可用数学方法进行分析，并简述了以他为代表的少数

在华耶稣会士的索隐派对于中国历史的观点。此信引起莱氏极

大兴趣。两人一拍即合，从此书信往来不断，长达十年，存留

至今的至少还有１５封。在这些信中，他们讨论了六十四卦和

二进制等共同感兴趣的问题。不过，自１７０２年后，白晋未再

给莱氏写过回信，而莱氏则一如既往，每年一封信寄给留居北

京的白晋，直至１７０９年。经闵明我和白晋介绍，莱氏又结识

了更多的在华传教士，与之通信交流学术。据不完全统计，先

后与莱氏交换过信件的在华耶稣会士，除闵明我和白晋外，还

ｒｅｚ，　Ｊｏｓé，　１６有苏霖（Ｓｕａ ５６－１７３６）、安多（Ｔｈｏｍａｓ，　Ａｎｔｏｉｎｅ，

１６４４－１７０９）、利安国（Ｌａｕｒéａｔｉ，　Ｇｉｏｖａｎｎｉ，　１６６６－１７２７）、洪若

翰、刘应（Ｖｉｓｄｅｌｏｕ，　Ｃｌａｕｄｅ　ｄｅ，　１６５６－１７３７）等人。

莱布尼茨还与几位与中国事务有关的法国耶稣会士交换信

件，这些耶稣会士虽然从未去过中国，但都与在华法国耶稣会

士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因而拥有较多来自中国的信息和关于中

国的知识。例如《耶稣会士书简集》的第一任主编郭弼恩（Ｌｅ

Ｇｏｂｉｅｎ，　Ｃｈａｒｌｅｓ，　１６５３－１７０７），也是法国耶稣会的负责人之一，

他虽然没有到过中国，但与在华法国耶稣会士保持着紧密的联

系，对中国的各个方面有较多的了解。在写于１６９８年５月的

一封信中，郭弼恩向莱布尼茨回答了１０个有关中国的问题，

其中包括传教士编纂的汉语辞典、中国的诗歌、瓷釉等。

另一位与传教士有很多交往的学者，便是我们在第一章里

提到过的法国人弗雷莱。弗雷莱因文字犯禁身陷囹圄而中断与

黄嘉略的交往和合作后，并没有放弃对于中国的兴趣和研究，

而是孜孜以求地利用一切可能的途径获取有关中国的资料，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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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对于中国的认识，借以推进自己对于中国的研究；与传教士

的通信就是最重要和最有效的途径。据不完全统计，１７３１年

到１７３９年间与他交换信件的在华传教士至少有以下几位：宋

君荣、 ｎｉｎ，　Ｄｏｍｉｎｉｑｕｅ，　１６６５－１７４１）、马若瑟、郭巴多明（Ｐａｒｒｅ

中傅（Ｇｏｌｌｅｔ，　Ｊｅａｎ－Ａｌｅｘ，　１６６４－１７４１）、雷孝思（Ｒéｇｉｓ，　Ｊｅａｎ－

Ｂａｐｔｉｓｔｅ，１６６４－１７３８）、冯秉正。这几位传教士无一不是在华耶

稣会士中的佼佼者，在学术上多有建树，不但为弗雷莱提供大

量高质量的信息，而且在历史、天文、哲学和语言等领域，都

能发表颇有分量的见解，弗雷莱确实从中得益匪浅，难怪艾丹

妮说：“他拥有一个没有到过中国的欧洲人所能拥有的全部有

关中国的知识。” １７３２年在巴黎出版了宋君荣的《中国天文

ｄｅ　史》（Ｈｉｓｔｏｉｒｅ Ｉ＇Ａｓｔｒｏｎｏｍｉｅ　 ｃｈｉｎｏｉｓｅ），书中以中国经籍和古籍

中的天文记录为依据，推断中国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圣经》所

记述的历史以前。一直对中国历史抱有浓厚兴趣的弗雷莱读后

大受启发，于是通过此书的编者给宋君荣写了第一封信，向他

请教有关干支纪年法等四个问题， 两人的信件往来由此开

始，一直延续到１７４１年。弗雷莱曾想推荐宋君荣成为法国人

文科学院的通讯院士，被宋君荣婉谢。宋君荣把冯秉正和巴多

明等多位饱学之士介绍给弗雷莱，让他们建立了通讯关系。从

１７３４年到１７３９年，冯秉正与弗雷莱交换的信件至少有９封。

此外，弗雷莱还与郭中傅、马若瑟、雷孝思等人通信。这些信

件不但数量可观，而且几乎每封信都很长，讨论的问题多且深

艾丹妮：《尼古拉·弗雷莱（１６８８－１７４９），一位１８世纪人文学者

对中国的思考》，第３９页。

参阅比诺：《与法国人的中国知识有关的若干未版文献（１６８５－

１７４０年）》，第３９－４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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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将之视为１８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文献，

绝不过分。除了信件往来，他们还互赠资料，宋君荣曾将一部

《竹书纪年》寄赠弗雷莱；弗雷莱则自己出资向北京的这几位

神甫寄赠了他所属的法国人文学院的１０部论文集。弗雷莱还

要求郭中傅和巴多明替他搜集荔枝等中国的水果和花卉种

子。 更值得一提的是，弗雷莱为促使冯秉正根据朱熹的《通

鉴纲目》编译的《中国通史》尽早出版，曾多方奔走，此事虽

然未能在弗雷莱生前如愿，却能说明耶稣会士与学者的交谊之

深。

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了贝尔旦与赴法的两位中国教徒高类

思和杨德望的交往，这里还需要就他与法国在华传教士的关系

作一些补充。与莱布尼茨和弗雷莱不同，贝尔旦不是一位以学

问为业的学者，他的主要身份是高级官员，但是这并不妨碍他

始终以名副其实的学者的头脑和眼光，指导在华耶稣会士对中

国的研究。在中国问题上，他与一般学者不同，他对中国的关

注除了个人的兴趣和爱好，更出于对东西方交流的全局考虑，

所以他对中国的关注超出了狭义的文化范围，目光所及几乎包

括中国的一切不为法国人所知的事和物。在与在华传教士的接

触中，他所扮演的角色主要是组织者和支持者，而不像其他学

者那样仅仅是中国问题研究者和中国影响的接受者。他与许多

华传教士保持通信联系，其中包括钱德明、晁俊秀（Ｂｏｕｒ－

ｇｅｏｉｓ，　Ｆｒａｎｃｏｉｓ，　１７２３－１７９２）、汪达洪（Ｖｅｎｔａｖｏｎ，Ｊｅａｎ－Ｍａｔｔｈｉｅｕ，

１７５３－１７８７）、梁 栋材（ Ｇｒａｍｍｏｎｔ，　Ｊｅａｎ－Ｊｏｓｅｐｈ，　１７３６—１８１２）、

ｔ，Ｌｏｕｉ　ｓｄｅ， １７３５－１８１３）、潘廷 璋贺清泰（Ｐｏｉｒｏ （ Ｐａｎｚｉ，

参阅西蒙：《尼古拉·弗雷莱》（Ｓｉｍｏｎ，　Ｒｅｎéｅ：　Ｎｉｃｏｌａｓ　Ｆｒéｒｅｔ），日内

瓦，１９６１年，第６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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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ｉｕｓｅｐｐｅ，　１７３４－１８１２）、蒋友仁（Ｂｅｎｏｉｓｔ，　Ｍｉｃｈｅｌ，　１７１５－１７７４）、

－Ｊｏｓｅｐｈ，　１７５罗广祥（Ｒａｕｘ，　Ｎｉｃｏｌａｓ ４　－　１７９４），仅贝尔旦写给他

们的信就多达百封左右，他要求传教士们向他报告中国的农业

状况。韩国英等人不仅写出了文章，还寄去了关于水稻、茶叶

种植技术的图画。当时法国尚未掌握制作瓷器的技术，贝尔旦

要求高类思和杨德望尽快向他详细报告景德镇瓷器的制作工艺

和技术以及工具，并将高岭土样品寄给他。在华法国耶稣会士

钱德明果然寄去了他的文章《中国制瓷史》。他还要求晁俊秀

寄给他两瓶中国酒。此类实例多得不胜枚举。贝尔旦本人虽然

没有写过有关中国的著作，但是他以他的特殊地位和雄厚的财

力，指导并支持了１８世纪下半叶在华法国耶稣会士对中国的

了解和研究。他与这些传教士交换的信件只有少量已经发表，

大量信件至今仍保存在法兰西学院图书馆中。

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傅圣泽１７２０年自中国返欧洲，在巴黎

会见了著名的《耶稣会士书简集》的　　主编杜赫德（Ｄｕ Ｈａｌｄｅ，

Ｊｅａｎ－Ｂａｐｔｉｓｔｅ，　１６４７－１７４３）。著名启蒙思想家伏尔泰（Ｖｏｌｔａｉｒｅ，

Ｆｒａｎｃｏｉｓ－Ｍａｒｉｅ　Ａｒｏｕｅｔ，　１６９４　－　１７７８）自称：“傅圣泽神甫⋯⋯曾

多次对我说，中国很少有无神论的哲学家。” 伏尔泰没有留下

更为详细的记载，但他们曾见面晤谈大概是可以肯定的。傅圣

泽后来长期居住在罗马，会见过到罗马访问的一些欧洲学者，

其中包括孟德斯鸠和法国的另一位著名作家德柏罗斯（ｄｅ

Ｂｒｏｓｓｅｓ，Ｃｈａｒｌｅｓ，１７０９－１７７１）。在孟德斯鸠１７２９年欧洲之行

中，傅圣泽被列为在罗马期间会晤次数最多的人之一，他还记

下了傅圣泽对中国的看法：“中国人口众多，妇女生育能力极

强，每遇自然灾害便发生饥荒。灾民们自动聚集起来，逐渐形

伏尔泰：《风俗论》，上册，北京，１９９３年，第２２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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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一支庞大的队伍，最终将皇帝推翻。⋯⋯每当事关皇帝的尊

严和威望时，皇帝杀人就如同捏死一只苍蝇。” 这些看法后

来被孟德斯鸠吸纳，改头换面地写进了他的《论法的精神》。

傅圣泽在与德柏罗斯的谈话中说，中国人的祖先来自迦勒底，

中国的《五经》来自希伯莱文的《摩西五经》，中国的文字来

自埃及象形文字等等；谈到明朝覆亡时，他说其实清兵人数极

少， 此外，傅“每个汉人扔一只鞋，就能把他们置于死地”。

圣泽还与法国学者傅尔蒙和一位英国植物学家通信，交换有关

中国的信息和看法。

耶稣会士柏应理在返欧期间经友人介绍，与德国学者门策

尔（Ｍｅｎｔｚｅｌ，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１６２２－１７０１）相识，从１６８６年起，两人

交换了不少信件。门策尔向柏应理请教有关汉语和汉语辞典的

知识，可惜柏应理不是一位热心的老师，他告诉门策尔，在欧

洲无法学会汉语，汉语的声调只能在中国学，他奉劝门策尔，

不要好高骛远，应该把目标定为学会阅读。尽管如此，柏应理

还是尽其所能，给门策尔寄送了一些中文书籍，他们的通信持

续到柏应理离开欧洲再次前去中国的前夕。后来门策尔写过一

篇关于中国历史的著作，文中用汉字列出了每个皇帝的名字，

清代的皇帝则给出了庙号，所有年代都使用中国的干支纪年

法。所有这些似乎都是从１６８６年出版的柏应理所著《中国历

孟德斯鸠；《孟德斯鸠全集》（　Ｍｏｎｔｅｓｑｕｉｅｕ，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Ｓｅｃｏｎｄａｔ　ｄｅ：

版，１９６４年Ｏｅｕｖｒｅｓ　ｃｏｍｐｌéｔｅｓ），巴黎，Ｓｅｕｉｌ ，第４０４页。

德柏罗斯：《家书》 （　ｄｅ　Ｂｒｏｓｓｅｓ，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Ｌｅｔｔｒｅｓ　ｆａｍｉｌｉａｌｅｓ，é　ｃｒｉｔｓ

ｄ＇Ｉｔａｌｉｅ　ｅｎ　１７３９　ｅｔ　１７４０），巴黎，１９０４年，第２卷，第２４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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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年表》中学来的。

法国物理学家 ｒｔｏｕｓ　ｄｅ，和天文学家德梅朗（Ｍａｉｒａｎ，Ｄｏ

１６７８－１７７１），先后担任过法国科学院的院长和常任秘书，与

当时许多学者一样，也对中国表现出极大兴趣。从１７２８年到

１７４０年，他与在华耶稣会士巴多明交换了许多信件，既探讨

天文学等中国的科学技术问题，也研究中国的历史和政治制度

以及中国人的起源等。

博学多才的法国耶稣会士马若瑟，先后与多位法国学者通

信，交换有关中国研究的信息和意见，傅尔蒙、弗雷莱和德梅

朗都从他那里得到过热情的帮助。

另一些欧洲学者与传教士的直接接触虽然比较零星和短

暂，但也值得一提。荷兰东方学家高利乌斯从一份波斯文献中

见到了一种据称是契丹人使用的纪年法，但不解其详。１６５３

年，意大利籍耶稣会士卫匡国抵达荷兰，由阿姆斯特丹经安特

卫普前去罗马，高利乌斯闻讯后立即赶到卫匡国途中经过的莱

顿与之会晤，出示这份波斯文献当面向卫匡国请教。卫匡国只

看了一眼就告诉他，这是中国的干支纪年法。高利乌斯后来据

此撰文介绍，大大提高了欧洲人对中国历史和天文记载准确性

的信任度。卫匡国在这次晤谈中，提到了他在中国亲历的一次

险情：１６４５年，他在浙江某地遇到了正在扫荡南明反抗力量

的清兵，情急之中，他用红纸书写了一张横幅，表明此处是西

洋传教士的住处。此举果然奏效，清兵看见横幅便对他以礼相

待，秋毫无犯。卫匡国还当即提笔重写了当年那条横幅上的７

参阅孟德卫：《奇异的国度：耶稣会的入乡随俗政策与汉学起源》

ｒｉｏｕｓ　Ｌａｎｄ：　Ｊｅｓｕｉｔ　Ａｃｃｏｍ（ Ｍｕｎｇｅｌｌｏ，　Ｄａｖｉｄ：　Ｃｕ ｍｏｄ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ｉｎｏｌｏｇｙ），斯图加特，１９８５年，第２３８－２３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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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汉字。高利乌斯听了觉得此事很有意思，建议卫匡国写入他

的 　《鞑靼战纪》。卫匡国接受高利乌斯的意见，在此书的第二

版中添入了这段故事。

２．传教士推动了欧洲的中国研究
１８世纪之前，欧洲一般民众对于中国缺乏真切的了解，

知识界认识也大多如此，当他们接触到来自中国的信息时，往

往情不自禁地流露出惊奇和欣喜。１５８１年３月６日，法国著名

作家蒙田（Ｍｏｎｔａｉｇｎｅ，　Ｍｉｃｈｅｌ　ｄｅ，　１５３３－１５９２）在游览梵蒂冈图

书馆时，生平第一次见到了来自中国的书籍，大感新奇，于是

留下了这样一段记述：“我见到了一些好东西，⋯⋯一册中国

书，文字怪异；纸张的质地远比我们欧洲的纸张精细而透明，

由于纸薄透墨，只能印在一面，所以折叠为双页。据说这些纸

是某种树木所产的薄膜。” 从这段话中不难看出欧洲人对于

中国陌生的程度。正因为如此，传教士有关中国的著述，不但

在欧洲各国受到一般民众的普遍欢迎，部分地满足了他们对于

异国情调的好奇心和对于了解外部世界的求知欲，而且引起了

知识界对于中国和东方的关注。

比诺十分强调传教士对于欧洲学者的重要作用，他写道：

“没有宋君荣，弗雷莱也许很难写成他那些论述中国编年史的

参阅戴文达：《荷兰的早期中国研究》（　Ｄｕｙｖｅｎｄａｋ，　Ｊ．　Ｊ．　Ｌ．：

ｌｌａｎｄ；　Ｔ＇ｏｕｎｇ　ＰＥａｒｌ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Ｈｏ ａｏ），载《通报》，１９３６．

蒙田：《蒙田意大利、瑞士、德意志游记，１５ （Ｍｏｎ－８０－１５８１》

ｔａｉｇｎｅ，　Ｍｉｃｈｅｌ　ｄ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ｄｕ　ｖｏｙａｇｅ　ｄｅ　Ｍｉｃｈｅｌ　ｄｅ　Ｍｏｎｔａｉｇｎｅ　ｅｎ　Ｉｔａｌｉｅ，　ｐａｒ　ｌａ

　Ｓｕｉｓｓｅ　ｅｔ　Ｉ＇Ａｌｌｅｍａｇｎｅ　ｅｎ　１５８０　ｅｔ　１５８１），罗马，１７７４年，第１卷，第１４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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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如果没有马若瑟的帮助，傅尔蒙能干什么呢？” 中国

的“礼仪之争”也把学者牵扯进去了。比诺一点也不过分，他

说的完全是事实。研究中国的欧洲学者对于在华传教士的依

赖，绝非仅仅体现在这两位法国学者身上，前面提到的莱布尼

茨，如果不与在华传教士结识和通信，不研读传教士的著述，

他如何研究中国？

法国哲学家和神学家马勒布朗施（Ｍａｌｅｂｒａｎｃｈｅ，Ｎｉｃｏｌａｓ，

１６３８－１７１５）的例子似乎很能说明问题。他的《一位基督教哲

学家和一位中国哲学家 ｒｅｔｉｅｎ　ｄ＇ｕ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ｅ的交谈》（　Ｅｎｔ

ｃｈｒéｔｉｅｎ　ｅｔ　ｄ＇ｕ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ｅ　ｃｈｉｎｏｉｓ）是一篇很有分量的文章，而

如果没有一位传教士的怂恿，马氏也许永远不会涉足这个领

域。这位传教士便是巴黎外方传教会成员梁弘仁，此公向来与

耶稣会士不和，在“礼仪之争”中彼此尖锐对立。１７０２年梁

弘仁离开中国赴意大利，为“礼仪之争”向教廷申诉，１７０７年

抵达巴黎。梁弘仁希望利用马勒布朗施的学问和名望打击耶稣

会，于是走访这位著名学者，请他写一篇批驳中国哲学的文

章。梁弘仁为此向马氏介绍他所理解的中国哲学，着重指出中

国哲学与斯宾诺莎思想的相似之处。马勒布朗施经过一番考虑

后，接受了这个请求，用当时盛行的对话体写出了上述这篇文

章。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围绕“理”和“气”等概念，对中国

人的“天”和“上帝”等词语作了探讨，断然判定中国人对于

基督教的Ｄｅｕｓ没有任何真正的认识。很显然，这是一篇积极

参与“礼仪之争”的论战之作，其立场明显地偏在反耶稣会一

边。这篇文章虽然是应梁弘仁这位说客之请而作，但不能因此

比诺：《中国与法国哲学思想的形成（１６４０－１７４０年）》，日内瓦，

重印本，１９７１年，第１４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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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认为它所表达的不是作者的思想，我们只能说，是传教士和

他们之间的“礼仪之争”引发了马氏对中国的兴趣和研究。文

章于１７０８年发表后遭到耶稣会士的驳斥，马氏参阅了龙华民

的《论中国人宗教的几个问题》，立即又写了一篇《答辩》

　ｌａ　ｃｒｉ ｒｅｔｉｅｎｒéｐｏｎｓ（Ａｖｉｓ⋯⋯ ｅ　à ｔｉｑｕｅ　ｄｅ　ｃｅｔ　ｅｎｔ ⋯⋯）。马氏既是教

会人士，又是著名的学者，他的这两篇文章不但在“礼仪之

争”中加剧了两派的对立，也成了研究１８世纪中西文化交流

的重要文献，艾田莆先生在他的一部名著中辟出三章篇幅谈论

马氏的这两篇文章，可见他对此文的重视程度。

德国学者贝耶（Ｂａｙｅｒ，　Ｇｏｔｔｌｉｅｂ　Ｓｉｅｇｆｒｉｅｄ，　１６９４－１７３８）的

故事有助于我们了解，在当时的条件下，没有在华耶稣会士的

支持或帮助，就很难从事中国问题的研究。贝耶在俄国彼得堡

科学院工作期间，致力于中国语言研究，在完全没有中国人指

导，也没有机会与中国人接触的条件下，编写了《汉语语法》

（Ｍｕｓｅｕｍ Ｓｉｎｉｃｕｍ）一书。１７３０　年　前后，自中国返回彼得堡的俄

国使臣弗拉季斯拉维奇将中国字书《字汇》和《海篇》各一部

送给贝耶，还借给他在华耶稣会士巴多明编纂的一部汉语－拉

丁文辞典，贝耶如获至宝，花了六个星期抄完了巴多明的辞典

共５６２页。为了表示感谢，贝耶将自己的著作寄送北京的耶稣

会士，两年后得到法国耶稣会士宋君荣和德国耶稣会士戴进贤

ｇｌｅｒ，Ｉｇｎａｔｕｓ，１６８０－１７４６）的回信，由此开始了持续多（ Ｋｏ 年

的通信。两位传教士赞扬了贝耶为《汉语语法》所写的序言，

对于语法本身却只字未提。很显然，无师自通的贝耶闭门造

车，在精通汉语的法国耶稣会士眼里，不会有任何值得肯定之

参阅艾田莆：《中国之欧洲》（Ｅｔｉｅｍｂｌｅ， ｒｏｐｅ　 ｃｈｉｎｏｉｓｅ），　Ｒｅｎé：　Ｌ＇Ｅｕ

－ⅩⅩⅤ巴黎，１９８８年，第１卷，第 ⅩⅩⅢ 章。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75

处。贝耶并不气馁，又翻译了《字汇》寄送北京。这次北京朋

友给予热情肯定，称赞他有了巨大进步。巴多明诚恳地告诉贝

耶，汉语不同于数学和哲学，不是一种可以通过逻辑推理弄清

楚的体系。可是贝耶身处俄国，没有研究汉语的语言环境，他

所能做的恰恰就是把汉语当作数学来研究。他后来撰写了论述

《字汇》的文章，还编写了拉丁文－汉语辞典，从《海篇》中

选用了汉字６万余，写成手稿２３卷，每卷１００页至３００余页不

等，至今仍存彼得堡科学院图书馆。

我们说传教士推动了欧洲的中国研究，至少包含三层意

思：第一，传教士引发了欧洲学者对于中国的兴趣和关注；第

二，传教士为欧洲学者的中国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文字资料和少

量实物资料；第三，传教士对欧洲学者的中国研究给予了支持

和帮助。

对于第一点，几乎无需任何解说，因为前面我们已经说

过，在欧洲传教士来到中国之前，欧洲人对于中国了解甚少。

借用比诺的说法，１８世纪的欧洲人“发现”中国和认识中国

的功劳，应该归于传教士。 这里指的是所有传教士，即耶稣

会士和在“礼仪之争”中与他们对立的其他传教士。但是平心

而论，与耶稣会士相比，其他传教士在这方面的贡献小得多，

在他们当中只有闵明我、严裆等少数几个人对中国作了较多的

研究，并写了有分量的著作。然而，他们的著作或是没有机会

参阅伦贝克：《贝耶与耶稣会士》，载（第四届尚蒂伊国际汉学研

讨会文集（）　Ａｃｔｅｓ　ｄｕ　６ｅ　Ｃｏ ｍｌｌｏｑｕｅ　ｉｎｔｅ 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　ｓｉｎｏｌｏｇｉｅ（　１９８９）　），第２２８

页，巴黎，１９９１年。

参阅比诺：《中国与法国哲学思想的形成（１６４０－１７４０年）》，第

１８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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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或是在欧洲没有产生多少反响，以致我们今天想对这些

著作给予评价也缺乏依据。耶稣会士则以他们的热情和知识对

中国作了多方面的报道，从而让欧洲人“发现”了中国。法国

学者艾丹妮言简意赅地概括了这一事实：“曾德昭神甫和卫匡

国神甫的著作引起巨大轰动，当时许多法国学者的著作表明了

他们的影响。⋯⋯泰弗诺（Ｔｈéｖｅｎｏｔ，　Ｍｅｌｃｈｉｓé ，　１６２０　－ｄｅｃｈ

１６９２）引用卜弥格神甫的‘中国是世界的浓缩’这句话时，人

们并未想到其后果：世界中心再也不是耶路撒冷，而是中国的

某个地方了。”

尽管传教士的许多书信、报告和通讯由于种种原因而不曾

与读者见面，欧洲人读到的此类著作应该说还是相当多的。笔

者在前文提到，根据对高迪埃《中国书目》的统计，在“礼仪

之争”期间欧洲出版的有关中国的著作共２６２种。另一个统计

资料则显示，从１６８７年到１７７３年，耶稣会士总共写了２５２种

与中国有关的著作，其中综合性的４８种，直接与“礼仪之争”

相关的９种，历史题材的１４种，地理和天文题材的５４种，宗

教和哲学题材的４０种，翻译作品３９种，字典和语法２０种。

出自耶稣会士之手的有关中国的著作，每年有两种以上在欧洲

出版，以今天的标准来衡量，这个数字当然是微不足道的，然

而，在１８世纪的欧洲，有哪个非欧洲国家能以如此高的频率

在欧洲人面前亮相呢？何况，这些著作并非都是小册子，其中

包括了一些如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这样的鸿篇巨制。传

参阅李（主编）：《中国与欧洲：１６世纪至１８世纪的形象和影响》

（Ｌｅｅ，　Ｔｈｏｍ Ｉｎａｓ　Ｈ．：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Ｅｕｒｏｐｅ，　Ｉｍａｇｅｓ 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ｉｎ　１６ｔｈ　ｔｏ　１８ｔｈ　Ｃｅｎ－　ａｎｄ　

ｔｕｒｉｅｓ），香港，１９９１年，第１５３页。

笔者的笔记漏记出处，谨向读者致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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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士的著作大多以纪实为主，书中叙述的一般都是作者本人在

中国的所见所闻，用今天的话说，都是第一手资料。尽管每个

人的视角不尽相同，好恶有异，但从总体上看，这些资料基本

上是对中国的真实反映。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传教士的著作是

１８世纪研究中国的惟一资料，没有一个研究中国的学者不以

传教士的著作为依据。

传教士对于欧洲学者的中国研究，确实给予了热情的帮助

和真诚的支持，他们耐心地回答学者们提出的涉及面极广的问

题，认真审阅学者们有关中国的著述，提出极有分量的意见，

寄送书籍和少量实物，例如植物种子、药物样本等。有幸返回

欧洲的传教士，总是在繁重的教务之暇，应邀会见研究中国的

学者，帮助他们解决研究中的难题，与他们建立起长期的联

系。前文提到的许多传教士与一些欧洲学者的直接接触便是明

证。当时欧洲与中国间的信件，正常情况下两年才能往返一

次，一封信在途中旅行三四年的事，也不少见。来华传教士在

这种条件下保持与欧洲学者的联系，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

事，这需要真诚和耐心。传教士们这样做，当然不排除有利于

他们的传教事业的考虑，也就是说，通过与欧洲学者的联系，

显示在中国传教的必要性和实现中国基督教化的可能性，借以

争取欧洲各国的君主、教会和民众在人力、物力和精神方面更

多的支持。但是，同样不应否认，不少传教士确实是把中国研

究当作分内的事来对待的，对于法国耶稣会士来说，这更是他

们来华的任务之一。因此，帮助欧洲学者的中国研究，无异于

推进自己对中国的研究，何况他们同样得到了欧洲学者的热情

支持。例如，弗雷莱就曾经自费向在华耶稣会士寄赠法国人文

科学院的年刊多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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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欧　洲“中国热”盛况

一、记述中国的著作

作为文化载体的中国商品源源不断地流向欧洲，成了许多

人爱不释手的珍品，大大提高了中国在欧洲的知名度，从而激

发了欧洲人进一步了解中国的热情。在对异国情调的追求和对

中国的好奇心驱使下，人们强烈地希望获知中国的一切。在当

时的条件下，只有极少数欧洲人有机会远渡重洋到中国来实地

观察，绝大多数欧洲人只能通过他人提供的信息来了解中国，

而这些信息主要来自书籍。所以，对于欧洲“中国热”的形成

和发展，记述中国的著作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

自１６世纪末至１８世纪，欧洲人有关中国的著作，数量既

多，类别也相当繁杂。就作者的身份而言，有教会人士，其中

包括在中国和远东其他地区传播福音的传教士和留守本土的教

士，有出使中国的外交人员，有来华经商的商人，有到过中国

的军人和其他旅行者，此外当然还有文人和学者。就其性质而

言，也可分为几类。一类是传教士向上级呈递的报告和信件，

大多属于教会内部文件，原本不是用来出版的，但由于种种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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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后来由作者或他人付梓，成为流行于世的读物。一类是传

教士为欧洲读者撰写的著述和大量信函，此类作品又可分为两

种，一种是对中国所作的一般性介绍，另一种是传教士在“礼

仪之争”中与对方论战之作。上述各类著述基本上是欧人在华

的见闻或研究结果，虽然都属于第一手资料，但各有其瑕瑜。

一般地说，大多数传教士由于长期生活在中国，其中的耶稣会

士更因服务于宫廷，与高级官员及文人学子多有交往，因而对

上流社会了解较多；加以因通晓中文，研读了大量经籍，所以

他们的著述涉及面广，有相当深度，成为欧人了解中国的主要

读物。不过，由于传教士的写作目的之一是争取欧洲教会、官

方和民众对于他们在华传教事业的支持，因而他们的笔下不乏

过誉之辞，报喜多于报忧；至于“礼仪之争”中的论战作品，

则因双方各自挑选有利于己方的事实作为论据，为了证明己方

有理甚至不惜削足适履，篡改或歪曲事实，因而不同程度地影

响了客观性和科学价值。商人和其他旅行者一般仅在中国作短

期逗留，途中经过的地方虽多，停留的时间却很短，接触面不

广，尤其较少与文人交往，因而视野不如传教士开阔，对中华

文明的认识也比较肤浅；但是这类著述也有优点，那就是具体

而生动，而且通常都是作者的亲身经历。不曾到过中国的教会

人士和非教会学者的著作，或是整理编辑他人的著作，或是将

他人已出版的著作进行综合归纳，其中只有为数不多的新资

料。这类著述的特点是主题相对集中，博采各家之长，因而其

可读性和学术价值都有所提高。上述有关中国的著作均以西文

写就，多在欧洲出版，只有极个别著作在中国或亚洲其他地方

刻印。此外还有一类有关中国的著作，那就是传教士的中文著

作。这类著作包括阐释教义的通俗读物、与中国反教人士的论

战、介绍西方概况和科学技术的著作等。这些为当时的中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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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所熟悉的著作，虽有一些宣扬了陈腐落后的世界观，但不能

否认，它们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发挥了作用，对于促进中国人认

识世界、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绝非乏善可陈。不过，由于本书

主要介绍欧洲的“中国热”，并不研究西学东渐的历史和当年

西方对中国的影响，所以不予介绍和评析。

１．早期重要著作
一、门多萨（Ｍｅｎｄｏｚａ，Ｊｕａｎ　Ｇｏｎｚａｌｅｓ，　１５４０－１６１７）：《中

华大帝国史》（Ｈｉｓｔｏｒｉａ　ｄｅ　ｌａｓ　ｃｏｓａｓ　ｍａｓ　ｎｏｔａｂｌｅｓ，　ｒｉｔｏｓ　ｙ　ｃｏｓｔｕｍｂｒｅｓ

ｒｅｙｎｏ　ｄｅ　ｌａ　Ｃｈｉｄｅｌ　ｇｒａｎ　 ｎａ）

门多萨本是西班牙军人，后来成了奥斯定会的传教士，

１５８０年携带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致中国皇帝的信来华，途中

滞留墨西哥，未能横渡太平洋到达中国，１５８２年返回西班牙。

在墨西哥逗留期间以及后来在马德里居留期间，门多萨搜集了

许多有关中国的材料，其中包括西班牙人拉达和葡萄牙人克鲁

士（Ｇａｓｐａｒ　ｄａ　Ｃｒｕｚ，　？　－１５７０）以及另外数人关于中国的记述。

门多萨本人既然从未到过中国，他的著作当然主要是依靠拉达

和克鲁士等人的目击写成的。拉达于１５６５年加入西班牙探险

队来到菲律宾，１５７５年６月奉西班牙驻菲律宾官员的派遣与

另一西班牙传教士同行，在两位军官的陪同下来到中国福建，

从澄海登陆，游历了同安、泉州、福州、厦门等地，历时两

月。为了更多地了解中国，拉达在旅途中陆续购买了百余卷中

文书籍。当年１０月返回菲律宾后，写成一部书，除了记述他

本人的见闻外，还包括大量对中国的综述。据说他是认定马可

波罗笔下的契丹（Ｃａｔｈａｙ）即为中国的第一人。克鲁士是葡萄

牙多明我会修士，曾于１５５６年访问广州，并在广州附近的沿

海地区作短暂逗留。他在中国的时间总共不超过数月，但他勤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81

于观察，并努力收集当地政府的文件和私人信函；后来根据在

中国的见闻，参考１５４９年在福建被中国军队俘获的一位葡萄

牙人的记述，编写了《中国志》（Ｔｒａｃｔａｄｏｓ　ｅｍ　ｑｕｅ　ｓｅ　ｃｏｔａｍ　ｍｕｉｔｏ

ｐｏｒ　ｅｓｔｅｓｏ　ａｓ　ｃｏｕｓａｓ　ｄａ　Ｃｈｉｎａ　）。门多萨将拉达和克鲁士的记述和

他本人在墨西哥等地收集的有关中国的见闻糅合在一起，并利

用了拉达从中国带回的那批书，写成了他的《中华大帝国史》。

《中华大帝国史》于１５８５年在罗马初版，三年后就有了第一个

法文版，再过一年又出了第二个法文版，１５８６年译成意大利

文，１５８９年在法兰克福出版拉丁文版，到１６世纪末已经有了

３０种版本，迄今已有９种欧洲文字的４６种版本。

《中华大帝国史》全书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中国

的一般情况，包括地理位置、历史、土地、宗教、礼仪、帝

王、官员以及习俗等等，其中较多篇幅讲述中国人的宗教信

仰。作者的看法与后来的耶稣会士相当接近，认为中国人的宗

教与基督教有许多近似之处，从中可以找到三位一体的踪迹。

第二部分是西班牙神甫奥法罗（Ａｌｆａｒｏ，　Ｐｅｔｅｒ　ｄｅ）等人的中国

之行以及另一部环球游记。著名的当代耶稣会史学家裴化行

（Ｂｅｒｎａｒｄ，　Ｈｅｎｒｉ，　１８９ 对此书的评价极高，他写道：“拉７－？）

达的游记由他的同会教友于１５８５年编辑出版后，在欧洲广为

流传；在向公众传播有关中国以及它的政府机构的确切概念方

面，包括１６１５年金尼阁整理出版利玛窦中国札记在内的所有

著作，无一可与之媲美。⋯⋯这几位中国的早期探索者提供的

信息，虽不详尽，但扎实可靠，比此前同类著述有了无可比拟

的进步。科举、行政机构、医药、植物以及其他种种事物，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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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是第一次根据原始文献研究的结果。” ６世纪末年，欧洲人

对中国知之甚少，有关中国的读物极为罕见。对于欧洲人来

说，《中华大帝国史》是马可波罗游记以后介绍中国的第一部

重要著作，因而受到普遍欢迎，产生了较大影响。法国著名作

家蒙田读了此书后感叹道：“我们自诩发明了火炮和印刷术，

而另一些人，即远在世界另一端的中国人，早在一千年以前就

英国的著名已经拥有火炮和印刷术了。” 学者弗兰西斯·培根

（Ｂａｃｏｎ，　Ｆｒａｎｃｉｓ，　１５６１－１６２６）读了此书后，也认为中国是一个

值得敬重的国家。

二、金尼阁（Ｔｒｉｇａｕｌｔ，Ｎｉｃｏｌａｓ，１５７７－１６４３）：《利玛窦中国

札记》（Ｄｅ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ａ　ｅｘｐｅｄｉｔｉｏｎｅ　ａｐｕｄ　Ｓｉｎａｓ　ｓｕｓｃｅｐｔａ　ａｂ　Ｓｏｃｉｅｔａｔｅ

Ｊｅｓｕ　．Ｅｘ　Ｐ．　Ｍａｔｔｈａｅｉ　Ｒｉｃｃｉ）

此书虽以金尼阁署名，其实主要作者是利玛窦。利玛窦在

华期间，以其母语意大利文写下了大量介绍中国概况和记述在

华传教事业的手记，原来的意图是记述耶稣会传教团在中国创

建的艰难历程，所以书名是《基督教远征中国史》。中文版书

名《利玛窦中国札记》是依据１９４２年英译本转译的。此书在

利玛窦生前没有获得出版的机会，１６１４年，在华耶稣会士金

尼阁奉命返欧时，随身带走了这部手稿，在漫长的航行途中将

它转译为当时欧洲文人普遍掌握的拉丁文。金尼阁在转译过程

中对原文有所增删，并且增写了利玛窦谢世后哀荣有加等情

裴化行：《倚中国之门而望：１６世纪的传教士》（　Ｂｅｒｎａｒｄ，　Ｈｅｎｒｉ：

Ａ ａｕｘ　ｐｏｒｔｅｓ　ｄｅ　ｌａ　Ｃｈｉｎｅ，　ｌｅｓ　Ｍｉｓｓｓｉｏｎｎｒｅｉｓ　ｄｕ　ｓｅｉｚｉèｍｅ　ｓｉèｃｌｅ，　１５１４－１５８８），天

津，第１１３、　１１５页。

转引自艾丹妮：《尼古拉·弗雷莱（１６８８－１７４９），一位１８世纪的

人文学者对于中国的思考》，第１８８页。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83

节，１６１５年在德国的奥格斯堡发行第一版，引起巨大反响，

翌年就译成法文，此后各种译本陆续出版，据不完全统计，有

法文译本３种，德文、西班牙文和意大利文译本各１种。未经

金尼阁修改的利玛窦的手稿，于１９１０年被收入以《利玛窦神

甫的历史著作》为名的集子中；１９４２年再度被收入《利玛窦

全集》。此书是耶稣会士第一部详尽记述中国的重要著作，对

于传教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都十分重要。全书重点记述了

耶稣会士最早到达的５个中国城市：肇庆、韶州、南昌、南京

和北京，全书共分５卷，第一卷可以看作是绪论，作者用百余

页篇幅从各个方面向欧洲读者介绍中国，他指出，根据亲身所

见所闻以及对有关资料的研究，马可波罗笔下的Ｃａｔｈａｙ（契

丹）就是中国。书中介绍了中国的地理位置、疆域和物产，描

述了中国的百工技艺、文人学士、数学天文等等。关于中国的

政治制度和民情风俗，诸如科举选仕、政府机构、待人接物的

礼仪程式、饮食衣着、婚丧嫁娶以及种种迷信行为等等，都一

一加以介绍。作者对儒、释、道三教都有所评述，把儒教称为

文人的宗教：“凡做学问有了名气的人或甚至从事学问研究的

人，没有一个是再信任别的教派的。” 在这里，利玛窦以赞

颂的口吻提到了孔子，据说这是孔子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一部

西文书籍中。利玛窦认为佛教曾经与基督教一样承认三位一

体，但后来为谎言所蒙蔽，背叛了真理。至于道教，他则无情

地加以嘲笑，认为道教对于长生不老的追求表明这是一种

“伪”宗教。在第二卷中，作者讲述了明末基督教进入中国的

经过，包括方济各会、多明我会以及沙勿略为基督教进入中国

所作的种种努力。以下各卷则主要是利玛窦在中国的亲身经

《利玛窦中国札记》，北京，１９８３年，第１０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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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由于利玛窦从南到北，走了许多地方，接触过各个阶层的

中国人，结交了许多文人和官员，既受到过朋友真诚的接待，

也尝到了宦官的刁难，因而呈现了当时中国的真实面貌，为欧

洲人了解中国提供了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作为耶稣会在华

传教事业的奠基人，利玛窦在书中讲述了他对于传教策略的思

考和制定的过程。金尼阁的添加部分讲述了利玛窦在北京的活

动，他与上层人物的往来，以及官方对于传教士的态度等，为

利玛窦的活动作了必要的补充。

三、曾德昭（Ｓｅｍｅｄｏ，　Ａｌｖａｒｅｚ，　１５８５－１６５８）：《中华帝国

Ｉｍｐｅｒｉｏ　ｄｅ　史》（ ｌａ　Ｃｈｉｎａ）。

作者曾德昭是葡萄牙耶稣会士，１６１３年来中国传教，取

汉名谢务录，１６１６年在反教高潮中被捕入狱，押往澳门。１６２０

年再度进入中国内地传教，改名曾德昭（有人把曾字误作鲁

字，因而在某些著作中，他又名鲁德昭），在杭州、南昌、西

安等地活动，１６５０年再次短期被囚，１６５８年卒于广州。他在

中国生活了二十余年，书中所述大多为他亲历、亲闻或采自中

国的书籍，所以他在此书法文版的前言中说，与别人的同类著

作相比，他的书也许显得平淡无奇，但是书中提到的人和事却

都真实可靠，绝非杜撰。此书与此前一些传教士有关中国的著

作一样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对中国的详尽介绍，广泛涉及

国名的由来、地理位置、疆域、土地、物产、工艺、科技、政

府机构等等。第二部分是１６３８年之前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历史

回顾，其中包括基督教传入中国的起始、南京教难以及著名的

中国教徒李之藻的传记等。其实，此书并非作者所说的那样平

淡无奇，生动而具体恰恰是它的主要特点之一。这一点不难理

解，因为确如作者所说，书中的记载大多是他亲眼所见，亲耳

所闻。例如，书中介绍科举制度时讲了一则小故事：一位秀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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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乡试中文章写得相当不错，但誊抄时略有不慎，把马字下面

的四点简写成一横。考官阅卷时见到这个马字，大为不悦，说

无腿之马焉能驰骋？这位秀才遂名落孙山。一位当代学者对这

则故事提出了质疑，因为按照科举有关规定，考官校阅时看到

的是专人用朱笔誊录的“朱卷”，而不是考生本人书写的“墨

卷”。不过，曾德昭也许说的是殿试试卷，因为殿试试卷是无

需誊录便进行评审的卷子。书中还比较详细地谈及围棋，介绍

了棋盘、棋子和规则，称占据“方块”多者为胜方；他还说，

中国的文人和官员大多以下围棋为乐，往往一下就是一天，棋

艺高超者被称为大师，极受尊敬。迄今所知，这是西方文献中

首次提及围棋。书中还对汉语作了较多的解释，如说汉语的书

面语与口语有较大差别，语法几乎无规律可寻，词没有格与时

态变化等等。此书的特点之二是对中国由衷的称颂。作者在引

言中写道：“至今尚有这么一些人，他们为情感所驱使而不辨

是非真伪，竟然把中国人看作未开化的野蛮人⋯⋯如今已有大

量开启心智的游记可读，仍作如是观的人应该感到羞愧。”

他对中国的政府组织和政治制度颇多称颂，认为中国政府的行

事原则源于儒家学说。他介绍说，中国的官员不得在自己的家

乡任职，而且在同一地方任职不得超过三年，如果赏罚不公就

会遭到革职处分。他在中国坐过牢，因而书中对中国的监狱作

了一些描述，他认为，从总体上说，中国监狱中的条件优于欧

洲的监狱。不过，他对中国也有所批评，例如，他认为中国政

府对于武装力量的建设比较忽视，科举仅以文章取仕，因而造

成重文轻武的风气，致使防卫松弛，让满人轻易得手，很快就

曾德昭（：中华帝国史）（Ｓｅｍｅ，ｄ　ｏＡｌｖａｒｅｚ：　 Ｈｉｓｔｏｉｒ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ｅｌｌｅ　ｄｅ　ｌａ

Ｃｈｉｎｅ），里昂，１６６７年，第４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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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服中原，建立新的王朝。此外，他还认为御史谏议制度有名

无实，谏官名义上拥有权力，实际上难以行使，因为，谏官若

是秉公尽职，必然招致不满，而这些心怀不满的人如果与另一

位谏官沆瀣一气，后者就可能告前者的黑状，致使刚正不阿的

谏官无辜受罚。

ｌｌｏ　ｔａｒｔａｒｉｃｏ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　四、卫匡国：《鞑靼战纪》（Ｄｅ　Ｂｅ 中

国新图》（Ｎｏｖｕｓ　ａｔｌａｓ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中国上古史》（Ｓｉｎｉｃａ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ｅ

ｄｅｃａｓ　ｐｒｉｍａ）。

本书第一章已经提及卫匡国，这里作些必要的补充。卫匡

国是意大利籍耶稣会士，１６４３年来华传教，时值明清交替的

战乱年代。他曾在南京目睹南明弘光政权的建立和溃败，也曾

短暂地服务于另一个南明政权，即建立在福建的隆武王朝，还

在浙江某地遭遇南下的清兵。他在中国实际居住的时间虽然不

过十年，足迹却遍及南北九省，堪称见多识广，他的这些经历

显然是撰写有关中国的著作的有利条件。他受命赴罗马为在华

耶稣会士在中国“礼仪之争”中的立场向教廷申辩，于１６５０

年离开中国，１６５３年抵达欧洲。据说，在长达三年的旅途中，

他埋头整理资料，为他在欧洲停留的几年中先后出版的３部著

作作了大量准备工作。

《鞑靼战纪》是一部记述清兵入关、明朝覆亡的小册子。

卫匡国在书中介绍了满人努尔哈赤、阿巴亥、多尔衮等领袖人

物，评述了他们的文治武功。他认为明朝覆亡的原因是，赋税

过重和官员的贪污腐败以及宦官擅权等弊端，使得既贪婪又无

能的崇祯皇帝完全失去了民心，故而李自成起义能够得到人民

的广泛支持，终于攻入北京，推翻明朝。他指责吴三桂引狼入

室，认为满人入关是悲剧性事件。他指出，满人虽然在战争中

行径野蛮，但是一旦在北京站稳脚跟后，就努力使自己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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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完整地保存了中国固有的文明，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美

国学者孟德卫认为，卫匡国撰写这部著作，目的是进一步提高

欧洲人对中国的兴趣并且吸引更多的传教士随他去中国传教，

而（鞑靼战纪）是正餐之前的开胃酒，用以吊起读者的胃口，

此书拉丁文版于１６５４年出重头戏则是后面那两部。 版，此后

再版多达７次，并被译成法、英、意、荷兰、葡萄牙、西班

牙、瑞典、丹麦等多种欧洲文字。截止至１７００年，各种版本

共达１２种。此书大受欢迎的原因可以找出许多，其中很重要

的一点是它所具有的新闻报道的特点，因为书中叙述的事件都

发生在仅仅几年之前。在交通极端困难的年代里，几年前发生

在中国的重大事件的消息，对于欧洲人来说，显然不是历史，

而是新闻。其次，书中所记述的事件大多为作者耳闻目睹，来

龙去脉交代得十分清楚，生动而具体，可读性强。当时的新闻

报道，如今却被看作历史著作了。中国学者对此书的史学价值

有很高的评价，半个世纪前方豪先生就说：“《鞑靼战纪》对于

清军入关及南下情形，所记至详，直言不讳，足补我国正史之

阙略。” 半个世纪后史学家马雍同样给予充分肯定。

（中国新图）出版于１６５５年，正如书名所表明，这是一部

地图集，共有１７幅地图，包括１幅中国全图，１５幅中国分省

图：北直隶、山西、陕西、山东、河南、四川、湖广、江西、

南直隶、浙江、福建、广东、广西、贵州和云南，此外还有１

参阅孟德卫：《奇异的国度：耶稣会的入乡随俗政策与汉学起

源》，第１１４页。

方豪：《方豪文集》，北平，１９４８年，第９２页。

参阅马雍：《欧洲汉学家马尔蒂尼》，载《历史研究》，１９８０年，

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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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日本地图。卫匡国自称，他为此书作了十年准备，除了广泛

参阅中国古代地理书籍和地图外，还得益于他本人在中国各地

的旅行。这本图集的特点至少有以下三点：第一，书后附有主

要大、中城市的经度和纬度，从而提高了地图的精确度。第

二，作者为每个省撰写了文字说明，介绍该省和所属大、中、

小城市的自然和人文概况。这些文字多达１７０余页，可见分量

之大。这些文字记录了作者在当地亲眼所见，例如他先后两次

去过福建延平（今南平），第一次见到的是一座繁华的城市，

第二次见到的却是断墙残垣，因为在此期间，清军与南明军队

作战时，几乎把它完全烧毁了，这就使得此书兼具地理和历史

价值。第三，每幅地图上的空白处添上了一些表现中国人物和

事物的插画，其真实度相对较高，为欧洲人对于中国的想象提

供了较为接近实际的依据。《中国新图》为欧洲提供了当时最

有价值的关于中国地理的信息，直到１８世纪中叶，它依然是

有关中国地理的最佳著作。正因为如此，后世学者把卫匡国尊

为杰出的地理学家，高度评价他在《中国新图》中所达到的成

就。

《中国上古史）仅在１６５８年和１６５９年出过两版，受欢迎

的程度显然不如《鞑靼战纪》。但是，它的学术价值却应该说

远在前者以上。此书出版以前，欧洲人已经从门多萨和曾德昭

等人的著作中了解到了一些中国的历史，但是比较笼统。由于

《圣经》讲述了世界的起源，信奉基督教的欧洲人向来对各国

的历史比较关心，１７世纪尤其如此。《中国上古史》始于伏

羲，终于汉哀帝元寿二年，即公元前１年，记述了夏、商、

周、秦和西汉等五个朝代，基本上是一部纪年史。卫匡国认为

伏羲自公元前２９５２年起治理中国，因而这部书所记述的也就

是这２９５２年的中国历史。此书将这时期的中国历史分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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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第一段是传说时代，第二段是夏代，第三段是商代，第四

段和第五段是周代，第六段是秦代，第七段至第十段为西汉。

此书的学术价值至少表现在以下两方面：第一，记述每个君主

在位年代时，卫匡国既应用中国特有的干支纪年法，也应用公

元纪年法。他认为干支纪年法为黄帝所创，所以中国历史的第

一个甲子始于黄帝，即公元前２６９７年。从这一年开始，他不

间断地排出了４４个甲子和第４５个甲子的前５８年，共计２６９８

年。第二，他列出了自伏羲以降每个帝王在位的年代。这两个

特点既向作者提出了挑战，要求他准确计算这个时期的中国历

史年代，不容许出现任何中断，同时也以其精确性为作者赢得

了信任和威望。孟德卫将《中国上古史》所列历代帝王在位年

代与１９３８年上海出版的（辞海）所附中国历史年表对比后发

现，两者的差异甚小，尤其自夏桀以后，两者完全一致。 此

书首次以中国古籍为依据，以编年史的形式表明了中国历史的

悠久是不争的事实，对欧人认识中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直到

１７７７年冯秉正的《中国通史》问世之前，卫匡国的这部书在

欧洲始终是有关中国历史的权威之作。格罗齐埃（Ｇｒｏｓｉｅｒ，

Ｊｅａｎ－Ｂａｐｔｉｓｔｅ，１７４３－１８２３）就卫匡国的《中国上古史》写道：

“我们对于中华帝国的所有历史知识，全部浓缩在卫匡国的那

部篇幅不大的著作之中。” 我们知道，格罗齐埃是冯秉正译

自（通鉴纲目》的（中国通史》的出版者，他对欧洲的中国历

史知识当然了如指掌，所以他在这部１２卷巨著的前言中说的

参阅孟德卫：《奇异的国度：耶稣会的入乡随俗政策与汉学起

源》，第１３２页。

冯秉 ａ正：《中国通史》（Ｍａｉｌｌ，　Ｊｏｓｅｐｈ　ｄｅ：　Ｈｉｓｔｏｉｒｅ　ｇéｎéｒａｌｅｄ　ｅｌ　ａ

Ｃｈ ⅩⅩⅢ页。ｉｎｅ），巴黎，１７７７－１７８５年，第１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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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应该被视为对《中国上古史》价值所作的权威性评

论。据说，卫匡国还写出了《中国上古史》的续集，书中讲述

１５世纪之间的中国了从耶稣诞生到 历史，可惜后来丢失了。

五、基尔歇：《中国图说》（Ｃｈｉｎ⋯⋯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ａ）　。

基尔歇虽是耶稣会士，而且对中国极为关注，但从未到过

中国；此书是他根据卫匡国、白乃心（ Ｇｒｕｂｅｒё 　Ｊｅａｎ，　１６２３　－

１６８０）、卜弥格、苏纳（Ｄｉｅｓｔｅｌ，　Ｂｅｒｎｈａｒｄ，　１６２３－１６６０）等人的

著述编写的，与其说他是此书的作者，毋宁说他仅仅是个善于

利用他人提供的材料表达自己看法的编者。这些提供材料的人

大都是在华传教士，因而书中所述基本上均为第一手材料。全

书分为６部分，分别讲述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和基督教

在古代中国的传布，从欧洲经由中亚通往中国的陆路，从埃及

和希腊传入中国、日本等国的宗教以及中国的儒、释、道三

教，中国的自然和人文状况，诸如山川河流、动植物和矿产资

源，中国的建筑和器械、工艺以及文字和语言等等。书中还论

述了契丹与中国的关系这个长久以来始终令欧洲人困惑的问

题。此书所收的白乃心的游记，记述了他亲赴西藏考察的见

闻。此书的一大特点是图文并茂，多达５０页的插图显示了中

国人的建筑、服饰和生活场景，虽然似是而非，但是在从未到

过中国的欧洲人眼里，这些画面从此就成为他们想象中的真实

的中国，并以此为“模特”，在书籍插图、陶瓷彩绘以及室内

装饰中刻意加以模仿。总起来说，这部书的内容相当丰富，作

者们严肃认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科学研究的格调，更由于

图片极受欢迎，因而成了一部雅俗共赏的读物，被利奇温誉为

参阅孟德卫：《奇异的国度：耶稣会的入乡随俗政策与汉学起

源》，第１２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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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当“１７世纪关于中国的百科全书”， 长的时期中对认识中

国一直发挥着积极作用。不过，基尔歇在书中所阐述的对中国

文明起源的看法，与多数在华耶稣会士的看法大相径庭；他认

为中国人是埃及人的后裔，中国文明来自埃及，中国文字也从

埃及的象形文字变化而来，这种看法显然无助于提高人们对中

国的景仰。

六、闵明我：《中华帝国纵览》（Ｔｒａｔａｄｏｓ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ｏｓ，　ｐｉｌｉｔｉ－

ｃ ｌｉｇｉｏ ｏｓ ｓ，ｅｔｈｉｃｏ 。ｓ　 ｏｓ　ｄｅ　ｌａ　ｍｏｎａｒｈｙ ｉａｄｃ ｅ　Ｃ　 ｈｒ ｉｅ ｎａ）　

首先需要说明，这位闵明我是西班牙籍的多明我会传教

士，而不是意大利籍的耶稣会士闵明我。在中国基督教传教史

上，汉文姓名相同的西洋传教士不止一位，例如南怀仁就有四

人之多。不过，这两位闵明我并未同时生活在中国，多明我会

士闵明我离华返欧时，耶稣会士闵明我甫抵澳门，后者借用了

前者的汉文姓名，才得以进入中国内地。多明我会士闵明我于

１６５８年来华，１６７０年返欧，在华居留时间共十二年。作为多

明我会士，闵明我在“礼仪之争” 中与耶稣会士的观点相左，

１６６４年至１６６８年，他作为少数派的代表在广州参加了在华传

教士关于“礼仪之争”的讨论，对于双方的观点和态度有比较

深刻的了解。１６７４年１２月返抵马德里后，他打算著书把双方

的分歧公之于众，但考虑到一般民众缺乏背景常识，难以对

“礼仪之争”中的是非曲直作出判断，另一方面，他觉得有必

要让以后到中国去的传教士在踏上征途之前，拥有一些关于中

国的背景知识，由此认识到他们肩负的使命是何等光荣和艰

巨，于是他决定先编写一本介绍中国概况的著作，这便是《中

利奇温：《１８世纪中国与欧洲的文化艺术接触》，北京，１９９１年，

第１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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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帝国纵览》。１６７５年６月底写出初稿，送交多明我会审查，

翌年６月出版面世，后来陆续被译成法、意、德文；在英国出

版的摘译本尤其受到英国读者的欢迎，而在作者的祖国，此书

反而鲜为人知。《中华帝国纵览）共分７部分：一、中国的起

源、国名、地理位置、财富和特点；二、历史特征、教派和国

家的治理；三、孔子的政治和道德格言；四、中国人的伦理道

德；五、耶稣会士龙华民的《论中国人宗教的几个问题》；六、

作者的游记；七、罗马教廷有关中国“礼仪之争”的若干重要

文件，据说这是应多明我会会长的要求添入的。第四部分其实

是《明心宝鉴》的译文，这部书辑录了孔子、孟子、荀子、老

子、朱熹等历代贤哲的言论，被用作学童的教本，西班牙文译

本早于１５９２年前后就在马尼拉出版，据说译者是在菲律宾传

教的西班牙人高母羡（Ｃｏｂｏ，　Ｊｕａｎ，？－１５９２）　。 第六部分除了

作者本人在中国的见闻外，还包括有关清兵入关和郑成功抗清

的记述以及对于卫匡国的《鞑靼战纪》的评论。由于作者的最

终目的是阐明多明我会在“礼仪之争”中的立场，因而字里行

间免不了有不少批评耶稣会的内容。然而，作者的反耶稣会立

场并没有引导作者肆意诋毁中国。恰恰相反，对中国的钦羡与

赞颂在书中比比皆是，他不仅在书中建议欧洲各国政府仿效中

国政府，减轻田赋，造福农民，甚至认为可以把中国称做伊甸

园，因而被人指责为美化中国；他对孔子的学说也作了较多的

介绍，引用了一百多句孔子和其他典籍的格言。由于此书内容

丰富翔实，更因为它出自一位在很多有关中国的问题上与耶稣

会的看法迥异的传教士之手，真实性似乎更高，所以在欧洲得

到相当广泛的传播。英国不但出版了此书的摘要，而且将此书

参阅方豪《中国天主教人物史传》，中册，第１１８－１１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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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译成英文出版。莱布尼茨、傅尔蒙、伏尔泰等著名思想家

都在各自的著作中提及此书，认为此书对了解中国大有裨益。

书中对于中国政府的农业和农民政策的介绍，还在一定程度上

对法国的重农学派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七、安文思（Ｍａｇａｌｈａｅｓ，　Ｇａｂｒｉｅｌ　ｄｅ，１６１１－１６７７）：（中国

ｒｅｌａｔｉ新志）（Ｎｏ 　ｕｖｅｌｌｅ　 ｏｎ　ｄｅ　ｌａ　Ｃｈｉｎｅ）。

安文思是葡萄牙籍传教士，在四川传教期间曾在张献忠帐

下服务，清兵入川时被捕并被送至北京。杨光先发动反教运动

时，安文思被投入监狱，关押四个月后获释。自１６４８年起，

他在北京连续居住二十九年，对中国的了解比较全面。他是传

教士与杨光先论战的《天学传概》的主要执笔者。１６６８年，

他用葡萄牙文编写了《中国十二绝》（Ｄｏｚｅ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ｃｉａｓ　ｄａ　Ｃｈｉｎａ），

比较全面地介绍中国的各个方面。柏应理返欧时带走了这部手

稿，交由一位法国教士译成法文并加了一些注解，１６８８年在

巴黎出版，同年在英国出版了英译本，法文版于１６８９年和

１６９０年两次再版。此书共２１章，用比较通俗的语调介绍了中

国的历史、语言、政治、人民的习俗、北京和皇宫等。在地理

方面，安文思在卫匡国所记述的１５个省之外，增加了辽东省，

并用中国、西班牙、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长度计量单位给出

了中国版图的大小。此书虽然晚于卫匡国的《中国上古史》和

柏应理的《中国历史年表》，但因通俗易懂，可读性较强，所

以在向欧洲的一般读者普及中国历史知识方面依然起到了重要

的作用。安文思总体上对中国给予好评，但在许多具体问题上

多有相当中肯的批评。例如，他认为中国人由于自我封闭，对

外界了解甚少，滋长了一种盲目自大的习气，当一些读书人听

说西洋人不知道《四书》、《五经》时，居然觉得难以理解，因

此，许多中国文人对于外国抱着轻视和排斥的态度。对于中国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94

的政治体制，他说了许多褒扬的话，但他同时指出，中国的政

治中存在着理论与实际脱节的现象；例如，受到西方人颂扬的

监察御史制度就存在着名不副实的问题，御史们常常滥用职

权，从各地巡视回京时，口袋里装满了地方官员的贿赂，因而

不会认真地揭露地方官员的劣迹。也许由于这个原因，美国学

者劳端纳称此书是对曾德昭、金尼阁、卫匡国等人的著作所作

的最佳补充。

２．法国耶稣会士的主要著作
从１６８７年五名“国王的数学家”到达中国起，法国耶稣

会士就以其高文化素质，为东学西渐开创了新局面。作为传教

士，他们无论服务于宫廷或传教于地方，都承袭利玛窦的传教

策略，迅速掌握汉语，钻研中国经籍，主动与文人学子交游，

以期尽快对博大精深的中国文明有较多的了解，从而在阐释基

督教教义时能做到有的放矢，使中国人易于理解和乐于接受。

作为学者，他们有责任向欧洲奉献他们对中国的研究成果，借

以推进欧洲对中国的认识和了解。所以，他们一方面用中文著

书立说，向中国人宣扬福音，争取尽可能多的中国人皈依天主

教；一方面向国内寄信写报告，讲述他们在华所见所闻。法国

耶稣会士来到中国时，“礼仪之争”渐趋激烈，作为争论中主

要一方的成员，他们不可能置身事外，因而他们有关中国的著

作大多带有强烈的论战色彩，其目的是以他们对中国的认识和

理解，驳斥论战中的另一方，说服教廷和欧洲民众支持他们的

观点和立场。法国耶稣会士的著作数量可观，我们只能选择其

①劳端纳：《亚洲在欧洲成长中的作用）（Ｌａｃｈ，　Ｄｏｎａｌｄ：　Ａｓｉａ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９页．　ｒｏｐｅ），芝加哥、伦敦，１９９３年，第１６７ｏｆ　Ｅ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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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最重要的几种略加评介。

一、李明（Ｌｅ　Ｃｏｍｔｅ，　Ｌｏｕｉｓ－Ｄａｎｉｅｌ，　１６５５－１７２８）：《中国

近况新志》（Ｎｏｕｖｅａｕｘ　ｍéｍｏｉｒｅｓ　ｓｕｒ　Ｉ＇éｔａｔ　ｐｒéｓｅｎｔ　ｄｅ　ｌａ　Ｃｈｉｎｅ）。

李明是首批来华的５名法国耶稣会士之一，到达北京后被

派往山西传教，数月后转赴西安，在那里逗留了两年。１６９１

年年底，李明奉命返国，报告法国传教团因受澳门葡萄牙当局

阻挠而无法得到寄自国内的经费等窘况。这就是说，李明在中

国的逗留时间不足五年。在这短短数年中，他从宁波到北京，

从北京到山西绛州，再到西安，然后再去广州，长途旅行肯定

耗费了许多时间，在西安度过的两年是他在华期间惟一比较安

定的时期。在这样短的时间里，他恐怕无法像同伴那样学会汉

语，阅读中文书籍，这就决定了他不可能对古老的中国文明有

深入的认识。事实确实如此，他的《中国近况新志》一书，不

是以学术水平见长，而是以它对中国各个方面生动而具体的描

述和通俗流畅的语言赢得读者。也许出于迎合读者口味的考

虑，作者采用了当时十分流行的书信体，全书共１２封长信，

收信人无一不是实有其人的大人物。作者先后叙述了他和同伴

们搭船从暹罗到中国的旅行，以及从宁波到北京的沿途所见；

在北京受到皇帝本人和官员们的接待情况；城市、房屋以及著

名的建筑等；中国的气候、土地、河流、道路和运河；中国人

的性格和特点、悠久的历史、崇高的精神；中国的语言、书籍

和道德；中国人的思想特征；中国的政治体制、古今宗教以及

基督教在中国传布的情况，传教士的传教方法和教徒的虔诚，

皇帝新近给予基督教传布的自由；从上述这些事实中应该得出

的结论等等。反对耶稣会的人士指责此书多有不实之辞，对中

国竭尽吹捧之能事。其实，书中叙述的基本上符合事实，如果

说有问题，那么问题主要在于选题和选材，也就是说，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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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不报忧”还是既“报喜”也“报忧”。从总体上看，《中国近

况新志》与其他耶稣会士的著作一样，对中国的基本态度是颂

扬和钦慕，但是，平心而论，若与白晋的（康熙皇帝历史画

像（）Ｐｏｒｔｒａｉｔ　ｈｉｓｔｏｒｉｑｕｅ　ｄｅ　Ｉ＇Ｅｍｐｅｒｅｕｒ　ｄｅ　ｌａ　Ｃｈｉｎｅ．　Ｐａｒｉｓ，　１６９７．）

一书相比，溢美或吹捧的帽子就扣不到李明头上了，因为他在

书中并不隐讳中国的某些阴暗面，甚至说了些很“难听”的

话。例如，他认为中国的建筑非常糟糕，并说任何一个稍稍懂

得一点建筑艺术的人，都会觉得中国建筑实在让人难以接受；

他说贪婪、野心、淫乐随处可见，与欧洲无异，商业交往中尔

虞我诈，诉讼中的偏袒和不公比比皆是；在中国人看来，欺骗

和狡诈是致富的必由之路，中国人的聪明似乎都用来作伪了。

他还说，中国人喜欢骂人，尤其对于那些有亏于自己的人；谁

家若是被偷，全家人就会从早到晚不停地高声咒骂，骂人的话

花哨得出奇，凡是能想象出来的脏话全都用上了，等等。这部

书出版后的头几年里，虽然多次再版，而且译为英文、德文和

意大利文，但并没有引起轰动，只是到了１７００年，耶稣会的

反对派从书中嗅出了“异端”气味，发现了若干被认为有悖基

督教教义的论述，于是大加笞伐，骤然掀起轩然大波。此举反

倒抬高了此书的身价，就在此书被禁后，竟然又出了两个新

版 。

二、《耶稣会士书简集》（　Ｌｅｔｔｒｅｓ　éｄｉｆｉａｎｔｅｓ　ｅｔ　ｃｕｒｉｅｕｓｅｓ，

éｃｒｉｔｅｓ　ｄｅｓ　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é　ｔｒａｎｇèｒｅｓ，ｐａｒ　ｑｕｅｌｑｕｅｓ　ｍｉｓｓ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ｓ　ｄｅ　ｌａ　Ｃｏｍ－

ｐａｇｎ ｓｕｓｉｅ　ｄｅ　Ｊé ）。

这是一部老幼咸宜、雅俗共赏、１８世纪关心中国的人无

一不读的书。在某种意义上，不妨说它是一个资料库，任何论

述中国或以中国为实例进行论述的人，几乎都能从这部书中找

到所需的资料。有意思的是，这样一部集中国信息之大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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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其先后几任主编竟没有一人到过中国。早在耶稣会创始人

罗耀拉在世时，耶稣会就要求每个海外传教士每年向总会会长

提交一份书面报告。沙勿略于１５４５年从日本寄出了第一份报

告。这种书信形式的报告被编印成册，在整个欧洲流传，受到

读者欢迎，宣传效果很好。在日本传教的耶稣会士认为这种方

法不错，遂加以充分利用，从１５７０年起接连不断地发表此类

信件。１６７３年，教皇克莱芒　　特十世（ＣｌｅｎｅｎｔＸ，１６７０－１６７６在

位）下令，修会成员的著述需经教廷传信部审阅批准方可出

版，而传信部的几任主管都是耶稣会的对头，耶稣会因而不得

不停止出版其海外传教人员的年度报告。直到１７０２年，法国

耶稣会才鼓起勇气，挑选一些不易受到攻击的报告，重新结集

出版，这就是后来的（耶稣会士书简集》。第一任主编郭弼恩

是法国耶稣会的负责人，海外耶稣会士的报告和信件大多经他

之手，转递到有关人员手中，他编出的第一集题名为《中国和

东印度若干耶稣会传教士信札》（Ｌｅｔｔｒｅｓ　ｄｅ　ｑｕｅｌｑｕｅｓ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ｎａｕｅｓ　ｄｅ　ｌａ　Ｃｏｍｐａｇｎｉｅ　ｄｅ　Ｊéｓｕｓé　ｃｒｔｉｅｓｄｅ　　ｌａ　Ｃｈｉｎｅ　ｅｔ　ｄｅｓ　Ｉｎｄｅｓ　Ｏｒｉｅｎ－

ｔａｌｅｓ）。此书出版后的热烈反响令他深受鼓舞，于是再接再厉，

翌年又编一本，书名稍加改动，成为《若干耶稣会传教士从海

外传教团寄回的催人信教和引人入胜的书信》，《耶稣会士书简

集》是我们对它的简称。自此之后，书简集一年一册，准时与

读者见面。从１６９７年起，郭弼恩就出版了若干有关中国的著

作，其中最有名的便是后来成为“礼仪之争”重要文献的《中

国皇帝准教敕 Ｈｉｓｔｏｉｒｅｄｅ　Ｉ＇ ｕｒ　ｄｅ　ｌａ　ＣｈｉｎｅＥｄｉｔ　ｄｅ　Ｉ＇Ｅｍｐｅｒｅ令史》（

ｅｎ　ｆａ 　ｖｅｕｒ　ｄｅ　ｌａ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ｃｈｒéｔｉｅｎｎｅ．　）。此书说的是康熙皇帝１６９２

年的一道允准西洋传教士在华传教的上谕，远在万里之外的郭

弼恩，仅凭他人提供的材料，就将此事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

梳理得井井有条，说得头头是道，可见他确是一位驾驭资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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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手。他将耶稣会士的大量来信详加爬梳，从中选取最具宣传

效果、最能吸引读者的信件编入书中，意在吸引更多的教士前

往海外传教。１７０９年起由杜赫德继任主编，此人也非等闲之

辈，他是国王路易十四的忏悔师的秘书，同时又负责统筹在华

耶稣会士的工作，他在主编任上编出了第九集至第二十六集。

第三 ｅｔ，　Ｌｏｕｉｓ，位主编巴黎大主教帕杜耶（Ｐａｔｏｕｉｌｌ 　１６９９－１７７９）

改变前任的做法，隔数年出一集；他从二十七集起担任主编，

到１７７６年编完第三十四集。原版《耶稣会士书简集》各集虽

以在华传教士的信件居多，但同时兼收其他地区的耶稣会士的

信件。此书后来有多种版本发行，１７８０年至１７８３年的

“Ｍéｒｉｇｏｔ”版将原有次序打乱，按地区重新组合，共计２６卷，

其中十六至二十六卷均为在华耶稣会士的信件。１８０８年和

１８０９年还出版过此书的选集。

《耶稣会士书简集》的作者既然是耶稣会士，在“礼仪之

争”愈演愈烈的年代里，它在中国问题上的基调就必然是颂

扬。然而，比诺指出，如果杜赫德原封不动地发表耶稣会士的

信件和文稿，人们从中看到的将是一个瑕瑜互见的中国，换句

话说，是杜赫德的增删和修改使中国的形象显得似乎完美无

缺。杜赫德之所以这样做，虽然不能完全排斥他本人的好恶，

但主要原因则是耶稣会当时在中国的处境与它在法国和欧洲的

处境很不相同。在中国，耶稣会士已经确立了他们在所有西洋

传教士中的主导地位，深得中国的上层人士的信赖和尊敬，在

“礼仪之争”中也因康熙皇帝本人的支持而处于有利地位。在

法国与欧洲，耶稣会势单力薄，面对许多敌人。在对手虎视眈

眈的目光之下，杜赫德在处理文稿时必须小心谨慎，不能让对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99

手抓住任何把柄指责耶稣会宣扬违背教义的谬说 杜赫德对。

原稿的处理不限于文体和形式，更涉及内容。一些原作者读到

自己的文章时，因被人任意宰割而极为不满。后人对此书褒贬

兼而有之，但是，即使持批评态度的人也依然承认它的价值。

例如，马蒂诺说：“虽然耶稣会士对印度和中国的阐释总体上

是不正确的，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提供的信息在细节上翔实精

确、引人入胜” 由此可见，《耶稣会士书简集）在帮助欧洲

人认识和了解中国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任何别的著作无法相

比的，它与下面将要介绍的（中华帝国全志》一起，构成了

１８世纪欧洲的中国百科全书和最主要的资料库，凡是关心或

研究中国的人，不读这两部书，不从中引用事例作为自己立论

的依据的人，大概连一个也没有，褒扬中国者如此，贬斥中国

者亦然。

三、 ｐｔ 　ｉｏｎ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Ｄｅｓｃｒｉ ｇéｏｇｒａｐｈｉｑｕ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ｑｕｅ，ｃ　ｈｒｏｎ ｒｅｄｅ　ｌａ　Ｃｈｉｎｅ　ｅｔ　ｌａ　Ｔａｒ－ｏｌｏｇｉｑｕｅ，ｐ　ｏｌｉｔｉｑｕｅ　ｄｅ　Ｉ＇Ｅｍｐｉ

ｔａｒｉｅ　ｃｈｉｎｏｉｓｅ）。

杜赫德在《耶稣会士书简集》的编辑过程中，无法利用在

华耶稣会士提供的全部资料，这令他感到十分可惜，于是萌发

了将这些珍贵的资料集中起来另编一书的念头。经过一番努

力，这个宏愿终于实现，这便是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的《中

华帝国全志》。此书的作者共有２７人，除卫匡国、南怀仁、柏

参阅比诺：《中国与法国哲学思想的形成（１６４０－１７４０年）》，第

１６６页及以下多页。

马蒂诺：《１７、　１８世纪法国文学中的中国》（　Ｍａｒｔｉｎｏ，Ｐｉｅｒｒｅ：

Ｌ＇Ｏｒｉｅｎｔ　ｄａｎｓ　ｌａ　ｌｉｔｔéｒａｔｕｒｅ　ｆｒａｎ　ｃａｉｓｅ　ａｕｘ　１７ｅ　ｅｔ　１８ｅ　ｓｉèｃｌｅｓ），日内瓦，重印，

１９７０年，第１１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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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理等人外，绝大多数均为法国在华耶稣会士。全书共分４

卷，总计超过３０００页。这样一部大书，其内容很难用几句话

加以概括。笼统地说，它是当时欧洲人的中国知识总汇。若分

成大类，则包括如下几方面：地理、历史、政治、宗教、经

济、民俗、特产、教育、语文、文学等等。不同身份、不同观

点的人都可以从中找到自己所需的资料，从中引出自己所希望

的结论。不妨这样说，启蒙思想家从此书得到的启示是：一个

良好的社会无需以基督教作为其基石；哲学家完全可以依据此

书作出这样的推断：中国人伦理道德的根基是经验而不是教

条；主张开明专制的人从中看到了贤明的君主和近乎完善的监

察制度；重农主义者从中找到了以农业为立国之本的例证；对

异国情调怀有好奇心的人可以从中得知中国人的身材、长相、

衣着、房舍、婚丧嫁娶、算命问卦；喜欢游记的读者也不会失

望，他们可以跟随神甫们从宁波走到北京，从北京走到山西绛

州，从绛州走到南京，或从北京走到广州，还可以扈从康熙皇

帝巡视辽东⋯⋯，沿途观赏北方的山，南方的水，大运河上的

贡船，洞庭湖上的渔舟，随处可见的城楼、牌坊和佛塔；文学

爱好者不但会发现诗歌在中国文学中的重要地位，而且还能通

过《赵氏孤儿》窥见中国戏剧之一斑。相对而言，地理在此书

中所占比重最大，质量也较好，尤其是所附地图都是在华耶稣

会士实地测绘的成果，较之卫匡国的《中国新图》又前进了一

步。比较逊色的是历史，几乎没有任何新意，这也许与杜赫德

不愿锋芒毕露地介入“礼仪之争”有关。用今天的眼光检验，

很容易发现书中的许多疏漏和错误，但从总体上看，这是一部

质量较高的百科全书式的有关中国的著作，它的主要成就不在

于信息的准确无误、条理清晰，而在于它所提供的信息具有广

泛和具体的特点。此书问世后，立即被译成多种文字，在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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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传播，受到普遍欢迎，成为１８世纪欧洲最重要的关于中

国的书籍。

四、《北京耶稣会士中国论集》（Ｍéｍｏｉｒｅｓ　ｃｏｎｃｅｒｎａｎｔ

Ｉ＇ｈｉｓｔｏｉｒｅ，　ｌｅｓ　ｓｃｉｅｎｃｓｅ，　ｌｅｓ　ａｒｔｓ，　ｌｅｓ　ｍｏｅｕｒｓ　ｅｔ　ｌｅｓ　ｕｓａｇｅｓ　ｄｅｓ　Ｃｈｉｎｏｉｓ

ｐéｋｌｉｎ）。ｐａｒ　ｌｅｓ　Ｍｉｓｓ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ｓ　ｄｅ　

这是一套大型出版物，共１７集，每集５００余页，从出版

第一集的１７７６年到第十七集终于问世的１８１４年，前后经历了

三十四年，时间之长姑且不论，其间还发生了惊天动地的法国

大革命，这样的连续出版物在世界书籍史上大概也为数不多。

这部《论集》的由来，需要从我们在第一章里谈到的旅法中国

教徒高类思、杨德望和法国国务大臣贝尔旦说起。高、杨二人

离开巴黎前，贝尔旦和杜尔阁向他们提出了许多问题，委托他

们返华后搜集材料，进行研究，尽可能给以圆满的回答。高、

杨二人回到中国后，由于客观条件所限，无法单独完成此项任

务，在京法国耶稣会士便主动协助他们，分头进行研究，撰写

论文后寄给贝尔旦。这些论文涉及面非常广泛，论述的问题包

括中国的历史、自然科学、医学和医药、工艺技术、语言文学

等等，实际上包括了１８世纪后期刚刚诞生的欧洲汉学面对的

几乎一切问题，远远超出了贝尔旦和杜尔阁希望了解的范围。

１７７３年，教皇克莱芒特十四（Ｃｌ ，　１７６９－１７７４年在éｍｅｎｔ ⅪⅩ

位）发布谕令解散耶稣会，１７７５年，在华耶稣会被禁止活动，

但原耶稣会士依然留在中国，并继续向贝尔旦寄送论文。　１７８３

年遣使会接替在华耶稣会后，继续与贝尔旦保持联系，直到法

国大革命爆发后的１７９０年。在华耶稣会士的论文寄到巴黎后，

经选择编辑加工后结集出版，这便是《北京耶稣会士中国论

巴集》。由于耶稣会被解散， 黎同样不再有耶稣会士，贝尔旦

委托的第一任主编是巴窦（Ｂａｔｔｅｕｘ，　Ｃｈａｒｌｅｓ，　１７１３－１７８０），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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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去世后接任主编的是布雷基尼（Ｂｒéｑｕｉｇｎｙ，Ｌｏｕｉｓ－Ｇｅｏｒｇｅｓ

ｄｅ，　１７１４　－　１７９４）。两位主编都是法国人文科学院和法兰西科学

院双料院士。出版的速度时快时慢，从１７７６年到１７９１年共出

版了１５集，但其中仅１７８０年就出版了３集。法国大革命爆发

后，贝尔旦流亡国外，《论集》的出版工作就此中断。所幸文

稿并未丢失，时隔十年后，在德萨西（ｄｅ　Ｓａｃｙ，　Ｓｙｌｖｅｓｔｒｅ，　１７５８

－１８３８）的主持下，于１８１４年出版了第十六集和第十七集。

这部巨著虽然卷帙浩繁，但仍然无法把北京耶稣会士的全部著

述收编在内，有些文章就作为书信编入《耶稣会士书简集》

了。荣振华不无遗憾地指出，著名的耶稣会士学者巴多明、蒋

ｄ＇，　１７０６－１７５７友仁、汤执中（Ｉｎｃａｒｖｉｌｌｅ，　Ｐｉｅｒｒｅ ）、马若瑟等人

均不见于此书的作者名单之中。此外，文章的选编随意性很

大，该选的未选，不该选的却选了，例如，韩国英絮絮叨叨的

文章几乎每集都有，令人不堪其烦，而宋君荣的高水平论文险

些一篇也没被选上，幸亏天文学家拉普拉斯（Ｌａｐｌａｃｅ，Ｐｉｅｒｒｅ

Ｓｉｍｏｎ，１７４９－１８２７）在弗雷莱的遗稿中发现了宋君荣的论文，

才得以在１８１４年出版的最后两集上刊出。荣振华认为，当初

如有一位杜赫德那样的主编，此书的面貌也许大不一样。 荣

振华的批评固然有理，但是《北京耶稣会士中国论集》的价值

和地位依然值得充分肯定。从时间上来说，《论集》出版之时

已是１８世纪末，与《耶稣会士书简集》相差将近半个世纪。

这段时间中，欧洲对中国的了解和认识有了巨大的进展，学者

荣振华：《一部大书：中国论集（１７７６－１８１４）》　　（　Ｄｅｈｅｒｇｎｅ，

　Ｊｏｓｅｐｈ 　 é：　Ｕｎｅ　ｇｒａｎｄ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ｍｏｉｒｅｓ　ｃｏｎｃｅｒｎａｎｔ　Ｍé ｌｅｓ　Ｃｈｉｎｏｉｓ（　１７７６－１８１４），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ｄｅ　Ｉ＇Ｅｃｏｌｅ－Ｆｒａｎｃｏｉｓｅ　ｄ＇Ｅｘｔｒｃｍｅ－Ｏｒｉｅｎｔ，载《法国远东学院学报》，

），１９８３年（ＬＸＸＩＩ 第２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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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性思考与日俱增，公众的好奇心理逐渐淡化，冷静的观察

和评论取代了众口一词的颂扬。从内容看，海外奇谈式的游记

和信札之类的著作，在有关中国的读物中已不占主导地位，取

而代之的是对中国各个领域的研究和探索。也就是说，学术研

究意义上的汉学已经诞生。《论集》正是在这种背景上应运而

生的产物， 《中华帝国全志》它不再像《耶稣会士书简集》和

那样对中国作全景式的介绍，而是对一些问题作专题性的研

究。全书重点研究的是当时欧洲人最为关心的三个问题：一、

中国人是不是埃及人的后裔；二、中国古代史的真实性；三、

中国文字是否起源于埃及象形文字。这三个问题其实都是围绕

着《圣经》中有关世界历史的记述展开的，而一些作者为了维

护《圣经》的权威，不惜削足适履，强行将中国历史纳入《圣

经·创世纪》的框框，从而使论证的科学性大为减色。但是，

编者辟出许多篇幅介绍中国的特产和特有的传统，诸如野蚕、

棉花、竹、天花、麝香、灵芝、白菜、染料、琉璃、青灰、

煤、昆虫、玉石，以及武术、孙子兵法、法医尸检等等，这却

是以往不多见的。此外，从学术角度看，钱德明的《中国古今

音乐》、《孔子传》和《孔氏族谱》，宋君荣的《大唐史》等文，

都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总起来看，此书尽管存在着种种不

足，仍然不失为一部严肃的、有较高价值的中国研究丛书。

３．商人、外交官及其他旅行者的著作
严格地说，传教士的大多数著作都可以看作游记，尤其是

（耶稣会士书简集》，我们把它们与游记区分开来的原因，一是

为了便于分头叙述，二是因为传教士的报告与其他作者的游

记，无论在内容或形式上，都有一些区别。走出中世纪后的欧

洲人，思想获得解放，求知欲特别强烈，如饥似渴地希望了解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104

外部世界，所以，各种各样的游记非常受人欢迎，早在１６６５

年前后就在欧洲大行其道，是人人争相阅读的抢手货。曾德昭

在其《中华帝国史》的“致读者”中写下的一句话，显示了当

时人们对于各种游记的喜爱：“当今人们对于异域游记的兴致

在１７、　１８极浓，出版得再多也满足不了人们的需求。” 世纪，

游记类著作在欧洲是最受欢迎的读物，发行量和读者都相当

多。旅行家们在与外部世界作对比时，往往自鸣得意，嘲笑非

欧洲人民的愚昧和落后，所以，多数游记表达了同一个思想：

外面不如自己家里，因为人们发现，柏拉图在（共和国）中所

表达的理想，在现实中似乎并不存在。所以，当欧洲人得知中

国的某些情况后表现出的惊喜，并不全然是由好奇心所引起，

而是他们终于发现了寻找多年的理想王国，因为，耶稣会士的

信札和报告，大都以美好的言辞描述中国，甚至有人将中国比

作人间天堂。因而可以说，传教士的著述为游记带来了新的繁

荣。可是，有关中国的游记几乎都有一个先天性的缺陷，那就

是作者在中国逗留时间很短，所到之处仅限于几个港口和若干

沿海城市，所接触的除了官员之外，大多是差役、商人、掮

客、脚夫等文化层次比较低的中国人，更不必说他们不懂中

文，不可能像传教士那样研读中国的经籍，认识中国文化的底

蕴，这就决定了这些游记所反映的中国和中国人都有较大的局

限性，虽然在细节上具有较大的真实性，但在总体上却难以反

映中国和中国人的基本面貌。尽管如此，在满足人们对于中国

的好奇心和关注方面，这些游记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否认的，所

以有必要择其重要者加以介绍。

一、纽霍夫：《荷兰东印度公司使华记》（Ｎｉｅｕｈｏｆ，　Ｊｏｈａｎｎ

曾德昭：《中华帝国史》，第１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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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ｅｔ　ｇｅｚａｎｔｓｃｈａｐ　ｄｅｒ　Ｎｅｅｒｌａｎｄｔｓｃｈｅ　Ｏｏｓｔ－Ｉｎｄｉｓｃｈｅ　Ｃｏｍｐａｇｎｉｅ　ａａｎ

ｄｅｎ　ｇｒｏｏｔｅｎ　Ｔａｒｔａｒｉｓｃｈｅｎ　ｃｈａｍ）。

满族入主中原后，荷兰人以为清朝政府会开放对外贸易，

遂于１６５３年派了一条商船到广州进行试探。在华西洋传教士

不愿意看到信奉新教的荷兰与中国发展关系，于是向中国官员

指称荷兰人是海盗，致使荷兰人得不到中国官员的信任。中国

官员向荷兰人明确表示，如欲与中国进行贸易，应派遣官方使

团前来洽谈。１６５６年７月，荷兰驻巴达维亚总督向荷兰政府

报告后，奉命组织一个使团前往中国访问。１６５６年７月，由

两名商人戈耶（Ｐｅｔｅｒ　ｄｅ　Ｇｏｙｅｒ）和凯塞尔（Ｊａｃｏｂ　ｄｅ　Ｋｅｙｚｅｒ）率

领，包括总管、随团医生和译员在内的其他成员共１２人组成

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使团到达北京，与中国政府的有关官员进行

了会谈。鉴于荷兰是一个新教国家，在双方接触中担任译员的

德国传教士汤若望不希望荷兰使团此行能获得成功，因而设法

加以阻挠。商谈结果，中国政府仅允诺荷兰人每隔八年可前来

中国通商一次；使团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带着顺治皇帝致荷

兰驻巴达维亚总督的一封信，悻悻地踏上归途。纽霍夫是使团

的总管，他既会绘画，又勤于写笔记，归国后依据此次中国之

行所见所闻写成一书，于１６６５年出版。全书分为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共５２节， 主要描述中国的各省和一些大城市；第二

部分共１７节，主要介绍中国的法律、习俗、自然资源和动植

物等。书中描述了北京的皇宫、顺治皇帝的仪仗和装束、晋见

时的礼仪等。书中的顺治皇帝是个和善好奇的青年，他仔细地

观看了使团的成员们所穿的衣服。在纽霍夫的笔下，清朝宫廷

中的汉籍官员在满籍官员面前，并非唯唯诺诺，而是拥有相当

的实权，从而给读者留下了清朝承袭了明朝旧制的印象。他还

说，北京的耶稣会士对荷兰这个信奉新教国家的使节存有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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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心，想方设法阻挠使团成员与中方进行有效的对话。此书的

第一部分记述了使团从广州到北京的沿途见闻，给读者的印象

是到处断墙残垣，昔日美丽的城市和乡村已是满目疮痍，满人

的入关和南下，造成了极大的破坏；第二部分引用了曾德昭、

卫匡国等人的著作，增添了一些纽霍夫本人的见闻。此书虽然

没有带给欧洲人多少有关中国的重要信息，但书中附有他在中

国所绘速写１５０幅，比较真实地记录了中国的现状，诸如山川

河流和民情风俗等，极受欢迎。他所画的南京报恩寺塔，后来

成为欧洲人熟知的典型中国建筑，而他所画的北京的皇家花园

则成了中国园林的典范，一再被１８世纪欧洲艺术家用作中国

场面的背景，其余画幅也经常被翻印在他人有关中国的著作

中，并为欧洲的装饰艺术家提供了丰富的形象资料。此书先后

出版了荷兰文版、法文版、德文版、拉丁文和英文版，读者甚

多。

二、伊兹勃兰德·义杰斯的《从莫斯科到中国的三年陆路

游记》（Ｙｓｂｒａｎｔｓ　Ｉｄｅｓ，　Ｅｖｅｒ　ｔ：　Ｔｈｒｅｅ　Ｙｅａｒｓ　Ｔｒａｖｅｌｓ　ｆｒｏｍ　Ｍｏｓｃｏｗ　ｏｖｅｒ

ｌａｎｄ　ｔｏ　Ｃｈｉｎａ）、勃兰特的《义杰斯使华记》（Ｂｒａｎｄ，　Ａｄａｍ：　Ａ

⋯Ｊｏｕｍ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Ｅｍｂａｓｓｙ⋯ｂ Ｅｖｅｒａｒｄ　Ｉｓｂｒａｎｄ）。ｙ

１６９２年，俄国沙皇彼得一世为探明中国政府对于边界问

题和中俄贸易的态度，派遣荷兰大商人伊兹勃兰德·义杰斯持

沙皇的国书，率领使团及一支由４００余人组成的商队来华，德

国人勃兰特是该使团的随从。商队于１６９２年３月从莫斯科出

发，翌年１１月抵达北京。使团呈递的国书由于不合体例而连

同礼物一并被退回，但是，康熙皇帝念其远道而来，破例接见

伊兹勃兰德·义杰斯，并准予商队遵照中国法律进行交易。在

交换了大量货物后，使团及商队于１６９４年３月离京，１６９５年２

月返抵莫斯科。义杰斯和勃兰特各自在著作中讲述的同是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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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之行。书中对于使团在北京所受到的接待作了详细而生动

的描述，使团经过的中国北部边城和长城，在书中也有较多的

记述。这两种著作都被视为重要的世界地理文献，当然也是中

俄两国关系史的第一手资料，因而被译成多种欧洲文字，在许

多欧洲国家流传，德国学者门策尔和莱布尼茨以及法国的伏尔

泰都在各自的著作中引用了这两部游记。

三、郎克：（俄使郎克１７２１年和１７２２年使华记》（　Ｌｏｒｅｎｚ

éｓｉｄｅＬａｎｇ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ｄｅ　ｌａ　Ｒ ｎｃｅ　ｄｕ　Ｓｉｅｕｒ　Ｌｏｒｅｎｚ　Ｌａｎｇｅ，Ａｇｅｎｔ　ｄｅ　ｓａ

Ｍａｊｅｓｔé　ｄｅ　ｌａ　Ｇｒａｎｄｅ　Ｒｕｓｓｉｅ，　à　ｌａ　Ｃｏｕｒ　ｄｅ　ｌａ　Ｃｈｉｎｅ，　ｄａｎｓ　ｌｅｓ　ａｎｎéｅｓ

１７２１　ｅｔ　１７２２）。

郎克原籍瑞典，是一位工程师，早年曾在柏林研究语言，

后来受雇为俄国宫廷服务。１７１４年，郎克奉派参加以古谢特

尼科夫为首的俄国商队前来中国。他于１７１５年８月２１日自彼

得堡启程，一年后与商队的大多数成员在色楞格斯克会合，

１７１６年１１月１日抵达北京。公务完毕后于１７１６年８月离开北

京返回俄国。《郎克先生日记（１７１５－１７１７）》所记述的就是这

次中国之行。１７１９年，俄国沙皇派遣以伊兹玛依洛夫为首的

使团前来中国，郎克被任命为使团的一等秘书。使团的任务是

考察中国的资源和军事实力，搜集有关情报，并了解商品交易

及通商条件等。俄国希望中国政府同意在北京常驻一名俄国领

事，郎克便是预定留驻的人选。使团的主要成员于１７１９年７

月２７日离开彼得堡，１７２０年１１月２９日到达北京，在京期间，

受康熙皇帝多次接见。１７２１年３月，团长伊兹玛依洛夫回国，

郎克留在北京。经常出入宫廷的法国传教士巴多明与之相识，

多方给予协助。在京期间，郎克一再越出中国政府限定的范

围，向俄国政府报告中国政局，引起中国政府的不快，郎克则

对中国政府派兵守卫使团下榻的四夷馆深表不满。双方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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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趋激化，结果郎克非但没能在北京常驻，反而于１７２２年７

月２３日被驱逐出境。《俄使郎克１７２１年和１７２２年使华记》所

记述的便是郎克的第二次中国之行。对于他来说，这是一次极

不愉快的旅行。作为一个被驱逐的俄国使节，他在日记中对中

国进行诋毁和攻击，并不出乎人们的预料。

四、乔治·安逊：《环球航行记》（Ａｎｓｏｎ，　Ｇｅｏｒｇｅ：　Ａ　ｖｏｙａｇｅ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ｉｎ　ｔｈｅ　ｙｅａｒ　１７４０　ｔｏ　１７４４）。

乔治·安逊生于１６９７年，是一名英国海军军官，曾在北美

和非洲的英国殖民地作战。１７４０年９月，安逊奉命率领舰队，

出发远航，旨在考察南半球的航线及岛屿。舰队由６艘舰只组

成，共有水手及海军官兵１８７２人，舰队的最大军舰上装有大

炮百门。安逊所乘军舰“百夫长号”（　Ｃｅｎｔｕｒｉｏｎ）载重量近千

吨，装炮６０门，水手及水兵共５００余人。舰队起航后，横渡

大西洋，抵达巴西，沿南美洲东岸南下，绕过黑角，调头北

上，至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港，然后横渡太平洋。舰队在航行

途中损失惨重，驶抵南中国海时，整个舰队仅剩“百夫长号”

一条军舰和２０１人。１７４１年１１月抵达澳门，经由珠江停靠广

州，修理舰只并补充给养。据中文资料记载，“百夫长号”停

靠澳门时，在中国海域截获一条西班牙籍商船（当时英国与西

班牙在欧洲作战，两国彼此视为敌国），并将其带进虎门要塞，

锚泊狮子洋面。两广总督策楞见该舰在中国领海内对西班牙商

船动武，并擅自闯进虎门要塞，大为恼火，遂派东莞县令印光

任前去制止。安逊诡称系飓风将英舰吹人中国内地，并非有意

闯关，并恳请中国方面协助补充给养，雇佣匠人修理军舰。印

光任决定利用英国人的困厄迫其就范，建议总督不提供补给和

匠人。无奈之中，安逊只得许诺将俘获的２００余名西班牙人交

给中方处理，并要求会见总督。中方答应了安逊的请求，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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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水兵在广州稍事休整。此时广州发生火灾，英国水兵奋力

扑救，总督获悉后顿生好感。１７４２年１１月，安逊拜见总督时，

提出补充给养、减免税费等要求，总督仅同意协助补充给养、

介绍匠人修理军舰。休整完毕后，安逊率船继续西行，于

１７４４年６月回到英国。

《环球航行记》并非安逊亲笔，而是“百夫长号”的随军

牧师里查德·瓦尔特（Ｒｉｃｈａｒｄ　 Ｗａｌｔｅｒ）根据安逊的航海日记整

理成书的，１７４８年在伦敦出版。书中记述了“百夫长号”从

英国出发向西航行，绕地球一周后回到英国的整个航程，有关

中国的记述仅占全书约五分之一。书中所述安逊在中国的经历

比较详细，但情节与中文资料所记颇多不同。据《环球航行

记》所述，安逊在与中国官员及商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屡遭刁

难和欺诈；中国官员办事效率低下，索取贿赂却很积极；商人

贪婪而狡猾，全然不讲信誉；百姓好逸恶劳，欺软怕硬，动辄

斗嘴打架，互相之间表面上彬彬有礼，内心却总在算计对方。

《环球航行记》有关中国的记述分量很小，它所产生的影

响却非常大。此书出版时，正值欧洲“中国热”的鼎盛时期，

有关中国的读物大多是对中国的颂扬和赞叹，在赞颂中国的大

合唱中，《环球航行记》像是一个不谐和音，引起一些人的注

意，特别是那些对中国不那么看好，却拿不出多少事实来支持

自己观点的人。对这些人来说，《环球航行记》不啻是雪中送

炭，为他们提供了目击者言之凿凿的证据。最典型的例子是法

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对《环球航行记》的利用。（环球航行记）

出版后，孟德斯鸠如获至宝，在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我

正在阅读安逊勋爵那部令人赞叹的著作⋯⋯我正在读，以后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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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读。在我看来，这本书颇多启发。 实际上，安逊给予他”

的不只是启发，而且是目击者提供的珍贵材料，他迫不及待地

在《论法的精神》再版本中援引了此书。《论法的精神》再版

时，孟德斯鸠在第五章第二十一节中添上了一句：“我还可以

找出知名的安逊勋爵作见证。” 用以证明他原来引用的商人

对中国人的指斥真实可信。无独有偶，卢梭在他的《新爱洛漪

丝》中多次引用安逊的《环球航行记》，并且依据安逊的记述

诋毁中国人：“卑劣、虚伪、招摇撞骗、⋯⋯彬彬有礼、善于

奉承、机灵、狡诈、惯于欺骗，把一切义务当作逢场作戏，把

道德变成装腔作势，除了彼此请安问好，再也不懂得其他人

情。”这也是依据安逊的记述综合出来的。 德国人格里姆

（Ｇｒｉｍｍ，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Ｍｅｌｃｈｉｏｒ，　１７２３－１８０７）则更进一步，他对

《环球航行记》给予里程碑式的评价：“著名的安逊舰长是纠正

我们对于这个官僚政府的认识的第一人。”

二、中国古代经籍的西译

耶稣会士将中国古代经籍翻译为西洋文字，出于多种需

要。一是为了提高他们自己的汉语水平；二是为了真切地把握

中国人的思想，特别是儒家思想，以便有的放矢地传播天主教

ｓ　ｃｏｍｐｌèｔｅｓ）孟德斯鸠：《孟德斯鸠全集》（Ｍｏｎｔｅｓｑｕｉｅｕ：　Ｏｅｕｖｒｓｅ ，巴

黎，Ｎａｇｅｌ版，１９５０－１９５５年，第２卷，第１２５４页。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第１２７页。

卢梭：《新爱洛漪丝》（Ｊｕｌｉｅ　ｏｕ　ｌａ　Ｎｏｕｖｅｌｌｅ　Ｈéｌｏｉｓｅ），巴黎，１９８８年，

第３９５－３９６页。

转引自霍诺尔：《中国情趣，中国形象》（Ｈｏｎｏｕｒ，　Ｈｕｇｈ：　Ｃｈｉｎｏｉｓ－

　ｅｒｉｅ，ｔｈｅ　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ｔｈａｙ），伦敦，１９６１年，第２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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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义；三是为了积累与中国文人交往的资本；四是为了帮助欧

洲人进一步了解中国；五是为了证明他们自己在礼仪之争中的

立场和观点无懈可击。耶稣会士的翻译活动大多是在分散和无

序状态下进行的，同时代人之间很少彼此通气，不同时代的人

之间也少有承袭关系，因而不但多有重复，而且译文质量因译

者水平高下有别而参差不齐。据不完全统计，雷孝思曾翻译

ｌｉｅｎ－Ｐｌａｃｉｄｅ，１６７１－１７４６）《易经》，赫苍璧（Ｈｅｒｖｉａｕ，Ｊｕ 曾翻

ｒｅ，　Ｖｉｎｃｅｎｔ　ｄｅ，　１６６９－１７２译《诗经》，汤尚贤（Ｔａｒｔ ４）曾翻译

《易经》，宋君荣曾翻译（书经》，孙璋（Ｌａ　Ｃｈａｒｍｅ，　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

ｄｅ，１６９５－１７６７）曾翻译《诗经》和《礼记》，蒋友仁曾翻译

《书经》和《孟子》，韩国英曾翻译《大学》和《中庸》，白乃

心曾翻译《中庸》。不过，这些译作多数停留在手稿状态，少

量能够刊印成书的绝大多数在欧洲出版，例如，钱德明翻译的

《诗经》，被杜赫德节选刊出在（中华帝国全志）中。这些译作

出版后引起广泛注意，对于传播古老的中国文明产生了不可替

代的作用。因为，在当时只有极少欧洲人有机会来到中国进行

实地考察的条件下，相对于游记、信札之类各种有关中国的著

述而言，中国古代经籍的译文便可视为了解中国的最重要的第

一手材料。不过，由于中国古代经籍文字艰深，内容深奥，各

种注疏互不相同，想要用另一种文字将作者的思想原原本本地

表达出来，本来就很不容易，而作为译者的传教士们，不但受

到语言水平的制约，宗教观念也不可避免地影响他们对原作的

理解。此外，一些耶稣会士还将这些经籍作为“礼仪之争”中

反驳论敌的武器，因而在翻译过程中，或是有意对原文作有利

于自己的诠释，或是在译文中塞入一些原作所没有的东西，这

就使得译文不能准确地传达原文的思想和精神。所以说，当时

的西译中国典籍存在着许多缺陷。当然，我们不能用今天的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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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来要求当年的作品，何况，从总体上看，传教士们对于中国

古代经籍的翻译，应该说还是比较严肃认真的。

１．中国古代经籍西译第一种
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是第一位来华的耶稣会士，从１５７９

年到达澳门到１５８８年被召回欧洲，在华逗留了八年多，在此

期间他学习了 这部译作的汉语，并将“四书”译为拉丁文。

手稿至今仍存放在意大利国家图书馆中。曾任教皇秘书的帕赛

维诺（Ｐａｓｓｅｖｉｎｏ，　Ａｎｔｏｎｉｏ，　１５３３－１６１１）卸任后从事神学研究，

在他于１５９３年编辑出版的著名的　《文选》（Ｂ　ｉｂｌｉｏｔｅｃａ ｓｅｌｅｃｔａ）

中，刊登了罗明坚提供的有关中国的信息，并发表了他所译的

（大学）的部分章节。据考证，这是中国古代经籍的西译首次

正式发表。由于当时欧洲人对中国尚无多大兴趣，所以这份译

文似乎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

前已提及，西班牙人高母羡曾将《明心宝鉴》译成西班牙

文，在菲律宾刻印出版，时间大约在１５９２年前后。方豪先生

曾在马德里的国家图书馆见到此书，编号为６０４０，共１５３页，

据说是一位西班牙传教士返国后献给西班牙国王的礼物。 鉴

于以下两个原因，我们不将此书视为中国经籍西译第一种：第

一，至今无法确知此书出版于何年；第二，《明心宝鉴》只是

伦贝克：《儒学经籍的欧洲第一种译文》，载《中国天主教史杂

ｉｒｓｔ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ａ　Ｃ志》（Ｌｕｎｄｂａｅｋ，　 Ｋｎｕｄ：　Ｔｈｅ　Ｆ ｏｎｆｕｃｉｕａｎ　Ｃｌａｓｓｉｃ　ｉｎ　Ｅｕ－

ｒｏｐｅ），Ｃｈｉｎａ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１５５０－１８００）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１（１９７９）；１卷

（ １９７９），２－１１页 。

方豪：《１８世纪来华西人对我国经籍之研究》，见《方豪六十自定

稿》，第１卷，第１９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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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历代名家的言论选集，而非儒家经籍。

２．柏应理的《中国贤哲孔子》
１６ ｍ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ｕｓ　）８７年，《中国贤哲孔子》（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　Ｓｉｎａｒｕ

在巴黎出版，此书内容共有四部分：一、柏应理致法国国王的

信；二、导言性质的序，长达１０６页。这篇序内容比较庞杂，

大体上可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除阐述中国经籍的概貌、对注

疏作简要的介绍外，还就佛教、道教与儒学的异同作了若干说

明，此外还介绍了易经的六十四卦及其意义；第二部分简述了

中国人的基本哲学观念及其对传播基督教教义所构成的困难；

三、孔子传；四、《大学》、《中庸》和《论语》的译文。书的

扉页上印有中文书名《西文四书直解》。由于《孟子》并未收

入书中，所以实际上只有三书，称四书是名不副实的。不收

《孟子》也许有多方面的原因，除了《孟子》在四书中篇幅最

长之外，书中关于人性本善的论述，与基督教声称人生来就有

原罪，只有信奉基督教才能得救的教义大相径庭；再则，《孟

子》中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论述，这与天主教神职人

员的不婚不仕针锋相对。 此书的著译者共四人：柏应理、殷

ｒｏｓｐｅｒｏ，　１６２６－１６９６）、铎泽（Ｉｎｔｏｒｃｅｔｔａ，　Ｐ 鲁日满（Ｒｏｕｇｅｍｏｎｔ，

Ｆｒａｎｃｏｉｓ　ｄｅ，　１６２４－１６７６）、恩理格（Ｈｅｒｄｔｒｉｃｈ，　Ｈｅｎｒｉｑｕｅｓ，　１６２５

－１６８４）。由于此书中有柏应理致法国国王的信，更由于此书

是柏应理自华返欧期间张罗出版的，所以后人通常把此书视为

柏应理的作品。其实，此书的著作人不但不是柏应理一人，也

不只是上述四位署名者，我们有理由认为，此书是在华传教士

周年 中西文化参阅罗光（主编）：《纪念利玛窦来华４００ 交流

国际学术会议研究论文集》，台北，１９８３年，第５１９－５２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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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努力的成果，而利玛窦则是所有译者中的第一人。因为，

有史料证实，当年利玛窦奉命为新来的传教士准备汉语学习材

料时，就已经翻译了“四书”的部分内容；这些译文的手稿现

已不存，但后来的耶稣会士在学习汉语时，程度不同地利用了

这些译稿，并对译稿不断进行修改和润色，经过一批又一批人

之手，每个参与者所付出的劳动已经难以确切地辨明。据裴化

行称，《大学》和《论语》的译稿最早出自葡籍传教士郎骏生

ｒａｎ，　Ａｎｄｒé，　１６２１－１６６１）之手，后经郭纳爵（Ｆｅｒ （Ｃｏｓｔａ，　ｄａ　Ｉｇ－

ｎａｔｉｕｓ，１６０３－１６６６）修改，于１６６２年在江西建昌以殷铎泽的名

义刊印成书，书名为《中　国　箴言》（　Ｓａｐｉｅｎｔａ ｓｉｎｉｃａ），此书包括

《论语》译文５页，《大学》译文１４页，此外还有一篇简短的

孔子传。１６６７年和１６６９年分别在广州和果阿出版了《中国人

的政治道德》（Ｓｉｎａｒｕｍ　ｓｃｉ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ｏ－ｍｏｒａｌｉｓ　），署名殷铎泽，ｎｔｉａ

并由他作序，此书收入了（中庸）的部分译文，计５４页，所

附孔子传篇幅大于１６６２年（中国箴言）中的孔子传。署名人

殷铎泽在扉页上列出了此书１７位译审者的名单。孟德卫认为，

１７人中的大多数可能是在奉康熙皇帝之命集中到广州期间参

与此项工作的，译文至迟在１６７１年已经基本完成。 这部译稿

被返欧招募传教士的柏应理带到法国，１６８７年作为《中国贤

哲孔子》的核心部分在巴黎出版。

《中国贤哲孔子》出版之前，虽然已有若干中国典籍的译

文面世，但由于种种原因，大多未引起广泛重视，因而影响甚

微。１７世纪末，在华传教士的“礼仪之争”渐趋激烈，且已

引起了非教会人士和民众的关注。参与争论的双方对于中国人

孟德卫：《奇异的国度：耶稣会的入乡随俗政策与汉学起源》，第

２４９页 。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115

的传统和现状各有不同的解释，令局外人莫衷一是。在无法进

行实地考察的条件下，研读中国经籍便是掌握第一手材料的唯

一途径。所以，作为首次向欧洲介绍儒家思想的重要文献，

《中国贤哲孔子》一经问世，便受到学界和民众的广泛关注，

法国、荷兰、德国的杂志纷纷发表文章，对此书进行评介。拉

丁文版出版仅一年，１６８８年就有了法文译本，书名改为《中

国哲学家孔子的伦理观》（Ｌａ　ｍｏｒａｌｅ　ｄｅ　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ｅ　ｄｅ

ｌａ　 Ｃｈｉｎｅ）。又隔三年，英译本于１６９１年在伦敦出版。在此后相

当长的一段时间中，此书是欧洲人了解儒家思想的主要读物，

莱布尼茨、孟德斯鸠等许多著名学者都认真仔细地研读过此

书。

３．卫方济的《中国典籍六种》
１７１１年在布拉格出版了卫方济（Ｎｏｌ，　Ｆｒａｎｃё ｏｉｓ，　１６５１　－

１７４０）编译的《中国典籍六种》（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Ｉｍｐｅｒｉｉ　ｌｉｂｒｉ　ｃｌａｓｓｉｃｉ

ｓｅｘ）。卫方济也是耶稣会士，曾在安徽、江西传教，１７０８年奉

上司之命第二次返回欧洲，为教务奔走。１７０９年至１７１３年在

布拉格逗留期间，整理出版了《中国典籍六种》，收入《大

学》、《中庸》、《论语》、《孟子》、《孝经》和《小学》的拉丁文

译文，从而首次将四书完整地介绍给欧洲读者。卫方济虽然参

考了《中国贤哲孔子》中的《大学》、《中庸》和《论语》的译

文，但两者有明显的差异。据西方学者研究，卫方济之所以选

取《孝经》，原因是当时《孝经》是中国官方指定的科举必试

科目，因而在中国文人中知名度较高，影响较大，有必要向欧

洲介绍。《小学》是朱熹辑录的早期儒家的言论集，它的入选

说明西洋传教士对朱熹的看法有所改变，这一点还可以从卫方

济的译文所依据的注疏得到进一步证明。被西洋传教士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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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的程朱理学，向来被包括利玛窦在内的大多数传教

士视为无神论和唯物论，遭到强烈的抵制和批评。所以，柏应

理等人在翻译四书时采用张居正的《四书直解》，避而不用朱

熹的注疏，这也许就是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　Ｓｉｎａｒｕｍ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ｕｓ的中文书

名（西文四书直解》的由来。张居正的《四书直解》是为年幼

的皇子编写的启蒙读物，故而收在（中国贤哲孔子）中的三篇

经籍的译文读来比较容易。卫方济兼用了朱熹和张居正的注

疏，内容和文字就不那么浅显易懂，这大概就是《中国经籍六

种》远不如《中国贤哲孔子》普及的原因之一。此书后来被译

成法文，于１７８４年至１７８６年间在巴黎出版。近代法国著名汉

学家雷慕莎（Ｒéｍｕｓａｔ，　Ｊｅａｎ－Ｐｉｅｒｒｅ　Ａｂｅｌ，　１７８８－１８３２）一方面对

卫方济赞扬有加，认为“孔子及其弟子的著作从未得到如此深

刻的理解和阐述”， 一方面又认为，卫方济为了使高度精炼

的汉语古文能让欧洲人读懂，不但按照自己的理解补足作者略

而不述的语句，解释艰涩难懂的字或词，甚至不惜将注疏译作

正文，从而改变了原文的面貌。 雷慕莎的赞扬和批评说明了

同一个问题：翻译中国经籍绝非易事，包括卫方济在内的西洋

传教士在这方面作出的贡献，有助于欧洲人如实地了解和认识

中国。

４．冯秉正编译的《中国通史》
１７７７年至１７８４年，冯秉正编译的１２卷法文本《中国通

史（》 Ｈｉｓｔｏｉｒｅｇéｎéｒａｌｅ　ｄｅ　ｌａ　Ｃｈｉｎｅ）在巴黎出版。其实，冯秉正

雷慕莎：《 ｍéｌａｎｇｅｓ　ａ亚洲文集新编》（Ａｂｅｌ－Ｒéｍｕｓａｔ：　Ｎｏｕｖｅａｕｘ ｓｉａ－

ｔｉｑｕｅｓ），巴黎，１８９２年，第２卷，第２５４页。

参阅雷慕莎：《亚洲文集新编》，第２卷，第１２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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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书稿１７３７年就已寄到法国，而著名学者弗雷莱更是早在

１７３５年就读了冯秉正为此书所写的前言，并为尽早出版此书

积极奔走。他深知不会有书商愿意出版这种冷僻的大部头著

作，遂向耶稣会建议尽快取得头面人物的支持，争取由政府资

助出版。但由于法国耶稣士对于中国历史始于何时意见不一，

认为中国上古史纯属神话的傅圣泽等人从中作梗，致使弗雷莱

的建言得不到认真对待，《中国通史》的出版事宜无人过问。

１７６３年法国耶稣会被解散，存放在里昂耶稣会学校里的此书

手稿落到政府手中，１７７５年出让给时任巴黎阿森纳尔图书馆

馆长的格罗齐埃教士，格罗齐埃将原稿加以整理，分为１２册

陆续出版。１７８５年，格罗齐埃将自己撰写的《中国概述及中

ｐｔｉ Ｇéｎéｒａｌｅ　ｄｅ　ｌａ国人的法律、习俗、科学与艺术》（　Ｄｅｓｃｒｉ ｏｎ

Ｃｈｉｎｅ，　ｌｅｓ　ｌｏｉｓ，　ｌｅｓ　ｍｏｅｕｒｓ　ｅｔ　ｕｓａｇｅ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ｅｔ　ａｒｔｓ　ｄｅｓ　Ｃｈｉｎｏｉｓ，

ｅｔｃ．）作为《中国通史》的第１３卷付梓印行。

从《中国通史》的书名全文《中国通史或译自〈通鉴纲

目〉的中国编年史》可知，此书主要取材于朱熹的《通鉴纲

目》。不过，此书所记中国历史止于清代乾隆皇帝，比《通鉴

纲目》多记了数百年中国历史。作为此书主要部分的《通鉴纲

目》，冯秉正是从康熙皇帝钦定的满文译本摘译的，此外他还

采用了明代商辂的《续通鉴纲目》，以补《通鉴纲目》之不足。

至于明、清史部分，由于当时尚无书可译，冯秉正只得自己动

手撰写，不过，他只写到康熙皇帝，雍正和乾隆两朝是由格罗

齐埃添入的。所以，这部书的原作者实际上至少有四个：两个

中国人和两个法国人。冯秉正为此书写了长达７４页的序，详

尽地介绍了包括《竹书记年》在内的中国各个时代的重要史

书，第一卷中还收录了冯秉正与弗雷莱就中国历史交换意见的

信件１３封。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118

《中国通史》问世时，法国的“中国热”已接近尾声，追

逐时髦的狂热已让位给理性的思考，当年的猎奇心态已为认真

研究所取代，公众的热情逐渐冷却之后，学者的研究方兴未

艾，对于许多法国人来说，中国已不再是一个陌生的国度了。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通史》的出版当然不可能掀起“中国热”

的新高潮，但是由于此书第一次向欧洲人提供了由中国人编写

的详尽的中国历史，所以依然颇受各界精英的关注，出版预告

发出后收到的定金竟然足以支付所有出版费用。直到今天，此

书依然是唯一以中文史书为底本的西文中国通史。

对于这样一部书的优劣，一般读者是无缘置喙的，只有行

家里手才有发言权。在华耶稣会士宋君荣也许早就读过此书的

手稿，他在１７５２年的一封信中提及此书时评论道：“冯秉正神

甫的《通鉴纲目》法译本需要一位熟悉中国的人作些改动，

⋯⋯这部书编得太仓促了，本应在中国好好审读，却匆匆忙忙

寄到里昂去了。史料很好，可是要用好这些史料，必须对中国
①非常熟悉，知道哪些该改，哪些该添才行。” 这位翻译过

《书经》，撰写过《中国天文史》、《中国编年史》、《大唐史》等

许多著作的耶稣会著名汉学家的评论，是相当中肯的。

三“、中国热”面面观

“中国热”在欧洲各国的表现不尽相同，不但时间上有早

有晚，程度上有强有弱，表现形式也各具特色。例如，全民性

的“中国热”在德国几乎从未出现，但德国学者对中国的学术

宋君荣：《北京书简》（Ｇａｕｂｉｌ，　Ａｎｔｏｉｎ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ａｎｃｅ　ｄｅ　Ｐéｋｉｎ　

（１７２２　－　１７５９）　），日内瓦，１９７０年，第６４７－６７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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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却早于其他欧洲国家；英国的舆论主流对中国的评价始终

偏低，但是英国人对中国的园林艺术却情有独钟，并以这种热

情极大地影响了其他欧洲国家；葡萄牙在相当长的时间中控制

了天主教对华传教事业，早期在华传教士以葡萄牙籍人数最

多，可是，“中国热”却始终不曾在葡萄牙出现；意大利籍传

教士利玛窦、艾儒略、卫匡国、闵明我、郎世宁等人都是１７、

１８世纪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人物，然而，中国在意大利

引起的反响却并不强烈；“中国热”在法国的形成虽然比较晚，

但是其广度和深度都远远超过其他欧洲国家。基于这种情况，

概括地对欧洲的“中国热”作一综述，确实并非易事。在以下

的叙述中，为了做到既全面又有重点，并尽量避免重复，我们

采取双管齐下的方法，既有综述，也有对重点国家的分述。

从总体上看，欧洲的“中国热”有两个层次的表现，一个

是浅层，一个是深层。所谓浅层，是指针对中国的好奇心理、

猎奇行为，对来自中国的商品、工艺品的追逐以及对中国风格

和情趣的赞赏和模仿等。浅层的“中国热”有这样一些特点：

“中国热”是一种时尚，而不是一种思潮，参与者所属社会阶

层相当广泛，人数众多，上自国王和王后，下至提壶卖浆者，

既无男女老少之分，也不因穷富贵贱而异；参与者通常感情色

彩较浓，缺乏理性支持，往往抱有追求时髦和“随大流”之类

的“从众”心理，知其然者众，知其所以然者寡，因而潮起时

来势迅猛，潮退时转眼无影无踪；被热烈追逐的目标在追逐者

眼里不一定具有真、善、美的价值，而可能仅仅因其怪异和罕

见而受青睐，时过境迁之后，一切复归原状，几乎没有造成任

何深刻的影响。深层的“中国热”虽与浅层的“中国热”有联

系，却又有明显区别，具有截然不同的特点：参与者人数远远

少于前者，基本上局限于知识分子圈内；多的是冷静的理性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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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少的的是热烈的盲目追逐，取他山之石，以攻己玉，几乎

是所有参与者的目的；虽然也表现为一种潮流，但并非追赶时

髦，所以对同一事物往往出现不同的判断，彼此对立，互不相

容，形成热烈论战的局面；他们顺应时代的潮流，为社会的发

展和变革找到了有益的借鉴，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两个

层面的“中国热”虽然区别明显，但要截然分开也有一定的困

难，在本节中，我们着重记述浅层的“中国热”，兼及深层的

“中国热”。

１．中国情趣种种
１７世纪，法文中出现了一个新词：ｃｈｉｎｏｉｓｅｒｉｅ（读作：希

努瓦斯里），这个词的词根是Ｃｈｉｎｅ（中国），最初指称来自中

国的商品，其中主要是各种工艺品。后来这个词被欧洲各国广

泛采用，成为一个国际性的词汇，其含义也随之大为扩展，除

了指称来自中国的新奇物品外，还被用来指称受中国艺术品影

响的欧洲艺术风格和体现中国情趣的各类活动。不过也有人认

为，ｃｈｉｎｏｉｓｅｒｉｅ的主要含义是指欧洲人在模仿中国风格时产生

的那种兼具中西却又非中非西的风格。美国学者罗柏森则认为

ｃｈｉｎｏｉｓｅｒｉｅ一词来自中国瓷器，他指出，当年欧洲人仿制的中

国瓷器上所绘中国人物和场景，大多是欧洲人根据少量中国实

物充分发挥想象的结果，与现实的中国相距甚远。这些欧洲仿

制品回流中国后，被中国出口商看中，为了迎合欧洲人的口

味，他们便依照这些欧洲仿制品制作出口产品，于是产生了仿

制品的仿制品。这些“仿制品的仿制品”上画的虽然依旧是中

国的人物和场景，但却愈加离谱。然而，欧洲人并不知道底

里，以为这种滑稽可笑、不伦不类的东西就是地地道道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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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格，称之为ｃｈｉｎｏｉｓｅｒｉｅ，即中国风格。 还有人认为，ｃｈｉｎｏｉｓ－

ｅｒｉｅ指当时欧洲人因倾慕中国而出现的所有事物和所有活动，

既指物，也指事，例如，饮中国茶，穿中国丝绸，坐中国轿

子，打扮成中国人举行舞会，演所谓的中国戏等等，都可以用

ｃｈｉｎｏｉｓｅｒｉｅ一词来表示。还有人认为，对ｃｈｉｎｏｉｓｅｒｉｅ应作具体分

析，其中虽有不少拙劣的仿制品，但也有一些是在中国以及东

方艺术的启示下创作的真正意义上的欧洲艺术品，它们体现了

当时欧洲人对中国美好的想象和真诚的向往。这些说法略有不

同，但并无实质性的分歧，反而可以互为补充。总之，ｃｈｉ－

ｎｏｉｓｅｒｉｅ一词的出现和流行，突出地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在

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各个阶层的欧洲人普遍关心和喜爱中

国，关心发生在中国的事，喜爱来自中国的物。

中国商品输往欧洲的路径有南北两条，北路经由俄罗斯，

南路则主要是海路，很少从陆路经由波斯和小亚细亚进入欧

洲。在早期的中国与欧洲贸易中，荷兰人扮演了主要角色，中

国商品大多由荷兰人运往欧洲，再转销其他欧洲国家。早期中

国输往欧洲的商品，除丝、茶外，许多是兼具观赏价值和实用

价值的工艺品，其中主要是瓷器和漆器，此外还有铜制品、玉

器、象牙工艺品等。瓷器一经在欧洲露面，就博得了欧洲人的

普遍喜爱，许多人以中国瓷器显示财富，炫耀风雅，所以尽管

这些舶来品价格昂贵，王公贵族和富商巨贾却依然争相购买。

从葡萄牙商人将中国瓷器输入英国之时起，英国便出现了“中

国热”的最初迹象，据说早在１６０９年，伦敦就有了第一家瓷

器商店。欧洲的进口商们为了扩大销售，便迎合欧洲消费者的

罗柏森：《传教士在中国宫廷》（Ｒｏｗｂｏｔｈａｍ，　Ａｒｎｏｌｄ　Ｈ．：　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ｙ

ａｎｄ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ｔｈｅ　Ｊｅｓｕｉｔｓ　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伯克利，１９４２年，第２５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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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味，向景德镇等地定制绘有欧洲风格的瓷器，例如底部绘有

定购者族徽或西洋名画的瓷盘，两侧绘有天使的花瓶等。供不

应求的矛盾促使欧洲人开始仿制中国瓷器。据说，意大利的佛

罗伦萨于１５７５年首次尝试着烧制瓷器。荷兰和德国汉堡各有

一家工场，先后于１６２８年和１６３７年开始仿制中国瓷器。１６６０

年前后，荷兰的戴尔伏特工场已经能够生产优质瓷器。在此后

的一个多世纪中，这个工场一直在欧洲处于领先地位，其仿制

中国瓷器的产品几乎可以乱真，以至于其他地方出产的瓷器也

冠以戴尔伏特的名字。德国人仿制的中国瓷器起初质量较差，

直到１７０９年才在德累斯登附近的梅森制出硬质瓷器。法国人

仿制中国瓷器大约始于１７世纪末，起初因找不到适用的高岭

土，烧成的产品是所谓的软瓷，极易破碎，１７６５年在波尔多

附近发现高质量的高岭土后，才烧成硬瓷，产品质量大有提

高。巴黎附近的赛弗尔是闻名全欧的瓷器产地，那里生产的仿

中国瓷器与荷兰戴尔伏特工场的产品齐名。此外，欧洲的著名

瓷器产地还有英国的切尔西、朴利茅斯、法国的尚蒂伊等地。

俗话说爱屋及乌，欧洲人由喜爱中国瓷器进而喜爱中国瓷

器上的中国绘画和图案。欧洲的仿制品不仅仿外形，也仿绘画

和图案，龙凤、鹦鹉、仕女、儿童乃至穿着官服的中国官员，

以及典型的中国场景，诸如在竹篱或葡萄架上嬉戏的猴子，花

丛中飞舞的蝴蝶，打着阳伞的贵妇人等，都是仿制品上常见的

画面。或由于模仿水平不高，或由于对中国缺乏真切的了解，

或由于消费者不喜欢百分之百的中国风格，欧洲瓷器上的中国

场景往往不中不西。例如，背景上往往出现仅见于热带地区的

树木花草，人物的脸型眼窝深陷、鼻梁高耸，天空上甚至还有

长着翅膀的天使。即使是比较典型的中国画面，也往往由于周

边围以规整对称的花饰而失去了中国韵味。然而，对中国缺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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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切了解的欧洲人以为这就是中国风格，丝毫不觉得古怪。这

种不三不四的东西本应受到中国人的鄙夷，然而由于在欧洲市

场上旺销，商人们为了迎合欧洲市场的需要，竞相制作被称作

“洋彩”或“广彩”的出口瓷器。所谓“洋彩”是参照带入中

国的西洋瓷器的形制和图案制作、绘有西画或西化的中国画的

特殊瓷器。西洋瓷器是中国瓷器的仿制品，而“洋彩”则是西

洋瓷器的仿制品，所以，“洋彩”实际上是仿制品的仿制品，

完全不能代表中国的艺术，但欧洲人却误以为这就是地道的中

国风格。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洋彩”上这种不中不西的绘画，

后来更应用在欧洲的建筑装饰、壁画以及挂毯上，成了一个时

期中极具代表性的中西文化交流的成果之一。有人说ｃｈｉｎｏｉｓ－

ｅｒｉｅ扭曲了欧洲人对中国的认识，“洋彩”之类商品大概也起

了这种负面作用。

产于中国特有的漆树上的漆，通常用来涂饰木料或其他光

滑物质的表面，使之呈现半透明的光泽。荷兰和英国的东印度

公司从１７世纪初就开始将中国漆器销往欧洲，主要是各种家

具和大小容器以及观赏性工艺品。１７０３年，法国商船“昂菲

特里特”号从中国运回了整整一船漆器，引起全国性的轰动。

此后，法国成了欧洲漆器的生产大国，法国匠人马丁兄弟制作

的中国式家具饮誉全欧洲；到１７３０年前后，法国生产的漆器

不但可与中国货媲美，而且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势。漆器

于是从法国迅速传播到英国、荷兰等其他欧洲各国。德意志皇

帝弗雷德里希重金聘请马丁的儿子到德国传艺，为他的宫廷制

作精美的漆器。饰有罗钿嵌镶的中国家具也在欧洲大受欢迎，

比较常见的是屏风、箱柜等。大件家具由于运输不便，极少从

中国进口，在欧洲见到的大多是按照中国风格制作的仿制品。

靠近爱克斯拉夏佩尔的斯帕就是１７世纪末和整个１８世纪中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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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有名的漆器生产中心，那里制作的漆器，小到鼻烟盒，大到

大衣柜，应有尽有，其产品被称作“斯帕木器”（ｂｏｉｓ　ｄｅ　Ｓｐａ），

畅销欧洲各地。据说，法国著名作家塞维涅夫人（Ｓéｖｉｇｎé ，

Ｍａｒｉｅｄｅ，１６２６－１６９６）在一个罗钿　　嵌镶的中国漆器五斗柜上，

写出了她有名的数十封致女儿的信。 葡萄牙著名的耶稣会学

校科因布拉大学图书馆，也采用了漆绘装饰墙面。

荷兰东印度公司在１６５０年从日本将茶叶引入欧洲，起初

仅有少量样品供欧洲人品尝，到１６６７年前后才进入贸易阶段，

但不久之后，茶叶就成了一些欧洲国家的重要进口货物。英国

首次输入茶叶大约是在１６５７年，那年伦敦的一家咖啡馆首次

供应茶水。国王查理二世的王后喜欢喝茶，时常举行茶会，饮

茶之风便进入王室和上流社会。１６６４年东印度公司向荷兰人

购买了２磅多茶叶，献给王室，引起巨大反响，翌年进口量增

加到２０余磅。随着茶逐渐被英国公众所接受，进口量迅速增

加，１７世纪末年进口量已达两万多磅。１８世纪初，茶在英国

被誉为“所有医生公认的最佳饮料”，已成为英国人的生活必

需品。英国人的饮茶习惯带来了两个必然的后果：一是鼓励大

批商人远赴中国购买茶叶，从而促进了对华贸易加速发展，使

更多的中国商品进入英国；二是增进了英国人对中国的兴趣和

了解，茶具等中国产品日益受到英国人的喜爱。茶叶进入法国

据说是在１６４８年，与英国人不同，法国人起初似乎并没有把

茶当作一种普通饮料，他们对茶的兴趣偏重于它的治病功效，

不少法国人认为茶对偏头痛、关节痛等病都有显著疗效。

①霍诺尔：《中国情趣 对中国的看法》（Ｈｏｎｏｕｒ，　Ｈｕｇｈ：　Ｃｈｉｎｏｉｓ－

　ｅｒｉｅ　ｔｈｅ　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ｔｈａｙ），伦敦，１９６１年，第６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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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中国式的园林和建筑风靡欧洲

传教士们早就注意到中国建筑的鲜明特点，在书信中常常

谈及，基尔歇的《中国图说》等出版物也有介绍中国建筑物的

插图，独具特色的中国建筑于是引起了欧洲人，特别是上层人

物的注意。欧洲的建筑艺术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是到了１７世

纪，长期主宰欧洲的古典主义刻板的风格，已令人感到厌倦，

恰在此时传来了精巧雅致的中国园林艺术，欧洲人顿觉耳目一

新，接着便起而仿效。早期模仿中国风格的建筑首推凡尔赛的

特里亚农宫，仿照荷兰人纽霍夫游记所附南京报恩寺素描设计

的这座宫殿，是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于１６７０年到１６７１年间为他

的情妇蒙特庞夫人修建的。南京的报恩寺是明成祖朱棣于永乐

九年（１４１１）为纪念生母所建，寺内造了一座九层琉璃塔，高

达３３丈，塔顶系有百余个风铃，甚为壮观。那时的西洋人分

不清琉璃与陶瓷的区别，报恩寺便被他们叫作“瓷宫”，因而

仿照报恩寺建成的特里亚农宫也被称作“瓷宫”。这是一组单

层建筑，共有一大四小五组房屋，正中是主屋，两侧各有一组

侧屋，主屋前面还有两座小屋作为进入宫室时的过渡，全部建

筑坐落在花园当中。特里亚农宫的外形实在说不上有多少中国

特色，只是它的内部装饰大量采用了中国的手法。屋檐下挂着

青白二色的兽形饰物，外墙满贴瓷砖，正门前的七级台阶把人

们引入前厅，客厅的墙上贴满白色的大理石，上面饰以蓝色的

花纹，地面和墙裙均用瓷片贴面；为了与中国建筑一比高下，

建筑师大量使用假大理石和珐琅，使之具有瓷片效果。室内陈

设也力求体现中国风格，不但采用中国式家具，而且把单脚圆

桌、椅子等物都漆成青白二色，借以体现出中国青花瓷的韵

味。可惜此宫所用瓷砖御寒能力相当差，建成不久就开始剥

落，又因路易十四改宠曼特侬夫人，这座名噪一时的建筑竟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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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存在了十七年，便于１６８７年拆毁了。不过，特里亚农宫建

成之后，达官贵人们趋之若鹜，纷纷效尤，很快就在法国各地

出现了许多类似的宫堡、别墅等建筑。

然而，在学习和推广中国建筑和园林艺术方面走在前面的

不是法国，而是海峡对面的英国。英国人坦帕尔（Ｔｅｍｐｌｅ，

ｗｉｌｌｉａｍ，１６２８－１６９９）在１６８５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介绍了中

国人对于建筑和园林之美的看法，批评欧洲园林整齐划一，缺

少变化，鼓吹引入中国园林艺术。十余年后，著名散文家艾迪

生（Ａｄｄｉｓｏｎ，　Ｊｏｓｅｐｈ，１６７２－１７１９）和 诗坛 领袖 蒲伯（ Ｐｏｐｅ，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１６８８－１７４４）撰文对坦帕尔的思想作了进一步发挥，

主张推广中国园林，并身体力行，依照中国植树方法布置花

园。英国人模仿中国园林的最初尝试由此开始，不过，此时英

国的中国园林，其实只是英国人眼中的中国园林，而不是真正

的中国园林。说是中国园林，其实仅仅在西方园林的基础上，

增添一些中国式的小品，诸如拱桥、亭子、牌楼、宝塔等等而

已，因而只是一种似是而非的并不高明的模仿，并未学到中国

园林艺术的真谛。不久之后，这股风气又传到德国和欧洲其他

地方。１７１９年，德国的巴伐利亚选帝侯马科斯·马纽埃尔从流

亡地凡尔赛返归故里慕尼黑，在宁芬堡修建了一所夏宫，园中

布置了一些中国式的塔，称作“塔园”。

欧洲人醉心中国园林的高潮出现在１８世纪下半叶。这股

风气的兴起与法国传教士王致诚 （Ａｔｔｉｒｅｔ，　Ｊｅａｎ－Ｄｅｎｉｓ，　１７０２　－

１７６８）不无关系。１７４９年，王致诚描述圆明园的书信在《耶稣

会士书简集》第二十二卷上刊出，在欧洲引起强烈的反响，很

快就被译成英文和德文，被欧洲的一些重要刊物转载。在英国

至少有两种译本，一种是斯潘斯（Ｓｐｅｎｃｅ，　Ｊｏｓｅｐｈ，　１６９０－１７６８）

出版于１７５２年的译本，另一种是帕西（Ｐｅｒｃｙ，　Ｔｈｏｍａｓ，　１７２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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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１１）　１７６２年的译本。王致诚本人是画家，长期在北京皇宫中

为皇室作画，他在信中以一个西洋艺术家的的眼光，淋漓尽致

地描述被他称作人间天堂的圆明园，信中将欧洲人的审美情趣

与表现在中国园林艺术中的东方情趣作比较，凸现两者的异

同，他写道：“从小丘间通往开阔地的不是欧洲那种笔直的步

行道，而是蜿蜒曲折的小径。⋯⋯桥两端建有木牌楼或汉白玉

牌 除了楼，结构非常精巧，但与欧洲的凯旋门截然不同。”

具体的描述，王致诚还把中西园林建筑的异同提到理论高度进

行评论，他认为：“每个国家都有其情趣和习惯，应该说我们

的建筑很美。⋯⋯我们喜欢规整和对称。⋯⋯中国人也喜欢对

称、有序和规整的布局，我在前面提及的皇宫便体现了这种审

美情趣。⋯⋯但是，他们在修建园林时却执意追求无序和反对

称，一切都遵循如下原则：要修建的不是一切都符合对称和比

例原则的宫殿，而是自然质朴、远离尘世的村野乡间。因此，

我在御苑中见到的亭台楼阁，彼此相距虽远，却没有任何雷同

之处。”王致诚的介绍和评论，不但让欧洲人真切地领略到中

国园林建筑的妙处，而且对欧洲人的审美情趣提出了挑战。

无独有偶，仅隔数年，英国 Ｗｉｌｌｉａｍ，人钱伯斯（Ｃｈａｍｂｅｒｓ　，

１７２６－１７９６）在１７５７年出版了一本介绍中国建筑艺术的画册

《中国建筑、家具和服饰设计》（Ｄｅｓｉｇｎ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

Ｆｕｒｎｉｔｕｒｅ，　Ｄｒｅｓｓｅｓ，　ｅｔｃ．　）。钱伯斯曾是瑞典　 东印度公司的雇员，

两次随船前往亚洲，在广州逗留的数月中，为中国的建筑所吸

引，于是充分发挥他擅长绘画的特长，画下了许多中国建筑和

①维西埃尔：《在华耶稣会传教士（１７０２－１７７６）书信选》，第４１４

页，４１６页。

同上，第４２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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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的写生，作为这部书的插图，使之图文并茂。作为一个到

过中国并在法国和意大利学过建筑的英国人，他感到英国各地

盛行的所谓中国风，不但没有学到中国建筑的奥妙，反而造成

了对中国建筑的误解。《中国建筑、家具和服饰设计》这部书，

就是他为了让欧洲人了解什么是真正的中国建筑艺术而撰写

的。书中对中国园林艺术的称赞和见解，与王致诚不谋而合。

他说，他在中国见到的花园都很小，可是，通过这些花园的布

局以及与一位中国画家的谈话，他认识到了中国人对于这门艺

术的见解：“大自然是他们的标准，他们的目的就是模仿大自

然的全部不规则美。建园之前，中国人首先要察看地形，看看

地块有多大，是否有坡度，有无小丘、湖荡或小河，然后就势

造园，隐去其缺陷，凸现其自然之美，使之最符合自然面

貌。” 此书流传极广，俄国、德国、北欧国家都受到它的影

响。１７７０年，钱伯斯又出版了一本著作《论东方园林》（Ｄｉｓ－

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　Ｇａｒｄｅｎｉｎｇ），他在书中谈及众多园林时写道：

“中国人看重园林甚于欧洲人，他们把精美的园林建筑看成人

类智慧的伟大成果，他们认为，园林艺术可以陶冶人的情操，

仅有少数其他艺术能产生这种效果。他们的园林专家不仅懂得

植物学，而且是画家和哲学家。” 这些见解不仅指导了他的

园林建筑实践，而且对欧洲人认识中国园林艺术也有指导作

用。１７６２年，钱伯斯在伦敦近郊为肯特公爵建成一座中国式

的园林“丘园”，园中设置了中国式的假山、瀑布、小桥、流

水，还建了一座九层砖塔，高１６３英尺，每层都有一个中国式

转引自高迪埃：《中国在１８世纪的法国》（Ｃｏｒｄｉｅｒ，　Ｈｅｎｒｉ：　Ｌａ

Ｃｈｉｎｅ　ｅｎ　Ｆｒａｎｃｅ　ａｕ　ｄｉｘ ｔｉèｍｅ　ｓｉèｃｌｅ），巴黎－ｈｕｉ ，１９１０年，第 ６２页 。

转引自霍诺尔 第 ５６－１５７页 。：《中国情趣 对中国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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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挑檐。这座花园体现了罗可可风格的主要特征，为其他欧洲

国家提供了样板；被法国人称作“中－英合璧式”的花园即源

起于此园，后来在法国和荷兰建造的同类园林，大多以它为蓝

本。１７７３年，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二世在波茨坦附近修建

的“中国村”，也借鉴了钱伯斯的作品。然而，钱伯斯只在广

州停留了几个月，既未见到过北京的皇宫，也不曾目睹江南的

园林，对于东方艺术更是个门外汉，所以他对中国建筑艺术的

认识也仅仅是皮毛，他所建造的那些所谓的中国式建筑，其实

也是不中不西的赝品。

英国的 很快就成为时尚。法国人不园林艺术引入法国后，

相信这么精巧的艺术竟然会是英国人的创造，于是追根溯源，

发现原来英国人是从中国学来的，所以，法国人嘴上虽然叫着

“英国园林”，实际上心里明白这是“中国园林”，何况，他们

的同胞王致诚早就赞颂过著名的圆明园了。不过，法国人建造

的园林事实上更像英国园林的移植，而不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园

林。

可惜的是，欧洲人直到１７７０年才第一次见到圆明园的画

片，在此之前，人们只能参考中国瓷器、漆器等工艺品上的图

画，靠丰富的想象力来建造中国园林，往往只是在全然欧式的

花园中，这里添置一座宝塔，那里加修一座拱桥而已。因而欧

洲人的所谓中国式园林中，往往长着栎树、山毛榉、月桂树，

而不是松、柏、榆，显得不伦不类。有能力仿造中国式园林的

欧洲人当然也仅限于上层人物，他们在自己的离宫、城堡或别

墅中，从屋顶到地面，都在竭尽全力模仿中国建筑风格；地上

铺中国地毯，墙上贴中国壁纸，甚至挂中国画；除了中国式家

具，还要设法摆上中国的工艺品。

中国的建筑风格和园林艺术对欧洲的影响，除了体现在几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130

座塔、几个亭子、几座似是而非的中国式园林建筑以外，更主

要的是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欧洲人的审美情趣，产生了所谓的

罗可可风格。所谓罗可可，是指１７、　１８世纪风行于法、德等

国的一种艺术风格，它打破了以往文艺复兴时期形成的规律，

采用一种活泼欢快、自由奔放的手法和来自东方艺术的非对称

的设计，挣脱透视法的传统束缚，线条讲究流畅自然，着色则

放弃以往那种总是光亮鲜明的追求，改用灰色的调子，并且让

不同颜色和缓过渡，避免突变，追求淡雅纤巧、奇幻飘逸的格

调。然而，欧洲人并没有学到中国园林艺术的真谛，他们从中

得到的启示仅仅是摈弃法国的古典主义的勇气，其主要表现便

是以不对称代替对称，以曲线取代直线，以凌乱对抗规整。实

际上，中国的园林讲究的是在有限的空间中表现大自然的无

限，不但要模仿自然，而且要把自然中最美好的景致集中在围

墙之内。移步换景，曲径通幽，这些中国园林艺术的原则和手

法，欧洲人虽然注意到了，但并没有学到手。

欧洲的罗可可艺术只撷取了中国艺术传统中的一个侧面，

欧洲人并没有了解和掌握中国艺术传统的全部。然而，中国园

林艺术对欧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有人认为，新古典主义以无

序为美的见解，就来自中国艺术的启示。

３．上流社会追逐中国情趣成癖
在帆船时代，欧亚之间的海上航行艰难而又危险，通常一

个单程航次需时三四个月到半年，一条船一年只能往返一次。

来到欧洲的中国商品纵然原本不是奢侈品，经过充满艰险的长

途海运，也都身价百倍。因此，能够尽情享受中国商品、领略

东方情调的人，当然不会是整日价为糊口而奔命的平民百姓，

而是王公贵族、达官显要。这些人一则有钱，一则有雅兴，追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131

逐异国情调的劲头无与伦比。除了穿用丝绸，大量使用和收藏

瓷器、漆器外，他们还争相建造中国式的宫殿和园林，布置所

谓的“中国房间”，看“中国戏”，开“中国舞会”。盛行于上

流社会的“中国热”，是一种时尚，一种缺乏思想内涵的社会

现象，除了说明这些上层人物穷奢极欲、心灵空虚，以所谓的

东方或中国情调来显示自己的财富或附庸风雅之外，并不能证

明他们对中国有多少真正的了解和认识。可是，上流社会的这

些举动和表现，客观上确实对欧洲的“中国热”起到了示范和

鼓励作用，我们不能因为它缺乏深刻的内涵而对它视而不见。

欧洲上流社会的“中国热”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喜

爱中国工艺品，修建中国式的宫殿和园林，模仿中国人的衣着

和习惯。

最受上流社会欢迎的当然是精致、小巧的中国工艺品，可

以作为艺术品收藏，用来点缀豪华的官邸或住宅；也可以作为

礼物相互馈赠，在取悦对方的同时，还可以显示自己的身份和

高雅的情趣。中国瓷器是每一个有身份的家庭不可或缺的陈

设，如果能用中国瓷器餐具招待客人，那就更能得到客人的尊

敬。由于欧洲人仿制的瓷器长期达不到中国瓷器的质量，所以

来自中国的瓷器被视为珍品，许多人用贵金属为中国瓷器镶

边，一则使之更显珍贵，同时也有防止因磕碰而损坏的作用。

惟其珍贵，瓷器竟然被某些人说成具有检验所盛食品是否有毒

的功能。由于需求量日益增大，输入量也就随之大增，至

１６３８年，荷兰东印度公司运抵欧洲的中国瓷器，竟达３００余万

件之多。法国王室对于中国工艺品的搜集和收藏，可以追溯到

１７世纪中叶，法国王后奥地利的安娜　　（Ａｎｎｅ ｄ＇Ａｕｔｒｉｃｈｅ，１６０１

－１６６６）在１７世纪中叶就拥有一架十二扇的中国屏风，一面

是皮，一面是绸。路易十四及其王后和王子，都喜欢中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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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在巴黎郊区莫东，王子有两套寝宫，完全采用中国装饰和

布置。国王路易十六在法国大革命中被处决，临刑前在监狱中

写遗嘱时，他就坐在一张仿照中国家具制作而且涂了中国漆的

的桌子前面。英国王室在这方面也不甘落后，以黑桃皇后闻名

于世的英国伊丽莎白公主，曾获赠一套名贵的中国漆器，价值

漆绘工艺也被用来为建筑物进行装饰，凡一万英镑。 尔赛宫

中有一些用漆画装饰的房间，德国符腾堡的一座宫殿中也有一

间四壁饰有漆画的房间。喝茶要用中国茶杯或者仿造的中国瓷

制或景泰蓝茶杯，否则似乎就不够时髦，不但如此，最好还要

坐在中国式的太师椅里，这样才显得完美。

１７世纪和１８世纪上半叶，中国的轿子居然也成为欧洲有

钱人竞相追逐的奢侈品，达官贵人纷纷学着中国官僚的样子乘

坐轿子，１７００年元月，凡尔赛宫举行以“中国之王”命名的

盛大的舞会，国王路易十四登场时，竟然坐在一顶中国式的轿

子里。欧洲两位最负盛名的嗜轿者是比利时的那穆尔公爵夫人

和科隆大主教克莱芒·奥古斯都，公爵夫人坐着三十人抬的大

轿衣锦还乡，大主教则乘着轿子在他的教区内巡行。到了１８

世纪中叶，善于享受的法国贵族，嫌轿子的行进速度太低，转

而醉心于轿式马车，既有轿子的风采，又有马车的速度。但是

在德国和奥地利，轿子依然为中产阶级所喜爱。

对于中国人的装束，欧洲上流社会也十分好奇，由于缺少

图像，某些游记中似是而非的描述，只能给人以怪异的印象，

而不能确切地提供可资模仿的样式，于是人们就发挥充分的想

象力来加以弥补。１６６７年狂欢节，在凡尔赛宫举行的一个舞

会由法国国王和王后主持开场，国王出场时的打扮，一半像波

对中国的看法》，第４４霍诺尔：《中国情趣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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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人，一半像中国人；而他的兄弟在１６８５年的狂欢节舞会上，

接连不断地换装打扮，最后出场时穿的是中国大臣的衣装。

１６９７年法国传教士白晋自中国返回欧洲时，赠送给王室一本

中国画册，题名《中国现况》（Ｉ＇Ｅｔａｔ　ｐｒéｓｅｎｔ　ｄｅ　ｌａ　Ｃｈｉｎｅ　），书中

有不少中国王公贵族和官员们的便装和盛装画像，画像所显示

的中国服饰成为后来法国上流社会竞相仿效的对象。有这样一

则传说：耶稣会士李明从中国回到法国后，成为勃艮第公爵夫

人的忏悔师。一天，公爵夫人匆匆把李明叫来，李明以为夫人

要忏悔，忙问何故选在此时，夫人答道：“不是想要忏悔，而

是因为你曾在中国传教，所以想请你为我设计一套中国服饰。”

欧洲上流社会中的“中国热”虽然以追逐异国情调、享用

舶来品为主流，却也有一些帝王将相有感于中国的悠久历史和

灿烂文化，产生了深入了解和认识中国甚至向中国学习的的愿

望。德国勃兰登堡选帝侯腓特烈·威廉一世（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Ｗｉｌｈｅｌｍ

Ｉ，１７１３－１７４０）一生致力于开拓海上贸易，因而对远东和中国

怀有浓厚的兴趣。他对德国早期的中国研究曾给予大力支持，

从一位荷兰海军将领手中买下了一批中国书籍，并通过其他途

径弄到了另一些中国书，用这两部分中国书籍建立了柏林第一

个东亚图书馆。普鲁士国 ｒｅｉｄｒｉｃｈ　王腓特烈二世（Ｆ Ⅱ，　１７１２　－

１７８６）继承了先父王对中国的喜爱，对于来自中国的任何东西

几乎都感兴趣。他与法国大名鼎鼎的“中国通”伏尔泰交换信

件，并请伏尔泰到普鲁士帮他推行中国式的开明政治，在历史

Ⅱ，　１６３３　－上留下了一段佳话 。 英国 国王 詹姆斯二世（　Ｊａｍｅｓ

１７０１）访问牛津时询问一位东方学家，是否藏有耶稣会士翻译

的孔子的著作，还问中国人是否信神。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亲自

接见来自中国的青年教徒沈福宗，询问有关中国的情况后，终

于下定决心自己掏腰包，派遣第一批法国耶稣会士去中国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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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行前谆谆嘱咐这些传教士，要他们认真考察中国的科技文

化，以补欧洲之不足。法国国务秘书贝尔旦一生对中国倾注巨

大热忱；为增进中法两国的相互了解，以利彼此取长补短，他

多方奔走，延长中国留学生高类思和杨德望在法国的逗留时

间；他长期与在华法国传教士保持联系，支持并指导他们的中

国研究，为《北京耶稣会士中国论集》的编辑及出版作出了巨

大贡献，他本人收藏的中国工艺品，无论数量质量都无人能与

之匹敌。

４．中国成为戏剧和文学中的常见题材
由于中国对公众具有很大吸引力，几乎人人都想了解中

国，于是一些以中国为题材的喜剧或闹剧就应运而生，出现在

欧洲各国舞台上。作者们对中国并无真切的认识，更没有一人

到过中国，充其量只读过几种有关中国的书，就凭借丰富的想

象妙笔生花，所以剧情大多荒诞不经，与真实的中国毫不相

干，舞台上的所谓中国人往往拖着长长的胡子，戴一顶尖得像

宝塔的小帽。

１６８８年，中国人第一次出现在法国舞台上，这是一出名

叫《离婚》的喜剧。戏中有一位“中国大使”名叫阿勒甘，他

冒冒失失地向女主角伊萨贝尔宣布，说是国王爱上了她。在与

年轻姑娘的谈话中，这位所谓的“中国大使”滔滔不绝地夸耀

他的国家，说什么中国的妇女只在生产后的头两三个月里抱孩

子，然后就交给丫头照料；还说什么中国的男人寿命很长，而

且从不生病，所以中国也就没有医生。阿勒甘是经常出现在法

国和意大利的喜剧中的一个丑角，脸上涂满了红白两色油彩，

身上穿着花花绿绿的衣服，以诙谐、机智、狡猾、多才多艺讨

人喜欢。在以后的大多数所谓的中国戏中，阿勒甘几乎包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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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中国角色。由此不难看出，这些所谓的中国戏都是一

些以取悦观众为主要目的的不甚严肃的作品，谈不上有什么文

学或艺术价值，对于增进欧洲人对中国的了解和认识，也没有

多大帮助。然而，他们的存在和红火，烘托了“中国热”的气

氛，也部分地满足了民众的需求。

１６９２年１２月１３日在巴黎上演了以《中国人》为剧名的喜

剧。帷幕拉开，背景是蒙巴纳斯山，山顶上有一头长着翅膀的

驴。剧情大致是这样的：奥克塔夫爱上了罗奇亚尔的女儿伊萨

贝尔，打算前去求婚，此时他得知另有一位猎人、一位船长和

一位博士（中国人）也将前去求婚。为了战胜这三位情敌，赢

得伊萨贝尔的欢心，他决定略施小计，以假乱真，让这三位求

婚者输在登场之前。为此，他令自己的仆人阿勒甘先后冒充这

三位求婚者前去伊萨贝尔家，在不明真相的父亲面前出尽洋

相，留下极坏印象。然后，他自己才从容出场，以前面三位的

丑态来反衬自己的机智和风采，从而稳操胜券。阿勒甘冒充的

中国博士竭尽吹嘘之能事，称自己是哲学家、逻辑学家、理发

师和鞋匠，还会写歌剧，简直是无所不能、无所不会的全才。

会见时，他打开一个百宝箱，把各种各样的中国玩艺儿一件一

件拿出来展示，以无聊的噱头逗乐观众。借助阿勒甘的出色表

演，奥克塔夫最终获得成功，得到了伊萨贝尔的爱情。此时，

阿勒甘竟然高唱：“我特地从刚果来到此地！”这是一出典型的

所谓中国戏，然而除了剧名和一些道具以外，却看不到中国的

任何真实情况。

据美国学者布利纳的统计，从１７００年到１７６４年，在巴黎

上演的此类以中国为题材的喜剧和闹剧，至少有７部，例如

１７００年上演的《中国国王的假面舞会》，１７２１年上演的《中国

王宫里的隐身阿勒甘》，１７２９年的上演的《中国公主》，１７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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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返回祖国的中国人》，１７５４年的《彬彬有礼的中国人》，

１７５６年的（中国人》，１７６４年上演的《中国饶舌妇》。

英国舞台上第一出以中国为题材的戏出现于１６７５年的伦

敦，这便是塞特尔（Ｓｅｔｔｌｅ，Ｅｌｋａｎａｈ，１６４８－１７２４）的《鞑靼人

征服中国记》。与法国的喜剧或闹剧颇不相同，这是一出以清

兵入关、明朝覆亡为主题的正剧。作者参考了卫匡国的《鞑靼

战纪》，也参考了门多萨和纽霍夫等人的著作，企图以喜剧形

式讲述明亡清兴的史实。但是由于作者既不熟悉这一段中国历

史，也缺乏有关中国的常识，更因为作者力图塑造英雄，远远

离开了史实，所以演出很不成功，观众无法从剧中了解到在中

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尽管作者声称剧情发生在北京，然

而，若说它发生在罗马，大概不会有人觉得不妥。发生这种情

况的原因不全在作者身上，因为那时英国盛行“英雄诗剧”，

剧中大多有美丽而活泼的女角，故事则往往取材于古老的过去

和遥远的国度中发生的事情，想象多于史实。１６９２年上演的

《优雅的王后》是一部音乐剧，剧情根据莎士比亚的《仲夏夜

之梦》改编。为了迎合时尚，剧中增加了一场“中国小歌舞”，

以中国花园为背景，且有一对中国恋人对唱，企图以异国情调

来取悦观众。在法国以阿勒甘为主角的所谓中国戏的影响下，

英国也出现了《伏羲大帝》（１７３１年）、《阿勒甘在中国》（１７５５

年）等戏。１７６４年有人写成闹剧（赫尔蒙王子》，剧中的鞑靼

王子竟然是伏羲，而郑成功则成了与伏羲对抗的另一股武装力

量的统帅，英雄赫尔蒙王子就像哈姆雷特一样，念念不忘为亲

参阅布利纳：《１７００－１７８９年间的法语剧目》（Ｂｒｅｎｎｅｒ，Ｄ．

Ｃｌａｒｅｎｃｅ：　Ａ　Ｂｉｂｌｉ ｎｃｈ　Ｉａｎｇｕａｇｅ，　　１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Ｌｉｓｔ　ｏｆ　Ｐｌａｙｓｉｎ　Ｆ ７００－１７８９），伯

克利，１９４７年。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137

人复仇。

在欧洲的“中国热”中，书信体的“中国信札”成为一种

新的文学形式，据说始作俑者是一位法国作家。由于这种体裁

自由度极大，采用的人相当不少。英国作家哥尔斯密（Ｇｏｌｄ－

ｓｍｉｔｈ，Ｏｌｉｖｅｒ，１７３０－１７７４）于１７５９年至１７６０年间写了一系列

“中国信札”，结集出版，两年后再版时改名为《世界公民》。

１７６１年，中国小说《好逑传》的英译本ＴｈｅＰ　ｌｅａｓｉｎｇ　Ｈｉｓｔｏ－

ｒｙ在伦敦出版，译者署名为帕西，而真正的译者是维尔金森

（Ｗｉｌｋｉｎｓｏｎ，Ｊａｍｅｓ）。维尔金森是个喜爱文学的商人，懂葡萄牙

文，供职于东印度公司，在中国某港口无意中得到了《好逑

传》的葡文译稿，返国后将葡文译成英文。维尔金森有一个亲

戚与帕西是近邻，帕西从此人手中得到了《好逑传》的译稿，

作了一些删节后付梓出版。帕西向来对中国有所研究，在删改

译稿时加了许多注释，内容包括科举、历法、礼仪、官制、建

筑、地理习俗等方面的中国常识，这些注释对《好逑传》并非

必要，但却传播了一些有关中国的知识。《好逑传》讲述了铁

中玉与水冰心的爱情，曲折虽多，情节并不生动，欧洲人认为

这部作品在文学上没有多大价值。但是，此书是转译成欧洲文

字的第一部中国小说，书后还附有一些中国谚语，对于帮助欧

洲人了解中国人的生活习俗和思想观念以及文学状况，不无裨

益，所以受到欧洲人的重视，１７６６年被转译成法文和德文，

１７６７年又转译为荷兰文，流传较广。

５．《赵氏孤儿》饮誉全欧
纪君祥的元杂剧《赵氏孤儿》是１８世纪在欧洲引起最大

反响的中国文学作品，法文译本刊出后，不但很快被译成英文

和意大利文，而且先后被英国、法国和意大利作家改编上演。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138

《赵氏孤儿》的译文最早出现在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

第三卷上，译者是有名的耶稣会士学者马若瑟。译者删去了所

有的唱词，因而是个不完整的译本，这对于了解剧情和戏的结

构虽然并无大碍，但是妨碍读者领略中国戏剧的魅力。元杂剧

数量极多，马若瑟之所以单单选中了《赵氏孤儿》，原因可能

在于他认为，此剧所颂扬的忠君思想和舍己为人的精神，体现

了中国人高尚的道德和情操，值得向欧洲人介绍。马若瑟至迟

于１７３１年就在北京译好此剧，将译稿及一封信托付友人带回

法国，交给著名汉学家傅尔蒙处理。译稿带到巴黎后，阴差阳

错地交到了杜赫德手中，杜赫德便将它收入他正在编写的《中

华帝国全志》中。傅尔蒙得知马若瑟的原意后，对于杜赫德未

征得译者的同意就将译文刊出，表示不满。后人对此却另有看

法，有人认为，杜赫德的做法虽然确有不妥之处，但他无意之

中却做了一件大好事。因为，此前马若瑟的另一部手稿《中国

语法》（　Ｎｏｔｉｔｉａ　Ｌｉｎｇｕａｅ　Ｓｉｎｉｃａｅ）也交给傅尔蒙审阅，结果被他

打入冷宫，直到将近一个世纪之后才得以重见天日；如果当初

《赵氏孤儿》译稿交到傅尔蒙手中，说不定遭到的是同样命运。

马若瑟所译的《赵氏孤儿》至少有三个不同的英译本，一

个出版于１７３６年，一个出版于１７４１年，第三个译本出自著名

的学者帕西笔下，出版于１７６２年。帕西在前言中说明了重新

翻译此剧的原委：“我不想抹煞前两个译本的优点，但是也请

大家注意到，我在精确性方面克服了前两个译本的疏忽，从而

尽力保持中国原著的特色。” 可是，帕西并没有对照中文原

转引自刘悟之（音）：《〈中国孤儿〉原作考》，载《比较文学》，

（Ｌｉｕ　Ｗｕ－ｃｈｉ　：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Ｏｒｐｈａｎ　ｏｆＣｈｉｎａ，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１９５３

年，第５期，第２０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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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所以，马若瑟译文中的差错依然保留在他的英译本中，再

则，帕西并未将马若瑟删去的唱词补译出来，所以，他要尽力

保持原作特色的话并未兑现。不过，他的译本基本上忠于马若

瑟的法译本，这也可以说是一大功绩了。

第一个改编《赵氏孤儿》的英国作家是哈切特（Ｈａｔｃｈｅｔｔ，

Ｗｉｌｌｉａｍ），他是一位专门从事改编剧本的作家，《赵氏孤儿》是

他改编的第三个剧本。他把这个改编本当作政治斗争的工具，

糅进了许多攻击政敌的内容，剧中的人物有大段大段的政治性

独白，原剧的复仇主题完全被忽略了。此剧的头三幕与原作几

乎没有差别，后两幕则完全不同。他给剧中人物随意起了一些

不同时代的中国人名字，孤儿名叫康熙，剧中的公孙杵臼在这

里竟然变成了老子，而一个杜撰的人物居然名叫吴三桂。尽管

他对中国知之甚少，却要把马若瑟神甫删掉的唱词补上，为此

杜撰了一些所谓“中国式”的诗。哈切特的《中国孤儿》于

１７４１年在伦敦出版，但从未搬上舞台。

意大利作家梅塔斯塔西奥（Ｍｅｔａｓｔａｓｉｏ，　Ｐｉｅｔｒｏ，　１６９８－１７８２）

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逗留时，应奥地利皇后之邀编写一个剧

》。惯于本，恰在此时，他读到了《赵氏孤儿 从希腊罗马历史

中寻找灵感的梅塔斯塔西奥，立即决定借用这个中国题材作一

次尝试。由于皇后对于剧中的人物数量、故事发生的地点和事

件，都有比较苛刻的要求，所以他仅仅撷取了原作中的一小部

分情节，于１７５２年编成了《中国英雄　》　（Ｅｒｏｅ ｃｉｎｅｓｅ），１７５２年

春在申布龙的皇家剧院首演，奥地利皇后出席观看；１７５３年

再度在威尼斯上演。为了满足皇后提出的苛刻要求，此剧只有

短短三幕，人物总共只有五个，剧情也比较简单：摄政王梁戈

（Ｌｅａｎｇｏ）在鞑靼人入侵时收养了皇帝的遗孤，矫称是自己的

儿子希文（Ｓｉｖｅｎｏ），而把真正的希文当作皇子交了出去。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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鞑靼公主丽辛佳（Ｌｉｓｉｎｇａ）和乌拉尼亚（Ｕｌａｎｉａ）是姐妹，分

别爱上了假希文（真皇子）和武将明托（Ｍｉｎｔｅｏ）。在一次突

发事件中，人们发现，假希文并非梁戈的儿子，而是先皇的遗

孤；真希文并没有死，他就是这位化名明托的武将。希文实现

复辟，登上皇位，合唱队引吭高歌，赞颂英雄梁戈，大幕在歌

声中徐徐落下。

法国大文豪伏尔泰读到《赵氏孤儿》后，心潮激荡，久久

不能平静。他认为，人们从这出戏中获得的对中国的认识，远

远超过所有关于中国的报道。他花了数月时间闭门写作，完成

了五幕 》。　１７５５年８月２０日在巴黎首演，盛况悲剧《中国孤儿

空前，平日剧院每场票房收入平均为１０００里弗尔，当天竟达

４７１７里弗尔。伏尔泰舍弃了原作中的复仇主题，让暴君在高

尚的道德情操面前幡然悔悟，以此显示主宰中国人的儒家思想

的无穷威力。剧情梗概如下：

成吉思汗当年不得志时，曾到北京谋职，一天在王府前邂

逅一美貌少女，一见钟情。经探询，方知少女是王爷的千金伊

达梅（Ｉｄａｍé），成吉思汗遂向王爷夫妇表明求婚之意，遭到拒

绝。成吉思汗悻悻而去，心中暗暗发誓，来日必报今日受辱之

仇。数年后，成吉思汗以赫赫武功威震天下，率兵攻入北京，

杀进皇宫，赵宋皇帝见大势已去，亲手杀死年幼的公主，将

襁褓中的皇子托付给大臣尚德（Ｚａｍｔｉ），然后刎颈自尽。皇

后、皇族以及嫔妃数百人尽遭成吉思汗及其部将屠戮。尚德为

保护赵宋皇帝的遗孤，使用换包计，将与遗孤同龄的亲生儿子

放进皇子的摇篮，置于皇陵之中，而将遗孤藏匿他处。成吉思

汗当年钟情的伊达梅，此时已是尚德夫人，她得知丈夫以儿子

顶替遗孤后，悲痛万分，在母爱驱使下，擅自把儿子从皇陵抱

回，并责备丈夫。尚德是一位以忠孝为本、视君为父的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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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爱妻爱子，却认为忠君救孤事大，失子事小。面对妻子的

责备，他坚守信念，毫不动摇，并对其妻晓之以理，动之以

情。成吉思汗忽然到来，发现眼前的贵夫人乃是当年令他神魂

颠倒的少女伊达梅，顿时旧情复萌。伊达梅请求成吉思汗不要

杀死她的儿子和遗孤，成吉思汗答应不杀她的儿子，但不能留

下遗孤。尚德见状，向成吉思汗表示，如能救下遗孤，他宁愿

替死。伊达梅为丈夫的大义凛然所感动，深感自己既愧对夫

婿，也辜负了先帝之托，于是毅然向成吉思汗表示，愿以己之

死，换取遗孤和尚德之生。成吉思汗表示，只要伊达梅答应做

他的皇后，尚德和遗孤均可免一死。尚德当即表示，只要能救

遗孤，他愿意与伊达梅离婚，并劝说伊达梅接受成吉思汗的条

件。伊达梅不愿屈服于淫威之下，遂要求与尚德单独商议。成

吉思汗退下后，伊达梅请求尚德先将她杀死，然后自尽。尚德

在无奈之下只得同意，但几番举刀，难以下手。伊达梅一再催

促，尚德颤抖着再次举刀，此时躲在一旁的成吉思汗忽然大喊

住手。原来他已被尚德夫妇的高尚品德所感化，为自己一味崇

尚武功却漠视品德而无地自容。他向尚德夫妇允诺，不仅不杀

遗孤，而且还要尽心保护，并表示要拜尚德为师，学习中国人

的法律和伦理道德。

《中国孤儿》的成功越出了法兰西国界，在欧洲的许多地

方获得热烈反响。１７５５年在伦敦出版了英文译本，好评如潮。

在１８世纪６０年代和７０年代，《中国孤儿》多次在瑞典和波兰

上演。

改编（赵氏孤儿）的第二个英国作家是墨菲（Ｍｕｒｐｈｙ，

Ａｒｔｈｕｒ）。他于１７５１年得知刊载在《中华帝国全志》上的《中

国孤儿》后，本想立即着手改编，但听说伏尔泰也在改编此

剧，遂决定等伏尔泰完成改编后，视其成功与否再作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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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５６年４月，墨菲读到了伏尔泰的《中国孤儿》，觉得不如预

想的好，于是决定重新进行改编。初稿于当年完成，在酝酿演

出的过程中，演员、作者和剧院老板之间产生了一些纠葛，后

因得到有名的政治家沃尔波尔（Ｗ ａｃｅ，１７１７－１７９７）ａｌｐｏｌｅ，Ｈｏｒ

等人的支持，终于在１７５９年４月首演，并获得成功。墨菲的

改编本显然是以伏尔泰的《中国孤儿》为蓝本的，故事情节证

明了这一点：铁木耳汗（Ｔｉｍｕｌｋａｎ）二十年前征服中国，把前

朝的皇族杀尽，仅有一个年幼皇子幸免，但始终未能获得民

心。这个名叫札费姆理（Ｚａｐｈｉｍｒｉ）的遗孤被大臣臧蒂（Ｚａｍｔｉ）

从铁木耳汗的屠刀下救出。为了保护遗孤，臧蒂将亲生儿子艾

腾（Ｅｔａｎ）改名为哈麦特（Ｈａｍｅｔ），悄悄送往高丽，同时将札

费姆理改名艾腾，当作自己的亲生儿子精心抚养。二十年后，

哈麦特在高丽参加反抗铁木耳汗的叛乱，不幸被擒。铁木耳汗

见到哈麦特，怀疑他是迄未找到的皇帝遗孤，打算把他杀死。

臧蒂出于对先帝的忠心，宁愿牺牲亲生儿子也要保护先帝的遗

孤。但是，臧蒂的妻子曼达美（Ｍａｎｄａｍｅ）难以接受如此巨大

的打击，在忠君与母爱两种感情的折磨下，欲言又止地吐露了

部分真情。铁木耳汗据此推断，艾腾可能是真正的皇子，于是

逼迫臧蒂说出实情。臧蒂在暴君面前只字未露，却悄悄将真情

告诉了艾腾和哈麦特，两个青年此时方知自己的真实身份和原

来的名字。为了不让对方替自己屈死，两人都坚称自己是真正

的皇子，场面异常感人。铁木耳汗对臧蒂夫妇施以毒刑，逼他

们如实招供。臧蒂的挚友米尔望（Ｍｉｒｖａｎ）是个汉人，在此紧

急关头，他不顾自己安危，设法将铁木耳汗的大将们调到远离

首都的草原，使铁木耳汗成了孤家寡人，并向他谎称艾腾（即

札费姆理）已被杀死。铁木耳汗向米尔望索要首级，米尔望却

将身带利器的札费姆理引来面见铁木耳汗。一见面，两人便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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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相斗；在你死我活的恶斗中，札费姆理杀死了铁木耳汗。此

时臧蒂已因受刑过重而奄奄一息，他对札费姆理交代了遗言后

放心地闭上了眼睛。他的妻子经受不住丧夫和自责的双重痛

苦，拔剑自刎。不难看出，墨菲与伏尔泰不同，他的功夫用在

让剧情更能吸引观众，而不大在乎对中国道德的颂扬，为此他

重新安排了全剧的情节，舍弃了成吉思汗对女主角伊达美的恋

情，改变了遗孤毫无作为的情节，让他最后亲手杀死了暴君，

为自己的家族报了仇。就此而言，与其他欧洲人的改编本相

比，墨菲的《中国孤儿》最接近中国原著。墨菲的《中国孤

儿》在１７５９年的首演中共演出９场，在１７５９年至１７６９年间年

年上演。１７７７年作了重大修改后再度上演３场，此后虽未再

在伦敦上演，但在都柏林、费城、纽约等地多次上演。１８１０

年和１８４２年，此剧还分别在都柏林和纽约上演。

有人说，哈切特的《中国孤儿》是一部政治讥讽剧，梅塔

斯塔西奥的《中国英雄》是一首诗，伏尔泰的《中国孤儿》是

一出道德剧，而墨菲的《中国孤儿》则是一出情节剧。对于这

个说法的正确与否，我们无需过于认真，它只是在一定程度上

道出了欧洲各国作家们对于《赵氏孤儿》的不同理解和不同处

理而已。

６“．中国热”在法国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法国都是欧洲“中国热”当之无愧的

的中心。有关中国的信息法国最多，中国情趣在法国最风行，

关于中国的争论在法国最激烈，在大多数中国研究领域里法国

走在最前面，中国的影响在法国最大、最持久。前面已经谈到

了“中国热”在法国的一些情况，本段再作一些补充。

法国由于不是海上强国，在远东贸易中落后于葡萄牙、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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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牙、荷兰和英国，法国所需中国商品，大多由荷兰等国辗转

输入。因此，在由中国商品引发的“中国热”中，法国起初处

于滞后状态。这种形势是从法国向中国派出第一批耶稣会士以

后发生变化的，这批耶稣会士寄回欧洲的文字材料，极大地激

发了法国人对于中国的向往，他们提供的信息，终于让法国政

府懂得了如何进行对华贸易。“昂菲特里特”号１６９８年首次远

航中国，满载而归，用中国商品为方兴未艾的“中国热”添

了一把火。此后不久，“礼仪之争”从中国延伸到欧洲。传教

士们彼此恶斗的战场有两个，一个是罗马，他们在那里向教廷

递送一个又一个报告，力争教皇作出对于己方有利的决定，这

些报告大多是“内部”文件，公众无从获悉其内容。另一个战

场在巴黎，在这里他们出版或发行各种著述，宣示己方的观

点，公众从这些论战著述中获得了大量关于中国的信息，加深

了对中国的了解和认识，从而把“中国热”推向新的高潮。与

英、德等国相比，法国的“中国热”具有参与的阶层和影响面

广泛，自觉借鉴意识浓，探讨问题层次深，引发的争论激烈等

特点。

法国人对东方的好奇心由来已久，在他们心目中，东方是

包括土尔其、波斯、印度、中国、日本、暹罗等国在内的广大

地区。由于当时交通不便，无法实地考察，人们只能借助他人

的记述来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于是一大批以东方为题材的作品

应运而生，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杜维尔迪埃的《奴隶或波斯史》

（１６２８年）、德劳雅的《康斯坦丁堡三位王子的故事》（１６３２

年）、杜拜伊的《久负盛名的中国人》（１６４２年）。这类作品中

既有少量记实的游记，也有不少是凭借想象的虚构。曾德昭、

卫匡国等人关于中国的著作传入法国，向法国人勾画了比较接

近实际的中国形象。法国耶稣会士到达中国后，法国人终于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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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自己的信息来源，中国的神秘面纱逐渐被揭开。１７０４年，

根据阿拉伯文翻译的《一千零一夜》法文版在巴黎出版，书中

动人的故事和充满异国情调的背景，促使法国人的东方情趣进

一步高涨，并且激发了人们了解真实情况的热情。１７１０年至

１７１２年间，拉克鲁瓦（Ｌａ　Ｃｒｏｉｘ，　Ｆｒａｎｃｏｉｓ　Ｐéｔｉｔ　ｄｅ，）仿照《一

千零一夜》写作了《一千零一日》，其中的《王子卡拉夫和中

靼王子国公主的故事》讲述了这样一个虚构的故事：鞑　 卡拉夫

爱上了中国皇帝的女儿图兰朵克特（Ｔｕｒａｎｄｏｃｔｅ），公主要求每

一个向她求婚的人回答三个问题，回答不出的人立即处死。许

靼多求婚者因过不了这一关而相继被斩。鞑　 王子卡拉夫经受了

严酷的考验，成功地回答了公主的三个问题，公主很不情愿地

答应与他结婚。文中有一些有趣的细节描写，例如，一位撒马

尔汗的王子因答题失败而被处决时，绞架上裹着白绸，数千士

兵列队排成人墙，场面非常壮观；又如，卡拉夫回答问题时，

皇帝端坐龙形的御座上，接受排列两厢的阁老们的三跪九叩

礼，异国情调十足。这个故事获得巨大成功，十余年后被法国

著名作家勒萨日（Ｌｅｓａｇｅ，　Ａｌａｉｎ　Ｒｅｎé，　１６６８－１７４７）于１７２９年

改编为小说《中国公主》。意大利作家戈齐（Ｃｏｚｚｉ，　Ｃａｒｌｏ，　１７２０

－１８０６）的剧本《图兰朵》，意大利著名作曲家普契尼（Ｐｕｃｃｉ－

ｎｉ，　Ｇｉａｃｏｍｏ，　１８５８－１９２４）的歌剧《图兰朵》，都是以这个故事

为主干写成的，后者至今长演不衰，成为世界上许多歌剧院的

保留节目之一。

中国园林之风同样吹到了法国。前面已经提到了凡尔赛的

特里亚农宫，需要添上一句的是，路易十五曾下令法国海军在

海外航行中广为收集奇花异草，用以装点特里亚农宫。特里亚

农宫虽然拆毁了，但是路易十六的王后玛丽－安东奈特又令人

在凡尔赛建造了一座“草屋”，据说，其灵感也是来自北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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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明园。１８世纪８０年代，“中国热”在欧洲已经逐渐冷却，

法国的中国园林风却方兴未艾。离巴黎不远的尚蒂伊建造了一

座中国楼，四角挂着大红灯笼。楼内四壁有壁龛，上面放着香

炉，坐椅前面摆放着一些大理石桌子，墙上挂着表现中国节日

的绘画和浮雕。天花板上画的是蓝色的天空，鸟儿在自由地飞

翔。此类中国式建筑在法国盛行了十余年，直到法国大革命爆

发。

与许多欧洲人一样，法国人也是通过商品逐渐认识中国

的。瓷器是最早进入法国的中国商品。１９８４年扩建卢浮宫展

厅时出土的文物再次表明，中国的青花瓷至迟在１７世纪初就

已经传入法国。青花瓷在法国一出现就获得高度赞赏，被视为

稀世珍品，人们亲昵地把它叫做“塞拉东（”Ｃéｌａｄｏｎ）　“。塞拉

东”是法国作家乌尔菲（Ｕｒｆé，Ｈｏｎｏｒé，１５６７－１６２５）的小说

《牧羊女阿司 éｅ）中的男主角的名字，全书由五部特莱》（Ａｓｔｒ

分组成，前三部分出自乌尔菲笔下，出版于１６０７年、１６１０年

和１６１９年，后两部分出自作家的一位秘书笔下，出版于１６２７

年和１６２８年。书中讲述的牧羊女阿司特莱与塞拉东的爱情故

事委婉动人，深受读者欢迎。男主角塞拉东身上的的青色饰

带，一时也成为时髦。中国的青花瓷出现在巴黎后，有人将它

比作塞拉东的饰带，得到了公众的认可，于是塞拉东就成了中

国青花瓷的代称。青花瓷在法国拥有无数喜爱者，凡是有条件

的人家，无不以家中有几件青花瓷器为荣；到１７世纪中期，

任何一个别墅或宫殿若没有青花瓷器作为摆设，便不可能被看

作完美。法国人虽然没有制造出青花瓷，但在仿造中国的其他

瓷器方面颇有成效，离巴黎不远的尚蒂伊和赛弗尔都有著名的

瓷器工场。直至今日，我们依然可以在赛弗尔瓷器博物馆中看

到当年的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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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器在法国极受欢迎，很早就有人从事仿制。１７世纪３０

年代，马丁四兄弟获得巨大成功，他们仿制的漆器完全可与来

自中国的漆器媲美，因而在欧洲各国名声鹊起，不但为自己赢

得了荣誉，也为法国争了光。据说，国王路易十五的情妇蓬巴

杜尔夫人使用的漆器家具，也出自马丁家族之手。这类家具的

式样以中国家具为模仿对象，绘画和图案则以花鸟、仕女、中

国式建筑为主。

从中国来到欧洲的商品，除了大宗的瓷器、丝绸以外，还

有食糖、肉桂等食品，玉器、象牙制品、木雕、扇子（团扇和

折扇）、彩印壁纸、阳伞、鼻烟壶、风筝等工艺品，丝绸、漆

绘和螺钿嵌镶家具始终是富人们争相购买的中国货。印花壁纸

和阳伞等商品既实用，又是艺术品，而且价格并非令人望而却

步，所以受到中等以上家庭的普遍欢迎。

随着中国工艺品的流行，中国的绘画和图案逐渐为法国人

所熟悉和喜爱，不但仿制中国的产品用这类图案作装饰，连法

国的传统工艺品也纷纷采用中国绘画和图案。巴黎有名的戈布

兰是专门为王公贵族制作挂毯的工场，它的产品也大量采用中

国绘画和图案，以及表现中国人生活的场景等，例如皇帝上

朝、皇后品茶、夜宴、采茶等等。宝塔、亭榭、仕女、花鸟、

鹦鹉、猴子、梳着辫子的官员等具有中国特色的图案，被应用

到挂毯、壁纸、花布等工艺品和日常用品上，甚至也出现在居

室的壁炉上。在挂毯上常常可以看到以下这类中国场景：一位

学者模样的人在低头读书，两个仆人跪在学者身后等候他的吩

丫咐，远处的宝塔隐约可见；园中亭下， 头张伞为女主人遮

阳，女仆双膝跪地，向女主人献花，远处海边礁石旁，几个渔

夫影影绰绰地在辛勤劳作。

中国工艺品成为人们竞相追逐的珍奇这种现象，在语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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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了反映。以中国（ｌａ Ｃｈｉｎｅ）为　　词根而造出的新词“拉希

纳日”（Ｌｅ　ｌａｃｈｉｎａｇｅ），在一段时间中被用来泛指罗钿嵌镶家具

等中国工艺品，一种采用中国花样的黄色棉布被称作“南京”

（ｎａｎｋｉｎ），而一种同类的丝织品则被称作“北京”（ｐéｉｎ）。前

文提到的“希努瓦斯里”一词应用更广，几乎在整个欧洲流

传，而且被收人许多国家的词典，使用至今。

１８世纪下半叶，发源于中国的皮影戏一度在法国相当流

行，成为雅俗共赏的一种大众娱乐方式。对于皮影戏传人法国

的途径，有两种说法，或谓来自意大利，或谓来自德国。至于

皮影戏又是如何传人意大利或德国，则无人说得清了。法国人

干脆把皮影戏叫做“中国影子”，最有名的皮影艺术家名叫塞

拉芬，他的保留剧目中有７４出皮影戏，鼎盛时期在巴黎闹市

区的王宫剧场演出，吸引许多男女老少前来观看。也是在１８

世纪末，在民间舞会上化装成中国人已经蔚然成风，随处可

见。在集市或大街上，常常可以见到以中国为题材的戏剧演

出。出于对中国事物的浓厚兴趣，法国人往往把与中国并无实

际联系的东西，冠以中国的名字，例如，巴黎和卢昂的一些公

共澡堂叫做“中国澡堂”；一种游乐场叫做“中国迷宫”，场内

有舞厅、游艺场等设施，游艺场中有木制的龙供游客骑着转

圈。据说，著名的革命家巴贝夫（Ｂａｂｅｕｆ，　Ｆｒａｎｃｏｉｓ　Ｎｏёｌ，　１７６０

－１７９７）曾将一家“中国咖啡馆”当作他的总部，经常在这里

会见其他密谋者，这家咖啡馆的侍者都是穿着东方服饰的妙龄

女郎，楼梯口还摆放着一个中国士兵模型。①

法国的“中国热”还有另一种表现，那就是学者和思想家

们对于中国的研究和思索。我们将在下面各个章节中逐一予以

①参阅高迪埃：《中国在十八世纪的法国》，第８８页及以下多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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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述。

７．“中国热”在英国
英国的“中国热”有其自身的特点。首先，英国人对中国

物质文明的某些方面，例如对瓷器、茶等特产以及花园、离宫

等建筑的赞赏，胜过对中国的悠久历史和丰富的精神文明的钦

佩。其次，英国文人大多对中国缺乏兴趣，热烈称颂中国的英

国文人更是屈指可数；相反，总有一些英国人对中国始终持怀

疑、轻视、贬斥的态度，不时发表一些与“中国热”唱反调的

言论，即使在许多英国民众热衷于中国的时候，贬华的言论也

从未被淹没；在欧洲的“中国热”降温过程中，英国人有意无

意地起了带头作用。

在与中国的海上贸易中，起初英国落在西班牙和葡萄牙之

后。为了获得中国商品，英国女王竟然授意船队在海上劫掠从

中国返欧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商船。１５９２年，葡萄牙商船“圣

母”号在亚速尔群岛附近被劫至达特默港，所载商品全部被就

地拍卖。最早经由荷兰输入英国的中国商品是瓷器，１６０９年

伦敦就有了第一家瓷器店，此后则是纺织品和漆器。受到中国

商品的催发，英国的“中国热”渐渐兴起，来自荷兰的国王威

廉和王后玛丽对中国工艺品的癖好，影响了宫廷内外一大批人

的情趣，到了安娜和乔治一世时期，英国人对中国的兴趣已经

相当普遍。东印度公司运来大批漆器，伦敦便有了一些专卖

店，出售屏风、茶盘、镜框等绘有漆画的用品。除了直接进口

中国产品外，英国人还向印度定购漆器家具，或是画出图样让

印度人制作，或是在英国做好毛坯，运到印度绘制漆画。从

１７世纪下半叶起，英国人就试图自行生产瓷器，但因不懂技

术和缺乏适用的材料，生产出来的东西不像瓷器，倒像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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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兴紫沙陶。

在那个年代，去过中国的英国人为数寥寥，到过英国的中

国人更是凤毛麟角，英国人对中国的了解主要依靠各种文字资

料。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早在１５８８年就译成英文，曾

德昭的《中华帝国史》也于１ 年前后译成英文，英国人普６６０

查斯（Ｐｕｒｃｈａｓ，Ｓａｍｕｅｌ，１５７５－１６２６）出版于１６２６年的《旅行

者》（Ｈｉｓ　Ｐｉｌｇｒｉｍｓ）摘译了金尼阁的《利玛窦中国札记》，这些

早期有关中国的名著连同另一些游记在英国广泛流传，为英国

人带来了关于那个遥远国度的 年前后，英国有趣信息。１６６０

人已经知道中国是一个政治稳定的国家。中国的伦理道德也开

始引起英国人的注意，他们认为在孔子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人

的高尚道德，自然神论者对孔子学说中的唯物主义成分表现出

极大兴趣，而辉格党和托利党则都赞赏儒家思想中的人道主义

成分。根据柏应理的《中国贤哲孔子》编译的《孔子的伦理道

德》于１６９１年在英国出版。在中国商品和来自欧洲大陆的中

国信息推动下，英国人对中国的了解逐渐增多，在他们眼里，

中国不再是东方地平线上一个陌生的国度，“中国热”渐渐形

世纪中叶，人们对中成。 到１８ 国的热情不但进一步高涨，并

且超越出了对异国情调的追逐，显现出比较成熟的理性思考。

总起来看，尽管英国人从未对中国如痴如醉，即使是在高潮期

间，也不像法国人那样狂热，然而，这不等于说英国不曾出现

过“中国热”。

１８世纪初，瓷器、漆器、墙纸等中国特有的工艺品，开

始被广泛应用在英国的建筑物内部装修和陈设中，到了１８世

纪中叶，对于中国风物的喜爱发展成为一种风气。登载在

１７５３年３月２２日的《世界杂　志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上的一篇文章反

映了这种情况：“几年以前一切都是哥特式，如今一切都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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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或中国化了。椅子、桌子、壁炉、镜框，乃至最平常的

用具，无一不受中国的影响。” 对于中国建筑和园林的喜爱

和模仿，是英国“中国热”的一大特点，１７５２年就有人著文

介绍中国的建筑艺术，数年之后钱伯斯的《中国建筑、家具和

服饰设计》则掀起了修建中国式园林的高潮。

欧洲大陆特别是法国出版的有关中国的书籍，在伦敦大多

可以找到其译文或原版，其中以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影

响最大。此书于１７３５年在巴黎出版后，英国的《绅士杂志》

立即作了详尽的报道，并建议尽快译成英文。结果有两家出版

社组织翻译，彼此展开竞争。１７３６年出版的是一种节译本，

题名为《中国通史》（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　Ｃｈｉｎａ），极受欢迎，

到１７４１年已发行第三版。自１７３７年初开始，另一种译文陆续

在一份杂志上连载。范存忠先生谈到１８世纪４０年代英国出版

物时说：“翻阅一下１８世纪那些日益大众化的杂志、小报和期

刊，就会为英国人对于中国的兴趣和了解感到吃惊。”

公众对于了解中国的渴望，为戏剧创作提供了契机，为了

招徕观众，剧作家们纷纷采用中国题材编写所谓的喜剧。一位

剧作者在前言中写道：“我们离中国那么远，对中国那么缺乏

了解，这便使我产生了以这个遥远的国度为题材的念头。故事

是虚拟的，人物是凭想象塑造的。” １７２０年，法国的《中国

转引自陈受颐：《奥立佛·哥尔斯密及其〈中国信札〉》，载《天下

月刊》（　Ｃｈ＇ｅｎ　Ｓｈｏｕ－ｙｉ：ｏｌｉｖｅｒ　Ｇｏｌｄｓｍｉｔｈ　ａｎｄ　Ｈｉ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Ｔ＇ｉｅｎ　Ｈｓｉａ

Ｍｏｎｔｈｌｙ） 卷（１９３９），第３４页。，Ⅷ

范存忠：《约翰逊与中国文化》（Ｆａｎ　Ｔｓｅｎ－ｃｈｕｎｇ：　Ｄｒ．　Ｊｏｈｎｓｏｎ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伦敦，１９４５年，第６页。

转引自霍诺尔：《 对中国的看法》，第１２６页。中国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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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阿勒甘》引进英国，在伦敦上演，从此成为新的娱乐方

式，在数十年中始终受到民众欢迎；１７５５年上演了《多变的

人 阿勒甘在中国》，同年还上演了法国芭蕾舞剧《中国狂

欢节》。以中国为题材的戏剧在英国舞台上活跃了将近一个世

纪，直到１７８９年，英国人还能在伦敦看到闹剧《中国官员或

鳏夫阿勒甘》。

读过 金尼阁、 曾德昭韦伯（Ｗｅｂｂ，　Ｊｏｈｎ，　１６１１－？） 、 卫

匡国等人撰写的许多有关中国的著作，是为数不多的对中国表

示好感的英国学者之一。他在１６６９年写了《从历史论证中华

帝国的语言是初始语言的可能性》（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Ｅｓｓａｙ　Ｅｎｄｅａｖ－

ｏｕｒｉｎｇ　ａ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ｍｐｉｒ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ｉｓ　ｔｈｅ

Ｐｒｉｍｉｔｉｖ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一　　文。韦伯在此文中试图论证的主要问题

是：在《圣经》记载的巴别塔之乱以前，全世界共同使用的语

言是汉语。仅仅运用当时的语言学知识，显然不可能得出这个

结论，所以韦伯采用了历史学方法，从巴别塔之乱以前所有人

共操的初始语言，在洪水之后是否被保存下来这个问题入手。

为了对这个问题给予一个明确的回答，关键是要弄清楚挪亚乘

坐的方舟究竟漂泊到了什么地方，他们一家人在何处靠岸登

陆。韦伯依据他所掌握的中国历史知识，通过一些牵强的比

附，断言挪亚在洪水中漂到了中国，洪水退后便留居中国，在

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韦伯据此认为，中国历史上记载的尧其

实就是挪亚，而中国人则是挪亚的后代。挪亚定居中国后并未

更换语言，他的后代所操语言也就是挪亚在巴别塔之乱以前所

操的人类共同语言，也就是说，中国人的语言即汉语就是人类

的初始语言。由此不难看出，此文虽然以语言问题为题，其实

讨论的是历史。

有趣的是，一个世纪之后的１７６１年，另一个英国人尼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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罕姆（Ｎｅｅｄｈａｍ，Ｔｕｒｂｅｖｉｌｌｅ，）出版了一部与韦伯唱反调的著作

《论埃及象形文字》（Ｄｅ　Ｉ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ｅ　ｑｕａｄａｍ　Ａｅｇｉｐｔｉａｃａ　Ｔａｕｒｉｎｉ　Ｉｎ－

ｖｅｎｔａ），作者在这部书中力图证明中国的文字来自埃及象形文

字，并由此断言，关于中国的历史十分悠久的看法是错误的。

这种观点在欧州并不新鲜，就在两年前的１７５９年，法国著名

汉学家德经提出了一种令人吃惊的理论，声称中国是埃及人的

一个殖民地。英国学界为此展开了一系列争论，尼德罕姆的论

点竟然还得到了一些学者的支持。

出身名门的沃尔波尔是个放弃政治投身文学的作家，他对

中国十分仰慕，曾虚构了一篇讲述中国王子与英国贵族女子相

爱的故事。他的住宅里有一个房间，专门陈设中国的瓷器、家

具和其他工艺品。他还养了许多金鱼，并把金鱼池命名为“鄱

阳”，由此可见，他对中国确实有所了解。１７５７年，沃尔波尔

在杂志上发表了一封信， 杜撰的发信人和收信人都是中国人，

分别叫作克苏贺和廉恩奇，信的内容是借中国人之口批评英国

的社会和政治弊端。此信显然受到法国大思想家孟德斯鸠的名

著《波斯人信札》的影响，不但形式类同，手法也极为相似，

即借外国人之口针砭本国的时政。

沃尔波尔的这种手法在若干年后又被哥尔斯密袭用。１７６０

年１月，哥尔斯密的《中国信札》开始刊登在期刊上，每周刊

登两次，第二年间隔稍长，到１７６１于８月，总共刊出１１９封

信。１７６２年结集出版时增加了另外４封信，总计１２３封，题名

为《世界公民，或一位居住在伦敦的中国学者寄给他的东方朋

友的信》（Ｃｉｔｉｚｅ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ｏｒ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ｏｆ　ａ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ｅｒ，

ｌｉｖｉｎｇ　ｉｎ　Ｌｏｎｄｏｎ　ｔｏ　ｈｉｓ　ｆｒｉｅｎ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ｓｔ）。杜撰的写信人是一位

名叫廉恩奇·阿尔唐基的中国哲学家，此人原籍河南，在广州

略为学过一点英语，曾长期在世界各地漫游，见多识广，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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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旧保留着中国人的独特眼光，却已摆脱了狭隘的地域观念，

所以被作者称为世界公民。虚构的主要收信人是中国的礼部尚

书凤凰，此外还有居住在阿姆斯特丹的一位商人。哥尔斯密的

中国知识大多来自法国，他肯定读过李明的《中国近况新志》

和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对伏尔泰论述中国的著作和另

一位法国作家达尔让（Ａｒｇｅｎｓ，　Ｊｅａｎ－Ｂａｐｔｉｓｔｅ　ｄｅ　Ｂｏｙｅｒ　ｄ＇，　１７０４

－１７７１）的《中国信札》也绝不会生疏。书中穿插了许多中国

的人和事，诸如“庄子劈棺”之类，有些是原原本本地转述，

有些是改头换面、移花接木地改编，还有一些是凭空杜撰。他

常常直接抄袭伏尔泰等人的著作，但由于缺乏中国知识，抄袭

过程中时常出错，例如将伏羲和佛误认为是同一个人。哥尔斯

密笔下的中国基本上是一种正面形象，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

优秀，由开明君主统治的国家。他写作此书的目的似乎是为了

讥讽英国人，然而他也经常在信中对中国冷嘲热讽，中国的家

具、瓷器，花园、建筑，乃至金鱼，都可以成为他讥笑的对

象。他常拿中国人与英国人相比，结果几乎总是英国人优于中

国人。不过，哥尔斯密无意中却也告诉我们，那时的英国人虽

然还分不清老庄孔孟，可是中国人的思想和哲学却已经成为他

们思考和借鉴的对象了。孟德斯鸠笔下的波斯人嘲弄的是法国

旧制度下的种种不合理现象，哥尔斯密虽然也针砭英国时弊，

但他指责英国人盲目推崇和模仿中国的劲头也不小。哥尔斯密

文笔典雅、诙谐、隽永，所以此书在英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

地。在１８世纪的英国，以中国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中，值得一

提的也只有这一种。

１７６１年，帕西以自己的名义出版了 《好逑传》的英译本，

此书附有３篇文章，介绍了一出中国戏的剧情，转译了一些中

国的格言和诗。仅隔一年，帕西出版了他的另一种著作，题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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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诗文杂著》（　Ｍｉｓｃｅｌｌａｎｅｏｕｓ　Ｐｉｅｃｅｓ　Ｒｅｌａｔ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Ｃｈｉ－

ｎｅｓｅ），此书共收８篇文章，多数是译自法国传教士的作品，

如王致诚论圆明园园林艺术等，此外还有钱伯斯论中国园林等

过去已经发表过的著作；属于帕西本人的作品，只有《中国孤

儿》的译文一种。帕西虽然读了不少法国耶稣会士著作，却并

不同意他们的看法，他认为中国人非常迷信，政府并不开明，

中国人贪得无厌，如此等等。他的一些看法很特别，例如欧洲

人通常都赞扬中国的科举取仕制度，但帕西却认为，科举制度

既然允许家境贫寒的子弟进入官场，这些过去受过穷的人迅速

致富的欲望必然特别强烈，因而肯定非常贪婪，官场的风气也

就不可能清廉。

１８世纪在英国有一批自称自由思想家的自然神论者，他

们勇敢地向传统的基督教神学发出挑战，力图对宗教和《圣

经》作出比较宽容的解释。这批思想家在孔子身上看到了一个

信天道而不信偶像的哲学家，因而对孔子的哲学极感兴趣。他

们认为，孔子及其门徒是天地间最纯真的自然神教的信徒，孔

子的学说可以用来对抗基督教教义中晦暗的神秘主义和愚弄人

的成分。丁达尔（Ｔｉｎｄａｌ，　Ｍａｔｔｈｅｗ，　１６５７　－　１７３３）是最激烈的自

然神论者之一，他不但攻击教会，而且批评《圣经》，主张以

理性解释《圣经》。在其１７３０年出版的《基督教探源》（Ｃｈｒｉｓ－

ｔｉａｎｉ ａｓ　ｔｈｅ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一书中，他将孔子的学说与基督教ｔｙ　ａｓ　Ｏｌｄ　

教义进行比较，认为前者不见得比后者逊色，例如，孔子的

“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就比基督教的主张“仇人若锇了就给

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高明。所以孔子的教诲不仅不与基督

教相悖，而且可以充实基督教教义。他说：“我非但不认为孔

子和耶稣基督有很大区别，我想，前者的箴言可以帮助阐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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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晦涩难懂的东西。” 因此，丁达尔非常赞成德国哲学家莱

布尼茨的意见，应该请一些中国人到欧洲来传授自然神论。另

一位有名的自由思想家博林布　洛　克（Ｂｏｌｉｎｂｒｏｋｅ，Ｈｅｎｒｙ Ｓａｉｎｔ

Ｊｏｈｎ，１６７８－１７５１）是英国１８世纪鼎鼎有名的大政治家，在他

看来，孔子是一个讲究实际的学者：“孟子与他的老师孔子

⋯⋯把学说分成三部分：一、个人对自己负责；二、个人对家

庭负责；三、个人对国家负责。总之，一个人可以做哲学家，

⋯⋯一个人脱离了而同时又担负公务。 公务可以当哲学家，不

脱离公务也可以当哲学家。” 他认为，孔子的学说本来简单

明了，后来被诸多注释家弄得玄而又玄，于是引起了种种争

论，这情形就像基督教神学把好端端的基督教糟蹋了一样。博

林布洛克在这里是借题发挥，借助对孔子的赞扬批评基督教神

学。在他看来，孔子所主张的修齐治平，完全是理性的行为，

符合自然的道理即“天道”，实际上便是自然神论或自然神教。

８“．中国热”在德国
德国的“中国热”既不同于法国，也与英国有异。上流社

会对于中国情趣的热衷，大体上与英、法两国相同，但民间几

乎从未出现过法国那样的狂热。然而，德国的学者对中国的关

注和研究，不但远胜英国人，而且在时间上还早于法国人，当

莱布尼茨潜心研究中国并取得相当成就时，法国尚无非教会的

学者对中国给予认真的关注。如果说，法国人对于中国的关

注，隐含着对社会发展方向的探讨，因而始终伴随着激烈的论

罗柏森：《传教士在中国宫廷》，第２５４页。

转引自范存忠：《十七八世纪英国流行的中国思想》，载《文史哲

季刊》，第１卷（１９４２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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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宗教色彩和政治色彩都相当浓烈，那么，德国人对中国的

研究就相当超脱，多数学者基本上是把它当作纯粹的学问来研

究的，他们彼此虽有些交流，但少有争论，更没有形成相互对

立的两种看法。这种情况当然与德国社会发展滞后于法国有

关，从政治上说，德意志尚未实现统一，从经济上看，德国社

会离资本主义也比法国更远一些。“中国热”在德国不是一股

潮流，更不是一种运动，因此，它对德国的影响主要显现在某

些哲学家和学者身上，并未对整个社会造成震动。

德国的“中国热”也受到法国的传染。从１７世纪下半叶

开始，法国在德国的影响有增无减，法语是上流社会使用的语

言，巴黎的一切时髦，无论服饰、用具或室内装修，贵族们都

趋之若鹜。正为法国人所热衷的中国情调，德国人自然也竭力

模仿。英国人的中国园林风尚未刮起之时，德国人已经在法国

人的带动下，开始修建中国式建筑了，１７０５年，选帝侯弗兰

茨·冯·申博恩在班贝格建成了第一个“中国房间”。当时的一

些中国瓷器收藏家，为了突出藏品的东方风格，往往喜欢把藏

品室布置成中国式的房间，第一个这样的房间在１７１０年就出

年至１７１７年在德累斯现在柏林附近。１７１５ 顿建成的所谓日本

花园，其实是一个中国式的建筑，建筑物外部有挑檐式大屋顶

和柱子，室内摆满了各种中国式的器物，诸如瓷花瓶、漆绘的

柜橱、中国式的桌椅等。这也是一所用于收藏东方瓷器以及德

国仿制品的建筑物，后来成了德国１８世纪最大、最早和最有

名的中国式建筑之一。巴伐利亚选帝侯马克斯·埃玛纽埃尔曾

在凡尔赛小住，１７１５年回到德国后，在他的宁芬堡夏宫里修建

了名为“塔楼”的仿中国式建筑。这是一座八角形的房屋，内

墙用篮白相间的瓷砖贴面；两间内室都采用中国式的装修，一

间以中国花纸贴墙，用作客厅的另一间中，错落有致地摆放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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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中国的红黑色的漆器家具。英国人掀起中国式建筑和园林

高潮后，德国随之出现了一阵竞相追逐之风。１７８１年在威廉

湖畔建造的所谓“木兰村”中共建起了十余栋中国式的房子，

还把其间的一条小河叫做“吴江”，河上架起了中国式的拱桥；

主楼两层，其余房舍均为带游廊的平房。就在中国式园林纷纷

涌现之时，恩泽（Ｕｎｚｅｒ，Ｌｕｄｗｉｇ）从理论上论证了中国艺术观

的合理性。他认为，中国人主张在园林中多用曲线与小路、小

河、台阶、桥梁等等，确实优于刻板的直线，表现了一种高尚

的心理；从微观看，中国园林的某些组成部分似乎有怪异之

嫌，但从整体看，却和谐而生动，既能常常令人产生惊喜的效

果，又能时时引人生发幽思。

莱布尼茨是欧洲第一位致力于推动中国与欧洲文化交流的

著名学者，他在欧洲的“中国热”远未达到高潮之时，便以其

广博的学识和深邃的眼光认识到中国文化的世界意义，从而表

现出巨大兴趣和进一步探索的强烈欲望。他的兴趣和欲望不是

出于好奇心和对异国情调的向往，而是基于对中国文化博大精

深的坚定信念。在他的影响下，１８世纪德国出现了一批以研

究中国为终生追求的学者，所以，无论怎样评价莱布尼茨对于

德国的“中国热”的贡献，都不会过头。鉴于莱布尼茨在欧洲

“中国热”中的重要地位，我们将另辟专节对他进行较为详细

的评述。

米勒（Ｍüｉｌｌｅｒ，Ａｎｄｒｅａ，１６３０－１６９４）是一位欧洲和亚洲语

言专家，大学毕业后曾去英国协助他人编写字典；他在东方语

言研究方面的声誉引起了热爱中国文化的选帝侯腓特烈·威廉

的注意，遂被任命担任柏林一所学校的教务长，１６６７年来到

柏林。这位选帝侯建立的柏林东亚图书馆，为米勒提供了接触

有关中国书籍的机会，米勒的中国研究由此开始。１６７０年，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159

他发表了《中国地理历史简述》（Ｄｉｓｑｕｉｓｉｔｏ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ｅ　ｅｔ　ｈｉｓｔｏｒ－

ｉｃａｅ　ｄｅ　Ｃｈａｔａｊｅ），这是一本分量很轻的小册子，除了摘自传教

士著作中的一些有关中国的概况外，比较有意义的大概就是对

于天干地支纪年法的介绍。１６７２年，他发表了对“大秦景教

流行中国碑”的研究结果，题名《中国碑　》　（Ｍｏｎｕｍｅｎｔｉ Ｓｉｎｉ－

ｃｉ），文中对此碑的每一个汉字都用西文注音，并附声调。１６７４

年，他写成了《汉语奥秘》（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ｏ　Ｃｌａｖｉｓ　Ｓｉｎｉｃａ）一文，首

先呈送腓特烈选帝侯，不久公开发表。文中宣称，他发现了揭

开汉语之谜的钥匙，一旦掌握这把钥匙，只需一年功夫就可顺

利阅读中文和日文。他把这项研究成果称作“发明”，声言在

某些条件得到满足之前，他不会将这项发明公之于众。后来他

还发表过一些研究中国的著作，但是直到去世也没有公布他的

“发明”。米勒的“发明”引发了广泛的反响，莱布尼茨对此也

十分关心，在米勒不愿公布其“发明”的情况下，曾致函详加

询问。米勒没有向莱布尼茨提供任何进一步的信息。数年后，

另一个德国学者门策尔于１６９７年致函莱布尼茨，声称他也发

现了“汉语奥秘”。莱布尼茨进一步追问，回信者却是门策尔

的儿子，原来门策尔已瘫痪在床，无法执笔了。信中称，门策

尔已完成此项研究，并已写成专著，信中附有此书的首页、题

词页和序言。序言表明，门策尔根据明朝梅膺祚编纂的《字

汇》，研究了汉字的部首。原来他以为掌握了部首，就掌握了

汉字的“奥秘”。

德国的大文豪哥德（Ｇｏｅｔｈｅ，　Ｊｏｈａｍ　Ｗｏｌｆｇａｎｇ　ｖｏｎ，　１７４９　－

１８３２）是一个世界级名人，在他生活的年代，欧洲的“中国

参阅孟德卫：《奇异的国度：耶稣会的入乡随俗政策与汉学起

源》，第２０ 页。０－２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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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已达顶峰，接着便开始迅速下降。他对中国的态度反映了

这个时代的特征，一方面是有兴趣，另一方面是并不一味赞

美。他在自己的住宅里，摆放着中国式的描金漆绘家具，墙上

挂着表现中国风光的壁毯；然而对于在中国影响下形成的罗可

可之风，他时时流露不屑。据说他读过卫方济的《中国典籍六

种》。当他在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上读到《赵氏孤儿》

时，兴味盎然，也许被此剧所体现的中国人的道德观念所感

动，遂决定进行改编，定剧名为《爱尔彼诺》（　Ｅｌｐｅｎｏｒ），于

１７８１年动笔，可惜写成两幕后因故中辍；全剧虽然未能最终

完成，但毕竟留下了一段佳话。１７９６年，他在信中与友人议

论不久前读到的《好逑传》。此后哥德对中国的兴趣并未稍减，

年近古稀时甚至还集中精力对中国进行过一段时间的研究，不

过此时已是１９世纪，越出了本书讨论的范围。

９．“中国热”在欧洲其他国家
在北欧，“中国热”虽然没有真正形成，但中国情趣却也

在这里找到了知音。在１８世纪北欧国家中，对于认识中国贡

献最大的人是路德维格·霍尔贝格（Ｈｏｌｂｅｒｇ，Ｌｕｄｖｉｇ，１６８４－

１７５４）。霍尔贝格生于瑞典，成年后生活在丹麦，曾在哥本哈

根大学担任教授，既是科学家、思想家，又是教育家和作家。

他曾到英国、法国、德国、荷兰和意大利，见多识广；他对孟

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和《波斯人信札》极表赞赏，还受到

其他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影响。他对中国的了解全靠第二手材

料，尤以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为最。他写了６篇有关中

国的文章，向一般群众普及有关中国的知识，文中涉及中国的

农业、宗教、语言等，此外还在他的剧本和专著中多处提及中

国。他认为大多数中国人与大多数欧洲人一样无知而迷信，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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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精英却具有很高的水平，在他们治理下

的中国是一个开明的国家，所以他认为应该研究欧洲可以向中

国学些什么。他撰文对《赵氏孤儿》进行评述，并转译了该剧

的第一幕和第二幕。他赞扬该剧有益于提高人民的道德水平，

但与法国文人一样，认为该剧不符合“三一律”，批评该剧在

结构和艺术形式上尚有欠缺。霍尔贝格认为孔子的哲学是合乎

理性的，值得欧洲人详加研究。１８世纪的北欧人对于中国的

认识，与西欧人没有多大区别，这要归功于霍尔贝格的努力。

他的信息虽然主要来自在华法国传教士，但由于他不是教会人

士，所以他在介绍中国时，着眼点在于普及有关中国的知识，

而不在意中国人的宗教信仰是否与欧洲人相同，就此而言，他

不是简单地传递信息，而是对信息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加工。

１７３１年瑞典设立东印度公司，以瓷器为主的中国商品开

始大量输入瑞典。瑞典王家科学院首任院长卡尔·里奈（Ｃａｒｌ

Ｌｉｎｎé）有一些学生及友人任职于东印度公司，他积极利用这

些关系增进对东亚及中国的了解。当他获知东印度公司的一位

员工手中握有中国名画“耕织图”后，亟欲将此画收归科学院

珍藏，于是向藏画者作出以科学院院士头衔交换此画的许诺，

由此不难看出，这位院长对于中国的艺术品有着何等热烈的追

求。“耕织图”为南宋刘松年所作，康熙皇帝得到此画后爱不

释手，遂令宫廷画家焦秉贞雕版印制，制成耕图和织图各二十

三帧，康熙为每一帧图题诗一首，因而又称“御制耕织图”，

极为珍贵。瑞典驻巴黎大使谢费尔（Ｓｃｈｅｆｆｅｒ，　Ｃａｒｌ　Ｆ．　，　１７１５　－

１７８６）是一位“颂华派”，而且与《中国建筑、家具和服饰设

参阅《第６届尚蒂伊国际汉学会议文集》（Ａｃｔｅｓ　ｄｕ　６ｅ　Ｃｏｌｌｏｑｕｅ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　ｓｉｎｏｌｏｇｉｅ 旧金山，１９９５年。（　１９８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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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的作者英国人钱伯斯是好朋友，他在传播中国文化的方面

所作出的贡献，促进了瑞典人对中国的好感。乌普萨拉大学早

在１６９４年就有学生以中国长城作为学位论文的题目，１７１０年

又有人撰写了关于孔子哲学的论文。同欧洲其他国家一样，瑞

典王室对中国的兴趣也非常浓厚；“中国热”在瑞典的最大举

动就是国王阿道夫·弗里德利克（Ａｄｏｌｐｈｅ　Ｆｒｅｄｅｉｃ，　１７１０－１７７１）

下令于１７５３年建造的一座中国式宫殿，这座在斯德哥尔摩夏

宫的原址上建成的宫殿，是国王送给王后的生日礼物。 国王

古斯塔夫三世（ＧｕｓｔａｖｅⅢ　，　１７４６－１７９２）及其大臣一如先王，

对中国的热情不减，对来自中国的一切都非常着迷，而且对法

国重农学派称颂中国的言论颇有同感。

荷兰作为一个海上贸易大国，引进中国商品早于并多于其

他欧洲国家，不但本身受到中国商品的影响，而且以这些商品

影响了其他欧洲国家。荷兰几乎没有出现过名副其实的“中国

热”，但是荷兰人对欧洲的“中国热”却不无贡献，１７世纪末

纽霍夫的游记是出自非传教士之手的重要著作，为欧洲人提供

了许多真实而具体的中国信息。由于在荷兰港口停泊的船只往

往会带来关于东方的信息，所以荷兰简直就是中国信息的集散

地，尤其在１６５０年至１６６０年间，每一艘来自远东的商船必定

会带来有关中国的最新消息。荷兰人信奉新教，政府对出版物

的检审比较宽松，所以不少欧洲天主教国家的作家在荷兰出版

自己的著作，借以躲避本国的检查。孟德斯鸠是法国人，但是

参阅威尔逊、凯莱（编）：《欧洲研究中国：欧洲汉学国际研讨会

文集》（，Ｗｉｌｓｏｎ，　Ｍｉｎｇ　ａｎｄ Ｊｏｈｎ　Ｃａｙｌｅｙ， （ｅｄ）：Ｅｕｒｏｐ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Ｃｈｉｎａ：　Ｐａｐｅｒｓ
　

ｆｒｏｍ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ｉｎｏｌｏｇｙ），伦敦，　Ｈｉｓｔｏｒｙ

１９９５年，第１６１－１６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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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成名之作《波斯人信札》却是在荷兰出版的；卫匡国是意

大利人，他的《中国新图》也是在荷兰出版的。荷兰人对中国

情趣似乎并不十分热衷，但荷兰学者对于中国的研究却引人瞩

目。早在１６２６年，荷兰人就编成了一部中－荷－拉字典。在

１７世纪，高利乌斯和伏希乌斯（Ｖｏｓｓｉｕｓ，Ｉｓｓａｃ，１６１８－１６８９）

等人都为欧洲的早期汉学作出了贡献。

１８世纪的意大利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到处可见中国情

调，威尼斯从１７世纪末就生产中国式的漆绘家具，罗马、威

尼斯和佛罗伦萨等地，每遇重大节日便可见到化装成中国人的

游行者，在广场上和街头载歌载舞。意大利各地舞台上常常上

演中国题材的戏，其盛况绝不亚于法国和英国，尖顶帽和船形

鞋成了舞台上的所谓中国角色的典型行头。佐里在他的著作中

指出，当时意大利有许多关于中国的戏剧作品，如《中国英

也许因为雄》、《鞑靼大汗》、《中国皇帝入城记》等。 早在马

可波罗时代，威尼斯就已经向东方开放，接受东方的影响，因

而１８世纪的威尼斯，在“中国热”的许多方面走在其他意大

利城市前面，在戏剧方面尤其如此，许多中国题材的意大利喜

剧或歌剧都是在威尼斯首演的。１７５２年上演了彼得罗·基亚利

（Ｃｈｉａｒｉ，　Ｐｉｅｔｒｏ，　１７１１－１７８５）的《中国女奴》，剧中的一个角色

用大段独白颂扬马可波罗的功绩。演出获得成功，好评如潮，

作者大受鼓舞，立即写了续篇《中国姐妹》，于第二年演出。

梅塔斯塔西奥根据《赵氏孤儿》改编的《中国英雄》曾于

１７５３年在威尼斯上演，戈齐编写的中国题材的（图兰朵）也

曾于１７６１年在威尼斯演出。在中国式的室内装饰方面，最著

参阅佐里：《中国与意大利启蒙时代》（Ｚｏｌｉ à，ｓｅｒｇｉｏ：Ｌａ　Ｃｉｎａ　ｅ　Ｉ＇ｅｔà

ｄｅｌｌ＇ｕｍｉｎｉｓｍｏ　ｉｎ　Ｉｔａｌｉａ），波伦亚，１９７４年，第１１４－１１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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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的是１７５７年至１７５９年间在那不勒斯建成的一座王家别墅中

的一个中国房间，墙壁和顶棚全都使用瓷砖镶砌，花饰呈浮雕

状，画面上有鸟、蝴蝶以及中国官员等常见的所谓中国场景。

这个中国房间深得王室成员的欢心，当一名王室成员前往西班

牙继承王位后，竟然下令在西 意大利人班牙照样建造一个。

撰写的有关中国的著作，大多出自耶稣会士笔下，其中许多是

内部文件，难得与一般公众见面。但是，意大利人翻译介绍

其他欧洲国家的作者关于中国的著作热情很高，不但门多萨等

人的著作有意大利文译本，就连冯秉正的《中国通史》这样的

大部头著作，也在原著出版后不久就有了意大利文译本。

当今意大利著名汉学家白佐良（Ｂｅｒｔｕｃｃｉｏｌｉ，　Ｇｉｕｌｉａｎｏ）谈及

１７世纪以来意大利对中国的研究时认为，意大利迟至１８７０年

才实现独立，组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这一特殊政治背景

使得统一之前的年轻人，少有条件接触与中国有关的事务，连

前往中国经商的机会也很少，因而限制了意大利人对远东和中

国的兴趣。他说，整个１７和１８世纪，在关心中国研究和中国

方面，“我找不出一个值得一提的意大利人”。 白教授的话不

无道理，但我们觉得，意大利的著名思想家维柯（Ｖｉｃｏ，Ｇｉ－

ａｍｂａｔｔｉｓｔａ，１６６８－１７７４）还是值得一提的。维柯没有就中国进

行过专门研究，但在研究中时而涉及中国，在他的著作里不止

一次把中国作为例证进行论述。他与当时许多欧洲人一样，对

中国文字抱有极大兴趣，却又不得要领。他认为，汉字是一种

象形文字，而中国人直到今日依然使用象形文字的原因，则是

参阅霍诺尔：《中国情趣－对中国的看法》，第１２２－１２３页。

威尔逊、凯莱（编）：《欧洲研究中国：欧洲汉学国际研讨会文

集》，第７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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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长期不与其他民族交往，自我封闭在黑暗的孤立状态

中。他对汉字的看法当然相当幼稚，但他发现了中国人的自我

封闭意识，并把它视为中国进步缓慢的原因，应该说这是相当

深刻的见解。这种观点的出现也说明，欧洲的“中国热”已经

到了该降温的时候了。在他的眼里，孔子并不是贤哲，更不是

圣人，而只是一个企图用法律来规范伦理的立法者，因而，他

对孔子远远没有表现出伏尔泰那种五体投地的敬意。

波兰的中国情趣早期主要体现在国王扬·索别斯基三世

（Ｓｏｂｉｅｓｋｉ，Ｊａｎ，１６２４－１６９６）身上。这位国王于１６８３年驰援维

也纳抗击土尔其，带回国的战利品中有一些来自中国的工艺

品，被视为珍宝。他的图书馆管理员科汉斯基是一个耶稣会

士，与德国学者莱布尼茨相识，经常就有关中国的各种问题同

莱布尼茨交换意见，这对国王本人不无影响。国王娶一位法国

贵族女子为妻，作为陪嫁，她带来了一批中国物品，同时也带

来了中国情趣。国王在佐尔克维亚和雅夫洛夫修建的中国式宫

殿，此后二三十年里，一直是波兰上流社会仿效的对象。他还

在维拉诺夫宫中作了中国式的装饰和布置，连床具、帐帏和睡

衣都是中国式的或用中国材料制成的。在此期间，亚美尼亚商

人转运了一些中国商品到波兰，普通波兰人开始有机会较多地

接触中国商品，由此对中国逐渐增加了感性认识。国王扬·索

别斯基三世于１６９６年去世后，波兰的中国风一度冷寂。１７３３

，１６９６－１７６年至１７６４年间奥古斯特三世（ＡｕｇｕｓｔｅⅢ　 ３）在位期

间，中国风再度兴起，华沙古堡中增添了不少中国家具。１７６４

年，斯·波尼亚托夫斯基（Ｓｔａｎｉｓｌａｓ　Ⅱ 　Ａｕｇｕｓｔｅ　Ｐｏｎｉａｔｏｗｓｋｉ，　１７３２

－１７９５）登上王位，中国风渐趋鼎盛。这位酷爱中国艺术的国

参阅忻剑飞：《世界的中国观》，第１５３－１５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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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不但大量从法国与荷兰进口中国工艺品，并且修建了一些

中国式的宫堡和园林，其中以瓦金基宫最能体现中国特色，庭

院和室内均竭力模仿中国建筑风格，连壁纸上都绘有广州的街

景。波兰王后玛利亚·莱什钦斯卡（Ｌｅｓｚｃｚｙｎｓｋａ，Ｍａｒｉａ，）在穆

什的宫堡中修了一个工作室，全部采用中国装饰。在国王的带

动下，民间的中国风也随之高涨，１７６８年在贝尔维台尔建起

了一个瓷窑，仿制中国瓷器；富人们按照英国人钱伯斯关于中

国建筑的著作，纷纷建造中国式的房屋和园林，中国式的大屋

顶在此时开始出现。中国风遍及所有手工艺领域，在一些教堂

里，耶稣像上竟然披着东方图案的花布，这种情形在西欧国家

中也难得见到。由于关于中国的信息几乎全部来自西欧，尤其

是法国，所以波兰的知识分子将有关中国的种种传说，视为来

自西欧的乌托邦，对于他们来说，中国不在远东，而在法国，

在离凡尔赛不远的地方。孔子的学说也引起波兰人的注意，

１７８５年，有人在雅盖沃大学讲授孔子的儒学，１６９８年，伏尔

泰的《中国孤儿》在华沙演出。

俄国是中国的北方近邻，从１７世纪中叶开始与中国进行

外交往来，使臣们返回俄国时，都带着中国官员或皇帝本人赠

送的礼物，其中主要是手工艺品以及丝绸，由于两国贸易尚未

大规模展开，所以这些中国礼物显得尤其贵重，受到俄国人的

喜爱。不久以后俄国商队接踵而来，贩运回去丝绸、锦缎、宝

石、瓷器等中国商品。与此同时，由海路运抵欧洲的中国商

参阅塔兹宾：《１６－１８世纪东方对波兰的影响》；载《波兰在第布
　

届国际史学大会上》（Ｔａｚｂ加勒斯特１５ ｉｎ，　Ｊａｍｓｚ：　Ｌｅ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ｅｓ　　 ｅｎ

Ｉｎ　ｔｅＰｏｌｏｇｎｅ　ａｕｘ　１６ｅ－１８ｅ　ｓｉèｃｌｅｓ，　Ｐｏｌａｎｄ　ａｔ　ｔｈｅ　１５ｔｈ 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ｏｆＨｉｓｔｏｒｉ－　

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ｓｅｓ　ｉｎ　Ｂｅｃａｒｅｓｔ），华沙，１９８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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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从西欧北上转入俄国。欧洲传教士一直希望经由陆路从欧

洲前往中国，借以减少海上航行的巨大风险；虽有几位传教士

在这条路线上获得成功，但由于俄国官方的阻挠等原因，从欧

洲至中国的陆路交通迟迟不能打通。西欧的“中国热”高涨之

时，俄国也刮起了修建中国式园林之风，庭台楼阁和中国式的

室内陈设，也为俄国贵族所喜爱。彼得堡郊外皇村的夏宫、奥

朗宁堡的中国宫，就是以中国宫殿为模式建造的。夏宫里面有

中国式的小桥流水和亭子等建筑小品，客厅也按照中国习俗布

置。汉学研究也在俄国开展起来，德国著名学者贝耶曾在彼得

堡科学院任职，在那里完成了多种汉学研究著作；法国科学家

德里尔被聘为俄国天文台台长，他不但曾是黄嘉略在巴黎的邻

居，而且与一些耶稣会士保持着联系。这些与中国有着种种联

系的外国学者在俄国工作期间，与在华耶稣会士长有书信往

来，从而促进了俄国的汉学研究。１８世纪２０年代，俄国政府

通过东正教北京布道团有计划地培训俄国汉语人才，其中两名

学生后来在科学院从事研究，先后翻译了包括《大学》、《中

庸》、《通鉴纲目》在内的许多中国古代著作。伏尔泰的《中国

孤儿》则于１７８８年被译成俄文。

四、中国在１８世纪欧洲的形象

事实上，不但在欧洲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国形象，即使是同

一个国家的人民，对中国的看法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主

要原因至少有两个。首先，信息来源不同，有的国家，例如法

参阅孙成木：《俄罗斯文化一千年》，北京，１９９５年，第３０６－３０９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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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由于有大量传教士在中国，而这些传教士大多数是耶稣会

士，因此，在华耶稣会士通过提供有关中国的信息，把他们对

中国的看法灌输给了法国人。但是，由于当时的法国正处在社

会大变革的前夜，人们的思想非常活跃，加之关于中国的礼仪

之争在法国闹得轰轰烈烈，两派的意见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因而对中国的负面看法在法国也不乏赞同者。在华意大利传教

士人数相当多，然而除了利玛窦、卫匡国、殷铎泽等少数耶稣

会士曾经向欧洲提供了许多有关中国的信息外，其余的意大利

传教士关于中国的报道大多是教会的内部报告，没有得到公开

发表的机会。意大利人对于中国的了解，很大程度上依靠来自

法国的信息，他们对中国的看法受法国人的影响极大，无论对

中国的肯定和否定，几乎都可从法国找到根源。不过，也许因

为意大利人对于社会变革不像法国启蒙思想家那样持激进观

点，所以他们面对中国时，心情比较平和，态度相对持重。在

意大利，起初既没有明显的颂扬中国的高潮，后来也见不到所

谓“中国神话”的破产。俄国虽然也是欧洲国家，但是地跨欧

亚，且与中国接壤，中国与俄国之间的官方接触和民间贸易都

与其他欧洲国家有许多不同之处。因而俄国人有自己的中国信

息来源，无需依赖欧洲国家；何况俄国人大多信奉东正教，与

在华欧洲传教士的关系比较疏远，所以他们的中国观较少受到

法国耶稣会士的影响。其次，宗教信仰的不同也是影响人们心

目中中国形象的一个重要原因，英国在这一点上比较明显。众

所周知，英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首屈一指的海上强国，在对

外扩张和远东贸易中气势逼人，可是在１９世纪之前，英国却

没有向中国派出一个传教士，主要原因在于英国是一个新教国

家，与天主教矛盾重重，而在１９世纪之前，在华传教士无一

不是天主教徒。正因为如此，英国人对于法国耶稣会士有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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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报道不但缺乏热情，甚至嗤之以鼻，法国耶稣会士的一些

著作虽然也被译成英文在英国出版，但是受欢迎的程度远远低

于法国、意大利等国。反之，英国人猜忌、怀疑和否定中国的

言论，特别是对于中国开明政治的不屑，不但早于多数欧洲国

家，而且势头强劲。所以，英国没有也不可能有伏尔泰。中国

在欧洲各国的形象不尽相同的原因还有许多，例如，信息在传

递和翻译过程中发生的有意或无意的变异，与外界接触的条件

优劣和了解外界的愿望强弱，在历史上形成的民族特性等等。

以上是就不同国家而言，纵然在同一个国家中，不同的信息来

源、不同的理念等等，都会对中国形象的形成产生或大或小的

影响。例如，传教士和商人、外交家描绘的中国往往不尽相

同，即使同是传教士，也会因所属教派或修会不同而对中国有

不同的评述。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礼仪之争”中对立的两

派，分别展现在他们笔下的中国，有时几乎令人难以相信是同

一个国家。总而言之，由于种种原因，在１８世纪的欧洲，不

存在一个人人认同的中国形象。然而，这并不等于说，１８世

纪的欧洲人对中国的看法千差万别，根本无法梳理出一个大致

清晰的并被大多数公众接受的中国形象。史实表明，在较长的

一段时间里，在大多数欧洲人心目中，中国的形象是确定的、

清晰的，而且是正面的、美好的，如果否认这一点，就无法解

释“中国热”何以出现并持续将近一个世纪。与这个形象并存

的对中国的负面看法和评价，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中国在欧洲

的主导形象中的某些理想化成分，但并没有将它淹没，反而衬

托出这个主导形象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提高了它的真实性。

１．国土与人民
１７世纪之前，欧洲人对中国的了解主要来自马可波罗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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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著名的游记，但是，马可波罗笔下的那个东方大国名叫契丹

（Ｃａｔｈａｙ），而不叫中国（Ｃｈｉｎａ）。契丹与中国究竟是否同一个

国家，这个问题曾经长期困惑着许多欧洲人。庞迪我、曾德

昭、卫匡国等基督教传教士来到中国后发现，马可波罗的描述

与他们在中国所见几乎完全一致，因而大体上肯定契丹便是中

国，进一步询问了来到中国的中亚细亚商人后，疑团几乎完全

消失，他们发现，契丹是撒拉逊人和蒙古人对中国的称呼。荷

兰汉学家高利乌斯与卫匡国在欧洲的一次会见，为这个判断提

供了最有力的旁证。高利乌斯搜集到了一些１３世纪的波斯天

文资料，其中包括一份契丹人的干支记时法。１６５４年卫匡

国到达欧洲后，在莱顿会见高利乌斯。高利乌斯就那份波斯

文资料中的干支问题向卫匡国请教，他刚刚念到“寅”字，卫

匡国便不让他继续往下念，告诉他这是中国的天干，并接着

把天干中余下的九个字背给高利乌斯听。这就说明，那份波

斯资料所说的契丹人的干支记时法，实际上是中国人的干支

记时法，由此证明，契丹人就是中国人。高利乌斯将这个发

现敷衍成文，作为卫匡国的《鞑靼战纪》的附件付梓出版，

自此以后，几乎不再有人怀疑马可波罗笔下的契丹就是中

国。

西人何以称中国为Ｃｈｉｎａ？有多种推测：有人说是中国人

常挂在嘴上的“请”字的音变；有人说是中国最大的海港漳州

的音变；有人说，当年中国的秦朝威名远播，西人遂称中国为

“秦”，Ｃｈｉｎａ一词便来自秦（Ｃｈｉｎ）。西人之所以未能自始至终

使用Ｃｈｉｎａ这个词，原因在于中国人以朝代的名称自称，而朝

代在历史上多有更迭，西人对中国的称呼也随朝代更迭而变

化。欧洲人发现，中国人对自己的国家也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

称呼，以前叫大明，如今称大清，也因朝代更换而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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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一个欧洲人不震惊于中国的幅员

之辽阔，他们觉得，中国每一个省的面积几乎都相当于欧洲的

一个国家。由于地理学尚不发达，欧洲人以为中国的领土呈四

方形，东南濒临大海，西部边界止于陇西，南部达于海南岛，

长城则是中国的北方边界。他们把长城以北地区称作鞑靼，而

所谓鞑靼人则包括满族、蒙古人和聚居在中亚细亚的许多民

族。欧洲人认为中国得天独厚，除了北方沙漠，东、南、西三

面都有天然屏障。

卫匡国的《中国新图》极大地改变了欧洲人对于中国地理

的无知状态，他不但一一列出了中国十五个省各自所属的州、

府、县，而且介绍了各地的地形、山川、城市、物产、交通以

及名胜古迹等等，所以到了１７世纪下半叶，欧洲人所掌握的

中国地理知识，已达相当高的水平，在此后将近二百年中，并

无实质性的增补或变化。正因为如此，法国大文豪伏尔泰曾

说，欧洲人对于中国的了解甚于对欧洲某些地区的了解。

中国有许多大城市，最著名的是北京、南京、广州、泉

州、杭州、苏州、西安。作为首都，北京理所当然地得到最多

的介绍和描述。北京的内城被称作“满人城”，外城被称作

“汉人城”，在内城之内还有皇城和紫禁城。紫禁城内是皇宫，

其体量之大俨然是一座城市，红墙黄顶，宫殿无数，高台玉

樨，气度非凡，置身于其中便自觉渺小。不过，欧洲人觉得，

由于门窗不使用玻璃，宫室内光线不足，相当昏暗；宫殿虽然

雄伟庄严，但是缺乏必要的采暖设备，冬季室内温度很低，为

皇帝服务的传教士往往冷得发抖。北京的街道整齐，商业繁

华，但是黄土路 尘土飞面带来许多不便，大队人马经过时，

扬，遮天蔽日，看不清五步以外的人和物。南京曾是明朝的京

城，与北京一样有雄伟的宫殿和宽阔的街道，居民人数也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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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以下。广州是澳门之外西洋人最熟悉的中国城市，杜赫德

说广州的体量与巴黎不相上下，但商业更加发达；站在珠江

边，能看到来自欧洲各国的商船。杭州和苏州以其妩媚的景致

享誉欧洲。杭州的名声主要来自丝绸和西湖，而苏州则因其市

内众多的河道而闻名，马可波罗曾将苏州比作威尼斯，１７世

纪以后来华的欧洲人大都认同这一评价，而且指出，若就桥梁

的数量而言，苏州则在威尼斯之上。西安作为古都，名声不

小，但因地处内陆，到过其地的欧洲人不算很多，它的名声很

大程度上是与出土于其近郊的“大秦景教流行碑”相联系的。

到过中国的欧洲人认为，除了这几个城市各有特色外，大多数

中国城市是按照一个模式建造的，到过其中一个，便等于到过

其余所有城市。

欧洲人对长江和黄河比较熟悉；他们还知道，除了大型河

流外，中国还有许许多多小江小河，为中国人带来了舟楫之

便。对于中国的名山，那时的欧洲人知之甚少，也许因为中国

的名山大多与佛教或道教有关，而西洋传教士无论属于哪个教

派或修会，都视佛教和道教为传播福音的大敌。

也许由于耶稣会士很少提到中国北方的严寒，许多欧洲人

误以为整个中国都地处温带，温度适宜，风光秀丽。法国耶稣

会士钱德明在珠江航行时，对两岸的景色作如下的描绘：“两

岸绿油油的稻田一望无际，犹如美丽的草场，其间河道纵横，

从远处望去，不见河水，唯有小船往来于河上，宛如在草毯上

滑行。远处小山顶上绿树成荫，山谷芳草鲜美，就像是巴黎的

土伊勒里花园。” 在这如诗如画的土地上，盛产稻米和各种

维西埃尔：《在华耶稣会传教士（１７０２－１７７６）书信选》，第６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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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水果以及鱼虾，所以一些欧洲人觉得中国得天独厚，凡是

欧洲有的东西，中国无一匮乏。德国耶稣会士基歇尔为此喟然

感叹，不明白上帝为何把天堂安排在这个不信奉基督教的国度

里。

某些欧洲人曾经认为中国是埃及的殖民地，中国人是埃及

人的后裔，法国学者梅朗早在１７３４年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后

来得到法国汉学家德经和英国的伦敦科学院两位学者的支持。

作为在这个问题上有较多发言权的在华耶稣会士，１７６３年受

到伦敦科学院的咨询，法国传教士钱德明给予否定的回答。

中国人在欧洲人心目中的外貌，主要来自游记中的文字描

述和各种艺术品中的图像。男人圆脸小嘴，蓄八字小胡，戴着

形似灯罩的帽子，女人穿着肥大的绣花袍子；无论男女老少，

总是佝偻着身子，似乎永远直不起腰来。到了１８世纪下半叶，

欧洲人发现，他们想象中的中国人形象与实际不符。一位游记

作者写道：“从来自中国的瓷器上所见到的人物画推断中国人

的长相，肯定会得出完全错误的印象。事实上，他们既非那样

丑，也不那样滑稽 在陡峭的山崖上，在曲折的小河可笑。”

边，人们在小巧的亭子里饮茶，谈天，听松涛，临晓风，望彩

云明月；阳春三月在绿草如茵的田野上放风筝，在柳树成荫的

这就是许多欧洲人心河边垂钓 目中的中国人形象。

中国人口之多和密集给予欧洲人的印象，比中国幅员之大

更加深刻。曾德昭、金尼阁和卫匡国根据中国官方的统计，都

把中国的总人口估算为二亿上下。有人说，中国的城市与城市

之间、乡村与乡村之间的间距极小，因而整个中国几乎连成一

片，像是一个巨大的城市，到处挤满了男女老少。基督教的传

鲁斯洛德絮吉：《奇趣轶闻杂录》，第４卷，第１８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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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观念认为，人丁兴旺是富裕的结果和标志，依据这个观念，

众多的人口表明中国是一个富裕的国度。但是，传教士也看

到，中国农民白天泡在稻田里辛勤耕作，晚上只有一口米饭和

一碗清汤果腹，生活极为清苦。由于贫穷，弃婴、溺婴、贩婴

等现象屡见不鲜，这显然不是富裕的象征，而是贫穷的标志。

于是有人认为，是众多的人口造成了中国的贫困，巨大的人口

成了中国的一大负担。人口问题于是成了许多欧洲思想家关注

和探讨的一个重要课题，并发表了一些各不相同的议论。多数

人认为，人口众多是一件好事。伏尔泰说，只有政治宽和，经

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人口才可能大量增长；所以在他看

来，中国除了长城和运河两大工程足以令世界震惊外，众多的

人口应该视为第三奇迹。持相反看法的人认为，人口众多与政

治优劣无涉，其原因主要是中国的地理条件比较优越，地处温

带，土地肥沃，因而农业产量较高，疆界非大海即高山，外族

难以入侵，大规模战争很少。狄德罗、魁奈认为，中国人口已

经过剩，并造成了一些不良后果：首先是土地过度开发，人民

过度劳累，一部分人陷入贫困；其次是因贫困而不珍惜生命，

弃婴和溺婴现象随处可见；再次是人们为苟活而不得不日夜操

劳，科学技术的进步受到严重阻碍。孟德斯鸠虽然没有明确表

示中国的人口已经过剩，但他同样认为，众多的人口是中国的

一大包袱，不仅对经济有负面影响，而且影响中国的政治。他

说，由于生计艰难，人们无暇旁顾，因而呈现一派虚假的太平

景象；然而每逢灾荒，为饥饿所迫的人们极易铤而走险，于是

盗贼蜂起，逐渐形成大规模的造反队伍，对政权构成严重威

胁；为防患于未然，皇帝不得不减轻税赋，灾年放粮赈济，所

以中国的专制主义给人以比较温和的印象。

欧洲人注意到，中国人普遍勤劳节俭，农民尤其如此。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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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按照士、农、工、商的排列顺序，农民的地位在理论上较

高，但实际上他们的生活水平远远比不上商人。农民日出而

作，日落而息，终年辛劳，难得一饱。在中国几乎见不到一寸

荒芜的土地，田埂地头都得到了充分利用，连一座座小山也都

辟成梯田，用来种植粮食。中国人心灵手巧，既能干又肯干，

匠人们制作的各种工艺品巧夺天工，令人叹为观止。北京观象

台上的各种仪器、马可波罗曾经描述过的卢沟桥、举世无双的

永乐大钟，无一不显示着中国人的智慧和技能。

２．历史

欧洲人普遍把历史视为一个国家的荣誉，哪个国家的历史

越悠久，哪个国家的人民便越觉得自豪。因此，传教士笔下的

中国最让欧洲人感到惊奇的，除了人口奇多之外，便是历史悠

久得令他们无法相信。更让他们意外的是中国历代帝王对于修

史的重视，后一朝代的帝王为被他们所推翻的前一朝代编写历

史，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现象。格罗齐埃在为冯秉正的《中

国通史》所写的前言中说：“在中国人所培植的各种技艺和科

学中，历史研究始终独占鳌头，这个睿智的王国也许是世界上

唯一把公众事件代代相传视为国家职能的国家。”

欧洲人虽然很早就听说中国的历史非常悠久，但是在很长

时间中只有笼统而模糊的认识，并没有真切的了解。不少传教

士虽在各自的著作中提及中国历史，但由于大多是一些零星的

片断，彼此不能衔接，更因为对于中国的上古史众说纷纭，相

互矛盾，所以许多欧洲人对于中国历史之悠久持半信半疑的态

Ⅹ冯秉正：《中国通史》，第１卷，第 Ⅻ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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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中虽有一个“中国历代帝王

表”，但是，所有帝王的名字都用拉丁字母胡乱拼写，难以认

读，而且缺乏足够的事实证明他们曾经统治过中国，所以可信

度不高。卫匡国的《中国上古史》出版后，彻底改变了这种局

面。此书以伏羲开卷，终于公元前１年（汉哀帝元寿二年），

不间断地列出了伏羲等传说时代的君主和夏、商、周、秦各代

所有君主以及西汉迄于哀帝的所有皇帝的在位年代，完整地记

述了长达　２９５２年的中国上古史。卫匡国使用了欧洲人熟知的

公元纪年法，同时也使用了中国传统的甲子纪年法，两者互相

对照的结果，提高了这段历史的可信度。此外，他还在《中国

新图》中极为简略地叙述了东汉的历史。他曾宣称要再写一部

中国历史，用以接续《中国上古史》，但由于意外原因，此书

未能问世。１６６０年前后，法国人戴弗诺（Ｔｈéｖｅｎｏｔ，Ｍｅｌｃｈｉｓ－

éｄｅｃｈ，１６２０－１６９２）出版了一部游记《神奇旅行集》（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ｄｅ　ｄｉｖｅｒｓ　ｖｏｙａｇｅｓ　ｃｕｒｉｅｕｘ），其中包含一部记述中国历史的专著

《中国史略》（Ｓｙｎｏｐｓｉｓ　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ｉｃａ　ｍｏｎａｒｃｈａｅ　ｓｉｎ ），此书ｉｃａｅ⋯⋯

除简要地复述中国上古史外，主要记述了从汉代至明代的中国

历史，具体地说，从洪水后第２２５年到公元１６２５年（明仁宗

洪熙元年），恰好构成了卫匡国的《中国上古史》的续篇，因

而有人推测此书的底本或许就是卫匡国的未版手稿。１６８６年，

柏应理发表《中国历史年表》，排列了从公元前２６９７年到公元

１６８３年（清康熙二十二年）的中国历代帝王在位年代。这三

部专著提供了虽然简略却是完整的自古至今的中国历史，不但

大大增进了欧洲人的中国历史知识，更重要的是令他们在确凿

的史实面前，确信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

欧洲人通常把伏羲认作中国的第一位君主，称他是中国最

早的立法者，还有人说他是汉字的发明者。关于他究竟何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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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以及统治中国多少年等问题，那就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了。

在中国历史的断代方面，当时的欧洲学者把中国自夏至清的全

部历史划分为２２个朝代：夏、商、周、秦、西汉、东汉、晋、

南宋、南齐、南梁、南陈、隋、唐、后梁、后唐、后晋、后

汉、后周、宋、元、明、清，并习惯于用序数来称呼各个朝

代，例如将唐朝称为第十三朝，将明朝称为第二十一朝，等

等。由于他们普遍使用这种方法，所以在欧洲人中间不至于引

起混乱和误解。基于宗教等原因，欧洲人奉《圣经·旧约》为

阐述世界的由来和历史的权威著作，他们坚信，《圣经》是绝

对不会有错的。然而他们发现，按照中国史书所述，鲧和禹父

子治水时，《圣经·旧约》所记载的洪水尚未发生，此事让几乎

所有的学者感到惊愕，他们相信，问题一定出在中国史书上，

于是便花费许多精力去研究中国的洪水与《圣经》所述洪水的

关系。由此而造成的结果是欧州人对中国历史的兴趣偏重于上

古史。一般欧洲人除了笼统地知道中国历史相当久远之外，具

体的所知不多。不过，由于传教士在介绍中国的宗教和哲学时

常常提及，因而有些朝代和历史事件为较多的欧洲人所知：秦

始皇帝与焚书坑儒，孔子、老子与春秋战国，汉武帝与佛教传

入中国，宋朝与宋儒的理学，蒙古人入主中原与元朝，明成祖

与郑和下西洋⋯⋯欧洲人了解最多的一段中国历史，应该说是

明朝的覆亡和清朝的建立。

严格地说，明清交替对于当时的欧洲人来说，是新闻而不

是历史。但因当时交通不便，中国的消息传到欧洲已经是若干

年之后了，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称作历史也是说得过去的。

满人入主中原的消息在１７世纪５０年代开始传到欧洲，最

早报道此事的是荷兰和德国的期刊。为南明服务的波兰籍传教

士卜弥格于１６５３年到达欧洲后，证实了满人已经占领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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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的消息，不过，他声称明朝的永历依然是中国的皇帝。卫

匡国的《鞑靼战纪》当然是记述这一事件最具影响力的著作，

不过，另外还有一些著作或多或少地记述了同一事件，其中主

要有纽霍夫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使华记》、闵明我的《中华帝

ａ，ＪｕａｎＰａｌａｆｏ国纵览》、西班牙人曼多萨（Ｍｅｎｄｏｃ ｘ）的（ 鞑 靼

征服中国史（）Ｈｉｓｔｏｉｒｅｄｅ　ｌａ　Ｃｏｎ ｒｅｓ、ｑｕêｔｅｄ　ｅ　ｌａ　Ｃｈｉｎｅ　ｐａｒ　ｌｅｓ　Ｔａｒｔａ ）　

安文思的《中国新志》、鲁日满的《中华鞑靼史》（Ｈｉｓｔｏｒｉａ　Ｔａｒ－

ｔａｒｏ－ｓｉｎ ｓｌｏｎ，　Ａｄｒｉｅｎ）的《鞑靼统治中国史》ｉｃａ）、格莱隆（Ｇｒｅ

（Ｈｉｓｔｏｉｒｅ ｄｅ　ｌａ　Ｃｈｉｎｅ　ｓｏｕｓ　ｌａ　ｄｏ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ｄｅｓ　Ｔａｒｔａｒｅｓ）等。在１６４７

年以后欧洲出版的有关中国的著作中，几乎都有一些关于满人

入关的记述，区别仅在于有些人写的是自己的见闻，有的人仅

仅撷取了卫匡国等人著作中的部分内容。这些著作各有侧重，

综合起来则比较详尽地勾勒了清兵入关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来

龙去脉和前因后果。作者们认为，明朝覆亡并不是偶发事件，

而是有其必然的原因。首先，当崛起于中国东北部的满人在他

们的领袖努尔哈赤、阿巴亥和多尔衮的领导下迅速壮大时，万

历皇帝未能妥善地处理日益增多的边界事件，以蛮横的态度不

公正地对待满人，因而引发辽东之战。此后的明朝皇帝不仅对

满人十分傲慢，对自己的文官武将也采取高压政策，致使人心

涣散。到了崇祯时期，皇帝奢靡无度，横征暴敛，加上宦官擅

权，腐败之风愈演愈烈，致使反叛之火燃遍全国，反抗朝廷的

起义队伍声势日壮，终于演出了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皇帝吊

死煤山的活剧。欧洲人对于李自成褒贬兼有，崇祯不惜决河堤

以阻止李自成北上一事，则遭到卫匡国的谴责；有人甚至认

为，与其让清兵入关，不如教李自成继续做皇帝。欧洲人笔下

的张献忠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杀人魔王，有人说他比古罗马皇帝

尼禄更残暴。欧洲人对于吴三桂的看法不尽相同，卫匡国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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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引清兵入关之举是“引虎驱狗”，因而予以谴责。欧洲人对

于满人在征战中的野蛮行径多有斥责，纽霍夫在记述他从广州

到北京沿途所见时，多次以战前与战后的城乡巨大反差，显示

清兵攻城略地时的烧杀掳掠。不过，他们几乎一致指出，满人

在北京建立新政权后，继续执行自我汉化政策，毫不迟疑地沿

袭明朝旧制，保留了绝大部分明朝的中央和地方政府架构。卫

匡国等人据此认为，中国的政权虽然落入异族之手，但是中国

的法统却并未因此而中断，满人建立的清朝依然是一脉相承的

中国，汉人固有的文治加上满人带来的武功，中国将会有更加

太平的未来。除了保留服饰、发式等某些习俗外，满人全面接

受汉族的文化遗产，敬孔尊儒，重用汉族文士，继续以儒家经

典作为科举的考试科目，这一切预示着，中华文明不会因政权

易手而衰微。

明清交替的消息传到欧洲之前，欧洲人看中国如同雾里看

花，朦朦胧胧，若即若离，与其说是现实，不如说是神话。当

欧洲人了解了明朝覆亡、满人入主北京的历史后，中国似乎骤

然间变了，变得既古老又年轻，虽远在天涯却又近在咫尺，以

往静止的、平面的中国形象，变成了生动而丰富的立体形象；

人们觉得，有关中国的报道和消息不再是天方夜谭，中国是一

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存在，是整个世界的一部分。这种亲近感

产生了双重效应，一方面，更多的欧洲人因为接受了一次中国

知识的普及而开始关注中国，另一方面，这种关注由偏重对

“希努瓦斯里”的追求，转向对中国各个方面的认真了解。总

之，欧洲人对中国的这种感情变化，在出版物中得到了充分的

体现，从１６５０年到１６８８年，欧洲各国共出版了１６种有关“鞑

靼征服中国”的著作；以这一事件为题材的文艺作品也纷纷出

现，英国人写了一部正剧，荷兰人写了两部悲剧，德国人则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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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两部小说。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肯定，１８世纪“中国热”

高潮的形成和发展，与明清交替的消息传入欧洲以及由此而产

生的效应不无关系。

３．传统与习俗
凡是谈及中国的著作，或多或少都会谈到中国人的传统和

习俗，由于各民族的传统与习俗往往相去甚远，所以对于一般

民众而言，这也是他们比较感兴趣的方面，所谓“异国情调”

就是外国人的习惯、兴趣、爱好等等，所谓“东方情趣”无非

是波斯、印度、中国等东方国家的艺术、建筑、装饰、衣着、

游戏等等。经过传教士和旅行者的描述和渲染，欧洲人对中国

人的古老传统和独特的习俗，包括其中的精华和糟粕，有比较

多的了解，中国在欧洲的形象，尤其是在普通民众中的形象，

很大程度上是由这部分内容构成的。

欧洲人都知道，家庭在中国社会中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

一方面，欧洲国家中通常由政府、教会或慈善机构承担的责

任，在中国通常由家庭承担，也就是说，中国人的家庭承担了

欧洲人的家庭所不承担或少承担的许多责任。另一方面，中国

的家庭是国家的缩影，国家则是放大了的家庭，管理国家的基

本原则和管理家庭的基本原则几乎完全一致，前者来自后者，

是后者的延伸和发展。家长通常由辈分最高的男性担任，是家

庭的中心，在家庭中享有绝对权威。中国人以人丁兴旺为福，

家庭成员往往较多，四世同堂乃至五世同堂是很多家庭追求的

目标，一旦实现则备感荣耀。管理家庭的基本原则大多来自儒

家的教诲，其中最主要的是“三纲五常”。三纲的具体内容是

“父为子纲，君为臣纲，夫为妻纲”，就是说，子女、臣属、妻

子要分别绝对服从父辈、君主和丈夫；五常即仁、义、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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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信，是规范家庭成员行为的基本准则。在家庭中，尊卑、

长幼的区分非常严格，绝对不能逾越，加之中国人注重礼节，

家庭成员之间也有一套固定的格式，所以中国的家庭气氛凝

重，肃穆有余，欢快不足。中国的家庭又是一所学校，每一个

成员都在这里接受儒教的核心“孝”的教育，孝的内容除了服

侍父母的饮食起居，为他们提供赡养外，更重要的是接受他们

的教诲，把自己修养成为入则以孝事父母，出则以忠事君主的

君子。

中国人普遍实行早婚，男子十六七岁，女子十四五岁结婚

极为常见。婚姻严格由父母作主，毫无婚姻自由可言，男女青

年往往在新婚之夜才见第一面，因此而酿成的悲剧屡见不鲜。

媒人的中介不可或缺，即使好友乃至亲戚之间通婚，也需要通

过说媒。父系亲属之间严禁通婚，母系亲属之间联姻却相当宽

松，姐妹的子女通婚是常事。彩礼很重，几近买婚，这种习俗

在下层民众中尤其盛行，成为贫苦百姓的沉重负担。中国人实

行多妻制，有钱人和官员常常妻妾成群。妻只有一位，妾的数

量不限；妾的地位很低，无法与妻相比，子女即使是妾出，也

奉妻为母。守寡受到鼓励和褒扬，守寡数十年的妇女被视为美

德的楷模，皇帝赐匾，并为之立贞节牌坊。中国还有一种令西

方人很难理解的习俗，那就是，未婚夫死亡后，未婚妻即使年

方二八，也必须终身不嫁，以守妇道。

中国人很重视死亡，普遍实行厚葬，不但葬礼隆重，而且

不惜耗费巨资，把坟墓造得宏伟壮观，这不但体现了中国人对

逝去的长者的尊敬，还因为中国人认为，死者是否得到妥善的

安置，关系到他们能否给生者提供有效保护这个极为重要的问

题。正因为如此，造坟与建宅一样，非常讲究风水，通常需要

延请职业的风水先生择址。对死亡的重视还表现在守孝这种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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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中，父母死后，儿子需守孝三年，在此期间不能外出求学或

经商，在外地做官的也要暂停职务，回乡守孝。

中国人注重礼仪，对于各种社交场合都有严格的程式化的

规定，对外国人也不降低要求，因而常令初到中国的西方人士

感到为难。欧洲人觉得，中国人的礼节过于烦琐，寒暄话一套

又一套，令人不胜其烦，而且无谓地浪费了许多时间。饭桌上

的规矩更多，宴会持续五六个小时，回家时依然锇着肚子的事

并不少见。孟德斯鸠也认为中国的礼节过于烦琐，几乎达到妨

碍人们自由的程度，但他却认为改不得，因为中国人的礼节已

经成为道德的一个组成部分，从一个人的礼节可以判断他的道

德水平和受教育程度。他举例说，在中国，儿媳妇每天早晨要

向公婆请安，这是一种习惯也是一种礼节，看起来是一桩小

事，似乎不必过于认真，但是这种习惯却起着密切家庭成员之

间的关系、时刻提醒人们不违反行为准则的作用，所以不能等

闲视之。中国文人的名字很复杂，通常每人均有名、字、号，

如何称呼要视对话者的身份以及场合而定。中国人对自己以及

家人有许多谦称，对他人则有各种各样的尊称，正确使用这些

尊称和谦称绝非一件易事。欧洲人对于中国人的一些谦称，诸

如“糟糠”、“犬子”、“不才”等等，感到难以理解，虽说是出

于谦逊，却给人以虚伪的印象。

传教士有机会对中国的普通百姓作就近观察，比较容易发

现中国人因对外部世界的无知而产生的妄自尊大。耶稣会士沙

守信（Ｃｈａｖａｇｎａｃ，　Ｅｍｅｒ　ｉｃ　，　１６７０－１７１７）绘声绘色地叙述了一群

中国文人观看世界地图时的表现。起初，他们以为东半球就是

中国，可是觉得地图上剩下部分依然太大；当他们得知中国竟

然只是亚洲的一小块时，一个个惊愕得目瞪口呆，无法相信这

是事实，喃喃地自言自语：“小得很，小得很。”不但如此，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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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中国人还认为，凡不是中国的东西都不值得重视。沙守信还

提到，中国人明明知道洋船比中国船好，可是当有人建议他们

仿造时，他们却对这个建议感到吃惊，因为他们认为，只要是

中国自古就有的东西，就不能改动，否则就是犯罪。这种自我

封闭的意识自然也对基督教的传布造成巨大困难，沙守信转述

他的传教对象的话说：“你们的宗教是外来货，在我们的书里

找不到，中国以外若真有好东西，我们的圣人能不知道吗？”

欧洲人注意到，中国人喜欢立牌楼，每个城市，乃至集

镇，几乎都有牌楼，而且往往不止一座。立牌楼的由头多种多

样，但一般都比较简单，家族里有人中了状元，立了战功，都

可以立牌楼；为了表彰为公众做了好事的官员或平民，也可以

立牌楼。更多的牌楼却是为节妇立的，她们或是丧夫后长年守

节，或是为守节而自尽，中国人将此类牌楼称作贞节牌楼。

一些欧洲学者认为，中国的上流社会和下层民众有着许多

明显的差别，出身上流社会的人普遍受过较好的教育，知书达

理，遵循孔子的教导，以儒家思想规范自己的行为，在他们身

上体现着中国的优良传统。下层民众虽然吃苦耐劳，勤劳朴

实，但往往为生计所迫，无法接受很好的教育，因而迷信神

鬼，沉迷于佛老异端，少数人为了蝇头小利而将仁义廉耻丢在

一边，不惜对外来者坑蒙拐骗。伏尔泰多次表示，判断中国人

的道德水平，不能以“小民”为准，而要以“文士”为准。

４．经济与商贸
凡是到过中国的欧洲人，几乎无一不曾注意到中国的人口

参阅维西埃尔：《在华耶稣会传教士（１７０２－１７７６）书信选》，第

９２－９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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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有的欧洲人据此推测，中国一定是一个富足而强大的国

家，能够生产一切它所需要的东西。在传教士的笔下，中国确

实是一个完全可以自给自足的国家，物产的丰富超过欧洲国

家，欧洲所有而中国所无的物品，中国人都能找到代用品，所

以中国政府对于与外国进行贸易很不热心。中国有各种矿产资

源，但是政府不鼓励开发矿业，原因是担心过多的民众聚集在

一起，容易引起造反。

欧洲人对中国农业有较多的关注，他们注意到，中国农业

非常发达，可耕地几乎全都种上了庄稼，连欧洲人认为无法耕

种的土地也得到了充分的利用。丘陵被开辟成梯田，层层叠叠

直至山顶，蔚为壮观。一方面表现了中国人的勤劳和智慧，另

一方面也说明人口的压力。中国的农业讲究精耕细作，水稻地

区重视灌溉，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建造了许多大型灌溉工程；耕

地不像欧洲那样实行轮休，但产量并不低。从总体上看，中国

人在同样面积的农田上获得的粮食比欧洲人多。普瓦弗尔到过

中国，而且是一位对农业和植物有专门研究的专家，他认为，

中国的高产秘诀在于改善土壤，在合适的季节里进行深翻，及

时播种，优先种植谷物。他列举了中国人使用的各种肥料，其

中包括泥灰石、石灰、草木灰、厩肥、人粪尿，并且给予很高

评价：“总而言之，产自土地的一切都以自然转化后的某种形

式，一点不少地还给土地。” 普瓦弗尔的这句话，实际上已

经包含着朦胧的生态农业意识，可惜没有受到任何人的重视。

欧洲人注意到，在中国几乎见不到牧场，天然牧场和人工牧场

都没有，所以畜牧业在中国不很发达，除了家庭饲养少量猪、

参阅普瓦弗尔：《哲学家游记》（Ｐｏｉｖｒｅ，　Ｐｉｅｒｒｅ ：　Ｖｏｙａｇｅｓ　ｄ＇ｕｎ

年，第１７１－１７５页。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ｅ），伊夫东，１７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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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以及家禽以外，很少见到成群饲养的牲畜。牛在中国虽然是

常见的家畜，但是中国人养牛如同养马和驴、骡一样，主要是

为了役用。欧洲人认为，中国的农产品十分丰富，粮食、蔬

菜、水果和药用植物的种类都不比欧洲少。北方的大白菜引起

普瓦弗尔的特别注意，他设法把种子引进法国，进行试种。游

记作家鲁斯洛德絮吉对大白菜的介绍很具体，而且相当准确：

“白菜叶子像莴苣，但两者的花、籽、味道和植株高度都差得

很多。生长在北方的白菜质量最好，种植量大得惊人。霜降以

后，白菜质地更好，味道更鲜。十月和十一月间，北京的各个

城门从早到晚挤满了运送白菜的车辆。”

中国的手工业产品中最受欧洲人关注的是瓷器和丝绸。工

艺品种类多、质量好，深得欧洲人的青睐，其中丝和瓷最为欧

人倾心。中国人养蚕和制作丝绸的历史已有数千年，在漫长的

岁月中，渐渐传播到其他国家去。瓷器以其实用和美观赢得普

遍赞誉，可是在很长时间里，欧洲人弄不明白瓷器的制作技

术，有人误以为瓷是由蛋壳或蚌壳制成的。

在欧洲人的笔下，中国的商品丰富，种类繁多，照理说，

中国的对内对外贸易都应该非常发达，但是，由于中国人认为

一切都可以自行解决，无需与外国进行交换，所以对外贸易很

不发达，中国政府不但不鼓励中国商人从事对外贸易，还对来

华的外国商人作了种种限制。不过，中国的对内贸易量相当

大，各省均有自己的特产，可以用来与其他省份交换，例如，

两广产米，浙江产丝，江南产墨，云南、山西和陕西产铁、

铜、良马，四川产药材等等。由于河道畅通，货运相当方便，

交易极为繁忙，有人估计，整个欧洲的全部贸易量，也抵不过

鲁斯洛德絮吉：《奇趣轶闻杂录》，第４卷，第３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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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国内贸易量。在正统观念里，商人的地位比较低，但在

实际生活中，中国商人凭借他们的经济实力而享有较高的社会

地位，生活水平远远超过农民。中国商人善于为商品估价和讨

价还价，堪与犹太人媲美。在安逊等人的游记中，中国商人习

惯于使用不正当手段进行欺诈，令外国人蒙受巨额损失。

来过中国的欧洲人都发现，中国的水运发达，乘船是长途

旅行的主要手段。从澳门到北京数千公里，行程数十天，其间

只有一天不得不经由陆路，其余路程均有水路可通。曾德昭

说，河道上的船只多得令人吃惊，中国的船比整个欧洲还多。

他曾在南京长江边上观察，一个小时中有三千艘大大小小的船

只经过。中国的陆路交通也很好，驿站很多，传递官方文书非

常迅速。

５．宗教
较早来到东方的荷兰人在南洋与中国人的接触中已经发

现，中国人普遍敬鬼神，相信灵魂不死。传教士远涉重洋到中

国来，主要目的就是规劝中国人皈依天主教，中国人的宗教自

然是他们极为关心的问题，在他们向欧洲传递的信息中，宗教

占有相当分量。耶稣会士声称，中国人在远古时代曾经信奉一

种与基督教完全相同的宗教，后来受到腐蚀，堕入迷信，忘却

了基督教教义，转而崇拜偶像。李明曾说，中国人将近两千多

年来，始终保持着对真神的认识；这里所说的真神，也就是基

督教的上帝。“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于明天启二年（１６２３

年）在西安附近发现后，很快被传教士译成西洋文字传到欧

洲，欧洲人由此获悉基督教早期传入中国的历史。后来卫匡国

在漳州发现的基督教在中国的遗迹，也被他写入自己的著作。

耶稣会士中的“索隐派”竭力鼓吹从中国的典籍中发现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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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的踪迹。所有这一切促使一些欧洲人以为，基督教真的

曾经是中国人信仰的宗教。

正如中国人自己说不清楚儒教是否宗教一样，欧洲人在这

个问题上也持不同的意见。有的欧洲人认为儒是中国文人的宗

教。例如，曾任法国财政总监的西鲁哀特（Ｓｉｌｈｏｕｅｔｔｅ，Ｅｔｉｅｎｎｅ

ｄｅ，１７０９－１７６７）说：“大部分中国人崇拜偶像，文人另有一种

奇特的宗教，他们以某种说不清楚的品德为神，⋯⋯如果说他

们是无神论者，那就是一种独特的无神论。” 有的欧洲人对

此表示怀疑，他们的论据是，中国文人不相信灵魂不灭，也不

相信天堂与地狱的存在，因而儒不是宗教，而只是一个学派。

也有人认为，儒既是一种学说，也是一种宗教。例如，玛西

（Ｍａｒｓｙ，ＦｒａｎｃｏｉｓＭａｒｉｅ　）　在他的《中国、日本、印度、波斯、

俄罗斯等国近代史》（Ｈｉｓｔ ｍｏｄｅｒｎｏｉｒｅ ｅ　ｄｅｓ　Ｃｈｉｎｏｉｓ，　ｄｅｓ　Ｊａｐｏｎａｉｓ，

ｄｅｓ　Ｉｎｄｉｅｎｓ，　ｄｅｓ　Ｐｅｒｓａｎｓ，　ｄｅｓ　Ｒｕｓｓｉｅｎｓ，　ｅｔｃ．）中写道“：中国学者

都宗奉孔子的学说。这也是皇帝、亲王以及最有地位的那些人

信奉的宗教。孔子学说的渊源是孔子诞生之前很久很久就已经

确立的自然宗教。在中国人的古籍中可以找到踪迹。” 他的

看法在１８世纪的欧洲有一定的代表性。无论传教士或欧洲非

教会人士，都不把儒教或儒作为异教进行猛烈的攻击，但有许

多人把它作为无神论批判，以至于“中国的文人都是无神论

者”的说法在欧洲相当流行。

道教在欧洲声誉不好，因为来华传教士竭力攻击道教，把

鲁斯洛德絮吉：《奇趣轶闻杂录》，第４卷，第３１页。

转引自盖伊：《中国形象在伏尔泰前后的法国》（Ｇｕｙ，　Ｂａｓｉｌ：　Ｔｈｅ

　 ，日Ｖｏｌｔａｉｒｅ） 内瓦 ，Ｆｒｅｎｃｈ　ｉｍａｇｅ　ｏｆ　Ｃｈ ｆｉｎａ　ｂｅ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１９６３年，第３０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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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说成是一种类似巫术的邪教，道士则被说成是无耻之徒，靠

驱鬼、祈雨等迷信活动以及替人治丧骗钱。李明在介绍道教时

就把它渲染成这种巫术。他说，道教的始祖李老君是孔子之前

的一位哲学家，在母腹中长达４８年，当其母即将咽气时，他

自己从母腹左侧爬了出来。道教主张无为清净，远离尘世，把

心灵的平静视为最大的幸福。鉴于某些表面的相似之处，也有

一些欧洲人把道教比作古希腊的伊壁鸠鲁学派。道教徒热衷于

炼丹，指望通过饮用某种丹药求得长生不老，他们为此而求助

巫术，作出各种各样荒诞的事来。许多平民和官员为追求长寿

而信奉道教。中国历史上的某些皇帝因此而笃信并推崇道教，

他们请高级道士到皇宫去驱鬼，为他们炼丹。不过，《道德经》

中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段文字颇令传

教士们感到兴趣，他们认为从中似乎可以看到一点基督教“三

位一体”的意思。

传教士视佛教为在中国传布基督教的最大障碍，因而不遗

余力地进行攻击。在文人当中，传教士主要通过著述揭示佛学

的荒谬，在一般民众中，则着重揭露其愚弄信徒的迷信。传教

士们攻击佛教的灵魂转世说，认为这是对中国人心灵的毒害。

李明以他亲身遇到的实例，说明中国人受佛教毒害之深。他在

陕西时被一个生命垂危的老人请去施洗，老人说他多年领受皇

恩，生前欲报而不能，担心死后变成驿马，终年受苦。一想到

这里便浑身是汗，神志不清，以致不知道自己究竟是人还是

马。李明还说，和尚们其实并不相信自己的说教，他们只是愚

弄百姓，以便从中取利，并以一个实例予以证明：有两个和尚

参阅李明：《中国现状新志》（　Ｌｅｃｏｍｔｅ，　Ｌｏｕｉｓ：　Ｎｏｕｖｅａｕｘ　ｍéｍｏｉｒｅｓ

ｓｕｒ　Ｉ＇éｔａｔ　ｐｒéｓｅｎｔ　ｄｅ　ｌａＣ 年，第３６５－３６７页。ｈｉｎｅ），巴黎，１９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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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户农家门前见到两只肥鸭，顿起歹意，于是跪在鸭子面前

放声大哭，农妇忙问何故，和尚说这两只鸭子是他们的父亲投

胎所变，他们担心鸭子被杀，故而痛哭。农妇信以为真，遂将

鸭子交给和尚带走。当晚，两个和尚把鸭子杀了，美餐一顿。

传教士们还告诉欧洲人，佛教在中国下层民众中拥有很大的影

响力，全国各地都有大量佛教寺庙，僧尼的人数也相当可观。

许多欧洲人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受传教士报道的影响，认为

中国人是一个非常迷信的民族。

欧洲的学者对中国宗教另有一番认识。他们发现，中国人

的宗教观念远比欧洲人淡薄，宗教在中国人生活中的分量很

轻。一般平民虽有迷信思想，但并不拘泥于什么教，普通中国

人的宗教信仰大多是一种混合物，同一个人可以既信佛教，又

信道教，没有一定之规。文人则仅仅敬孔而已，很难说是信奉

儒教。儒、释、道三教之间虽有矛盾，但它们的教义互相渗

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而它们并不企图消灭异己，而是

彼此和平共存，互相补充。因此在中国历史上，从未发生过欧

洲那样的宗教战争。中国人的宗教宽容被欧洲学者视为一大优

越性，伏尔泰在《路易十四时代》中指责耶稣会士跑到中国

来，为了传教而无端挑动中国人之间的不和，破坏了中国原有

的宁静。孟德斯鸠则指出，中国人将宗教、法律、风俗和礼仪

结合在一起，彼此难以截然分开，因而不能套用欧洲的宗教观

念去看待中国的宗教。

６．政治与法律
与中国社会的其他方面相比，１８世纪的欧洲人对中国政

治的了解比较多，也比较准确，这些方面的信息主要来自在华

传教士，往返于远东和欧洲间的商人也提供了一些补充。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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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治的欧洲文人也很多，其中尤以英国的坦帕尔，法国的

伏尔泰、孟德斯鸠为最。

欧洲人都知道，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君主国，从未出现

过其他形式的政体。中国人甚至无法想象除了君主制还能有别

的政体。中国的皇帝不但拥有绝对的世俗权力，而且实际上也

拥有最高的宗教权力，因为宗教在中国没有自成一体的权力系

统，各种宗教通常也奉皇帝为最高领袖。因此，皇帝的意志具

有绝对权威，任何违背他的意志的人，都会受到严厉的惩处。

正因为如此，欧洲人认为中国皇帝的权力在许多方面超过欧洲

的国王。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是一个专制主义国家。但是，

不少欧洲人对中国的专制主义情有独钟，他们认为，中国的传

统道德和习俗以及儒家思想，对中国的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

响，所以与土尔其、波斯等东方国家相比，中国的专制主义相

当温和，法国人玛西就此写道：“这种权力虽然是绝对的，却

不是专断的，确立这种权力的那些法律使它变得温和。国家的

箴言既要求人民将皇帝视若父亲，同时也迫使皇帝表现出父亲

是哪些法律使得皇帝的权力变得温和般的慈爱。” 呢？其实，

这里的法律一词是一个非常笼统的概念，可以理解为约束，而

不一定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孟德斯鸠和魁奈等人都曾指出，

中国的道德、习俗、宗教和法律往往难以分清，但都具有约束

力。对于皇帝来说，约束首先来自祖宗定下来的规矩，其次是

历史上形成的习俗。欧洲人认为，完整有效的政府机构也对皇

帝的权力构成了制约，因为几乎所有重大事件在作出决定前，

都要征求大臣或咨询机构的同意。孟德斯鸠还认为，由于人口

的巨大压力，中国的皇帝非常担心人民造反起义危及皇朝的安

转引自盖伊：《中国形象在伏尔泰前后的法国》，第３０４页。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191

全，所以在实行专制时不得不有所收敛。因此，中国皇帝事实

上并不握有绝对权力。

欧洲人对中国中央政府的礼、吏、工、兵、户、刑六部，

以及地方政府的官员设置等有较多了解，也很欣赏，认为这些

机构和官员既保证了较高的行政效率，也有助于防止权力过于

集中。欧洲人最感兴趣的是吏部和礼部。吏部管理官员的派

遣、升迁、考察，每三年进行一次考绩，以决定官员的调动与

否。礼部负责外国使团的接待和在华外国人的管理，传教士当

然也归礼部管理。此外，礼部还管理全国的学校和科举。

贵族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欧洲人颇感兴趣

的一个问题。他们发现，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公、侯、伯、

子、男等世袭贵族，但后来被取消了。皇族和建立了特殊功勋

的大臣的后代，得到封赏后可以成为贵族，享受他们的头衔所

带来的荣誉和物质利益，但是贵族身份并不能自动给他们带来

政治权力，而且每当朝代更迭时，他们便永远地失去了贵族的

身份。唯一例外是孔子家族，这是一个永远的贵族。此外中国

便没有别的世袭贵族。

中国的御史监察制度是欧洲人特别感兴趣的另一个热点，

几乎所有的传教士著作都提及这个机构及其机制，认为这个机

构所担负的谏议和监督责任，有助于改善吏治，是中国政治的

一大特色，为欧洲国家所无。魁奈在《中国专制主义》中多次

提到监察机构的职责：“所有官吏都受宫廷派往各省巡视的官

员的节制。⋯⋯这些监察官员以特殊奏折向皇帝报告官员们的

过错。⋯⋯总而言之，这些监察官拥有极高权威，而他们的坚

定和决心则可与他们的权威媲美。皇帝本人若是触犯国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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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也有人指出，监察律，同样逃不过这些监察官。” 官

的权力虽大，但实际上很少使用，因为使用这种权力必然会得

罪许多官员。

欧洲人很早就对中国的科举制度有较多了解。门多萨、金

尼阁以及大多数耶稣会士都提到了科举。曾德昭在他的《中华

帝国史》中也对科举制度有所介绍。其后许多作者作了繁简不

同的述评。无名氏所作《奇闻集　》　（　Ｒｅｃｕｅｉｌ ｄ＇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ｃｕｒｉｅｕｓｅｓ）中有相当详细准确的介绍。玛西在他的《现代史》

中称，中国的所有官员都由科举产生，中国政治制度的优越性

正是来源于此。科举中的乡试、会试、殿试的区分和衔接，监

考官的任命，贡院内部的结构，考试的内容，试卷的审阅，中

榜者的任用等等，对许多关心中国的欧洲人来说，都不陌生。

在欧洲人看来，科举制度体现了人人平等的原则，为每一个人

敞开了仕途的大门，又体现了哲学家治国的理想，也许正是基

于这一事实，英国人约翰逊说：“知识和显赫是一回事，升迁

是品德和能力提高的结果。” 雷纳　　尔（　Ｒａｙｎａｌ，Ｇｕｉｌｌａｕｍｅ，　１７１３

－１７９６）说：“在这个国家中，大臣分为两类，一类是思想家，

一类是处理公务的官员。后一类大臣负责处理细节和日常事

务，前一类大臣负责制订计划或审查别人的计划。中国政府的

优良立法和优良行政都来自这些大臣的计划。” 这里所说的

思想家实际上与伏尔泰所说的哲学家并无区别，也就是说，国

家的大政方针是由有知识的官员制定的，而按照常理，这些官

魁奈：《经济和政 Ｑｕｅｓｎａｙ，　Ｆｒａｎｃｏｉｓ：　Ｏｅｕｖｒｅｓ　éｃｏｎｏｍｉｑｕｅｓ　ｅｔ治文集》（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ｓ），法兰克福，１８８８年，第６１５－６１６页。

转引自范存忠：《约翰逊与中国文化》，第１１页。

转引自盖伊：《中国形象在伏尔泰前后的法国》，第３２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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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当然是通过科举产生的。中国的政治还有另一个与科举相关

的优点，那就是官职不能买卖，也不能继承，从理论上说，任

何人都只能依靠自己的学识和才具取得官职，即使皇亲国戚也

是这样。

欧洲人看到，中国的行政与司法不分，地方行政官员既是

检察官，又是法官，上级行政官员则行使上诉法院的职责。有

人认为行政与司法不分，必然会造成巨大混乱，任何监察官都

无法解决。有人指出，中国的法律与伦理道德纠缠在一起，定

罪与量刑往往取决于当事官员对道德和习俗的理解，因而具有

极大的随意性，刑罚的宽严往往因人而异。对于普通百姓可以

拦路告状、越级上诉等独特的习俗，欧洲人给予肯定，而对于

审讯中滥用酷刑则予以否定。

当然，不少欧洲人早已发现，在中国政治中，写在纸上的

和说在嘴上的与事实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有人说如果中

国的政治真的那么好，历史上怎么会常有造反呢？朝代为什么

一再更迭呢？

７．语言文字与文学艺术
首先需要说明一点，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不少民族拥有

自己的语言和文字，我们在这里所说的中国语言文字，仅指汉

语。

欧洲虽有多种语言文字，但彼此相近，差异不大，所以欧

洲人很难想象与欧洲语言文字完全不同的语言文字。自从发现

海上新航路，欧洲人与非欧州人接触的机会大大增加，于是他

们听到了各种各样闻所未闻的语言。当他们接触汉语和汉字之

后，立即对其起源作出种种猜测。由于《圣经》的影响，许多

欧洲人相信，世界上所有的人原来只讲一种语言，后来是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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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志才使各个民族操不同的语言。于是有人提出了汉语是人

类共同的初始语的猜测，英国人韦伯写于１６６９年的《从历史

论证中华帝国的语言是初始语言的可能性》一文，就是探讨这

个问题的。德国耶稣会士基尔歇则提出了汉语起源于埃及象形

文字的观点。他在他所编辑的名著《中国图说》中写道：“中

国的初民是埃及人的后裔，他们依照埃及人的方法创造文字，

他们造的不是字母，而是照实物描绘的图形，用以表述他们的

概念。所以，有多少 基尔歇事需要表示，便有多少图形。”

的这个观点遭到法国学者弗雷莱的反驳，他认为，某些汉字虽

然与其所表示的意思有些关联，但不能因此就认为汉字是象形

文字，只要认真剖析一下汉字便能发现，汉字是一种抽象的图

形，与具体事物并无直接关联。弗雷莱的意见并没有说服持相

反观点的学者，法国学者梅朗、德经，英国学者尼德罕姆等人

继续探讨汉字起源于埃及象形文字的问题。德国人鲍乌

ｅｌｉｕｓｄｅ，）在出版于１７７４年的（Ｐａｕｗ，　Ｊｅａｎ　Ｃｏｒｎ 一部著作中指

出，早在公元前１１２２年，埃及人就已经使用字母，因此，如

果说中国人不向埃及人借用字母而移植象形文字，这在道理上

是说不通的。不过，由于这个问题与另一个问题，即中国人是

不是埃及人的后裔紧紧联系在一起，所以难以单独解决，直到

１９世纪，学者们还在继续争论。

中国的语言和文字对于他们来说，一个“难”字就可以概

括，包括著名学者在内的几乎所有欧洲人，都视学习中国的语

言文字为畏途，并由此产生出一些错误观念。比如，一些欧人

认为汉语是听不懂的语言，只能靠阅读文字，中国人即使同住

① ：《中国图基尔歇 说》（Ｋ Ｌａ　Ｃｈｉｎｅ　ｉｌｌｕｓｔｒéｅ），法ｉｒｃｈｅｒ，Ａｔｈａｎｓｉｕｓ：

文版，阿姆斯特丹，１６７０年，第３０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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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也宁愿写信，而不愿意面谈。许多人认为汉语的口头语

和书面语截然不同，口头语是听的语言，而书面语则是看的语

言，两者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共同点。其实，这种想法主要是他

们不明白文言与白话的差异而造成的误解。应该说，欧洲人对

汉语的某些特征还是相当了解的，例如，汉语音少调多，同音

字数量多，同一个字的意义不止一个，这些都需要靠声调或上

下文来区别。法国人分不清爆破音和不爆破音，所以对他们来

说，汉语中的同音字几乎又增加了一倍。例如，“玻”和“泼”

在法国人听来是一样的，至少不具有区分语义的功能，所以他

们往往把诸如婆、泼、破、坡、魄、泊、柏、玻、伯、薄、剥

等并非同音的字都当作同音字，因而越发感到汉语难学。再

则，由于对汉字的声调不了解，仅仅听人说有的声调由低至

高，有的声调由高至低，有的声调由低经高再至低，以致不少

欧洲人竟然相信，中国人说话与唱歌无异。到了１８世纪下半

叶，欧洲人对汉语的了解才渐渐增多，不但知道中国人说话并

非唱歌，而且发现了汉字具有组词能力强的特点，同一个字可

以与不同的字组合成许许多多的词。鲁斯洛德絮吉以“木”字

为例，列出了木料、木匣、木栏、木星、木箱、木耳、木棉等

词，以此驳斥关于汉语词汇贫乏的说法。 欧洲人也知道，中

国地域广袤，各地方言众多，来自不同地区的中国人不能相互

通话的事并不少见。不过，他们都知道中国有一种“官话”，

文人和官吏大多使用这种语言，因而也是全国通用的语言。普

通老百姓一般只会说方言，不会说“官话”。

欧洲人知道，同一汉字在中国不同地区往往读音不同，但

意义不变。这一特点令一些欧洲人觉得，汉语和汉字也许将来

参阅鲁斯洛德絮吉：《奇趣轶闻杂录》，第５卷，第４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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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全世界通行，因为操不同语言的人尽管不会说汉语，但

都可以学会认汉字，而作为表义符号，汉字的含义不会由于读

音不同而有所改变。这种想法并非纯属空想，欧洲人为此找到

了实例，那就是中国的一些周边国家，如日本、朝鲜、越南，

也使用汉字，尽管汉字在这些国家的读音与在中国大不相同。

莱布尼茨在这方面的想法最为典型，这当然与他的世界主义的

理想不无关系。

欧洲人在研究汉语方面确实下了许多功夫，尽管效果不

大，精神却令我们感动。有人从欧洲文字由字母组成这一事实

出发，先人为主地推想汉字也应该有类似字母的“基本成分”，

由这些“基本成分”组成所有的汉字。为了寻找这些“基本成

分”，不少学者费尽心机。当他们得知中国的字典中供检字用

的部首时，误以为这就是汉字的“基本成分”，认认真真地闹

了不少笑话。汉语语法也是令欧洲人长期感到困惑的一个问

题，许多学者为此付出了许多心血。首先令他们感到惊奇的

是，汉语中的词没有形态变化，同一个词可以是动词、名词、

形容词或其他词类。类似欧洲语言的那种语法，在汉语中是不

存在的，中国人自己也从来没有编写过语法书。所以，他们认

为，在欧洲学习汉语几乎是不可能的，只有到中国去才可能学

会汉语，就连定居在法国的中国人黄嘉略也是这样想的。然

而，他们依然顽强地编写汉语语法，希望能用来帮助欧洲人学

习汉语，一则可以培训准备前往中国的传教士，同时也可以帮

助学者们掌握汉语，以便深入地研究中国。不过，没有一人取

得成功。

当欧洲人得知中国人必须花费许多时间学习认字时，许多

人觉得这是巨大的浪费，造成了人才成长缓慢的后果，甚至认

为这是中国的科学技术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一些对中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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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感的人，则借此指斥中国人愚蠢，竟然造出几万个字来表达

几十个字母便可表达的意思，可见中国人如何如何优秀之类的

话，纯属无稽之谈。

１７、　１８世纪的欧洲人对中国的文学了解极少。他们接触

到的中国文学作品，值得一提的只有译成多种欧洲文字的元杂

剧《赵氏孤儿》和译成英文的小说《好逑传》。《赵氏孤儿》的

译者马若瑟在一封谈论此剧的信中，对中国的戏剧作了一些极

为简略的介绍。他说，中国人无所谓喜剧和悲剧，中国的戏剧

和小说一样，区别仅在于戏剧中的人物在舞台上说话，而小说

中的人物则在书中说话，归根结底，都是作者自己在说话。他

还说，中国的戏剧都有唱段，每遇感情激烈时就唱，高兴时

唱，痛苦时唱，报仇心切时也唱；各唱段有各自的曲牌。欧洲

人对于中国戏曲中每个主要人物上场时的自报家门感到新奇，

有人解释说，这是因为一个演员往往要扮演好几个角色，自报

家门可以帮助观众分清剧中人物。小说《好逑传》本来就不是

中国的名著，被介绍到欧洲去完全出于偶然，得不到佳评并不

奇怪。关于中国的诗歌，传教士作过一些笼统的介绍，并说中

国诗歌在形式上讲究对仗，在内容上注重对比，上句谈夏天，

下句就说冬季。弗雷莱曾于１７１４年在法国人文科学院作了题

为《关于中国诗歌》的报告，介绍了中国的四言、五言和七言

诗的特点，作为实例，他当众用汉语朗读了两首中国诗。 由

于弗雷莱本人对中国诗歌并无研究，他的这些知识全部来自黄

嘉略，而且是“现买现卖”，所以，虽然在听众中引起一阵轰

动，却并未产生深远的影响。

参阅许明龙：《中法文化交流的先驱黄嘉略》，载《社会科学战

线》，１９８５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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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世纪的欧洲人没有机会听到任何来自中国的音乐，来

华欧洲人所接触的，主要是婚丧嫁娶时吹鼓手所演奏的音乐，

给他们留下了单调和嘈杂的印象。因此，中国音乐在欧洲公众

心目中相当粗陋，有人甚至说中国的音乐不配称作音乐，理由

是中国音乐只有旋律，没有和声，当一个乐队演奏时，所有乐

器全都奏同一旋律。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第三卷中的

《论中国人的其他科学》，对中国音乐作了一些非常粗浅的介

绍，给予很低的评价，说中国人没有乐谱，仅用若干文字记录

乐曲，这显然是指工尺谱。由于文章的作者不明其理，因而作

出了中国人没有乐谱的错误判断。文中附有几首中国乐曲的谱

子，其中包括“柳叶景”和“探亲家”； 前者是一首比较古老

的乐曲，有时用于戏曲伴奏，后者是一首江南民歌。这也许是

欧洲人第一次接触中国音乐。卢梭他所编的《音乐词典》中谈

到了中国音乐，但毫无新意，作为实例刊出的乐曲，也是“柳

叶景”。比较重要的论述中国音乐的著作是钱德明的《中国古

今音乐》（Ｄｅ　ｌａ　ｍｕｓｉｑｕｅ　ｄｅｓ　Ｃｈｉｎｏｉｓ，　ｔａｎｔ　ａｎｃｉｅｎｓ　ｑｕｅ　ｍｏｄｅｒｎｅｓ），

此文除刊登在《北京耶稣会士中国论集》第六卷中外，还于

１７７９年在巴黎出版了单行本。文中对中国的音乐理论，如三

分损益、五度相生等作了比较深入的介绍。此外，钱德明还曾

将李光地的《古乐经传》译为法文，寄到法国，在一些文化人

中间流传。这些比较专门的著作并未为公众所注意，所以，大

多数欧州人对于中国音乐依然相当生疏。１８世纪末，英国的

马戛尔尼使团成员访华返英后，撰写了多种记述。马戛尔尼的

私人秘书巴罗 　（Ｂａｒｒｏｗ，Ｊｏｈｎ）撰写的记述中附有１０首中国乐

曲的谱子，记谱人是使团雇用的德国人赫脱南（Ｈｉｉｔｔｎｅｒ，Ｈ．

Ｃ．），其中包括江南民歌“茉莉花”。此曲随书刊出后，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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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公众的欢迎。

欧洲人主要通过瓷器来认识中国的造型艺术，但是，瓷器

上的绘画并不是中国绘画艺术的精品。总起来说中国的绘画不

受欧洲人好评，他们认为，中国绘画只有线条，不讲透视和明

暗，因而缺乏立体感。中国画只有花鸟虫草画得尚好，风景画

和人物画都远逊于欧洲；当年利玛窦就说中国的绘画死气沉

沉，毫无生气，这种看法始终是欧洲人对中国绘画的主导评

价。

８．科学与技术
欧洲人很早就对中国的科学技术给予相当多的关注，１６８４

年法国科学院受法国国务大臣鲁瓦（Ｌｏｕｖｏｉｓ，Ｆｒａｎｃｏｉｓ，１６３９－

１６９１）的委托向柏应理提出的问题单子中，就包括中国的数

学、星象学、哲学、音乐、医学等。欧洲人对中国科学技术的

了解，主要得益于传教士的记述。最早向欧洲传递关于中国科

技信息的是利玛窦，他在由金尼阁加工后出版的《利玛窦中国

札记》中，对中国的科技作了一些具体的介绍，他谈到了印刷

技术、房屋建筑、制墨和制扇技术等。基尔歇的《中国图说》

也包括一些有关中国科学技术的内容。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

志》中也有一些关于中国的工艺技术和医学方面的介绍。许多

传教士在《耶稣会士书简集》中零散地谈到中国的科学技术。

从总体上看，欧洲人认为中国的科学技术在古代虽有一些辉煌

的成就，其中主要是火药、印刷术等四大发明，但长期以来没

（Ｔｃｈｅｎ，　Ｙｓｉａ：　Ｉａ

年，第２１ｍｕｓｉｑｕｅ　ｃｈｉｎｏｉｓｅ　ｅｎ　Ｆｒａｎｃｅ　ａｕ　 ９—２２５

页 。

参阅陈艳霞：《中国音乐在１８世纪的法国》

ⅩⅧｅ　ｓｉéｃｌｅ），巴黎，１９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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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明显的进步，在许多方面已经落在欧洲的后面了。不少学者

注意到了这一点，而且对原因作了多方面的探讨。莱布尼茨在

与在华传教士的通信中，经常谈论中国的科学，他认为中国的

手工艺技术不在欧洲以下，在思辨科学方面比欧洲略胜一筹。

由于有不少传教士在钦天监任职，所以中国的天文学和数

学较早受到他们的注意。在华传教士宋君荣和杜德美（Ｊａｒ－

　ｔｏｕｘ，Ｐｉｅｒｒｅ，１６６９－１７２０）与巴黎天文台的创始人卡西尼

（Ｃａｓｓｉｎｉ，　Ｊｅａｎ　－　Ｄｏｍｉｎｉｑｕｅ，　１６２５－１７１２）交流对中国天文学研

究的心得。宋君荣以中国古籍为依据，对中国古代天文学作了

相当深入的研究，先后撰写了多种关于中国天文学的著作，受

到德国人贝耶等欧洲学者的重视。他们认为，中国古代的天文

学比较发达，古人长期坚持天文观察，历史文献中有许多天象

观察记录，这些记录表明，中国人认出的星体比欧洲人多４００

余个，这说明中国人在天象观察方面曾走在欧洲国家前面。

利玛窦谈及中国的数学时曾说，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像中

国那样重视数学，中国人在数学上有许多发现，但往往提出了

问题却得不到答案。莱布尼茨则认为，中国人在数学研究中注

重实用，忽略了理论证明。后来的传教士认为，中国的数学只

有算术和几何，没有代数。

欧洲人对中国的医学也比较关注，早在１６７１年就出版了

近代名医王叔和的《脉经》的法文译本。《中华帝国全志》第

三卷中也有关于中国医学的文章，文中特别介绍了李时珍的

《本草纲目》。此后不断有关于中国医学的介绍在欧洲发表。出

版于１８世纪末的冯秉正的《中国通史》第十二卷中，专有一

章论述中国的医学。欧洲人普遍认为，中国虽有不少医书，但

多数是经验的总结，由此可见中国的医学重实践，轻理论。欧

洲人对中国的药物比较关注，三七、地黄、阿胶、海马、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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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冬虫夏草、麝香、灵芝等中国人常用的药物，相继被介绍

给了欧洲人。中国人治疗天花的方法也受到他们的重视，传教

士殷铎泽在１７２６年的一封信中谈到了中国人治疗天花的方法，

另一位传教士韩国英关于治天花的文章则刊登在《北京耶稣会

士中国论集》第三卷中。在华法国传教士还把一些中国医学书

籍、药物样品和医用器械寄回欧洲，供欧洲学者研究。总起来

看，１８世纪的欧洲人对中国医学的评价高于中国其他科学，

认为欧洲的医学可以从中国学到一些东西。

欧洲人认为，中国的木版印刷技术相当高超，速度不比欧

洲的活字印刷慢。对于活字印刷在中国比较不发达，他们认为

主要原因在于汉字字数多，刻版比活字更加方便，成本也较

低，况且木版可以长久保存，再版容易。从利玛窦开始，欧洲

人赞叹中国纸的细和薄，书写方便，但是只能一面印，而且透

墨，比不上可以两面印的欧洲纸。

中国的建筑总体上不被欧洲人看好，只有宫殿、桥、塔、

寺庙、城墙、牌楼等比较特殊的建筑被认为是出色的。欧洲人

注意到中国的建筑技术有其特别之处，例如，中国人建屋时不

做地基，柱子立在地面上，但是整体稳固性并不差。中国的建

筑物大多是木结构，经不起风吹雨打，但是，中国特有的漆却

使得木质建筑物延长了寿命。欧洲人对于中国的桥梁建造比较

称赞，他们看到中国有各种各样的桥，既便利了交通，又具有

很高的艺术价值，例如贵州和云南高山峡谷中的铁索桥、北京

附近的卢沟桥、福建泉州的洛阳桥、江西的浮桥等。塔也是引

起欧洲人特别关注的建筑物，在欧洲中国园林热中，塔是中国

式园林中不可或缺的点缀物之一。最为欧洲人称道的中国建筑

物当然是长城，许多有关中国的著作对长城作了详细的描述，

称其为世界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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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实用技术得到欧洲人的普遍好评，各种精致工艺品

受到热烈欢迎便是明证。瓷器的制造技术是欧洲人亟欲了解并

掌握的一门重要技艺。尽管有人说中国的纸比不上欧洲的纸，

但是在杜尔阁向高、杨二人提出的５２个问题中，有关造纸工

艺问题竟占了６个，其中关于宽幅纸的制造技术问题表明，欧

洲当时的造纸技术显然落后于中国。在农业方面，耕作、灌

溉、养蚕等技术也都是欧洲人希望了解的实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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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中国文化与欧洲思想

一、欧洲思想家对中国文化的赞颂

欧洲学者习惯于把１８世纪欧洲人对中国的论述分为两类，

一类被称为“颂华（”ｓｉｎｏｐｈｉｌｉｅ），一类被称为“贬华（”ｓｉｎｏ－

ｐｈｏｂｉｅ），持“颂华”观点的人自然就是“颂华派”，持“贬华”

观点的人自然就是“贬华派”。作这样的区分似乎有些道理，

因为在中国问题上，１８世纪的欧洲思想家确实看法不一，有

时甚至截然相反。“颂华派”对中国持肯定态度，主张从古老

的中华文明中汲取有益成分为欧洲所用。这种观点在１８世纪

的欧洲占上风，对各个阶层的影响较大，是当时中国问题上的

舆论主流。“贬华派”对中国基本上持否定态度，对中国的各

个方面都有尖锐的批评，不认为欧洲可以从中国学到有益的东

西；这种看法起初曾被斥为大合唱中的“不谐和音”，到１８世

纪末却几乎成了主旋律。这里所说的“派” 仅指持有相同或相

似观点的人，而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组织，更不是宗派。两派的

差异是显而易见的，但两派之间的对立不是绝对的，因为，

“颂华派”和“贬华派”对待中国的态度虽然各有其基本倾向，

但这种倾向并不表现在所有问题上，“颂华派”对中国不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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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批评，有时甚至相当尖锐，“贬华派”对中国不但也有褒扬，

有时甚至相当热烈。此外，在中国问题上，有些人的态度前后

不同，另有一些人自相矛盾，我们很难把他们称为“颂华派”

或“贬华派”。由此可见，“颂华派”和“贬华派”这两个称谓

只具有相对意义，不应过分强调。重要的不是区分谁“颂”、

谁“贬”，而是认真审视他们“颂”什么、“贬”什么。

１．莱布尼茨

在欧洲众多研究中国的非教会学者中，莱布尼茨是比较早

的一位，也是名气最大的一位。通常我们称莱布尼茨为哲学

家，其实并不确切。不错，莱布尼茨是哲学家，但他绝不仅仅

是哲学家，他对数学、力学、逻辑学和物理学不仅有着浓厚的

兴趣，而且程度不同地都有所建树，所以德国人夸他是个“全

才”。就他的中国研究而言，尽管在他生活的时代尚没有“汉

学”这门学问，但是“汉学家”的头衔对他来说却是当之无愧

的，因为他对中国的研究不仅在当时具有开创性，即使在今天

也依然值得充分肯定。

莱布尼茨在学生时代就对中国产生兴趣，在此后半个世纪

漫长的岁月中，他对中国的关注有增无减。就在他谢世那年，

他完成了《致德雷蒙先生》（Ｌｅｔｔｒｅ　à　Ｍｏｎｓｉｅｕｒ　ｄｅ　Ｒéｍｏｎｄ　），即

学界称为《论中国人的自然神学》的那篇文章，这也是他一生

中最重要的论述中国的著作。由此可见，直到生命终了之时，

莱布尼茨对中国依然一往情深。他不同于１８世纪为好奇心所

驱使，在“中国热”中赶时髦的王公贵族和市井细民，他之钟

情于中国是出于对中国多年的钦佩和景仰。他在谈到中国哲学

时写道：“我们这些后来者，刚刚脱离野蛮状态就想谴责一种

古老的学说，理由只是因为这种学说似乎和我们普通的经院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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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概念不相符合，这真实狂妄之极！” 在欧洲思想家中，高

度赞扬中国的大有人在，莱布尼茨在这一点上也许比不上伏尔

泰，但是，批评欧洲人在中国人问题上“狂妄之极”的人，恐

怕找不出第二个。他之所以这样说，并不是他有意贬低欧洲，

抬高中国，而是认为欧洲与中国各有所长，应该抛弃一切偏

见，以平等的姿态对待异域文化，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事实

上，莱布尼茨也多次谈说过中国的思辨哲学和自然科学比不上

欧洲之类的话。应该说，莱布尼茨是他那个时代最自觉地致力

于促进东西文化的沟通和融合的欧洲学者。

如同绝大多数１８世纪的欧洲人，莱布尼茨获得中国信息

的主渠道是有关中国的著述。１７００年前后“礼仪之争”开始

进入高潮之前，欧洲出版的有关中国的著作并不很多。莱布尼

茨往来于维也纳、汉堡、慕尼黑、柏林等地，在这些城市的图

书馆里他几乎读了当时能够读到的所有有关中国的著作，诸如

ｈｅｏｐｈｉｌ，）的施 皮策尔（Ｓｐｉｚｅｌｉｕ　ｓ，Ｔ 《中国文献评注》（　ＤｅＲｅ

Ｌｉｔｅｒａｒｉａ　Ｓｉｎｅｎｓｉｕｍ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ｉｕｓ）、基尔歇神甫的《中国图说》、

柏应理的《中国贤哲孔子》、白晋的《中国皇帝的历史画像》、

李明的《中国近况新志》等等。莱布尼茨获得中国信息的另一

个渠道是与在华传教士的直接接触和通信。在本书第二章第三

节中，我们已经介绍了他与闵明我的交往以及他与白晋等人的

通信，这里就不再重复。需要补充的是，莱布尼茨的中国信息

还来自在华传教士以外的另一些信友，其中包括一些法国的教

会人士和学者，由于当时来自中国的信息大多首先到达法国，

然后才传往欧洲各地，因而这些法国朋友往往能给他带来最新

转引自柳卸林（编）：《世界名人论中国文化》，武汉，１９９１年，

第１４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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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消息。从莱布尼茨的大量信件和他为《中国近事》所写的序

言中，我们发现他对在华欧洲传教士的情况相当了解。此外，

“礼仪之争”中一些重要文件的内容，如教廷的通令、康熙的

圣谕、严裆的训令等，他也比较熟悉，就连康熙皇帝已经去世

的谣传，居然也很快就传入他的耳朵。这些消息来自莱布尼茨

与欧洲一些国家的教会人士以及学者的通信，由于他十分关注

中国，所以在信件中谈论中国是非常自然的事。在中国问题上

消息灵通既是莱布尼茨关注中国的结果，也为他研究中国提供

了有利条件。

莱布尼茨一生关注和研究中国，却没有留下很多有关中国

的著述，他对中国的论述大多散见于书信中。大块头的文章除

了上面提到的《致德雷蒙先生》外，比较重要的便是《中国近

事》的序言。据统计，莱布尼茨一生所写的信中，涉及中国的

多达二百封以上。不过，这些数量不算多的文字已经足以证

明，莱布尼茨对中国的仰慕和崇敬，即使在１８世纪欧洲“中

国热”高潮中，也少有人能望其项背。

莱布尼茨对中国的称颂不限于某一方面，他在《致德雷蒙

先生》中写道：“中国的版图很大，不比文明的欧洲小。中国

具有（在某些方面令人钦佩的）公共道德，并与哲学理论尤其

自然神学相贯通，又因为历史 他真诚地悠久而令人羡慕。”

赞扬中国人：“虽然我们认为自己在行为的许多方面处于领先

地位，但是谁能想到，地球上竟然有人在理解社会生活的戒律

方面优于我们。当我们对中国人有了更多的了解时，我们在他

们中间发现了这样的人。如果说，在工艺技术方面我们与他们

并驾齐驱，在思辨科学方面我们走在他们前面，那么，在实用

转引自秦家懿：《德国哲学家论中国》，北京，１９９３年，第７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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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方面，也就是说，在道德戒律方面，在适用于现世生活和

凡人的政治方面，他们肯定超过我们，尽管承认这一点令人脸

红。确实，中国人巧妙地用法律来实现公共安宁和建立社会秩

序，使人们在彼此关系中尽可能少发生分裂；与其他民族的法

律相比，他们的这种法律妙不可言，我们很难把它的妙处描绘

出来。” 在莱布尼茨看来，中国人具有很高的道德水平，年

轻人尊敬和服从师长，从来不向长者用粗暴的口气说话；平辈

之间相互尊重，彼此承担义务。这些都已习惯成自然，人人心

情愉快地这样做，丝毫不觉得勉强。即使是农夫和仆役，彼此

相遇时也彬彬有礼，谈话中绝不使用伤害对方的词语，官员们

更是如此。他据此认为，中国人的道德标准甚至高于欧洲某些

教派的创立者。出于对中国人的景仰，莱布尼茨能从任何一个

细节发现中国人的优点。例如，当他对中国的围棋略有所知

时，便迫不及待地大发议论，说围棋之妙在于兵不血刃，围而

不战，迫使对方投降。在他看来，这种不靠运气和力气，全凭

智力的游戏是高度文明的标志。 总之，在莱布尼茨眼里，中

国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之一：“我相信，如果需要挑选一

个精于辨识各民族的优点，而不是精于鉴赏女神的美丽的评判

员，那么金苹果就应该奖给中国人。”

对于中国的君主，尤其是康熙皇帝，莱布尼茨赞不绝口。

闵明我在与莱布尼茨谈话中给予康熙皇帝以极高的评价，白晋

和李明在各自的著作中也竭力颂扬康熙皇帝，这些都给他以深

刻的影响。显现在他笔下的康熙皇帝，是一个严格尊重法律，

劳端纳：《莱布尼茨〈中国新论〉序、评、译》，第６９－７０页。

参阅艾田莆：《中国之欧洲》，第１卷，第３７９页。

劳端纳：《莱布尼茨〈中国新论〉序、评、译》，第７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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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心听取谏官劝告的英明君主；康熙还虚怀若谷，勤奋地向西

洋传教士学习：“每天手执数学仪器和书本，与南怀仁一起学

习三四个小时，两人如同小 莱布尼茨还学生与老师一样。”

赞扬康熙对待宗教的宽容态度和对于中西文化交流的远见卓

识，说他具有宽阔的胸襟，致力于糅合欧洲文明和中国文明。

总之，康熙在他眼里是全世界君主的典范，他写道：“谁能不

为这个帝国的君主惊喜呢？他的伟大超越了人类的高度，有人

把他视为人间的上帝。”

莱布尼茨对于中国的称赞极为广泛，政治、历史、哲学、

道德等等，无一不在他的视线之内；尤为重要的是，他对中国

的称赞大多是与欧洲相比较而言的，因而更具说服力。例如，

他在谈到实用科学时说：“我毫不怀疑中国人在这方面远远超

过我们，因为与我们相比，他们经历的时间更长，他们的传统

较少中断，而且得到更好的关怀。” 他在谈到医学时又说：

“他们在我们之前就掌握了指南针、火药和许多草药知识，其

中有一些如今已为我们所知，但是我丝毫也不怀疑，他们那里

肯定还有许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譬如医学这门自然科学中最

由于莱布尼茨对中国的赞扬建立在扎要紧的学问。” 实的对比

基础之上，因而真诚、实在，在这一点上，他与后来某些启蒙

思想家在中国问题发表的某些溢美之辞是有区别的。对于中国

的某些优越性的真切的体会，促使莱布尼茨产生了一种隐隐的

劳端纳：《莱 第７３页。布尼茨〈中国新论〉序、评、译》，

同上，第７１页。

维德梅尔：《莱布尼茨中国通信集》（Ｗｉｄｍａｉｅｒ，Ｒｉｔａ：　Ｌｅｉｂｎｉｚ　Ｋｏｒｒｅ－

ｍｉｔ　Ｃｈｉｎａ），法兰克福，１９９０年，第６２页。

同上，第６３页。

ｓｐｏｎｄｉｅｔ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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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虑，担心欧洲如不迎头赶上，就会被中国远远抛在后面：

“我担心这样下去，我们在知识的各个领域里很快就会落在中

国人后面。”

作为一个世界主义者，莱布尼茨始终对各国人民的交往寄

予极大热情，而作为一个欧洲人，他更不希望看到欧洲落在中

国的后面。所以，他利用一切机会敦促加强中国与欧洲之间的

文化和科技交流。第一批法国耶稣会士前往中国，给莱布尼茨

带来了新的希望，他知道，这批耶稣会士都是在科学上颇有造

诣的学者，定会在文化和科技交流上作出成绩。因此，他对法

国传教团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这是他所处的时代最重大的事

件，有利于中国和欧洲的科学发展，能使双方的财富翻番，从

而也有利于全人类。他希望法国传教士深入了解中国的历史、

伦理、政治、天文和数学，与欧洲的这些学科作比较，学中国

之所长，补欧洲之不足。他还在信中多次询问耶稣会朋友，是

否有可能请中国人到欧洲来任教。为了方便中国与欧洲的交

流，莱布尼茨急切地希望开辟一条经由俄国去往中国的通道，

他不止一次同传教士们讨论这个问题。１６９５年，莱布尼茨曾

建议进行一次俄国和中国的科学考察活动，借以连接东西文

化。１６８９年，中国与俄国签订尼布楚条约，初步解决了双方

的边界争端，莱布尼茨认为这项条约排除了开辟欧亚间陆路交

通的一大障碍。１６９７年，俄国沙皇彼得大帝访欧期间，莱布

尼茨一再试图与他会见，以便向他阐述开辟欧亚交通的必要

性。１７１１年他终于会见了彼得大帝，就科学考察和开辟经过

西伯利亚到中国的道路等问题交换意见。由于俄国方面缺乏诚

意，莱布尼茨的愿望最终落了空。为了推进中国与欧洲长短互

劳端纳：《莱布尼茨〈中国新论〉序、评、译》，第７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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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莱布尼茨还大力鼓吹在中国建立科学院，并为此与白晋等

在华耶稣会士进行实际策划。他的努力虽然没有得到预期的结

果，却在中国与欧洲的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美好的一页。

作为一个科学家，莱布尼茨对中国的自然科学也给予极大

关注，在他与在华传教士的通信中常常谈及中国的科学状况。

在１７０３年５月１８日致白晋的信中他写道：“我不能不要求您

和您的同伴们比以往更多地利用闲暇，用我们的知识交换中国

人的优良知识，特别是百工技艺方面的知识。⋯⋯特别重要的

一点是，只要有可能，就应立即开始研究中国的技艺史。他们

学习我们的科学知识比较容易，而我们学习他们的科学知识则

比较困难，因为我们的科学主要在于推理，而他们的科学则主

要在于经验，我们的科学大多已经为大众所知，而他们的科学

则仅为 作为一个数学家，莱布尼茨尤职业科学家所掌握。”

其关注在中国与欧洲之间交换数学知识，希望通过此类活动彼

此取长补短，他曾在１６８９年７月致闵明我的信中探讨交流途

径。

基于对中国的崇敬和对在华耶稣会士的好感，也因为担心

“礼仪之争”会断送中国与欧洲的交流，莱布尼茨早在１６９９年

就对耶稣会在“礼仪之争”中的立场公开表示支持，反对把敬

孔祭祖说成宗教行为；他还对耶稣会士在中国的传教方法表示

赞同，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让非基督教国家的人民理解基督教，

进而接受基督教，最终达到世界和谐。他对“礼仪之争”的每

一个事件都十分关心，例如他认为，如果教皇特使不是多罗，

而是一个比他有头脑、有能力的人，后果也许会好得多。他对

维德梅尔：《莱布尼茨中国通信集》，第１７９页。

参阅维德梅尔：《莱布尼茨中国通信集》，第３－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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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双方的论点都给予关注，不但读耶稣会士的文章，也读反对

耶稣会士的著作，龙华民的《论中国人宗教的几个问题》、利

安当的《论中国传教团的若干重要问题》，他都读得相当仔细，

而且早在１７０１年就与人讨论过龙华民的文章。１７１６年去世前

不久，他又写了长文批驳龙华民此文的观点。对于白晋的《易

经》研究，莱布尼茨寄予极大兴趣，一方面，他认为《易经》

可以用来证明中国人是古老的、有高度文明的民族；另一方面

也因为八卦与他本人发明的二进制有异曲同工之妙，因而令他

大为惊奇。当他经白晋详细介绍，对八卦有了了解时，他谦虚

地表示，他的二进制算不得发明，只不过是伏羲原理（白晋认

为《易经》是伏羲的著作 笔者）的再发现。

莱布尼茨对中国的兴趣和研究是全方位的，我们无意也无

法一一介绍，但是他对汉语和汉字的研究不能不提。作为一个

基督教徒，莱布尼茨当然会从《圣经》获知，全世界的人原来

只讲一种共同的语言，后来才各讲各的语言。如同许多欧洲人

一样，他也很想知道最早的语言究竟是哪一种，如果找不到，

是否可以创建一种全世界通用的语言呢？他并无奢望，只希望

找到一种世界通用文字，这种文字可以精确地表达各种具体的

事物和抽象的意义，借助这种文字，世界各国的学者无需通过

翻译就可以彼此直接沟通。当他与汉语和汉字有所接触后，他

觉得汉语具有世界通用文字的特征，因而对于汉语是为了沟通

不同民族而创造的人工语言这种理论，表现出很大兴趣。后来

当他的汉语知识有所提高时，他以为汉语和汉字分别担当着不

同的任务：汉语是供耳朵听的语言，汉字是供眼睛看的语言。

１６７９年，当他获悉德国学者米勒发现了汉语的“钥匙”时，

异常兴奋，立即致函向他讨教，提出了１４个问题。这些问题

表明了莱布尼茨渴望了解汉字的迫切心情和对汉字基本特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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揣测，他认为，汉语的口语与书面语毫无关系，也就是说，每

一个汉字所表达的意义与其读音没有必然的联系，就像阿拉伯

数字那样，各个民族可以有不同的读音，却绝对没有不同的理

解。莱布尼茨还认为，汉字应该是由一些基本成分组成的，根

据一位意大利教士的说法，他估计这些基本成分的数量大约为

四百， 用这些基本成分作不同的组合，便可以得到所有的汉

字。莱布尼茨对于汉语和汉字的种种猜想虽然与实际不符，但

是这些想法对于后人的影响却是不可忽视的，１８世纪的法国

学者弗雷莱和傅尔蒙等人对于汉语和汉字的研究，很大程度上

承袭了莱布尼茨及其同时代人的基本思路。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与其他研究中国的欧洲学者相

比，莱布尼茨的中国情结具有若干鲜明的特点。第一，他不但

关注和研究中国，而且积极从事促进中国与欧州之间交往的实

际活动，用现代语言来说，他既是一个研究中国的学者，又是

一个积极从事中国与欧洲文化交流的社会活动家；第二，他不

单从一个国家或地区着眼，而且站在全世界的高度来审视和考

虑中国与欧洲的交往，因而在他身上较少欧洲中心主义的偏

见；第三，他对中国的研究和论述中功利色彩比较少，换句话

说，他不像有些欧洲思想家那样，把中国的实例作为攻击政敌

或论敌的武器，或以中国为论据阐述自己的学说或思想；第

四，他不仅始终密切关注发生在天主教内部的“礼仪之争”，

而且公开站在耶稣会一边。他是个新教徒，与天主教的任何修

会都没有恩怨，这也许是原因之一，但是不应否认，他认为

“礼仪之争”的结局关系到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命运，也许更是

原因之一。换句话说，在传教士们看来，文化交流是手段，传

参阅艾田莆：《中国之欧洲》；第１卷，第３８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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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才是目的，而在莱布尼茨看来，恰恰相反，传教提供了进行

文化交流的机遇。他的这些特点使他在１８世纪关注中国的欧

洲思想家中，格外引人注目。

２．伏尔泰
伏尔泰（Ｖｏｌｔａｉｒｅ，Ｆｒａｎｃｏｉｓ　Ｍａｒｉｅ　Ａｒｏｕｅｔ，　１６９４－１７７８）不是

一位一般意义上的思想家，他是整整一个时代的代表，有人说

法国的１８世纪是伏尔泰的世纪，可见伏尔泰的在人们心目中

的崇高地位。对中国的关注和研究在伏尔泰的毕生事业中只占

一小部分，然而，他却是１８世纪了解中国最多和谈论中国最

多的欧洲思想家。他在１７６８年曾说：“中国过去完全不为我们

所知，后来在我们的眼里长期受到歪曲，如今我们对于中国的

了解胜过欧洲的某些省份⋯⋯”

“我”，因为除了伏尔泰，大概没有第二个欧洲人敢于夸口说自

己对于中国的了解甚于对欧洲的了解，但从中我们确实看到了

他对中国的熟悉程度。伏尔泰博学多才，既是思想家、哲学

家、历史学家，又是小说家、诗人、剧作家⋯⋯；他既然时刻

关注着中国，中国也就顺理成章地出现在他的各种著作中，其

中包括史学著作、政论文章、小说、诗歌和剧本，当然还有大

量的书信。据统计，他论及中国的著作将近８０种，信件２００

余封。对中国的全面赞颂是伏尔泰中国观的最大特点。他称颂

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政治开明，道德高尚

⋯⋯总之，在他眼里，中国是世界上治理得最好的国家，中国

人是世界上最智慧的民族。

伏尔泰：《伏尔泰全集》（　Ｖｏｌｔａｉｒｅ，Ｆｒａｎｃｏｉｓ－Ｍａｒｉｅ：Ｏｅｕｖｒｅｓ

ｃｏｍｐｌｃｔｅｓ），巴黎，莫朗版，１８７７－１８８２年，第２７卷，第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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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历史学家，伏尔泰的功绩之一是突破前人的束缚，越

出欧洲狭小的范围，把目光投向东方各个民族，写出了真正意

义上的世界历史。在他之前，欧洲人所说的世界历史基本上局

限于《圣经》中叙述的古代历史和欧洲各国的历史，伏尔泰对

于这种状况深感不满，早 在１７３９年写的《 论光荣 》　（ｄｅ　Ｄｅｌａ

ｇｌｏｉｒｅ）一文中，就激烈批评了法国著名神学家博絮埃

Ｂéｎｉｑ（Ｂｏｓｓｕｅｔ，　Ｊａｃｑｕｅｓ，　 ｕｅ，１６２７－１７０４）为教育王子而作的

《世界史简论》（Ｄｉｓｃｏｕｒｓ　ｓｕｒ　Ｉ＇ｈｉｓｔｏｉｒｅ　ｕｎ　ｉｖｅｒｓｅｌｌｅ），质问他为何只

字不提历史悠久的中国，并说这只能说明作者无知。如果说伏

尔泰并非第一个提到中国的欧洲历史学家，他却是第一个以中

国作为世界史开篇的历史学家。这里说的就是他的名著《论各

（Ｅｓｓａｉｓ　ｓｕｒ　ｌｅｓ　ｍｏｅｕｒｓ民族的精神与风俗》 　ｅｔ　Ｉ＇ｅｓｐｒｉｔ　ｄｅｓ　ｎａｔｉｏｎｓ），

这部书的书名很多也很长，我们通常把它简称为《风俗论》。

这部巨著从酝酿到正式出版经历了漫长的二三十年时间，是伏

尔泰花费心血最多的著作之一，它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作者对中

国在世界历史中应该占有的地位的看法。他认为，包括中国在

内的东方在世界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过去一直被人忽

略。他写道：“例如印度和中国人，他们早在其他民族形成之

前，便已占有重要的地位。我们吃他们土地生长的食物，穿他

们制造的布帛，玩他们发明的游戏，甚至受他们古代劝世寓言

的教育，我们欧洲的商人只要发现有路可通，就要到他们的国

家去旅行，为什么我们却不重视对这些民族的精神的了解呢？

当您以哲学家身份去了解世界时，您首先应把目光朝向东方，

东方是一切艺术的摇篮，东方给了西方一切。” 出于这样的

认识，中国不仅被列在《风俗论》的第一章和第二章，而且出

伏尔泰 页。：《风俗论》，北京，１９９５年，上册，第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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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其他二十余章中。他这样做绝非感情用事，而是基于他对

中国历史的了解。在他看来，传教士所介绍的中国古代文献和

历代皇朝官方编撰的史籍，都是可信度极高的史料，因为，这

些史籍中既没有受神启示的上帝代言人，也没有丝毫的虚构和

奇闻，他说：“如果说有些历史具有确实可靠性，那就是中国

人的历史。” “中国的历史，就其总的方面来说是无可争议

的，是惟一建立在天象观察的基础之上的。根据最确凿的年

表，远在公元前２１５５年，中国就已有观测日蚀的记载⋯⋯宋

君荣神甫核对了孔子的书中记载的三十六次日蚀，只发现其中

因而他坚定地认为，中国历史早两次有误，两次存疑。” 于欧

洲人所熟悉的罗马史、希腊史和犹太史。其次，伏尔泰认为，

中国的历史记载几乎没有任何宗教色彩，史籍所记载的全是人

的活动，而不是关于神祇或鬼怪的传说，这既是中国史籍的一

大优点，也是中国历史可信的重要原因之一，他说：“不像埃

及人、希腊人，中国人的历史书中没有任何虚构，没有任何奇

迹，没有任何得到神启的自称半神的人物。这个民族从一开始

写历史，便写得合情合理。” 中国的史籍虽然主要记载了帝

王将相等上层人物的活动，但是也广泛地记下了包括文人、游

侠、商贾在内的各阶层人民的活动。与西方史书充满上帝、天

使的传说相比较，伏尔泰由衷地对中国的史书表示钦佩，决心

用自己的笔写出人民的历史。他说：“我责成自己尽可能地写

作风尚、科学、法律、习俗和迷信的历史⋯⋯我希望写下人民

伏尔泰：《风俗论》，上册，第２０７页。

同上，第７４页。

同上，第７４－７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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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

作为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自始至终对于政治体制给予特别

的关注。从总体上看，伏尔泰的政治理想是开明君主制，具体

地说，他希望国王是一个“哲学家”。在１８世纪的法语中，

“哲学家”一词含义大体上是贤能的智者，并不一定是严格意

义上的对哲学有专门研究的学者。当伏尔泰从传教士的报道中

得知中国皇帝英明、睿智，如同家长一样治理着国家，被人民

作为父亲敬时，他觉得这就是他所向往的哲学家国王。在伏尔

泰的著作中，对中国皇帝的由衷赞颂比比皆是，（风俗论）第

一章勾画了中国皇帝的形象：“皇帝自古以来便是首席大祭司，

由他来祭天，祭祀天上的神和地上的神。他可能是全国首屈一

指的哲学家，最有权威的预言者，皇帝的御旨几乎从来都是关

从于道德的指示和圣训。” 上古的君主尧到清初的康熙、雍

正、乾隆诸帝，伏尔泰无一不予以高度的赞扬。他赞扬尧亲自

改革天文学，力求使民智开通，民生安乐；称赞康熙皇帝宽容

大度，善待来自欧洲的传教士；称颂雍正皇帝“爱法律、重公

益，超过父王。帝王中无人比他更不遗余力地鼓励农事”；

他钦佩乾隆皇帝身为一国之君竟然还是诗人，当他读到乾隆的

（盛京赋）后，曾致函普鲁士国王腓特烈，说世界上只有两位

诗人国王，那便是“陛下与乾隆”。在伏尔泰眼中，中国的政

治体制最合乎理性，首先因为它建立在父权这个自然法则的基

础之上。他就此写道：“儿女孝敬父母是国家的基础。在中国，

父权从来没有削弱。⋯⋯一省一县的文官被称为父母官，而帝

转引自阿尔塔诺夫：《伏尔泰评传》，北京，１９５８年，第８１页。

同上，第２１７页。

伏尔泰：《路易十四时代》，北京，１９９１年，第６００－６０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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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则是一国的君父。这种思想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把这个幅

员广大的国家组成一个大家庭。正因为全国一家是根本大法，

所以在中国比其他地方更把维护公共利益视为首要任务。因

此，皇帝和官府始终极其关心修桥铺路，开凿运河，便利农耕

伏尔泰认为，基于全国是一个大家庭这个和手工制作。” 基

本大法，中国的法律与伦理道德融为一体，因而深入人心，成

为民众自觉遵循的行为规范，从而减低了法律的严酷冷峻，增

加了人情味。伏尔泰说，中国法律对于极刑极为慎重，司法机

关不但要多级审理，还必须经皇帝本人核准，否则不能对任何

人执行死刑。除了惩治罪恶，中国法律还褒扬善行：“在别的

国家，法律用以治罪，而在中国，其作用更大，用以褒奖善

行。若是出现一桩罕见的高尚行为，那便会有口皆碑，传及全

省。官员必须奏报皇帝，皇帝便给受褒奖者立碑挂匾。” 伏

尔泰还高度赞扬中国的行政体制，对于中央政府的六大部颇为

赞赏，认为它们之间既有分工，又有合作，有利于提高行政效

率，防止官员独断专行。地方官员也职权分明，各司其职，全

国的行政机构形成一个疏而不漏的大网，处处有官员，事事有

人管，从而保证人民能够安居乐业，国家祥和太平。他就此写

道：“一万三千六百名官员管理着一亿五千万人民，他们分属

于不同的部门，这些部门的上面是六大部，六大部则同受一个

最高机构的监督。一想到这些我就情不自禁地异常兴奋。”

贤明的君主、良好的法律和合理而有效的行政机构，在伏尔泰

看来，这些因素正是防止君主独裁的有力保证，在这样一种体

伏尔泰：《风俗论》，上册，第２１６页。

同上，第２１７页。

伏尔泰：《伏尔泰全集》，莫朗版，第２９卷，第４６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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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下，皇帝不可能行使专断的权力。法律虽然出自皇帝，但是

由于政府的体制比较合理，致使皇帝若不征询受过良好教育并

经由科举产生的官员，便什么事也做不成。

伏尔泰对孔子的景仰是他中国观的又一个突出的特点。他

对孔子的仰慕完全发自内心，他不仅在著作中竭尽全力推崇孔

子，鼓吹孔子的学说，而且对孔子怀有一种近乎宗教心理的虔

诚，把他视为崇拜的对象。在他的《哲学辞典》中，他说：

“我认识一位哲学家，在他的书房里悬挂着一幅孔子画像；他

在这幅画像下边题了四句诗：唯理才能益智能，但凭诚信照人

心；圣人言论非先觉，彼土人 其实，他所说的皆奉大成。”

这位哲学家就是他自己。当伏尔泰开始关注并研究中国之时，

孔子在欧洲已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尤其在“礼仪之争”中，

参与论争的两派对孔子其人其事有许多论述，孔子及其学说在

这些论述中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伏尔泰既读到了这些不同的论

述，也读到了儒家经典的译文，这就为他认识孔子提供了比较

充分的条件。伏尔泰对孔子的兴趣首先来自孔子所宣扬的伦理

道德。我们知道，伏尔泰向往的是一个人们兄弟般和谐相处、

同心协力谋求公共福利的社会。这种社会需要高尚的道德来维

系，而这种高尚的道德便是对他人行善，也就是做有益于社会

的事。他认为孔子倡导的正是这种与人为善的道德，既纯朴而

严格，又完全合乎人情。出于对孔子有关道德论述的钦羡，伏

尔泰从各种资料中大量搜集孔子的格言，在他的各种著作中介

绍给读者，对于那些特别钟爱的格言，他不厌其烦地多次提

及。只是由于译者的理解或文字处理等原因，我们现在无法将

伏尔泰：《哲学辞典》，北京，１９９１年，第３２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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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格言一一复原为中文。 他多次提到的格言中有几句比较

容易辨识，诸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直报怨，以德

报德。”“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从这几句出自《论

语》的格言可以看出，伏尔泰对孔子思想中的“仁”和“恕”

颇为赞赏；这些处理人际关系的原则，在伏尔泰看来也是区分

善恶的尺度。在《哲学辞典》中，他杜撰了孔子的两个弟子的

对话；当被问及善恶之间的界限时，其中一位答道：“吾师孔

子的办法就是‘善终吾身，死而无怨；己所不欲，勿施于

人’。” 我们无需细究前半句话是否孔子所说，整句话足以表

明，伏尔泰是将这些格言视为人的行动准则的。伏尔泰对孔子

所宣扬的道德给予极高评价，认为它是使中华民族立于不败之

地的有力保证，他曾多次提到，外族（应读作少数民族 笔

者）两次入主中原，但是作为征服者的蒙古人和满人，却都被

孔子道德所征服；到头来，不是征服者改变了被征服者，而是

被征服者改变了征服者。在伏尔泰根据中国元杂剧《赵氏孤

儿》改写的《中国孤儿》中，“只识弯弓射大雕”的成吉思汗

折服于汉族官员的高尚情操，幡然悔悟，放下屠刀。这个结局

对孔子的道德作了形象的诠释，所以他把此剧称为“五幕孔子

道德戏”。当然，伏尔泰对孔子的称颂，不只因为孔子教导人

们如何做人，更重要的是他教导人们如何治国，在这一点上，

伏尔泰似乎很懂孔子的后人所总结的“修身、齐家、治国、平

天下”的道理，也就是说，以自己的榜样影响家人，用管理家

有人认为，难以复原的原因在于伏尔泰在引述这些格言时，采取

了随心所欲的态度。参见宋舜靖（音）：《伏尔泰与中国》（Ｓｏｎｇ，Ｓｈｕｎ－

　　ｅｔ　ｌａ　Ｃｈｉｎｅ），埃克斯，１９８９年，第１５９页ｃｈｉｎｇ：　Ｖｏｌｔａｉｒｅ 。

伏尔泰：《哲学辞典》，上册，第２６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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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的办法去治理国家，其间的道理是一样的，准则也是一样

的。在（哲学辞典）中有这样一段话：“这位贤哲就是孔子，

他是惟一从不骗人的立法者。在整个地球上，自他以来谁曾提

出过更好的行为准则？治国如治家，而治家的最佳方法莫过于

以身作则。” 这段文字与《论语·子路》中的一段文字如出一

辙：“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苟其身

正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伏尔泰对孔

子的颂扬还有一层用意，那就是把儒家或儒教奉为他所心仪的

宗教。我们知道，伏尔泰不但看到宗教对于自由思想的窒息作

用，而且目睹宗教引起的冲突所造成的流血后果，这促使他憎

恶宗教，认为宗教迷信违背理性，是造成社会不宁、阻碍社会

进步的根源，因而他一生都在不懈地与基督教及其教会进行不

屈不挠的斗争。但是，他并不是无神论者，他不但承认上帝的

存在，也许主要出于政治考虑，并且认为即使没有上帝，也要

造出一个上帝来，这个上帝并不是人格化的神，而是“最高主

宰”，实际上也就是启蒙思想家一再鼓吹的理性。伏尔泰曾把

目光投向伊斯兰教、佛教等域外宗教，然而这些都不是他想要

寻找的那种宗教。当他从传教士口中得知中国的文人信奉儒

教，也就是孔子的学说时，他终于找到了他所倡导的那种道德

化的以理性为上帝的宗教。这种宗教既没有宗教狂热和迷信，

也不崇拜偶像：“他们的孔子不创新说，不立新教；他不做被

神所启示者，也不做先知。他是传授古代法律的贤明官吏。我

们有时不恰当地把他的学说称为‘儒教’，其实他并没有宗教，

这段话见于伏尔泰《哲学辞典》的词条“哲学家”，１７６５年以后

出版的（哲学辞典）均收此词条。中文译本系以１７６４年版为底本，故无

此词条。请查阅（哲学辞典）法文版第３１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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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宗教就是所有皇帝和大臣的宗教，就是先贤的宗教。孔子

只是以道德谆谆告诫人，并不宣 这段话似乎扬什么奥义。”

有些颠三倒四，实际上非常准确地道出了他对儒教的看法：既

是宗教，又非宗教，归根结底是一种不宣扬奥义，只宣扬道德

的宗教。在《哲学辞典》中，他不指名地把这种宗教与基督教

作了对比，热情地颂扬前者，严厉谴责后者，褒贬至为鲜明：

这种宗教多讲道义少谈教条，叫人正直而不使之荒谬，丝毫不

使人相信根本不可能、矛盾百出、侮辱神明并且危害人群的事

物，而又丝毫不敢用永久的刑罚来威胁任何具有常识的人，不

用刽子手支持威信，也不为了一些难解的诡辩而血染大地，不

以一句模棱两可的话、一句文字游戏和两三份伪造的宪章而使

一个乱伦、杀戮和毒害人的教士成君主和神，不使国王听命于

这个教士， 儒教它只教导人崇拜上帝、正义、仁恕和人道。

拥有这许多优点，难怪伏尔泰对之推崇备至，一再以它为武

器，猛烈攻击基督教及其教会。诚然，孔子在１８世纪的欧洲

受到普遍的颂扬，但是没有任何人如同伏尔泰这样对他佩服得

五体投地，所以，他被人称作“欧洲的孔子”是当之无愧的。

３．魁奈和重农学派
重农主义是一个有着完整理论体系的学派，活跃在１８世

纪６０年代前后，不但在法国引人注目，一些欧洲国家的君主

也很重视，曾企图将其付诸实施。但是，重农学派的学说如同

昙花一现，仅仅走红十五年左右，很快为新的经济理论所取

代，其影响到８０年代就已急遽衰落。重农学主义的法文原文

伏尔泰：《风俗论》，上册，第７７页。

参阅伏尔泰：《风俗论》，下册，第６８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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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ｐｈｙｓｉｏｃｒａｔｉｅ，这个词来自希腊文，由两部分组成，前一半

ｐｈｙｓｉｏ表示自然的意思，后一半ｃｒａｔｉｅ表示力量、权力的意思，

合起来就是自然力的意思。出版于１７６７年的魁奈（Ｑｕｅｓｎａｙ，

Ｆｒａｎｃｏｉｓ，１６９４－１７７４）著作集的扉页上写着：“自然产生秩序

和法制，人为带来专横的统治和强迫。”这句话清楚地表明了

这个学派的主导思想。重农学派虽然认为农业是财富的惟一来

源，但对于农业重要性的强调却不是它的唯一主张。这个学派

的理论包括经济理论和政治理论两部分，所以严格地说，“重

农学派”这个汉译并不准确，容易令人望文生义，对这个学派

的学说产生片面的认识。但是这个汉译由来已久，依据约定俗

成的原则，只能继续使用。魁奈是这个学派公认的首领，他身

为法国宫廷的御医，在“中国热”盛行的日子里，有机会在宫

廷里接触许多来自中国的艺术品，感染弥漫在王公贵族中追求

中国情趣的气氛，由此激发了他对中国的倾慕。１７５６年他向

国王路易十五建议，模仿中国皇帝亲自扶犁“籍田”，此事说

明魁奈心中早就以中国为仿效的榜样。他于１７６７年在《公民

日志》（Ｅｐｈéｍéｒｉｄｅｓ　ｄｕ　ｃｉｔｏｙｅｎ）杂志上分四次发表《中国专制

主义》（Ｄｅｓｐｏｔｉｓｍｅ　ｄｅ　ｌａ　Ｃｈｉｎｅ），集中而系统地表述了他对中国

的看法。此时欧洲的“中国热”已经日过中午，开始了缓慢的

降温过程，可是《中国专制主义》对中国的颂扬却比此前的任

何著作都更加热烈，特别是书中对中国政治制度的颂扬达到了

前所未有的程度。尽管魁奈在此书中阐述的观点很快就遭到严

厉的驳斥，但是，从中西文化交流角度看，魁奈对于中国传统

思想的汲取和利用，以及他对中国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赞

美，不仅是欧洲“中国热”中极为精彩的一幕，而且是研究中

国文化如何影响欧洲的重要材料。

前面我们介绍了莱布尼茨和伏尔泰对中国的赞颂，如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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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布尼茨主要是从东西文化的交汇和融合的角度来审视中国，

并且致力于通过多种渠道促进欧洲与中国的交流，使得双方都

能从中获益，那么，伏尔泰则是在创建新的社会制度的斗争

中，惊奇地发现了中国这个实例，并将它作为锐利的武器投向

旧制度和旧势力。莱布尼茨和伏尔泰以及与他们同时代的思想

家，对于中国的研究，大多具有全面和宏观的特点，历史、宗

教、哲学和政治往往是他们关注的重点，之所以如此，一方面

是因为资料所限，另一方面也与“礼仪之争”这个背景有关。

魁奈和重农学派虽然依旧沿着这条轨迹前进，但是他们显示了

新的特点，那就是从抽象而笼统的赞美进入到比较具体的推

崇，在他们看来，中国不再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仰慕对象，

而是一个可以亦步亦趋地模仿的典范，所以，他们对于中国的

关注不满足于一般性的常识，而是希望获得具体的乃至量化的

身详细资料。这一特点首先体现在前文已经提及的杜尔阁

上，就在魁奈发表《中国专制主义》那一年，他向即将回国的

两位中国学生高类思和杨德望提出了非常具体的５２个问题，

其中第１１个问题是地租与收成之比，第１８个问题是地价，第

１９个问题是借贷的利率，第２９个问题是土地税。这些问题表

明，重农学派对中国的关注重点与伏尔泰等人有所不同，已从

伦理道德和宗教哲学，转向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杜尔阁为了

让两位中国学生更好地回答他所提问题而写的讲义，后来以

ｆｌｅｘｉｏｎｓ　ｓｕｒ　ｌａ　《关于财富的形成和考察》（Ｒé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ｅｔ　ｌａ　ｄｉｓｔｒｉ－

ｂｕｔｉｏｎ　ｄｅｓ　ｒｉｃｈｅｓｓｅｓ）为题出版。这５２个问题和这份讲义不但充

分说明他对中国的关注，而且成为反映重农学派观点的重要著

作之一，例如，此书第九十九节写道：“除了土地的净产品以

参阅本书第一章第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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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一个国家里不存在任何真正可以自由支配的收入 这就。”

是重农学派的基本观点之一。

魁奈的中国观主要反映在《中国专制主义》中。顾名思

义，《中国专制主义》所论述的主要是中国的政治制度，魁奈

本人也作了明白无误的表示：“我们的任务仅限于介绍中国政

府的形式以及所有与此有关的问 不过，在进入主题之题。”

前，他利用耶稣会士提供的材料，以真诚赞誉的口气对中国作

了全方位的介绍，其中包括历史、地理、社会状况等。他说中

国是世界上最美丽、最繁荣、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的幅员辽

阔，最小的省份也抵得上欧洲的一个国家；他还引用李明（中

国现状新志）中的描述，夸赞中国的城市既多又大，远远超过

法国。他赞颂中国历代的帝王尽心竭力于促进国家的繁荣，政

府以为民造福为宗旨；民众对自己的君主心悦诚服，因而君主

和民众之间形成了稳固的关系。他称赞中国充分利用江河湖

泊，既发挥其灌溉效益，又获得交通上的便利。他赞扬中国政

府任命史官记录皇帝的言行，编写各个朝代的历史，他们秉笔

直书，不谄媚权贵，不为皇帝护短，中国的史书因而具有很高

的真实性。魁奈用许多篇幅讲述中国的教育制度，称教育人民

是官吏的主要职责之一，他们定期向百姓发表训示，教导百姓

父慈子孝，服从官府，维护社会的安宁与和谐。皇帝本人也经

常召集王公贵族和高级官员，告诫他们恪尽职守，清正廉明，

重视农耕，以身作则地遵守法律。魁奈对于中国的这些赞扬性

的介绍，可以用另一位重农学派学者博多（Ｂａｕｄｅａｕ，Ｎｉｃｏｌａｓ，

１７３０－１７９２）的一段话作为概括：“三亿二千万人民以人们所

杜尔阁：《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第８３页

魁奈：《经济和政治文集》，第５７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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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达到的最智慧、最幸福、最自由的程度，生活在他们的政府

和君主领导之下，他们的政府拥有最绝对、最公正的权力，他

们的君主是最富有、最强大、最人道和最仁慈的君主。 魁”

奈对于中国的这些“常规”性的颂扬并无多少特色，他大量引

用了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和鲁斯洛德絮吉的著作。鲁斯洛

德絮吉（Ｒｏｕｓｓｅｌｏｔ　ｄｅ　Ｓｕｒｇｙ，　Ｊ．　Ｐ．）是一位地理学者，于１７６３

年至１７６５年编辑出版了一部大型地理杂记集《奇趣轶闻杂录》

Ｍéｌａｎｇｅｓ　（ ｉｎｔéｒｅｓｓａｎｔｓ　ｅｔ　ｃｕｒｉｅｕｘ　），其中第四、五两卷辑录了多

位作者关于中国的记述。材料虽然陈旧，观点却极具独到之

处，此书至今仍被视为重农学派政治和经济学说的组成部分之

一。

与伏尔泰相比，魁奈对中国政治制度的褒扬有过之而无不

及，堪称“颂华派”之冠。不但如此，他还具有自己鲜明的特

点，那就是他所赞扬的是被孟德斯鸠等人痛斥的专制主义。与

孟德斯鸠的专制主义不同，魁奈的专制主义是一种“合法”的

专制主义，所谓“合法”也就是符合自然法。重农学派认为，

自然法不是人所创造的，而是自然秩序的体现，只有遵守自然

法才能保证社会的安定和发展，自然秩序从根本上来说是最优

良的，是最佳政体的基础，也是制定一切实在法即与自然法相

对的人为法的依据；而且，自然法永恒不变，普遍适用于各个

时代和各个民族。魁奈认为：“幅员辽阔的中华帝国的政治制

度和道德制度建立在科学和自然法基础之上，这种制度是对自

然法的发扬。” 他作出这种判断的依据是什么呢？首先，中

国人把“天”视为万物的本原，既是至高无上的主宰，又是大

转引自盖伊：《中国形象在伏尔泰前后的法国》，第３４８页　。

魁奈：《经济和政治文集》，第６１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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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完美无缺的杰作；父亲是一家之天，总督是一省之天，皇

帝当然就是一国之天。敬天是中国人的宗教，而被称作天子的

皇帝则以天的名义行使权力。其次，自然法并非每个人生而知

之，需要通过学习方能了解和掌握，中国的统治者深明此理，

因而非常重视教育，在所有的城镇和乡村里设立学馆，向年轻

人授业解惑。完备的教育制度培养出大批人材，经由科举考试

被选任为各级官员，所以中国的官员都是学者，懂得如何依照

自然法来治理自己管辖的地区。再次，中国人对于政治、法律

和道德不加严格区分，法律写在被奉为经典的著作之中，既是

学校的教材，也是官员行政的准则，连皇帝也必须遵照执行。

最基本的道德或法律便是恪尽孝道，尊敬父母就意味着尊敬一

切可以视同父母的人，诸如长者、师傅、官吏、皇帝，受到尊

敬的人则要以爱还报尊敬者，于是，子女、学生、百姓和臣民

都会得到足够的爱护。在这种道德或法律的作用下，社会必然

太平安定，人们彼此相爱。由于自然法在中国得到充分的尊

重，皇帝的权力也受到某种程度的限制。首先，皇帝也必须按

照自然法行事，不能为所欲为；其次，中国有合理的行政机构

协助皇帝行使最高权力，皇帝的敕令需经最高审议机构审核后

才能颁布生效；此外，中国还有良好的谏议制度，一旦皇帝不

依照自然法行使权力，就会有谏官对他进行监督，帮他回到正

确的道路上来。所以，中国的皇帝虽然掌握着最高的绝对权

力，丝毫不容他人分享，完全可以说是专制君主，这样的政治

体制完全可以说是专制主义，但是，这种专制主义实际上是

“合法”的专制主义。魁奈就此写道：“由于中国的政治体制以

无可非议和不容非议的方式建立在自然权利基础之上，因而能

够防止君主作恶，能够保证他在合法的行政管理中拥有做好事

的最高权力。这种权威对于君主来说是福祉，对于臣民来说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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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应该受到崇敬的统治。”

关于自然法，魁奈是这样说的：“构成社会的法则是对人

类最有利的自然秩序的法则，这些法则是物质的或道德的。我

们所说的构成政体的物质法则，是指显然最有利于人类的自然

秩序的一切物质成分有规律的运作；我们所说的构成政体的道

德法则，是指显然最有利于人类的自然秩序的一切道德行为有

规律的运作。这些法则共同组成所 那么，自谓的自然法。”

然法的物质方面是什么呢？重农学派认为，农业是经济活动的

基本形式，是财富的唯一来源。只有以农为业的民族才能组成

稳定而持久的国家，拥有普遍性的、受制于不变的自然法的政

府。由于农业是用来满足人民需要的财富的源泉，而且农业的

兴衰必然取决于政府形式，所以农业是国家的基础，政府的正

常运转取决于农业的发达程度。在魁奈等人看来，中国是完全

符合这个理论的典范。首先，农业在中国始终受到尊重，农民

总是受到皇帝的特别照顾，包括康熙和雍正在内的历代皇帝，

都亲自扶犁，播种五谷，为全国人民作出榜样。政府关心水利

事业，修建大量的灌溉工程和交通工程，为农业丰收提供优良

的条件。其次，中国政府只向土地所有者收税，不向土地耕作

者收税，税额依据土地的面积和肥沃程度而定；另一方面，任

何土地都不得免税，这就保证了政府的收入。政府通常不但不

增税，而且每逢自然灾害就下令蠲免受灾地区的税收。这种税

制兼顾农民和国家的利益，使农民除了地租之外没有其他负

担，国家则有可靠的收入用来支付各种必要的开支，双方各得

其所，太平与安宁便有了保证。重农学派又认为，人为了生存

魁奈：《经济和政治文集》，第６３６页。

同上，第６３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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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进行生产，而要生产至少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人身自由和

必要的生产资料。就分配而言，一方面，每个人应以自己的劳

动所获为限，另一方面，每个人的劳动所得不应被剥夺，所

以，自由和所有权也是一种自然的权利。自由和所有权如能得

到保证，就会产生激励农民积极生产的效果，因为他们生产得

越多，就越能满足自己的物质需求。在正常情况下，皇帝也致

力于保证臣民的自由和所有权，也就是说，皇帝不会破坏自然

法，因为他的利益融合在他对国家的治理当中，如果治理得不

好，他不可能得到任何好处，所以他会兢兢业业地按照自然法

保护每个人的自由和所有权。在这种条件下，不必担心专制主

义会带来祸害，因为归根结底这是合乎自然法的专制主义。只

要遵守自然法，皇帝的权力越大越好，因为倘若有若干人共同

掌权，这些人就会因对利益有不同的追求而各行其是，就难免

发生分歧和矛盾，以致影响国家的有效治理。在权力绝对集中

于一人的条件下，如果出了问题，那肯定不是专制主义本身，

而是由于自然法遭到破坏。魁奈就此作出结论：“中华帝国难

道不是因为自然法得到遵守而得以幅员广袤、国祚久远、持续

繁荣吗？⋯⋯这个遵守自然法的广大的国家，不是提供了一个

稳定、持久和不变的政府的楷模吗？中国不也毗邻着一些可怕

的强国吗？不也曾被征服，不也曾经分裂为若干小国吗？可

见，中国政制之所以能够长久延续，不是由于特殊的环境和条

件，而是由于有一个因其本质而稳定的秩序。”

重农学派对孔子的颂扬也是一个不应略去的话题。重农学

派的重要成员、《公民日志》主编博多称魁奈为“欧洲的孔

子”，这个学派的另一位重要成员米拉波（Ｍｉｒａｂｅａｕ，ＶｉｃｔｏｒＲｅ－

魁奈：《经济和政 页。治文集》，第６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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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ｑｕｅｔｉ，１７１５－１７８９）则在魁奈葬礼上致颂词时说：“孔子的整个

教义，在于恢复人受之于天而为无知和私欲所掩盖的本性之光

辉和美丽。因此他劝国人信事上帝，存敬奉戒惧之心，爱邻如

己，克己复礼，以礼制欲；非礼勿为，非礼勿念，非礼勿言。

对这种宗教道德的伟大教言，似乎不可能有所增补；但最主要

的部分还未做到，即行之于大地；这就是我们老师的工作，他

以特别聪睿的耳朵，从我们共同的大自然母亲的口中，听到了

‘纯产品’的秘理。” 与另一位“欧洲的孔子”伏尔泰相比，

魁奈似乎名气小一些，不过在赞扬孔子的为人和学说对于后世

的影响方面，他们都表现出同样的热情。魁奈在介绍孔子时写

道：“中国人把孔子看作伟大的学问家和革新家，他对失去昔

日光辉的帝国进行了立法、道德和宗教改革⋯⋯以重建国家秩

序为己任的哲人们曾遇到种种反对和压制，面对这一切孔子表

现出了不可动摇的勇气。” 魁奈这几句话也许指的是孔子的

“克己复礼”，接着他说孔子出任大夫后，以明智的立法革除积

弊，使鲁国面貌一新。看来他非常赞赏孔子在重建“秩序”中

建立的业绩，之所以如此，我们不妨作这样理解：在重农学派

看来，孔子所重建的秩序，就是他们所说的自然秩序。孔子不

但有重建秩序的勇气，也有重建秩序的能力，因为据魁奈说，

孔子阐明了《易经》中谜一般的卦形和注释的真实含义，从中

领悟了治国的奥秘，并引申出一些极佳的政治和道德训示，从

而奠定了中国“科学”的基础。 我们只需从中体会魁奈仰慕

转引自利奇温：《１８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北京，１９９１

年，第９２－９３页。

魁奈：《经济和政治文集》，第５７５页。

参阅魁奈：《经济和政治文集》，第５９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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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原因，而不必深究这一说法究竟有多大真实性。一个既

有勇气又有能力按照自然法治理国家的古代贤哲，难道不应受

到人们由衷的景仰吗？也许正因为如此，魁奈才荣膺“欧洲的

孔子”的桂冠。

４．其他“颂华派”思想家
，沃尔夫（Ｗｏｌｆｆ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１６９７－１７５４）是莱布尼茨的弟子，

年轻时学过数学、物理、哲学和神学。经由莱布尼茨的推荐，

从１７０６年开始在哈勒大学教授数学，三年以后，他的兴趣转

向哲学，从此开始了他对中国哲学的研究。１７１１年，他在学

术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评述卫方济谈中国与印度数学及哲学的文

章。翌年，他又发表了一篇评述卫方济的（中国典籍六种）的

不长文。这两篇文章虽 能说明他的哲学思想受到了中国哲学的

影响，却可以充分说明他对中国哲学已经有了初步的了解。他

有关中国的第一篇重要论述是《论中国人的哲学实践》（Ｄｅ

Ｓｉｎａｒｕｍ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ａ　ｐｒａｔｉｃａ），这是他于１７２１年７月在哈勒大学

发表的一篇演说。在这篇演说中，沃尔夫称颂中国人的道德

观，声称孔子的教诲与他自己的伦理哲学是一致的。他指出，

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中国以其灿烂的文化在欧洲享有盛

名；孔子的哲学是一种非基督教的哲学体系，其基础是人类的

理智和自然的榜样，他认为，人的道德和责任感并非来自启

示，而是来自自然，人在辨别善恶是非时，所依靠的是理性，

而不是神的指引，趋善是人与生俱来的天性，和谐的社会生活

无需宗教教规的约束。他给予孔子很高的评价：“即使不能把

孔子看作是中国智慧的创始者，那么也应该把他视为中国智慧

的复兴者。孔子的所作所为并非为了沽名钓誉，而是出于希望

百姓幸福安康的爱。孔子虽然没有提出什么新的治国处世的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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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可他以其深邃的哲理自古至今都享有崇高的威望。” 沃

尔夫的这些言论显然隐含着这样一层意思：无神论者和异教徒

在日常生活中完全可以是道德高尚的人，一如基督教的信徒。

这种极具挑战性的反基督教思想激怒了哈勒大学某些负责人，

由此引起的争执延续了两三年，最终报告打到普鲁士国王腓特

烈一世那里，国王断然下令：沃尔夫必须在四十八小时之内离

开普鲁士。因议论中国而被逐出国门，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绝无

仅有的一次，此事震惊了整个德国，也令欧洲其他国家的学者

们瞠目结舌。沃尔夫的这篇演说在添加了注释以后，于１７２６

年公开出版了拉丁文本。沃尔夫事件引发的反响远远超出人们

的想象，据统计，就此事而展开笔战的文章多达２００余篇，其

中支持沃尔夫的为７０余篇。 此外，在沃尔夫的启发下，另

有几位德国学者对中国哲学展开了更深入的研究。普鲁士国王

腓特烈二世登上王位后，将沃尔夫重新召回，恢复他在哈勒大

学的职位。１７５０年，沃尔夫发表了第二篇关于中国的重要论

ｒｅｇ文《论哲学家国王和以哲学治国》（　Ｄｅ　 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ａｎｔｅ　ｅｔ

ｒｅｇｎａｎｔｅ），文中高度赞扬中国的开明君主制，称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ｏ　 中国

最早三位君主建立的政体是世界上的最佳政体，数千年来一直

行之有效，至今依然兴旺发达，而其他一些君主政体已经衰落

或即将衰落；文中还说，中国的统治者提供了在一个幅员广大

的国家进行统治而少有失误的范例，究其原因，便是这些统治

转引自夏瑞春（编）：《德国思想家论中国》，南京，１９８９年，第

３９页。

参阅劳端纳：《沃尔夫对中国的倾慕》（Ｌａｃｈ，ＤｏｎａｌｄＦ．：Ｔｈｅ

Ｓｉｎｏｐｈｉｌｓｍ　ｏｆ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Ｗｏｌｆｆ，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　Ｉｄｅａｓ）　；，载《思想史杂

志》，１４卷（１９５３），第５６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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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是哲学家，或者说哲学家当了皇帝，这些皇帝不搬用他国的

做法，而以哲学规范政府的行为，按照治家的方法治理国家

⋯⋯ 沃尔夫对中国的钦羡几乎达到了伏尔泰的程度，他对

同时代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中一些人赞同他对中国的态

度，也有一些人嘲笑他对中国的议论缺乏客观的依据，因为他

的全部材料都来自耶稣会士。他对中国的态度还直接对普鲁士

国王腓特烈二世发生了影响。这位国王在尚是王子时，有一位

老师名叫约翰·戴商（Ｄｅｓｃｈａｍｐｓ，Ｊｅａｎ，１７０９－１７６９），是沃尔

夫的学生，戴商曾将沃尔夫的《论中国的哲学实践》一文译成

法文，送给这位喜欢法文的王子阅读。王子继承王位后，收到

了沃尔夫题献给他的《论哲学家国王和以哲学治国》，国王在

回函中称赞沃尔夫的贡献，并表示哲学家应以理诲世，君主应

以身垂范。后来，这位国王果然被伏尔泰誉为哲学家国王，并

被许多人视为欧洲少有的开明君主。

坦帕尔是英国崇敬中国和孔子的突出代表，英国人对中国

的钦羡在他的身上达到了顶点。１６６９年前他旅居海牙时大概

读过纽霍夫、卫匡国和基歇尔等人有关中国的著作，因而对中

国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也许受了这些作者的感染，后来他成

了１７世纪称颂中国最起劲的英国人。在发表于１７５７年的《论

英雄的美德》（Ｏｆ　Ｈｅｒｏｉｃ　Ｖｉｒｔｕｅ）一文中，他热情赞扬中国的历

史和政治制度，称中国是世界上已知的最伟大、最富有、人口

最多的国家，是拥有比任何别的国家更优良的政治体制的国

家。他认为，中国两个最大的英雄是伏羲和孔子，他在这里所

说的英雄实际上是我们所理解的导师或先师。他称孔子是“最

参阅劳端纳：《沃尔夫对中国的倾慕》，载《思想史杂志》，１４卷

（１９５３），第５６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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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问、最有智慧、最有道德的中国人，⋯⋯孔子留下的遗训

之一是：每个人必须学习并努力改善自己的天然理性，尽可能

使之臻于完善，从而使自己在生活中的行为永远不会（或尽可

能少）背离 坦帕尔认识到，孔子的学说是实用自然法则。”

的社会道德，而不是形而上学的哲学思辨；孔子主张国家利益

高于个人私利，赞扬勤勉和宽容，鼓吹渐进的革新，避免激烈

的变革。他认为这些都是治理国家的正确原则，他在孔子的学

说中找到了哲学家以道德治国的途径，因而把孔子的教诲归结

为：“总之，孔子的全部著作旨在教导人们，如何修身、齐家、

治国；家长、师长和官员如何统治，子孙、仆役、臣民如何服

在他从。” 看来，依据孔子所规定的原则建立起的中国政体，

“是绝对君主制，除了皇帝的旨意和命令便没有其他法律，

⋯⋯中华帝国看来是以最大的力量和智慧，以理性和周密的设

计建立并进行治理的，实际上它胜过其他国家人民和欧洲人以

他们的思辨能力和智慧所想象的政体，诸如色诺芬的体制、柏

拉图的共和国、乌托邦以及现代作家的大西洋国等等。⋯⋯如

果马可波罗、卫匡国、基尔歇以及其他人不曾以他们用意大利

文、葡萄牙文以及荷兰文写成的著作对此提供了证明，这个国

家的人口、力量，皇帝的财富和收入，公共建筑和公共工程的

雄伟，简直就无法令人相信。”

普瓦弗尔（Ｐｏｉｖｒｅ ，１７　１９　－１７８，　Ｐｉｅｒｒｅ ６）是一位阅历相当丰

富的法国人，年轻时加入巴黎外方传教会，被派到远东传教。

坦帕尔：《杂文五篇》（Ｔｅｍｐｌ ｉａｍ：ｅ，　Ｗｉｌｌ 　Ｆｉｖｅ　Ｍｉｓｃｅｌｌａ Ｅｓｓ ，ａｙｓ）ｎｅｏｕｓ　

密西根，１９６３年，第１１２－１１４页。

同上，第１１４－１１５页。

同上，第１１７、　１２１、　１２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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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４９年受雇于法国印度公司，被派到交趾经商，后来又被派

往菲律宾，返欧洲途中曾在留尼汪和毛里求斯逗留。一份留存

至今的文件称，他于１７５１年最后一次见到英国人Ｆｌｉｎｃｋ，并相

当详尽地向他介绍了当地的情况。 根据这份资料判断，这位

Ｆｌｉｎｃｋ其实就是英属东印度公司驻华人员Ｆｌｉｎｔ（汉名洪任辉）。

在发生于乾隆二十四年（１７５９）的洪任辉事件中，这位英国人

不顾中国政府禁令，扬帆北上，直奔天津，扬言要上京告状，

被勒令在澳门接受为期三年的监禁。１７５１年洪任辉已经居住

在广州，据此可以断定，普瓦弗尔遇见洪任辉肯定是在广州。

这个文件为普瓦弗尔曾在中国逗留提供了可靠的记载。回到法

国后，法国国王接受财政总监贝尔旦的建议，奖给他两千法

郎，表彰他在远东的出色表现。鉴于他对远东地区的研究，特

别是在植物学方面的贡献，法国科学院于１７５４年９月４日任

命他为通讯院士。他在中国的经历受到希望了解中国的杜尔

阁、贝尔旦等人的重视，彼此多有往来。中国留学生高类思、

杨德望回国前因贝尔旦挽留，１７６４年前去里昂进行考察，接

受委托负责接待的就是普瓦弗尔。不久之后他被任命为法国驻

留尼汪和毛里求斯总督，直到１７７３年才离任回国。从这些经

历可知，普瓦弗尔不是思想家，我们本来不应在这里谈论他。

然而，他被某些学者视为重农学派的一员，而且出版过一部影

响较大的涉及中国的著作，所以有必要对他略作介绍。普瓦弗

尔被聘为科学院通讯院士后回到里昂，在里昂科学院发表了以

《非洲和亚洲人民习俗和技艺考察》（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ｓｕｒ　ｌｅｓ　ｍｏｅｕｒｓ

ｅｔ　ｌｅｓ　ａｒｔｓ　ｄｅｓ　ｐｅｕｐｌｅｓ　ｄｅ　Ｉ＇Ａｆｒｉｑｕｅ　ｅｔ　ｄｅ　Ｉ＇Ａｓｉｅ）为总题的讲演。讲

高迪埃编：《贝尔旦的信友》（　Ｃｏｒｄｉｅｒ，　Ｈｅｎｒｉ：　Ｌｅｓ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ａｎｔｓ　ｄｅ

ｏｕｎｇＰａｏ，载《通报》Ｂｅｒｔｉｎ），Ｔ ，ＸＶ卷（１９１４），第３２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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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因故未在法国出版，而流传到国外的讲稿，却在未征得作者

意见的情况下，于１７６８年在瑞士的伊弗东刊印，书名为《哲

学家游记》（Ｖｏｙａｇｅｓ　ｄ＇ｕ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ｅ　）。此书以作者的经历为基

础，讲述了亚洲和非洲一些民族的地理、历史、物产、人口以

及风情、习俗等，由于资料翔实、叙述精炼，所以受到读者欢

迎。此书尤其引人注目之处是有关中国部分。如前所述，普瓦

弗尔年轻时曾在中国逗留，据说其间既坐过牢，也当过广东一

位大官的座上客，还学会了讲中国话。数年后他再次来到广

州，又住了一年。在中国的所见所闻给他留下了极佳的印象，

他对中国的一切几乎都给以极高的评价。由于他对于农业和植

物多有研究，每到一地总要察访当地特有的植物品种，并设法

移植到法国去，所以有关中国农业的评述在他所著书中占重要

地位。他笔下的中国有两大特点，一是人口特别众多，二是农

业特别发达，而这两者是紧密相联的：一方面，由于人口多，

政府和人民不得不大力发展农业，否则难以养活巨大的人口；

另一方面，由于农业发达，中国成功地承受了人口的压力，不

但没有发生危机，而且活得很好。所以，他热情地赞扬道：

根“世界上没有一处地方的农业比中国更发达。” 据他的观

察，中国农业的发达体现在许多方面：首先是土地利用率高，

每一寸土地都得到充分，丘陵被开辟成梯田，连路边、河边的

零星地块也种上了作物；其次是耕作技术高超，田间管理精

细，因而产量高；再次，中国人为发展农业投入了巨大的劳

动，进行灌溉工程建设，不仅保证了平原地区的农业用水，还

引水上山，在梯田上种植水稻，他就此写道：“中国人是世界

普瓦弗尔：《哲学家游记》，第１８１页。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236

上最善于进行大型工程的民族，我不曾见过如此勤劳的人

民。” 普瓦弗尔进而阐释中国农业发达的原因，他认为，既

不是由于耕作方法特殊，也不是因为犁铧与众不同，而是由于

农业受到政府的重视，农民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农业技术的

改进和创造受到政府的鼓励，政府制订的税制合理，取之于

民，用之于民，而这一切又直接与优良的中国政制相关。他

说，中国的法律来自大自然的规律，由先民代代相传，与道德

规范融为一体，深深铭刻在人们心中，因而远比那些虽写在纸

上却不能深入人心的法律效能更好：“对于这个听从理性的民

他族来说，箴言就是法律。” 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建立在深

深地扎根在不可动摇的理性和简朴的习俗之上：“中华民族始

终像是一个大家庭，皇帝是父亲，臣民是儿辈，彼此除了业绩

和才能以外，别无其他区别。” 他谈到了尧、舜的禅让，认

为此事雄辩地表明了品德是选择君主的惟一依据。他还热情赞

颂中国的选吏制度，说中国人彼此平等，没有世袭贵族，普通

农民也可以当大官。所有这些说法，我们并不觉得陌生，在魁

奈的著作中似曾相识。但普瓦弗尔与魁奈不尽相同，他对中国

的颂扬并非由于受到他人的启示，而是来自亲身的经历和实地

的考察，例如，他在书中说，中国皇帝每年举行一次籍田仪

式，各省首席官员也在各自的驻地举行同样的仪式，他在广州

期间就应邀观看过这一仪式。据记载，他有作笔记的习惯，每

到一地总要把所见所闻详详细细地写下来。可惜他的笔记在与

英国人的海战中连同他的一条手臂一并丢失了，否则我们也许

能读到更多有趣的记载。他对中国的论述在数量上与深度上无

普瓦弗尔：《哲学家游记》，第１８０页。

同上，第１８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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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与伏尔泰等人的论述相比，但他在中国的亲身经历为他的看

法增加了说服力，在这一点上他与传教士有相同的优势。

早在１７５０年至１７５４年间为奥地利政府工作时，鞠斯蒂

（Ｊｕｓｔｉ，Ｊ．Ｎ．）就在他起草的报告中借用中国的实例，建议政

府仿效中国，向养蚕业提供补助。１７５８年至１７６５年，鞠斯蒂

在普鲁士政府中任职期间内，写作了《欧洲与亚洲及其他未开

化国家的体制比较》（Ｖｅｒｇｌｅｉｃｈｕｎｇｅｎ　ｄｅｒ　ｅｕｒｏｐ ｃｈｅｎ　ｍｉｔ　ｄｅｎ　ａｓｉ－ａ

ａｔｉｓｃｈｅｎ　ｕｎｄ　ａｎｄｅｒｎ　ｖｅｒｍｅｉｎｔｌｉｃｈ　ｂａｒｂａｒｉｓｃｈｅｎ　Ｒｅｇｉｅｒｕｎｇｅｎ），１７６２年

出版于柏林。此书共分２２章，主要讨论政治制度、政府机构、

司法制度、军队、官员等。他在序言中称，写作此书是出于对

欧洲各国人民的普遍幸福的关心，目的在于激发西方的改革热

情。每一章都以非欧洲国家，诸如波斯、暹罗、中国等与欧洲

国家作比较，其中被作为例证引用最多的是中国。据研究，这

些有关中国的材料，大多来自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在

鞠斯蒂笔下，中国是个非常值得仿效的国家，是开明专制主义

的典型，君主既有威严，又有节制，从不滥用权力。他认为，

中国的政治体制非常优良，可以自动确保皇帝和政府做好事而

不做坏事。受到他大力赞扬的制度主要是科举取仕制度、御史

监察制度、亲属回避制度等。他还认为，中国政府的各个部门

在某种程度上实行集体负责制，中央政府的各个部和地方上的

省，都有多名官员依照明确的分工共同负责，从而形成彼此协

作和相互监督的机制。对于孟德斯鸠对中国的批评，鞠斯蒂表

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将中国列为专制主义国家是错误的，

因为中国政府不只以刑罚惩治罪行，更注重奖掖有德行的人，

调动人们的荣誉感。臣民对于君主的服从，不仅仅出于恐惧心

理，也是君主高尚的人格力量使然。他认为，中国人特别重视

自幼对君主进行有效的教育，使君主具有极高的道德水平，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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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如何使用权力，而不做坏事，这一点特别值得欧洲人学习；

而君主的教育问题不仅仅是如何为他选择老师，还包括教育他

周围的亲属和仆役，使这些人不会对君主产生不良的影响。

二、欧洲思想家对中国文化的批判

我们知道，“颂华派”思想家对中国并非一味颂扬，他们

在赞扬某些事物的同时，对另外一些事物有所批评，有时甚至

还相当尖锐。例如，伏尔泰曾就中国科学技术的落后状态写

道：“在科学上中国人还处在我们二百年前的阶段；他们跟我

们一样，有很多可笑的成见；就像我们曾经长期迷信过符咒星

与此同理，本节介绍的各相一样，他们也迷信这些东西。”

位思想家对中国的态度从总体上看比较严厉，他们眼里的中国

和中国人毛病多于优点，但是，他们也对中国给予某些肯定。

例如，孟德斯鸠曾赞扬中国人道德为世界之冠：“中国人生活

在一种最完善、最实用的道德之下，在世界的这部分地区，任

由此可见，所谓“颂华”何一个民族都不具有这种道德。”

或“贬华”其实是相比较而言的，“颂华派”和“贬华派”在

某些问题上的分歧，并不妨碍他们在另一些问题上具有某种程

度的共识。

１．孟德斯鸠

伏尔泰：《哲学辞典》，上册，第３３０页。

戴格拉夫（编）：《孟德斯鸠的〈随想）与〈随笔〉》（Ｄｅｓｇｒａｖｅｓ，

Ｌｏｕｉｓ　（ ｇｅ　），巴黎，１９９１年，第４９６ｅｄ）　：　Ｍｏｎｔｅｓｑｕｉｅｕ：　Ｐｅｎｓéｅｓ　ｅｔ　ｌｅ　Ｓｐｉｃｉｌè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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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德斯鸠是一位具有世界影响的思想家，至今依然是许多

国家的学者们潜心研究的对象。他博学多才，集哲学家、法学

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学家于一身，在这些领域里发

表了许多真知灼见，在众多的法国启蒙思想家中具有突出的地

位。他对中国的评述虽然不少，但并无一书一文专门探讨中

国，有关论述散见于他的几种主要著作，如《论法的精神》、

《波斯人信札》，其中《论法的精神》最为重要，全书３１章中

有２１章提及中国，以中国为题的有９节。此外还有他生前未

出版的几种笔记，其中主要是《地理》、《随想》和《随笔》，

在这些笔记中，既有他阅读有关中国著作的摘录，更有他对中

国问题的思考和评论，粗略的统计表明，不包括单纯的摘录在

内，带有评论性的笔记多达近百条。这些笔记只有一部分作为

素材被用在《论法的精神》中，其余则以原始状态保存至今。

我们掌握的资料显示，孟德斯鸠是在结识旅居巴黎的中国

青年黄嘉略后，才对中国发生兴趣的，那是１７１３年１０月，孟

德斯鸠２４岁，是个风华正茂的青年学子。依据他的笔记推测，

他最先阅读的有关中国的著作大概是柏应理的《中国贤哲孔

子》，此后他陆续读了基尔歇的《中国图说》、杜赫德的《中华

帝国全志》、《耶稣会士书简集》等当时关于中国的重要著作。

在他坐落在波尔多乡间的拉布烈德故居中，至今还保存着另外

一些有关中国的书籍，由于缺乏依据，我们无法肯定他是否读

过这些书，但这些书的存在至少可以说明他对中国的关注程

度。他还直接接触过几位到过中国的传教士，如傅圣泽、马国

贤。与黄嘉略等人的接触和大量阅读有关中国的书籍，是孟德

斯鸠了解中国的主要途径。从他在著作和笔记中对中国的评述

来看，他不但自始至终把认识和研究中国作为自己治学的一个

重要部分，而且掌握了相当丰富的中国知识，他对中国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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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追求异国情调和在“中国热”中赶时髦毫不相干，他是在强

烈的求知欲推动下，以一个学者的敏锐感对中国进行深入了解

的。

孟德斯鸠从一开始就以十分认真的态度了解中国，不随声

附和，不人云亦云，这一点在他对中国的古代历史的研究中有

比较明显的体现。他对柏应理所叙述的中国历史纪年进行计算

后，认为中国历史确如柏应理所说非常悠久，但是，中国历史

上大禹治水却与《圣经·创世纪》中关于洪水的记载没有任何

关系，他就此写道：“尽管我对中国历史并无多少尊敬，但我

不属于把中国历史说成是神 在同一则笔话寓言的那类人。”

记中，他还对柏应理的解释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异议，他说：

“对柏应理的译文不能全然相信，因为他依据偏见来解释中国

的术语，并以此支持他的论据， 这我多次发现他并不正确。”

种惯于独立思考的学风，应该说是他与众不同的中国观的形成

原因之一。对于传教士对中国的赞誉，他常常表示怀疑甚至反

感；在他的著作中几乎看不到伏尔泰那种对中国的热情，相反

却有许多严厉的批评。从总体上看，他对中国持一种比较冷峻

的态度，因而在一片热烈的赞扬中，他关于中国的言论就显得

不那么和谐。艾田莆教授对于孟德斯鸠在“中国热”中的作用

作了这样的概括：“随着孟德斯鸠的出现，此前占据主导地位

的对中国无保留的赞颂至此告终。虽然他尚未达到贬华的程

度，却为对中国的贬斥开了先河。”

①②戴格拉夫：《孟德斯鸠关于中国的笔记》，载《波尔多和吉隆德

郡历史评论》（，　Ｄｅｓｇｒａｖｅｓ，　Ｌｏｕｉｓ：　Ｎｏｔｅｓ　ｄｅ　Ｍｏｎｔｅｓｑｕｉｅｕ　ｓｕｒ　ｌａ　Ｃｈｉｎｅ；　Ｒｅｖｕ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ｑｕｅ　ｄｅ　Ｂｏｒｄｅａｕｘ　ｅｔ　ｄｕ　 ｐａｒｔｅｍｅｎｔ　ｄｅ　ｌａ　ＧｉＤé ｒｏｎｄｅ），１９５８，第２１６页。

艾田莆：《中国之欧洲》，第２卷，第７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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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德斯鸠对于中国的政治和法律有许多论述，这构成了他

的中国观的主要部分。他曾经认为中国的政体是一种混合政

体，就君主拥有极大的权力而言，应该归入专制政体，就其尊

崇以父爱为本的品德而言，应该归入君主政体，就其将坚毅不

拔视为荣誉而言，应该归入共和政体。后来他改变了看法，毫

不犹豫地把中国归入专制主义的行列。他的依据是什么呢？把

他零散的论述集中起来，主要可以归纳为两条：一、皇帝拥有

至高无上的权力。中国人的一大特点是重视孝道，子女服从父

母，臣民服从皇帝，父亲是一家之主，皇帝是一国之主，道理

是一样的。中国没有强大的教会能与皇帝抗衡，恰恰相反，宗

教势力往往需要皇帝的支持，所以中国的皇帝实际上集政权和

教权于一身，可以凭借其双重权力为所欲为。正因为如此，中

国皇帝常常以大逆罪处置臣民，所谓大逆，就是对皇帝不敬，

至于怎样算作不敬，并无法律作出明确规定，这就使皇帝可以

随心所欲地以大逆罪处置臣民。孟德斯鸠从杜赫德的著作中借

用两个实例，对此加以说明：邸报的一则报道失实，两名负责

编辑的官员因而被指控为欺骗皇帝，欺骗皇帝当然就是大逆，

于是被处以极刑。另有一位亲王在皇帝朱批的文件上写了几个

字，皇帝认为是对他不敬，亲王一家因而遭到残酷的镇压。

二、中国的法律往往与习俗相混，判断是否违法并无严格的依

据，罪与非罪、重罪与轻罪，最终都取决于皇帝的意志，具有

极大的随意性。这就是说，皇帝不但是最高行政长官，同时也

是最高立法者和最高司法长官。对于主张三权分立的孟德斯鸠

来说，一个人同时领有三种权力的国家，只可能是专制主义国

家。他借用黄嘉略的话说，中国人把法比作一张网，百姓就是

网中的鱼，鱼儿既然已在网中，纵然还能游动，又有什么自由

可言呢！在他看来，中国是一个只有使用棍棒才能让人民做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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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的国家，因此结论只能是：“中国是一个专制国家，它的

原则是恐怖。”

孟德斯鸠对中国的礼教虽然时而有所赞扬，认为中国之所

以天下太平，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礼教的束缚力：“文人用之以

施教，官吏用之以宣传；生活上一切细微的行动都包括在这些

礼节之内，所以当人们找到使它们获得严格遵守的方法的时

候，中国便治理得很好了。” 但是他又认为，礼教仅仅束缚

了人们的行动，并未纯化人们的心灵。他称中国人“是地球上

最会骗人的民族。这特别表现在他们从事贸易的时候。虽然贸

易会很自然地激起人们信实的感情，但它却从未激起中国人的

信实。向他们买东西的人要自己带秤。每个商人有三种秤，一

种是买进用的重秤，一种是卖出用的轻秤，一种是准确的秤，

这是和那些对他有戒备的人们交易时用的。⋯⋯中国人贪利之

心是不可想象的，但法律并没想去加以限制 ⋯⋯因此，让我。

们不要把中国的道德和欧洲的道德相比较吧！⋯⋯在中国，欺

在１８世纪的欧洲，骗是允许的。” 对中国人作如是评价的人

确实寥寥。孟德斯鸠置更多的耶稣会士的报道于不顾，仅仅根

据某些旅游家所记述的个别事件，便得出普遍性的结论，对此

我们没有足够的依据指责他对中国抱有成见，只能说他的推导

方法有以点代面之嫌。

平心而论，伏尔泰所衷心赞颂的中国的许多优于欧洲之

处，孟德斯鸠并非全然视而不见。例如，他曾赞扬中国建立了

比较完备的监察制度，皇帝身边设有专职的谏官，御史们经常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第１２９页。

同上，第３１３页，

同上，第３１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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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各地巡视，考察地方官员的政绩，酌情给予奖惩，这些都有

助于改善吏治。例如，他曾以赞许的口吻谈及中国的科举取仕

制度，并以此与法国的官职公开买卖制度作比较。又如，他注

意到中国没有世袭贵族，人人只能凭品德和才能获取爵位和荣

耀。再如，他多次提到，中国的皇帝和政府都以天下太平、人

民安居乐业为最高目标，为此而提倡勤奋，鼓励节俭，对农业

给予特殊的关注。中国人的吃苦耐劳精神和待人接物的彬彬有

礼，也没有被孟德斯鸠忽视。然而，与伏尔泰们不同，孟德斯

鸠并不认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这些值得夸耀之处，出自皇

帝和人民的本意，而是一种巨大的压力产生的后果。这种压力

便是人口。

孟德斯鸠阅读有关中国的著作时，对中国的人口众多留有

深刻印象，在笔记中常常提及这个问题，并从多方面进行分析

研究，提出了不少独到的见解，成为他的中国观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对于中国人口众多的原因，他从三个方面去寻找。首

先，他认为中国地处温带，地理和气候条件带来两个后果：一

是妇女生殖力强、生育期长；二是适宜水稻生长，因而能以较

少的土地养活较多的人口。其次，他从历史条件方面去寻找，

他认为中国在历史上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征战，也没有出现过

大规模的迁徙，因而人口损失较少。再次，他从精神方面去寻

找，他认为以孝悌为本的中国传统伦理观念，促使中国人以人

丁兴旺为荣，长者普遍希望多子多孙，以便在世时有人侍奉，

身后有人祭祀。在这三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国人口过度膨

胀，形成巨大压力。这种压力首先作用于民众。为了养活众多

的家口，中国人不得不终日辛勤劳作，终年不得歇息，即便如

此，依然只能勉强糊口。所以，号称富庶的中国，其实穷人极

多，城市中常见的弃婴和乞丐便是明证。这就是说，是过多的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244

人口造成的普遍贫穷迫使中国人勤劳、节俭。人们的全部时间

几乎都用于沉重的劳动，因而无暇顾及其他，所以在外人看

来，中国人性情温和，不像欧洲人那样好斗。然而，这种宁静

仅出现在正常年景，一旦收成不好或遭遇自然灾害，由于贫民

们丝毫没有积存，所以会立即酿成饥荒。人们于是四出逃奔，

三五成群结伙成帮，形成为到处流窜的盗贼，对社会和政府威

胁极大。孟德斯鸠认为，这种潜在的威胁对中国的政治产生了

积极的后果。在平时，皇帝不敢过于奢靡，至少要给臣民一个

节俭的假相；还要储备一些粮食，以备赈济灾区；对于发生灾

害的省份，通常都要蠲免赋税，否则就等于逼迫饥民造反。孟

德斯鸠把这个道理讲得很透：“在中国，腐败的统治很快便受

到惩罚。这是事物的性质自然的结果。人口这样多，如果生计

困乏便会突然发生纷乱。在别的国家，改革弊政所以那么困

难，是因为弊政的影响不那么明显，不像在中国那样，君主受

到急遽的、显著的警告。中国的皇帝所感悟到的和我们的君主

不同。我们的君主感到，如果他统治得不好的话，则来世的幸

福少，今生的权力和财富也要少。但是中国的皇帝知道，如果

他统治得不好的话，就要丧失他的帝国和生命。”

透过对中国人口问题的这一番由表及里的分析，孟德斯鸠

在并不全盘否认人们对中国的颂扬的条件下，维护了他对中国

较低的总体评价。在他看来，耶稣会士的报道和“颂华派”的

褒扬，虽有许多不实之词，但也反映了某些实情，因此，他不

但不否认中国的某些优点，而且还给以真诚的赞扬。但是，这

些局部性的赞扬并不能改变他对中国是一个专制主义国家的总

体评价。中国之所以拥有专制主义国家原本不应该有的那些优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第１２８－１２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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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原因在于：“由于特殊的情况，或者是绝无仅有的情况，

中国的政府可能没有达到 他并未明它所应有的腐败程度。”

确指出是什么特殊情况，不过，从上面我们的分析中不难推

测，他所说的特殊情况大概主要是指中国的人口状况。换句话

说，如果没有巨大的人口压力，耶稣会士津津乐道的那些好事

就不会在中国出现，中国的专制主义肯定更加凶恶。然而，在

他看来，这些“特殊情况”的作用是有限的，它仅仅降低了

“腐败程度”，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政体的性质，所以，他的最

终结论是：“中国的专制主义，在祸患无穷的压力之下，虽然

曾经愿意给自己带上锁链，但都徒劳无益；它用自己的锁链武

装了自己，而变得更为凶暴。”

２．狄德罗

狄德罗（Ｄｉｄｅｒｏｔ，Ｄｅｎｉｓ，１７１３－１７８４）在中国问题上，与

孟德斯鸠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相同之处在于对中国都是

既有肯定也有否定，既有热烈的赞扬，也有毫不留情的贬斥；

不同之处首先在于孟德斯鸠的态度始终一贯，对中国的批评毫

不动摇，而狄德罗有时则显得犹豫，不愿意断然下结论。其

次，孟德斯鸠对中国的论述数量虽多，却从未写过一篇专门论

述中国的文章；狄德罗对中国的评述在数量上远远不及孟德斯

鸠，却相对集中，除了散见于小说、文章、书信中的少量议论

外，主要观点反映在他为《百科全书》所写的条目“中国人的

哲学”以及他为《欧洲人在两个印度立足和从商的哲学和政治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ｑｕｅ　ｅｔ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　ｄｅｓéｔａｂｌｉｓｓｅｍｅｎｔｓ　ｅｔ　ｄ史》（Ｈ ｅｉｓｔｏｉｒ ｕ　ｃｏｍ－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第１２８页。

同上，第１２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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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ｒｃｅ　ｄｅｓ　Ｅｕｒｏｐéｅｎｓ　ｄａｎｓ　ｌｅｓ　ｄｅｕｘ　Ｉｎｄｅｓ）一书所写的有关中国的

章节中。据研究，他写作“中国人的哲学”时的主要参考资料

是李明的《中国近况新志》和另外几种当时流行的有关中国的

著作，文中谈到了中国的历史、语言、文字、宗教、孔子其人

其学说以及程朱理学等。对他人著作的这些转述没有多少新鲜

之处，倒是夹杂在其中的他本人的议论，可以用作我们了解他

的中国观的依据。《欧洲人在两个印度立足和从商的哲学和政

治史》，通常被称作《两个印度的哲学和政治史》或《两个印

度史》，此书作者雷纳尔既是商人，又是作家，在１７５０年前后

与狄德罗、霍尔巴赫等百科全书派思想家过从甚密。法国在七

年战争（１７５６－１７６３）中丢失了在加拿大、印度等地的殖民

地，法国当权者希望另辟蹊径，重新掀起开拓殖民地的热潮，

于是找到雷纳尔，请他写一部有关殖民地的著作，这便是《两

个印度的哲学和政治史》的起因。此书出版后大受欢迎，从

１７７２年到１７８０年，先后发行了不少于１７种版本。作为雷纳尔

的朋友，狄德罗参与了此书的写作，但并未作为作者署名。书

中究竟哪些部分系狄德罗所写，迄今尚无定论，但是有关中国

的章节全部出自他的手笔，这一点似乎已经得到共识。因此，

我们把它作为评述狄德罗的中国观的主要依据之一。

早在１７４８年的《不得体的首饰》（　Ｂｉｊｏｕｘ　 ｉｎｄｉｓｃｒｅｔｓ）中，

狄德罗就显示了他对中国的兴趣，书中写了中国的塔、瓷器、

轿子等当时风行法国的工艺品。在他写于同年的《白鸟》

（Ｌ＇ｏｉｓｅａｕ　ｂｌａｎｃ）中，也出现了许多中国风物作为这篇小说的背

景。在他为《百科全书》所写的词条“图书馆”中，狄德罗对

中国文明有比较良好的评价，对中国的科举制度也有所赞扬。

在他为《百科全书》所写的另一个词条“举止”中，他议论了

中国人对父母的孝敬，认为中国人虽然显得比法国人更加孝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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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但是，“在这些外部表象中，做给人看的成分大于真实

。在他致友人的一封信中，还谈到了中国人的礼节。的感情”

他借用一位到过中国的商人的话说，外国人到了广州，中国人

立即向他介绍一个教师，用三个月时间教他掌握中国的礼仪，

宛如欧洲人学习跳舞一样。狄德罗就此发出感叹道：“这不啻

是消灭真诚，令一个民族变得虚 寥寥数语，虽然说不伪。”

上是对中国人的批评或讥讽，但至少表明他对中国人并无好

感。在另外一些场合，他转述过他人对于中国的历史和政治的

评述，既没有热烈的赞扬，也没有尖刻的批评，但是，对于耶

稣会士们对中国的热烈颂扬，他显然不予认同，他曾说：“有

人还向我谈到了另外一些为中国人增光添彩的事情，可是我并

不相信。我觉得，人到处都是一样的，都有同样的毛病和同样

的美德。”

应该说，狄德罗对中国并非始终持贬斥态度，对于思想家

们在中国问题上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他多次表示，依据现有

材料不足以作出结论。在词条“中国人的哲学”中，他简述了

当时人们对于中国或褒或贬两种不同的态度后写道：“在如此

众多的相互对立的证言中，唯一能够用来发现真相的办法，看

来是依据中国人最为人所称道的著作来判断他们的优点。我们

现在已有几种集子，遗憾的是，对于这些集子中的文章是否真

实可靠，人们意见不一，对于翻译是否准确，人们也争执不

休；因而那些本来有理由指望让我们明白一些的东西，反而让

《狄德罗全集》（Ｄｉｄｅｒｏｔ，　Ｄｅｎｉｓ：　Ｏｅｕｖｒｅｓ　ｃｏｍｐｌèｔｅｓ），阿赛札特版，

巴黎，１８７６年，第１６卷，第９０页。

《狄德罗全集》，第１４卷，第５３３页。

《狄德罗全集》，第１８集，第４６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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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更加糊涂。” 这种不愿轻下断言的态度也反映在《两个印

度的哲学和政治史》中，他写道：“我们在上面介绍了褒扬中

国和贬斥中国的两种观点，⋯⋯也许要等到一些正直无私、判

断力强、精通中国的语言和文字的人，能在北京宫廷中作长期

逗留，遍历各省，并在乡间居住，与各个阶层的中国人自由交

谈的时候，方能判断孰是孰非。” 也许为了在中国问题上显

现出自己不偏不倚的公正态度，狄德罗在《两个印度的哲学和

政治史》中相当详细地分别概述了“颂华派”和“贬华派”的

意见，并表示希望通过他的概述使两种对立的意见彼此接近：

“赞颂中国的人勾勒了一幅图景，诋毁中国的人则勾勒了另一

幅图景。或许能从两种意见的对比中得到某些使之彼此靠近的

启示。”

据研究，狄德罗在５０年代与耶稣会士论战中逐渐产生了

对中国的贬斥情结，而这种情结的最终形成是在１７６６年。他

曾经受到重农学派的吸引，后来转而反对重农学派的的开明专

制主义思想，这与他的中国观也不无关系。词条“中国人的哲

学”写于１７５２年，《两个印度的哲学和政治史》中有关中国的

章节写于１７７０年左右，将两者加以比较便可发现，在这十余

年中，狄德罗在大大增进了对于中国的了解的同时，对中国的

看法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刚才提到，“中国人的哲学”基本

上只是复述了他人对中国的论述，《两个印度的哲学和政治史）

则不然，它相当精炼地全面概括了当时人们对中国的了解和两

①《狄德罗全集》，第１４卷，第１２２页。

雷纳尔：《两个印度的哲学和政治史》（Ｒａｙｎａｌ，　Ｇｕｉｌｌａｕｍｅ：　Ｈｉｓｔｏｉｒ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ｑｕｅ　ｅｔ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　ｄｅｓ　ｄｅｕｘ　Ｉｎｄｅｓ），巴黎，１９８１年，第４６页。

同上，第１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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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截然不同的评价。不过，这种概括并非绝对客观，字里行间

往往透露出狄德罗本人对中国的看法。例如，谈到中国对周边

较小民族和国家的吸引力时，他说中国人“从来不提自己从事

的征服，只说曾经给他们带来苦难的战争，⋯⋯使征服者变得

文明比战胜敌人更让他们引以为荣，尽管他们并未战胜过敌

。又如，谈到中国人的勤劳时，他借人” 用英国海军军官安

的有关记述写逊在《环球航行记》 道：“安逊责怪这些船上

的中国渔民竟然忙得无暇看一眼他的军舰，这可是在这个海域

从未见过的最大的船只。对于中国渔民来说，船只并非与他们

的职业无关，但他们居然认为毫无用处而漠然处之，这种冷漠

告诉我们，什么是一个以操劳为一切，视新奇为毫无意义的民

族的幸福。” 狄德罗就这样以此类语带讥讽的叙述，不动声

色地表达了他对中国人的贬斥。

那么，狄德罗究竟对中国和中国人有哪些批评和贬斥呢？

首先，他不认为中国以父权为基础建立的政体值得赞扬。

因为，对父辈的无条件服从只能证明儿辈的顺从，却不能证明

父辈的善良和正确。父辈可以任意对待儿辈，儿辈不能有任何

不满的表示；由于父辈的任何错误行为都不受追究，儿辈的自

由便化为乌有。以这种原则建立的政体只能是专制主义的政

体，在这种专制君主的统治下，人民只能钳口不言，忍受一切

暴政。所以，狄德罗认为，中国人实际上生活在双重暴政之

下，其一是家庭暴政，其二是皇帝暴政。受到广泛赞扬的中国

人的温顺、矜持和彬彬有礼，其实都是一种奴性。家庭专制主

雷纳尔：《两个 第１７页。印度的哲学和政治史》，

参阅本书第三章第一节。

雷 第１９页。纳尔：《两个印度的哲学和政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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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后果是对父辈表面的尊敬和内心的仇恨，国家专制主义的

后果则是泯灭一切美德。他就此咄咄逼人地问道：“如果中国

不是这样，那么请告诉我，奇迹是如何发生的？”

在中国问题上，狄德罗不像伏尔泰和孟德斯鸠等人那样比

较注重对中国政制的研究，他对中国的贬斥更多是以所有中国

人为对象的。这一点在以下这一段几近刻毒的咒骂中得到了淋

漓尽致的体现：“在我们看来，处于半开化状态的中国人，是

自以为了不起的野蛮人，是腐败透顶的人，这就使他们比纯真

和自然的野蛮人更糟糕。在一系列有利条件下，品德的萌芽能

够出现在野蛮人身上，但是，我们不知道也无法想象这种有利

条件能为中国人提供什么帮助，因为在中国人身上，品德的萌

１７６０年以后，中国芽不是被遏制，而是被彻底摧毁了。” 的

人口问题成了狄德罗的另一个关注点，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看

法，与孟德斯鸠的观点比较接近。他认为，中国的人口处于过

剩状态，潜在的饥馑时时威胁着中国人，成为一种无形的力

量，促使人们不停地劳作，以求果腹御寒，在最低的条件下生

存。他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能干活的民族，中国人的体质最

不需要休息；中国人全年劳动，仅在年初和年末各有一个休息

日，年初那一天用来走访亲戚，年末那一天用来祭祀祖宗。人

口的压力迫使人们高度节俭和极端珍惜时间，从不废弃一把稻

草，从不浪费一刻工夫。然而，在这个极端重视农业的国家

雷纳尔：《两个印度的哲学和政治史》，第３７页。

转引自科恩：《狄德罗与中国在１８世纪法国的形象》，载（伏尔泰

及１８世纪研究丛书）（Ｃｏｈｅｎ，　Ｈｕｇｎｅｔｔｅ：　Ｄｉｄｅｒｏ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ｍａｇ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ｅｉｇｈ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Ｆｒａｎｃ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Ｖｏｌｔａｉ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ｉｇｈ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第

２４２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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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灾荒依然十分频繁，结果是盗贼蜂起，造反不断。即使在

正常年头，极度贫困也造成到处可见的弃婴、溺婴等丧失人性

的可悲现象。他说，社会需要美德，但是美德的培育需要安

宁、舒适的生活为条件；中国因过多的人口而缺乏这些条件，

所以美德难以蔚然成风。惟其如此，中国人特别重视道德，但

是效果并不美妙：“在那里，人们最懂得美德，却最少付诸实

践。那里多的是谎言、欺诈和盗窃，少的是荣誉、条理、感情

和细腻的情感。整个帝国如同一个大市场，缺少我们这里所拥

有的安全和诚信。那里的人卑劣、狭隘、利欲熏心、心胸狭窄

而且狡诈。如果说世界上有一个最缺乏热情的民族，那就是中
①国人。” 在伏尔泰的《赵氏孤儿》中，中国人的美德感化了

作为异族入主中原的成吉思汗，伏尔泰企图以此来歌颂世界历

史上极为罕见的征服者在被征服者面前心悦诚服的现象；他还

曾以中国的长治久安来论证中国政制的优良。狄德罗对伏尔泰

的看法不以为然，他认为发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中国人口远远

多于征服者，他写道：“人们从来不曾想一想，为什么中国人

在历次异族入侵中能够保持他们的法律和习俗，请听答案：只

需要一小撮人便能征服中国，而改变中国却需要数百万人。六

万人占领了这个国家，结果怎样呢？六万人分散在六千万人中

间，也就是一千比一百万；有谁相信，一千人能够改变一百万

人的法律、风俗和习惯？被征服者以其人口优势同化征服者，

⋯⋯中国的政制并非因为优良而经久不衰，而是人口过多的必

然结果，只要这个原因存在，这个帝国就永远只会更换主人而

不会更换制度。”

《狄德罗全集》，第４卷，第４６页。

《狄德罗全集》，第２卷，第３２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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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德罗对中国的科学落后状态也给予尖锐批评，他说：

“应该看到，科学和艺术在中国没有任何进步，这个民族既无

高大的建筑，也没有美丽的雕像，更无诗歌、音乐、绘画和雄

在“中国人的哲学”词条中，狄德罗从欧洲传教士辩术。”

因其学识而在中国受到尊敬的情况推测，中国的机械、数学和

天文都处于低水平。因为在他看来，这些欧洲传教士只是些普

通人，并非杰出的科学家，然而，中国人对他们的学问却给予

高度评价，连皇帝本人也请他们授课。乾隆虽然禁止天主教在

中国传播，却允许耶稣会士继续在北京传授科学和技艺。他据

此得出这样的结论：“一句话，他们不具有当今在欧洲熠熠生

辉的那种发明和发现的才能。” 他认为，中国的科学之所以

落后，主要原因是过多的人口：“另有一个现象可以最终证实

中国的人口过剩，那就是，自从很久以前人们开始培育科学和

百工技艺以来，进步极小。在中国，科学研究由于停滞不前而

不再有用，并开始令人觉得怪异。微不足道的实用技艺的发明

比体现才华的卓越发现，更加有利可图。能巧妙地剪裁衣料的

人，比能解决物体的三种状态问题的人更受青睐。”

３．马布里
马布里（Ｍａｂｌｙ，　Ｇａｂｒｅｌ　 Ｂｏｎｎｏｔ　ｄｅ，　 １７０９－１７８５）是法国空ｉ

想社会主义的先驱，主要活跃在１８世纪的下半叶。他坚决反

对私有财产制度，认为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破坏了自然

秩序，只有消灭私有制才能消除贫富对立。马布里在其著述活

《狄德罗全集》，第４卷，第４５页。

②（狄德罗全集》，第１４卷，第１４１页。

雷纳尔：《两个印度的哲学和政治史》，第３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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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初期，即１８世纪４０年代，与１８世纪初大多数法国思想家

一样，政治主张并不激进，认为君主制对于法国来说是必要

的，这种思想反映在他写于１７４０年的（罗马人与法兰西人比

èｌｅ　ｄｅｓ　Ｒｏｍ较》（Ｐａｒａｌｌ ａｉｎｓ　ｅｔ　ｄｅｓ　Ｆｒａｎｃａｉｓ　）中。在此后的十年

间，他的思想发生了巨变，在出版于１７５１年的《对罗马人的

观察》（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ｓｕｒ　ｌｅｓ　Ｒｏｍａｉｎｓ）中，他为自己当年的主张

感到羞愧，据说曾当众撕毁过《罗马人与法兰西人比较》一

书。这位法国思想家原本对中国并无多少关注，他非但不像伏

尔泰和孟德斯鸠那样对中国的一切都饶有兴趣，阅读所有关于

中国的书籍，甚至也比不上狄德罗，狄德罗对中国的了解虽然

无法与伏尔泰相比，但他毕竟还写过议论中国的文章。马布里

之所以谈论中国，完全是为了反驳重农学派对合法专制主义的

颂扬。我们在前面谈到，重农学派宣扬开明专制主义的政治理

想时，一再以中国作为典范加以热情的颂扬，为了驳斥重农学

派的政治学说，马布里就必须对被他们誉为典范的中国作出评

价，这些评价便构成了马布里的中国观。由于重农学派对中国

的赞扬侧重于政治制度方面，马布里对中国的评论也同样集中

在这个方面。这些评论全部见于他１７６８年写的《就政治社会

的自然和基本秩序向哲学经济家质疑》（　Ｄｏｕｔｅｓｐｒｏｐｏｓ　ｓé ａｕｘ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ｅｓéｃｏｎｏｍｉｓｔｅｓ　ｓｕｒ　Ｉ＇ｏｒｄｒｅｎ　ａｔｕｒｅｌｅ　ｔｅ　ｓｓｅｎｔ　　　　 ｉｅｌｄ 　　ｅｓ　ｓｏｃｉéｔé　ｐｏｌｉ－

ｔｉｑｕｅｓ）一书，此书是对魁奈的《中国专制主义》和梅西埃·德

·拉里维埃（Ｍｅｒｃｉｅｒ　ｄｅ　ｌａ　Ｒｉｖｉèｒｅ，）所著（政治社会的自然和基

本秩序》（　Ｏｒｄｒｅ　ｎａｔｕｒｃｌ　ｅｔ　ｅｓｓｅｎｔｉｅｌ　ｄｅｓ　ｓｏｃｉéｔéｓ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ｓ）的批

驳 。

马布里读过耶稣会士有关中国的记述，他觉得这些记述往

往自相矛盾，而且有许多不可思议的东西。他虽然承认耶稣会

士对中国既有赞颂也有揭露，但对于他们所揭露的阴暗面，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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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里没有提出任何怀疑，而对于他们所颂扬的事物，则往往不

予置信。例如，他就中国的历史问道：“世界上所有各国的历

史中没有任何解释不清的东西，为什么中国的历史中却尽是一

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事件，而这些事件似乎与人类的本性相

他说，谁也不会怀疑中国历史上悖。” 曾经有过几位伟大的

君主。然而，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不少暴君，这也是事实。既然

如此，在长达四千年的历史中，中国的政治制度怎能始终不变

呢？针对魁奈在（中国专制主义）中谈到的春秋时代的许多小

国后来都消失了这一史实，马布里问道：“先生，请告诉我，

这些已经不复存在的小国曾采用什么政制？它们如何失去了自

己的君主？中国的政体竟然没有随着如此巨大的变化而发生任

何变化，对于这样的奇迹应该如何解释？”

严格地说，马布里并没有批判中国，他只是针对拉里维埃

和魁奈等人对中国的颂扬进行了反驳。他的反驳并非以新的事

实为对方证伪，而是以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为依据，逐一指出

对方在叙述和推导过程中的逻辑性错误。例如，他认为，在一

个专制主义国家里，难免会有个别大臣阴谋篡位，可是，魁奈

和拉里维埃都没有谈到发生在中国的此类事件，于是他就此写

道：“中国的历史上倘若果真没有此类事件，那就只能说中国

人生活在人类的圈子以外。这就让人再一次对历史家的记载是

Ｉ＇ｏｒｄｒｅ　ｎａｔｕｒｅｌ　ｅｔ　ｅｓｓｅｎｔｉｅｌ　ｄｅｓ　ｓｏｃｉéｔ　éｓｐｏｌ　ｉｔｉｑｕｅｓ），巴黎，１７６８年，第８２页。

马布里：《就政治社会的自然和基本秩序向哲学经济学家质疑》

（Ｍａｂｌｙ，　Ｇａｂｒｉｅｌ　　Ｂｏｎｎｏｔ　ｄｅ：　Ｌｅｓ　Ｄｏｕｔｅｓ　ｐｒｒｐｏｓéｓ　ａｕｘ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ｅｓ　éｃｏｎｏｍｉｓｔｅｓ　ｓｕｒ

同上，第１００－１０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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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真实产生怀疑。” 马布里就是通过这种常识性的推理，最

终让读者同意他的结论：中国与所有的其他国家一样，是一个

瑕瑜互见、优劣并存的国家，虽有一些与众不同之处，却绝非

欧洲国家的典范。

对于重农学派所夸耀的中国的繁荣和富庶，马布里认为是

言过其实，但是他并不掌握具体的事实，于是采用以子之矛攻

子之盾的办法进行反驳，他写道：“我知道，《中国专制主义》

的作者告诉我们，在这个帝国里，无论男女老少，包括那些失

明失聪的残疾者，也都过着舒适的生活。可是，他在另一处却

又说，那里有成群结队的无业游民，他们因衣食无着而乞讨，

而抛弃自己的孩子，出卖自己的自由。这位作者甚至还说，各

省盗贼成群，百姓深受其害。” 这样的反驳往往能收到奇效。

不过，就中国人的贫困状况而言，马布里这一番话虽然有一定

道理，但显然不足以证明中国是一个穷国，因为在任何一个富

国中，都可以找到贫民。于是，马布里以退为进，在承认中国

确实比较富裕的前提下，把中国的相对富裕归因于地理环境等

自然条件，以此反驳重农主义学派关于中国的富裕来自专制主

义政体的说法。他说，中国疆域的周边不是大海，便是高山，

几乎没有邻国，因而无需用大量资金支持对外战争；中国拥有

世界上最肥沃的土地，易于耕作，收获量高。这些都在一定程

度上减弱了中国的贫困程度。

马布里与重农学派的分歧不在于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不是专

制主义，而在于如何评价专制主义。魁奈认为，中国是一个专

马布里：《就政治社会的自然和基本秩序向哲学经济学家质疑》，

第９４页。

同上，第９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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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主义国家，君主拥有至高无 上的权力，但这不但不是坏事，

反而是好事。因为，最高权力如果掌握在许多人手中，这些人

就会因各自的利益而彼此矛盾，以致影响权力的有效行使。如

果最高权力仅由君主一人独领，由于他的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

融为一体，他必然会兢兢业业地治理自己的国家。作为事实依

据，他历数了中国数千年来的繁荣和太平。马布里对此进行反

驳，他认为，独领最高权力的君主必须拥有优良的品德和渊博

的知识，而品德和知识并 非与生俱来，需要后天培养和积累。

君主既然是世袭的，就难以保证每个君主都具有应有的品德和

知识。他就此写道：“《中国专制主义》的作者本人也承认，在

二百三十个（中国）皇帝中，才干突出、品德优秀、开明睿智

的君主为数不少，但是，凶残、无知、荒淫的也很多。⋯⋯所

以我认为，中国与世界历史上的其他国家一样，登上皇帝宝座

的人有好也有坏。⋯⋯难道我没有理由怀疑，这位作者故意把

这个国家吹捧成典范吗？” 为了进一步反驳魁奈对中国历代

皇帝的夸耀，马布里指出，中国历史上不乏因农民起义而改朝

换代的事例：“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此类造反起初是由一些

盗贼领头的，他们成群结伙，最终成了这个帝国的主人。⋯⋯

不管这些人是怎样起来造起反的，造反使全国兵燹遍地毕竟是

事实。”

在中国的人口问题上，马布里和魁奈有一个共识，那就是

中国的人口已经过剩。但是，在对这一现象作出解释时，分歧

便显现了。魁奈认为，只有当国家治理得很好，人民生活比较

马布里：《就政治社会的自然和基本秩序向哲学经济学家质疑》，

第８６页。

同上，第９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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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裕时，人口才有可能大量增加，所以，中国的人口众多说明

这是一个值得钦羡的国家。马布里针锋相对地说，人口的多寡

与政体没有直接关系，古希腊的政体与魁奈所崇尚的自然秩序

相去甚远，但是人口却比当今的中国更密。促成人口增加的原

因是某些较为优越的自然条件，例如，荷兰人口众多是因为商

业发达，与它的政治制度好坏没有关系。中国的人口众多，原

因在于地理条件较好，因而农业发达，对外战争较少。中国如

果有一个好政府，就会充分利用这么好的自然条件、这么多的

人口，消除贫困，建成一个强大的国家。事实是，中国到处是

赤贫的人群，食不果腹的人不计其数；国防十分空虚，无力抵

御外敌，数量上处于绝对劣势的鞑靼人，没费多大力气就征服

了全中国。

中国的谏议制度在欧洲受到普遍的赞扬，然而马布里同样

不以为然。他首先指出，谏议制度无法保证皇帝的过失能得到

及时的纠正，更不可能预防皇帝的过失。因为，一切权力都掌

握在皇帝手中，所有谏官只有得到皇帝的任命或认可，才有可

能行使他们的职务；一般情况下，他们的谏议，皇帝可听可不

听。遇到昏君，谏官还可能因惹恼了皇帝而丢掉性命；纵然皇

帝圣明，也会有心情不好的时候，谏官若在此时进谏，同样是

凶多吉少。人们往往赞颂中国的谏官敢于冒死进谏，然而，没

有任何东西可以保证每一个谏官在任何时候都有这种精神，在

生死考验面前，谏官们很可能放弃自己的职责，对皇帝或帝国

的种种弊端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从而使谏议制度形同虚设。

马布里问道：“你有什么办法能让这些官员达到你的期望和忠

于他们的义务？⋯⋯既然专制君主可以背弃他的义务，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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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官员非得忠于他们的义务不可呢？” 况且，谏官因进谏

而被处死，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中国谏议制度的有效与否，完

全取决于皇帝本人。

魁奈等人给予中国的各级官吏以很高评价，说他们自幼受

到良好的教育，经过严格的科举考试被选拔到政府的各个职位

上，个个都是不同于寻常百姓的精英，他们能够掌握自然法，

并按照自然法行事，从而保证政府的公正和效率。马布里认

为，官员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则是严格的立法制度，因为，

最优秀的官员也可能犯错误，也可能为了一己的私利而放弃职

责。中国皇帝经常派遣御史到各地巡视，对各级官员进行考

察，这种监察制度在欧洲备受赞扬。可是，细细一想，监察制

度之所以必要，不正是因为有失职或腐化的官员吗？他咄咄逼

人地问道：“这些官员尽管经受了种种考验，但为什么我就不

能设想他们还会失职、受到引诱或被腐蚀呢？”

总之，马布里认为，只要是君主一人掌握大权，那便是专

制主义，即使是所谓的合法专制主义，也同样存在着向暴政转

化的可能，而且没有任何外来的力量能够阻止这种转变。中国

的专制主义被说得天花乱坠，其实只是由于自然条件优越和人

口众多而显得略为有所节制而已。所以，他的结论是：“我们

欧洲有不少温和的君主制国家，我们应该推荐的典范是这些国

家，而不是可笑的中国专制主义。”

马布里：《就政治社会的自然和基本秩序向哲学经济学家质疑》，

第 ５９－６０页 。

同上，第６１页。

同上，第１８１页。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259

４．其他“贬华派”思想家
费内隆（Ｆéｎｅｌｏｎ，　Ｆｒａｎｃｏｉｓ　ｄｅ　Ｓａｌｉｇｎａｃ　ｄｅ　ｌａ　Ｍｏｔｈｅ，　１６５１　－

１７１５）是法国的一位高级神职人员，受到上层人物的赏识和保

护，１６８９年被任命为国王路易十四的孙子的私人教师，１６９３

年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在担任小王子的私人教师期间，费内

隆编写了几本小册子，用来教授小王子，其中包括《死者对话

集》（Ｄｉａｌｏｇ ｒｔｓ　）。这部著作中的《孔子与苏格拉底对ｕｅｓ　ｄｅｓ　　ｍｏ

话》（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　ｅｔ　Ｓｏｃｒａｔｅ）是一篇专门议论中国的文

章。此文的题目令人想起另一位法国哲学家拉莫特勒瓦耶（Ｌａ

Ｍｏｔｈｅ　Ｌｅ　Ｖａｙｅｒ，　Ｆｒａｎｃｏｉｓ，　１５８８－１６７２）写于１６４２年的《论不信

教者的美德》（Ｄｅ　ｌａ　ｖｒｔｕ　ｄｅｓ　ｐａｙ），书中也有一篇文章论及中ｅ

国，题目是《论中国的苏格拉底 孔子》（Ｄｅ　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　ｌｅ

Ｓｏｃｒａｔｅ　ｄｅ　ｌａ　Ｃｈｉｎｅ　）。此文使拉莫特勒瓦耶成为早期著名的

“颂华派”之一。他认为，有多种理由可以称孔子为中国的苏

格拉底，其中包括他们两人“都轻视用处不大的科学，而尽力

培育与我们关系更加密切的道德科学” 。数十年后费内隆再

度以苏格拉底与孔子为题撰文，不过，此番不是让这两位贤哲

交相辉映，而是让他们互相叫阵，借用苏格拉底对孔子的批

驳，表明作者本人对于中国的鄙视和厌恶。作为一个与“礼仪

之争”没有直接关系的教会人士，费内隆对中国的全面非议，

在１８世纪初期实属少见。费内隆不相信中国的历史比别的国

家悠久：“我们不认识你们的历史学家，只读过缺乏批判精神

的人所报道的一些零星片断。应该精通你们的语言，读你们的

书，特别是原著，只有当大批学者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之后，才

拉莫特勒瓦耶：《论不信教者的品德 》　（　Ｌａ Ｍｏｔ　ｈｅ Ｌ　ｅ Ｖａｙｅｒ，

Ｆｒａｎｃｏｉｓ：　Ｄｅ　ｌａ　Ｖｅｒｔｕ　ｄｅｓ　ｐａｙ），巴黎，１６４１年，第３１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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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通过具有检验能力的人澄清事实。在此之前，你们的民族在

我看来，美则美矣，大则大矣，但却非常令人生疑。” 对于

中国的历史存疑的人当时不在少数，在这一点上费内隆并没有

什么特别。传教士们关于中国的美好言词，他也不相信，他认

为，人总是人，在中国和在其他国家应该是一样的，中国人不

可能比其他民族更具备美德。如果就此打住，我们就不会把费

内隆视为批评中国的思想家了。事实是，尽管他说世界上的人

应该都是一样的，但实际上在他看来，中国人远不如其他民

族。他以侮辱性的言词评说中国人：“据报道，世界上最虚荣、

最迷信、最利欲熏心、最不公正的就是中国人。⋯⋯中国人生

活在宁静和富庶的国度里，他们心灵空虚，蔑视世界上所有其

他民族，为自己非同寻常的古代沾沾自喜，为历史久远而自以

为不同凡响，尽管他们彬彬有礼，却是一个令人发笑的、迷信

得无以复加的民族。” 整个民族既然如此，被人们奉为这个

民族的贤哲的孔子又能如何呢？难怪费内隆借苏格拉底的嘴，

把孔子的学说轻蔑地称作“干巴巴的格言”。至于中国人民引

以为骄傲的四大发明，费内隆更不以为然。他说，印刷术算什

么，没有多大本事的手艺人就能发明。雅典人没有印刷术，他

们的学术和科学照样繁荣发达。火药有害无益，对人类没有任

何真正的用处，一方有了火器，另一方就加以模仿，双方的实

力很快就会重新平衡，谁也占不到便宜。说到中国的瓷器，费

内隆实在无法否定中国在这方面的优势了，但是，他依然振振

有词地说，中国的瓷器好，不是人好，是土好。纵然是人好，

费内隆：《死者 ｏｇｕｅｓ对 　ｄｅｓ　ｍ话集》（Ｆéｎｅｌｏｎ，Ｆｒａｎｃｏｉｓ：Ｄ ｏｒｔｓ），　ｉａｌ

巴黎，１８８６年，第４１－４２页。

同上，第４３－４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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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也只是手艺人的雕虫小技。相反，中国的建筑又低又矮，完

全没有正确的比例；中国的绘画既没有思想，也不反映历史，

只有鲜艳的色彩引人瞩目。总之，在他眼里，中国人不但一无

是处，而且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在中国，整个民族的准

则就是撒谎，并且以善于撒谎自诩，人们对此丝毫不觉得羞

耻；对于这样一个民族，难道能期望从他们那里得到难以企及

的真理吗？”

格里姆是个用法文写作的德国人，自１７４８年定居巴黎，

直到１７９２年才返回德国。在法国居留期间，他先后结识了卢

梭、狄德罗、霍尔巴赫、爱尔维修（Ｈｅｌｖéｔｉｕｓ，　Ｃｌａｕｄｅ　Ａｄｒｉｅｎ，

１７１５－１７７１）等著名的法国思想家。作为欧洲的文化中心，巴

黎的思想和学术动态是欧洲各国君主渴望了解的信息。为了满

足欧洲各国君主们的这一要求，在１７５３年到１７７３年期间，格

里姆每隔半个月就撰写一篇通讯，通过外交邮包送交一些欧洲

国家的君主。格里姆对于中国并无专门研究，但由于中国正是

当时许多法国学者的关注的热点之一，所以在他的通讯中也常

常谈及中国；这些零星的议论清晰地表明了他在中国问题上的

基本立场。首先，他不相信耶稣会士和颂华派思想家们对中国

的颂扬：“曾有一段时间，耶稣会士和哲学家们尽管在其余问

题上并不一致，却都致力于诱惑我们相信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有

智慧和治理得最好的民族。前者想让我们相信中国专制主义政

府的种种优点，后者想向我们显示，道德和文学对于一个既无

教条又无崇拜的优秀民族的习俗会产生良好影响。其实，耶稣

会士仅给了我们关于内部秩序的一般概念，其他人则只看到在

伟大的孔夫子影响下组成的一个哲学家的社会。在这两种观点

费内隆：《死者对话集》，第４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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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下，人们所看到的都是美好 很显然，格里姆对的事物。”

他所提到的这两类人的说法都不同意，这一点在他写于１７６６

年９月１５日的一则通讯中表露得更加明显。格里姆在此文中

复述了人们对于中国的种种赞颂后，不冷不热地说：“一个善

于思考的人，一个有阅历的人，不会轻易地被这个诱人的图像

所迷惑，他应该知道事实与夸夸其谈的距离有多大。他不会断

然站在颂华派的对立面，但是他会理智地对中国产生怀疑。”

他认为，为了证明这些怀疑是否有理，应该到中国去逗留二十

来年，然后依据自己的耳闻目睹再来评论中国，这才是一个聪

明人。然而，他虽然并没有到中国去，他的那些怀疑却似乎已

经变成了他的信念，他对中国的态度已有了几分贬意。谈到广

为欧洲人赞许的中国皇帝的籍田仪式时，他说，威尼斯每年也

举行一种仪式，总督在仪式上郑重其事宣布他是亚得里亚海的

配偶。可是，这一看来似乎既崇高又令人自豪的仪式，实际上

只是一种令人发笑的举动，除了吸引一大批外国人在圣母升天

节时来赶热闹外，没有任何别的效果。接着他便要求人们据此

举一反三，认真思考所谓的中国的种种优越性，至少从中发现

一些值得怀疑的理由。从这些不痛不痒的言辞间，流露出一种

不屑的神气，而他对中国的贬意更表现在他对颂扬中国的人所

提出的反诘中：“孔子的道德不比琐罗亚斯德和苏格拉底的道

德更完善，哪个文明民族没有自己的贤哲和立法者？中国人不

但满脑子迷信思想，并且从事迷信活动，怎么会优于我们

转引自盖伊：《中国形象在伏尔泰前后的法国》，第４１０页。

格里姆：《文学通讯》（Ｇｒｉｍｍ，　Ｍｅｌｃｈｉｏｒ：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 éｒａｉｒｅ），ｎｄａｎｃｅ　ｌｉｌｌ

第２卷，第１５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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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 当时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人口众多得益于政制优

良，格里姆激烈反对这种看法，他认为中国的地理位置和气候

条件是促成人口多的最主要原因，他还以印度为例来证明以人

口众多为由赞扬中国是某些人的偏见：“印度人口也极多，但

我从未听到有人说，此事表明印度人民是幸福的，印度的政制

是优良的。” 格里姆对于贬斥中国的作者，如孟德斯鸠和

《环球航行记》的作者安逊很有兴趣，对他们的论点深表同意：

“我以为，安逊船长是改变我们头脑中关于（中国）官员们如

此奉公守法的人之一。孟德斯鸠甚至在耶稣会士的记述中发现

了这个政府的重大弊端。” 对于孟德斯鸠所说的“我不晓得，

一个国家只有实用棍棒才能让人民做些事情，还能有什么荣誉

可说呢” ，他不但很熟悉，而且进一步作了发挥，他说：“官

员也不能幸免棍棒之苦，为了小小的差错，皇帝就下令处以杖

击。奴役的锁链于是延伸到皇亲国戚。为指导和教育皇帝如何

治理国家而设立的监察部门，如果胆敢向皇帝进谏，御史便难

对中国的反感形成后免一死。” ，任何事件都可以成为贬斥

中国的机会，伏尔泰的《中国孤儿》上演了，格里姆看后觉得

“没有效果”。读了《好逑传》后，他也大发议论，不但说此书

“是一部平庸、拙劣的作品”，而且还借题发挥：“此外，当你

们读了这部小说后，就会知道什么是优良的中国政府，什么是

优秀的中国风俗；有人不断地向我们推荐说，那些（中国）人

格里姆：《文学通讯》，第２卷，第１５４页。

同上，第１５５页。

转引自盖伊：《中国形象在伏尔泰前后的法国》，第４１０－４１１页。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第１２７页。

转引自盖伊：《中国形象在伏尔泰前后的法国》，第３１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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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我们的典范，你们将会看到，我们这些可怜的欧洲人，能

不 在格里姆眼里，中国人究竟是什么样能接受这种推荐。”

的人呢？他说：“人们大吹大擂的某些中国著作的译本⋯⋯最

终摧毁了⋯⋯关于这个民族如何开明如何智慧的说法。⋯⋯我

觉得，这个民族具有老人所具有的一切特征，冷漠、僵硬、谨

他小慎微、软弱、多疑、固执。” 还把人们不能认识中国人

真面目的原因，归咎于中国人的狡诈：“多疑、狡猾、奸诈的

中国人从不许外国人接近他们，除了经商以外，他们拒绝任何

其他交往；他们这样做是有意图的，为的是给我们的鼓吹者们

者提供足够的资料，以便充分发挥想象力。”

卢梭是法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与伏尔泰等人不同，他不

相信耶稣会士关于中国的报道，这大概是他对中国持批评态度

的原因之一。在写于１７５０年的成名之作《论科学与艺术的进

步是否有助于敦风化俗》中，他就以中国作为实例，论证科学

艺术无助于敦风化俗：“然而我们又何必向远古的时代去寻求

真理的证据呢？我们眼前不就有这一真理的充分证据吗？在亚

洲就有一个广阔无垠的国家，在那里文章得到荣誉就足以导致

国家的最高禄位。如果各种科学可以敦风化俗，如果它们能够

教导人们为祖国而流血，如果它们能够鼓舞人们的勇气，那么

中国人民就应该是聪明的、自由的而又不可征服的了。然而，

如果没有一种邪恶未曾统治过他们，如果没有一种罪行他们不

熟悉，而且无论是大臣们的见识，还是法律所号称的睿智，还

是那个广大帝国的众多居民，都不能保障他们免于愚昧而又粗

格里姆：《文学通信》，第２卷，第１５７页。

转引自盖伊：《中国形象在伏尔泰前后的法国》，第４１１页。

格里姆：《文学通信》，第２卷，第１５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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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的鞑靼人的羁轭的话，那么他们的那些文人学士又有什么用

处呢？” 有人认为，卢梭在这篇文章中对中国人的贬斥，主

要出于为自己的论点寻找论据的需要，并不全然反映他对中国

的真实看法，因为，在四年以后为《百科全书》所写的词条

“经济（伦理和政治）”中，卢梭对中国似乎不无好感：“中国

的君主始终遵守一条准则，那就是凡是官员和百姓之间发生争

执，应该受罚的永远是官员。⋯⋯中国的皇帝坚信，公众骚乱

绝不会无缘无故，因此，他在处罚暴乱者的同时，总要倾听他

们的 不呼声，从中找出合理的抱怨，加以安抚。 过，此后再”

也听不到他对中国赞扬了，相反，他对中国人恶言恶语似乎愈

加露骨了。在《新爱洛漪丝》中，他说：“我就近见到了中国

人，不再为他们是奴隶而感到惊奇。他们一次又一次遭到攻击

并被征服，一触即溃，并将永远如此。他们连呻吟的勇气都没

有，所以我觉得他们真是活该。能断文识字，懦弱、虚伪，空

话连篇，却什么也没有说，点子不少，却没有才具，符号不

少，却没有思想，彬彬有礼，奉承阿谀，机灵、狡猾、狡诈；

把一切义务和礼节都当作装腔作势，除了卑躬屈节，不知道别

的人情。”真不知道卢梭为什么要针对一个历史悠久、人口众

多的东方民族，说如此刻薄的话，他对中国到底有多少了解？

安逊的《环球航行记》大概是他惟一的可靠依据，然而，一个

英国军人在两三个月中的见闻，能比在中国居住了数十年的许

许多多传教士的记述更可信吗？我们只能同意这样的说法：卢

梭对中国人的诅咒是基于他与论敌进行论战的需要。

卢梭：《论科学与艺术》，北京，１９６３年，第１３－１４页。

转引自盖伊：《中国形象在伏尔泰前后的法国》，第３３９页。

卢梭：《新爱洛漪丝》，第３９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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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德（Ｈｅｒｄｅｒ，　Ｊｏｈａｍ　Ｇｏｔｔｆｒｉｅｄ，　１７４４－１８０３）是１８世纪

下半叶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他早年受到卢梭的影响，

１７６９年在法国逗留期间结识了狄德罗等法国百科全书派学者。

在学术上，他认为德国人应该从自己的民族渊源中寻找灵感，

创造名副其实的民族文学；他反对尚古倾向，并认为法国的学

术思想已经走向衰微，德国人应该走自己的路。在他生活的时

代，欧洲的“中国热”已经开始降温，对中国的颂扬虽然依然

可以听到，贬斥中国的声音却越来越响。作为一位大力提倡弘

扬本民族文化的思想家，赫尔德对中国不予好评是不难理解

的。他的著作很多，其中论及中国较多的是他晚期的名著《人

类历史的哲学思想》（　Ｉｄｅｅｎ　ｚｕｒ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　ｄｅｒ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ｄｅｒ

Ｍｅｎｓｃｈｈｅｉｔ）。赫尔德对中国人的总体评价很低，与当年伏尔泰

们对中国的热烈颂扬恰成鲜明对比。他说：“他们除了为自己

在所在的大陆上像犹太人那样未受其他民族的同化而感到自负

骄傲以外，没有任何其他值得骄傲的东西。” 在他的笔下，

中国人看似精明，实则愚蠢，虽不乏雕虫小技，却缺乏想象力

和创造力；追求表面的热闹，轻视实际效果；用彬彬有礼的外

表掩饰冷漠，因贪婪而精于圆滑、狡诈等经营之道。他的这些

评价令人感到与卢梭对中国人的看法有异曲同工之妙。赫尔德

对中国的父道主义进行了深刻而有力的批判，他说，儿童对父

亲的无条件服从只能限定在一定时期，要求成年人也像儿童一

样对父辈表现出百般顺从，就会产生十分有害的后果，人的本

性会因此而受到严重的压抑，虚伪将取代真诚，根本不会有气

宇轩昂的骏马，而只有温顺听话的蠢驴。他还以历史上父亲的

皇位被儿子篡夺的事实，说明中国人的父道主义带来的不是和

转引自夏瑞春（编）：《德国思想家论中国》，第８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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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而是仇恨。他还认为，这种虚伪的道德严重束缚了中国人

的创造精神，人人只顾恪守礼仪，不敢越雷池一步，连皇帝本

人也要时时自问，自己的一言一行是否违背先辈的法度。谨小

慎微的结果是丧失活力，在许多方面一事无成，以至于整个民

族数千年来停滞不前，令外人觉得中国人仿佛永远是个长不大

的孩子。赫尔德认为中国的另一个严重问题是自我封闭。他

说，地理环境使中国与外界隔绝，高山和大海成了中国人自我

封闭的壁垒，对外部世界既不了解，更不喜爱，终日沉浸在自

鸣得意之中，对一切外来事物都采取隔绝、窥视和阻挠的态

度。赫尔德认为孔子在中国历史上起了负面作用，他说：“对

我来说，孔子是一个伟大的名字，尽管我马上得承认它是一副

枷锁，它不仅仅套在了孔子自己的头上，而且永远地强加给了

那些愚昧 这些话迷信的下层民众和中国的整个国家机构。”

尽管听起来相当刺耳，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赫尔德对中国的

批判具有相当深度，即使在２０世纪末的今天，依然不失某种

警示作用。

三、中国文化对欧洲思想的影响

欧洲的“中国热”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现象，其中包含赶潮

流、追时髦等一些非理性的成分。尤其在“中国热”的初期，

人们不但毫无鉴别地接受来自中国的一切，而且按照自己的想

象创造“中国情趣”；舞台上的所谓中国角色，与真正的中国

人毫不相干，挂毯上的所谓中国图案或中国场景，令中国人看

了啼笑皆非。在好奇心驱使下对异国情调的追逐，始终停留在

转引自夏瑞春编：《德国思想家论中国》，第９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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肤浅的层面。尽管当年“中国热”留下的遗迹至今尚能在欧洲

看到，但是这些浅层的东西并没有对欧洲人的思想发生多少值

得一提的影响。中国文化对欧洲思想的影响是经由欧洲思想家

们的理性思考实现的，他们认真分析传教士所提供的材料，对

中国文化和欧洲传统思想进行比较研究，从中汲取有益成分，

用以修正或充实他们的传统思想，从而推动了欧洲思想的发

展。对中国持批判态度的格里姆写道：“传教士以他们对于一

个非常遥远的国家的引人入胜的记述，引起了欧洲公众的极大

兴趣，公众既无法证明这些记述的真实性，也没有证据指斥它

们是谎言。后来哲学家们将这些材料取了过来，依据各自的需

要以令人震惊的方式加以利用，进而对他们所认定的自己国家

中的弊端进行攻击。” 这段话勾勒了关于中国的记述如何变

为哲学家们手中武器的过程，事实上也就是承认了中国文化在

“中国热”中对欧洲思想产生了影响这一事实。半个多世纪之

前，已故历史学家朱谦之教授已在他的名著《中国思想对于欧

洲文化之影响》中，对此作了详细论述。我们在这里仅就几个

比较普遍的问题作简要的评述。

１．动摇了《圣经》关于世界历史的权威

据《圣经》记载，上帝创造了天地万物和人，世界历史是

从世界上的第一个人亚当开始的。亚当的儿子该隐杀死了自己

的亲弟弟，人类从此陷入相互仇恨和嫉妒的罪恶之中。上帝见

此情景大为震怒，于是让洪水泛滥，毁灭天下所有生灵。挪亚

一家搭乘方舟漂流，逃过了劫难，踏上了新土地。一百年后，

格里姆：《文学通信》，第２卷，第１５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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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亚的子孙散居世界各地，逐渐形成为不同的民族。在不信教

的中国人看来，《圣经》中的这些记载只是宗教故事，而不是

历史。可是，在信奉基督教的欧洲人看来，这就是千真万确的

世界古代史。法国汉学泰斗谢和耐谈到１７、　１８世纪时曾说：

“对于这个时代的欧洲人来说，人类古代历史的所有知识，全

部包容在《圣经》之中。” 当传教士把中国介绍给欧洲人时，

中国的历史是否可信，立即成为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门多萨

在《中华大帝国史》中说，中国第一位君主开始执政的那一

年，在公元前２５５０年至前２６００年之间。利玛窦则说：“在中

华帝国的编年史上，我发现早在基督诞生前２６３６年就提到了

织绸工 曾德昭在他的《中华帝国史》中声称，中国艺⋯⋯”

人使用自己的文字至少已有３６００年的历史了。这些传教士的

早期著作，虽然异口同声地肯定了中国的悠久历史，但因没有

提供足够的史实而不能证明其真实性。

卫匡国的《中国上古史》出版后，情形发生了变化。此书

记述了自公元前２９５２年至公元前１年的中国历史，列出了在

此期间统治中国的君主的姓名和在位年代，前后衔接，没有中

断，因而可信度较高。卫匡国记述的中国历史如果是真实的，

为什么在《圣经》中没有任何记载？如果《圣经》的记载准确

无误，那么卫匡国的记述是否真实？欧洲学者围绕着这个十分

困难又十分敏感的问题，进行认真的探索。荷兰历史学家伏希

ａｔｉｏ　ｄｅ　ｖｅｒａ　ａｃｔａ乌斯在１６５９年出版的《论世界实况》（　Ｄｉｓｓｅｒｔ ｔｅ

ｌａ　Ｃｈｉｎｅ　ｅｔ　Ｉ＇Ｅｕｒｏｐｅ　ａＡ　Ｐｒｏｐｏｓ　ｄｅｓ　ｃｏｎｔａｃｔｓ　ｅｎｔｒｅ ｕｘ　ⅩⅦｅ　ｅｔ　ⅩⅧｅ

Ａｓｉａｔｉ 第９页。ｃａ），载《亚洲学报》，东京，１９７２年，

《利玛窦中国札记》，北京，１９８３ 第４页。年，

谢和耐：《关于１７、　１８世纪中国与欧洲的接触》（Ｇｅｒｎｅｔ，　Ｊａｃｑｕｅｓ：

　 　 　ｓｉèｃｌｅｓ；　Ａｃｔ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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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ｕｎｄｉ）中，以中国上古史为依据，对《圣经》提出了一连串

质疑。他认为，发生在中国古代的那场洪水，不可能就是（圣

经》记载的那场洪水，理由有三：第一，世界上没有足够的水

供上帝从西淹到东；第二，当时世界上人口极少，上帝无需大

动干戈；第三，从洪水退尽到挪亚的子孙四散，其间只有一百

年，人口虽有所增加，但不可能由于美索不达米亚人口过多而

迁居中国。他由此得出结论：《圣经》记载的洪水仅仅发生在

局部地区，与中国的洪水无涉，挪亚的子孙四散与中国人也没

有关系，中国人的历史是一个独立的体系。伏希乌斯对《圣

经》发出的挑战，天主教会当然不会答应，欧洲人也难以接

受，然而，断然否定中国的历史也缺乏依据，因此，设法消弭

《圣经》与中国历史的矛盾，把中国历史纳入《圣经》的框框，

是唯一可取的对策。

一些人采用比附法，除了把《圣经》所记载的洪水说成是

中国的洪水外，还说中国人正是挪亚的后代，伏羲就是亚当，

尧是挪亚，神农就是该隐；另有人说伏羲是挪亚的儿子含，还

有人说伏羲是挪亚的长子闪的后代⋯⋯诸如此类的比附不一而

足。这种说法为一部分在华传教士所接受，据他们说，中国人

曾经认识并信仰上帝，后来却遗忘了，但是中国的典籍中保存

着这种信仰的许多痕迹，只要加以发掘，可以找到许多证明，

于是他们努力从中国的典籍中去索隐。大多数在华耶稣会士虽

不同意索隐派的观点和做法，但认为中国人的远祖的确信奉一

种一神教，其精神与基督教极为相似。有的传教士独辟蹊径，

以中国古籍中的天象记录作为考察中国历史真伪的依据。来华

耶稣会士宋君荣便是其中主要一员。他在中国古籍中发现了发

生在公元前２１５５年的一次日食的记载，由此断定中国历史始

于《圣经》记载的洪水之前。来华传教士的研究引起法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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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的注意，弗雷莱充分利用传教士提供的资料，进行深入研

究后，得出了中国历史真实可信的结论。他认为，中国的信史

开始于黄帝，大约在公元前２５００年前后，黄帝之前肯定还有

过几位君主，但因缺乏足够证据，无法算出他们的在位年代。

从绝对年代上看，弗雷莱的结论对《圣经》并不构成威胁。然

而，由于他的研究排除了宗教偏见，因而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和

说服力。

卫匡国认为中国历史始于公元前２９５２年，柏应理认为始

于公元前２６９７年，弗雷莱认为始于公元前２５００年。他们所指

均为他们所认定的中国第一位君主伏羲在位的第一年。可见，

经过一个世纪的争论，对于中国的历史究竟始于何时这个问

题，欧洲人并未达成大体一致的共识，而中国历史是否彻底否

定了《圣经》关于世界历史的记述，也是见仁见智。然而，中

国历史并不因此而没有对欧洲思想产生深刻的影响。

首先，中国的悠久历史让欧洲人真切地意识到，《圣经》

所记述的只是犹太和另外一些民族的历史，而不是整个世界的

历史，这就大大扩展了欧洲人历史观念中的空间视野，于是，

“世界的中心再也不是耶路撒冷，而是中国的某个地方了” 。

新旧历史观念的更替充分体现在欧洲人的历史著作中。博絮埃

于１６８１年为教授法国的小王子，编了一部《世界史简论》，书

中对中国未置一词。法国著名汉学家高迪埃就此写道：“博絮

埃在他的《世界史简论》中谈到了斯基泰人，却绝口不提中国

人，他没有想到这个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人群在世界历史上

所起的作用，他不知道或忘记了惟有这个民族的历史从远古至

李（主编）：《中国与欧洲：１６世纪至１８世纪的形象和影响》，第

１５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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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延续不断，中国早在埃及和亚述时代就存在，而且至今依然

高迪存在。” 埃的批评是正确的，因为此书出版时“中国热”

已在欧洲萌发，中国历史已经为许多欧洲人所关注，博絮埃不

可能毫无所知，所以我们只能把他的疏忽看作根深蒂固的偏

见。数十年后，伏尔泰对这类世界史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在

谈到阿拉伯人时写道：“西方所谓的世界史中没有谈到他们。

我完全相信，他们跟犹太民族毫无关系，而我们的所谓世界史

却以这个犹太小民族作为描述的对象和立论的根据。在这些世

界史著作中，有那么一类作者彼此抄袭，而把世界上四分之三

的地 伏尔泰不但批评他人的偏见，而且身体方置诸脑后。”

力行，为消除这种偏见作出实际的努力，他在自己的《风俗

论》中不仅用五章的篇幅专写中国，而且把中国放在这部世界

史著作的第一章。我们高度评价这部名著，并不仅仅因为作者

突出了中国，也由于他给予了印度、埃及、波斯、日本等国的

历史以应有的地位。以往把欧洲史等同于世界史的西方传统被

打破了，世界史从这时起才开始名副其实。

其次，中国历史肇始于何时的问题虽然没有解决，但是，

包括天象观察记录在内的大量文字记载，证明中国历史是确凿

可靠的，这些文字记载虽然也包含一些神话成分，但与上帝并

无关系。由此可见，历史不是上帝创造的，也不是神的意志的

体现。许多学者在中国历史的启示下对《圣经》提出的种种诘

难，实际上已经把上帝创造世界的说法逼进了死胡同，人们对

于《圣经》的绝对信任动摇了。尽管人们那时无法回答究竟是

高迪埃：《中国通史》（Ｃｏｒｄｉｅｒ，　Ｈｅｎｒｉ：　Ｈｉｓｔｏｉｒｅ　ｇéｎéｒａｌｅｄ　ｅｌ　ａＣ　ｈｉｎｅ），

巴黎，１９２０年，第１卷，第１０页。

伏尔泰：《风俗论》，上册，第６３－６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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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创造了世界这个问题，但这并不十分重要，正如比诺所说：

“伏尔泰并不认为世界没有开端，对于他来说，用中国这个例

证把《圣经》的权威打得七零八落就够了。”

２．上帝的启示不是道德的唯一源泉
在欧洲的中世纪，教会严格地控制着人们的思想，对人们

的每一种行为都作出规定。社会习俗乃至私人生活都由宗教教

规来规范，这已经成了欧洲人普遍认可的事实；违背理性的宗

教偏见根深蒂固，成为最大的社会祸害。即使到了１７世纪，

将社会生活与宗教分离开来的思想，依然鲜有赞同者。基督教

宣扬说，只有得到上帝的启示，人们才可能找到通向真理和得

到拯救的道路。这就意味着，不信基督教的民族必然落后于信

奉基督教的民族，而且绝不可能获得幸福。传教士在美洲的经

历似乎为这种观点作了注脚，因为那里的土著居民不信基督

教，尚处在社会发展的低级阶段。可是，当传教士来到中国

后，发现中国人虽然不信基督教，但历经数千年的中国文明不

但不比欧洲落后，甚至优于欧洲。一个优秀民族竟然不信奉基

督教，这被看成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中国开始为欧洲人认识之初，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就成了欧

洲人关注的焦点之一。从李明等传教士的著作中，欧洲人获

悉，总起来说，中国人的宗教观念比欧洲人淡薄，虽有儒、

释、道三教，但笃信的程度远不能与欧洲人相比，不但如此，

有的人甚至同时信仰多种宗教。在欧洲人看来，什么都信，等

于什么都不信，因此，他们认为中国人有无神论倾向。此外，

－１７比诺：《中国与法国哲学思想的形成（１６４０ ４０）》，第２卷，第

４３０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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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传教士的报道，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不信任何宗教，只

崇敬孔子。在华耶稣会士出于传教策略的考虑，对孔子的学说

采取调和态度，对程朱理学则持批评和攻击的立场，因为他们

认为理学所宣扬的是唯物论和无神论。生活在欧洲的人们不像

在华传教士那样明白，他们分不清孔子的学说和宋儒理学的区

别，在接受孔子学说时也接受了理学，而且不认为两者之间有

多大区别。欧洲人对于儒学的看法并不完全相同，对于中国人

崇敬孔子及其学说，是否算得上是宗教，人们的看法并不一

致。法国哲学家培尔（Ｂａｙｌｅ，Ｐｉｅｒ ，１　６４７－１７０６）、马勒 布朗ｒｅ

施和德国哲学家沃尔夫等人认为中国人是无神论者，莱布尼茨

和伏尔泰等人认为中国人是自然神论者，弗雷莱等人则认为中

国人是斯宾诺莎那样的泛神论者。有趣的是，马勒布朗施认定

中国人是无神论者，为的是攻击无神论和中国人；培尔和沃尔

夫认定中国人是无神论者，为的却是赞扬无神论和中国人。莱

布尼茨终其一生是个基督教新教徒，他在宗教信仰问题上虽然

表现出相当宽容的态度，但认为宗教信仰还是必需的；伏尔泰

与宗教狂热地战斗了一生，但他却认为宗教信仰不可没有，即

使没有神，也要造出一个来。他们把中国的宗教说成是自然神

论，当然与自己的宗教观念有着紧密的联系。无神论也罢，自

然神论也罢，泛神论也罢，不同看法之间有着一个重要的共同

点：中国人不信基督教。

按照基督教会宣扬的教义，不信上帝的人不可能是一个有

高尚道德的人。可是，这种理论在中国人身上却得不到印证。

依据耶稣会士的报道，中国是礼义之邦，中国人普遍具有高尚

的道德，正是高尚的道德促成了中国的繁荣和人民的幸福。孔

子这位受人尊敬的哲学家，以其毕生精力，教导人们如何处世

为人；他的哲学其实就是一整套行为规范，与古希腊罗马的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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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相比毫不逊色，正因为如此，拉莫特勒瓦耶把他与希腊的贤

哲苏格拉底相提并论，坦帕尔把孔子的学说比作专讲道德的伦

理学。孔子的许多格言，诸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不

但早已成为中国人自觉遵守的准则，在欧洲也广为人知，并受

到由衷的钦佩。英国学者丁达尔说：他“绝不认为孔子的格言

与耶稣基督的格言有什么区别，孔子朴实而简单的格言有助于

使后者晦涩的格言变得明晰易懂” 。显而易见，欧洲人认为

中国人在伦理道德实践方面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而这一切

都是在对上帝完全无知的情况下做到的。

中国这个实例充分说明，一个不信奉基督教的社会，只要

人们相互尊重、共同负责，并由受过良好教育的官员进行管

理，就可以拥有良好的秩序和高尚的道德，进而促使社会繁

荣，人民幸福。主张无神论的哲学家培尔据此认为，无神论与

高尚的道德绝非水火，具有美德的人或民族，不必一定信教，

而有了高尚的道德，自然也可以拥有良好的社会组织。盛行于

英国和法国的自然神论也从中国找到了实例，用以证明自然理

性足以取代启示宗教的教义，用来规范人们的伦理道德，因

而，上帝的启示绝不是道德的唯一源泉。如果由此进一步推

导，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基督教对于保障社会正常运转不是

必不可少的因素；说得再明白一点，那就是：没有上帝，人们

照样可以生活得很好。英国历史学家史蒂芬（Ｓｔｅｐｈｅｎ，Ｊａｍｅｓ，

１８２９－１８９４）对此作了如下的概括：“从基督教徒看来，懂了

这教义就可以上天堂，享受永恒的生命；不懂得这教义就得下

地狱，吃那无穷的痛苦。而成千成万的人根本就没有知道这教

转引自李（主编）：《中国与欧洲：１６世纪至１８世纪的形象和影

响》，第７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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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譬如中国人就没有知道。所以从中国人的立场讲，这教义

在地球上也好，在月球上也好，总是不相干的。那么中国人就

得吃那无穷的痛苦吗？实际上，中国人跟基督教徒差不多同样

快乐，同样善良。中国人既然没有吃什么苦头，那么基督教教

义，不论对于现世或来生，是必需的吗？中国三万万人的情

形，照正统基督教的理论去讲，是讲不通的。这是一个惊人的

事实，不断地向正统的基督教进攻了。” 的确，这样的事实

和这样的思想不啻是一把利剑，启蒙思想家们把它刺向扼杀人

们的思想自由的宗教势力，为开创新的时代大声呐喊。有趣的

是，这把利剑的锻造者之一，恰恰是把宣扬和传播基督教视为

神圣使命的传教士，是他们向欧洲传递了有关中国的信息，是

他们在欧洲塑造了中国人不信教的形象，是他们颂扬了中国人

的高尚品德。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当初为了传布基督教而作

的宣传，竟然导致反对基督教的结果。其实，结果与初衷截然

相反的原因并不是传教士们的失策，而是时代精神使然。理性

时代需要中国这样的实例，倘若中国不能用作这样的实例，启

蒙思想家们必定会到别处去寻找。

３．为开明专制主义理论提供了例证

马布里在反驳重农主义的合法专制主义理论时说：“我觉

得，《政治社会的自然和基本秩序》的作者从他们（中国人

—— 马笔者）的国家治理中，汲取了他的全部政治思想。”

转引自范存忠：《十七八世纪英国流行的中国思想》，载《文史哲

季刊》，第１卷（１９４２），第１期。

②马布里：《就政治社会的自然和基本秩序向经济哲学家质疑》，第

８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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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里的感觉完全正确，重农主义学派的合法专制主义理论，的

确是以中国作为实例总结出来的。岂但如此，在启蒙时代的欧

洲，凡是主张开明专制主义的思想家，无一不以中国作为他们

构建理论的事实依据。

专制主义通常被认为是君主制的变种。依据孟德斯鸠的理

论，君主制指的是由一个人单独执政，但有法可依的政体。专

制主义则是君主一人独断专行，没有任何法律约束的政体。孟

德斯鸠又认为，君主制和专制主义之间并无鸿沟相隔，前者极

易蜕变为后者。在大多数作者笔下，君主制是一个中性词，而

专制主义则含有明显的贬义。随着在华耶稣会士的关于中国的

报道传入欧洲，人们对专制主义的看法似乎渐渐发生了微妙的

变化。西鲁哀特在出版于１７３１年的《中国的政体和道德概述》

（ 　ｇｏｕｖｅＩｄé ｒｅ　ｇéｎéｒａｌｅ　ｄｕ ｎｅｍｅｎｔ　ｅｔ　ｄｅ　ｌａ　ｍｏｒａｌｅ　ｄｅｓ　Ｃｈｉｎｏｉｓ）中，高

度赞扬中国的政体和中国人的道德时说：“中国皇帝拥有专制

的权力。”他在这里使用“专制的”一词显然不具贬义，只是

用来说明中国的皇帝拥有绝对权力。“专制”这个词的词义变

化，想必与法国人对中国的评价不无关系。

开明专制主义的思潮至迟在１７世纪已经在欧洲萌发，但

欧洲思想家们当时用来表达这个思想的却是“开明君主”和

“哲学家国王”等词。拉莫特勒瓦耶在１６４２年评述孔子时说：

“我们曾经热切企盼的最大幸福，莫过于国王谈论哲学或哲学

家 在这里，他所表达的事实上就是开明专制主治理国家。”

义的思想。开明专制主义这个词迟至１９世纪才首次出现在一

位德国历史学家的笔下。这位历史学家认为，开明专制主义是

指１８世纪某些欧洲国家的政治体制，其渊源则可上溯到主张

拉莫特勒瓦耶：《不信教者的美德》，第３１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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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邦应由智者依据理性进行治理的柏拉图。１８世纪最著名的

开明专制主义鼓吹者伏尔泰，虽然也没有使用开明专制主义这

个术语，但他一再明确表示，他的政治理想是由哲学家担任国

王。基于对中国的全面而深入的了解，他热烈赞扬中国的政治

体制，认为这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政体之一。他多次颂扬中国皇

帝，说他们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尊孔读经，热爱科学、艺

术，尊重自然法则，提倡传统道德，时刻关心人民的疾苦，把

社会安定和国家繁荣作为自己的首要使命，在宗教方面主张宽

容，允许各种宗教共存，等等，这样的君主与他心目中的哲学

家国王基本上是一致的。他还认为，中国的道德、习俗和法律

对皇帝具有不可抗拒的约束力，皇帝不可能为所欲为；中国有

完备的政府机构，皇帝不可能独断专行；中国还有良好的监察

制度，皇帝的过失能够得到及时的纠正。在他看来，哲学家国

王加上优良的政治体制，中国当然就是一个开明专制主义的国

家。

重农主义学派在政治上所推崇的合法专制主义，实际上也

就是开明专制主义，他们用来说明合法专制主义的实例也是中

国。他们认为，中国人以父子关系来规范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

系，全体臣民都以尊敬父亲的情感来尊敬皇帝，皇帝则视全体

臣民为子民；皇帝关怀百姓的疾苦，百姓维护皇帝的尊严，彼

此和谐相处，犹如一个大家庭。这种关系最符合自然法则，因

而也最合理。重农主义学派还认为，一个人单独执政的政体是

最佳统治形式，其前提是执政的君主必须依照自然法行事；中

国人在漫长的数千年历史中，已经认识和掌握了自然法，并且

依据自然法制定了切实有效的人为法，所以，中国虽然是专制

主义，却不是凶残的专制主义，而是合法的专制主义。

中国政治制度中的一些优良传统，都是欧洲人推崇开明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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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主义的理由。通过科举考试选取官员的制度，被认为是对欧

洲某些官职父子继承制和公开买卖制的否定；谏官和御史等监

察官员的设置，被认为是对皇帝权力的制约，也是防止腐败的

有效措施；教育普及和传统道德受到尊重，被认为是自然法始

终得到认真贯彻的有力保证；合理的税收制度和灾年的赈济制

度，则被认为是君主仁慈之心的体现。

传教士对于中国皇帝的描绘，也有助于中国开明专制主义

形象的树立。白晋和李明笔下的康熙皇帝，敏而好学，不耻下

问，仁慈宽容，英明睿智，对于企盼改革的欧洲人具有巨大的

吸引力。伏尔泰采用在华耶稣会士龚当信（Ｃｏｎｔａｎｃｉｎ，Ｃｙｒ，

１６７０－１７３２）对雍正的描述，在《路易十四时代》中称颂雍正

爱法律、重公益，不遗余力地鼓励农事。伏尔泰说，雍正曾降

旨规定，未经他亲览，不得对犯人处以极刑；他还下令各地修

建贮粮大仓，以防荒年饥馑 。乾隆皇帝的《盛京赋》被耶稣

会士译成法文传至法国后，乾隆遂被誉为伟大的诗人。

博学而仁慈的君主，合理而有效的中央和地方政府机构，

以才能为标准经由科举产生的各级官员，规劝和监督君主及官

员的监察制度等等，所有这一切都为欧洲主张实行开明专制主

义的思想家提供了活生生的实例，使他们的理论建立在坚实的

事实基础之上。马布里在批驳重农主义学派时说：“产生这种

效果的政府肯定是所有政府中最明智的政府，它肯定达到了大

自然向我们提出的目标，于是，人们从这个推论出发，虚构出

一种合法专制主义。”

—６０１页。参阅伏尔泰：《路易十四时代》，第６００

马布里：《就政治社会的自然和基本秩序向经济哲学家质疑》，第

８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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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为重农主义提供了启示
比诺曾说，１８世纪的法国哲学家们对中国褒贬不一，而

经济学家们对中 比诺所说的经济学家就是重国却一致看好。

农学派的成员们。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已经多次谈到重农学

派对中国的全面褒扬，其中主要涉及政治制度，现在要说的是

中国对于重农主义学派经济理论的影响。

１８世纪的法国与中国一样，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

多年以来推行重商主义的后果是农业的极度衰落。在这种情况

下，以农为本的中国受到青睐就丝毫不令人意外，人们希望从

中国的经验中获得启示，用来解决法国的经济问题。再则，１８

世纪下半叶法国已经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尽管改革方案一个

又一个提出来，却始终没有找到有效的办法。据说中国这样一

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长期保持安定和繁荣，这对苦

于没有良方振兴经济的法国人来说，当然是值得借鉴的对象。

早在重农学派出现之前半个多世纪的１６９８年，伏邦（Ｖａｕｂａｎ，

Ｓéｂａｓｔｉｅｎ　Ｌｅ　Ｐｒｅｓｔｒｅ，　１６３３－１７０７）就写了《国王什一税计划》

一书，主张模仿中国税制，以什一税取代人头税，并规定人人

不能免税，借以减轻农民的负担；他还主张像中国那样进行全

国人口普查，以便准确掌握人口状况和人口增减规律。此书迟

至１７０７年才出版，却因书中的主张触犯了特权阶级的利益而

遭禁。半个世纪之后，魁奈提出了同样的建议，他在《中国专

制主义》中说，中国只有地主才缴税，而租地耕作的农民则不

参阅比诺 载《近现代史杂志》：《１８世纪的重农学派与中欧》；

（Ｐｉｎｏｔ， ｓｉèｃｌｅ；　Ｒｅｖ 　ｕｅ　Ｖｉｒｇｉｌｅ：　Ｌｅｓ　ｐｈｙｓｉｏｃｒａｔｅｓ　ｅｔ　ｌａ　Ｃｈｉｎｅ　ａｕⅩⅧｅ　 ｄ＇ｈｉｓｔｏｉｒｅ

Ⅷ卷（１ 页。　ｌｉｏｄｅｒｎｅ　ｅｔ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ｉｎｅ），第 ９０６－１０９７年），第２００－２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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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缴税；任何土地都不得免税。根据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

土地税很轻。 他认为法国未来志》提供的数字，他觉得中国

改善财政状况，应该借鉴中国的税收政策。他这一主张实际上

还是来自土地是财富的唯一来源的理论，因为他认为，真正的

财富是“净产值”，也就是资源总值减去生产成本后的余额；

因此国家的税收应该以“净产值”作为基数，而最简便的办法

便是依据土地的生产能力征收单一的土地税。赫德逊就此写

道：“土地是一切财富的来源这一学说，是属于未受城邦商业

主义影响的纯土地收入的思想意识；在早期的大河文化时期，

它大体上是正确的，那时文明生活是靠农业剩余产品而成长

的。它实际上是古代中国的学说。”

前面我们已经说到，重农主义是ｐｈｙｓｉｏｃｒａｔｉｅ的汉译，这个

法文词的原意可以简括为“自然主宰”。重农学派的重要成员

梅西埃·德·拉里维埃那部著作的书名《政治社会的自然和基本

秩序》，所表达的基本上就是ｐｈｙｓｉｏｃｒａｔｉｅ一词的含义。社会的

自然和基本秩序究竟是什么呢？魁奈在《中国专制主义》中有

这样的表述：“社会的基本法则是对人类最有利的自然秩序的

法则。这些法则或是物质的，或是精神的。所谓治国的基本物

质法则，就是显然对人类最有利的自然秩序的一切物质因素有

规则的运作。所谓治国的基本精神法则，则是显然对人类最有

利的自然秩序的一切精神因素有规则的运作。所有这些法则共

同组成我们所说的自然法。” 中国的现实最符合魁奈上述对

参阅魁奈：《经济和政治文集》，第６１０页。

赫德逊：《欧洲与中国》（Ｈｕｄｓｏｎ，　Ｇ．　Ｆ．　：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伦

敦，１９３１年，第２９７－２９８页。

魁奈：《经济和政治文集》，第６３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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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法所作的定义。从政治上看，中国的政权建立在父权基础

上，传教士和许多欧洲作家都指出，整个中国是一个大家庭，

尊老爱幼的传统道德被移植到对于国家的治理上，结果就形成

了人们和睦相处、天下太平的局面。从经济上看，农业是人们

从大自然取得生活资料的惟一来源，这里所说的农业不限于种

植业，还包括捕鱼、养殖以及对农产品的粗加工等；中国历来

以农业为本，统治者大力鼓励农耕，人民勤奋劳作，把农业技

艺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为欧洲所不及。在精神方面，“中国

人的首要崇拜对象是最高主宰，他们把他尊为一切的源泉，称

他为上帝⋯⋯或天，⋯⋯依据中国人的理解，天是统辖苍穹的

精神；他们把天视为自然之主最完美的杰作” 。很显然，中

国社会据以建立和运转的原则是自然法则，因而是最符合“自

然和基本秩序”的社会。

重农主义学派的本意虽然是遵循自然秩序，但因其经济思

想与重商主义迥然不同，视农业为经济活动的基本形式和财富

的惟一来源，因而对于农业给予特别的关注。就此而言，将

ｏｃｐｈｙｓｉ ｒｔｉｅ译作重农主义不无道理。况且，在１７５８年出现ｐｈｙ－

ｓｉｏｃｒａｔｉｅ这个词之前，重农学派的思想家们是以经济学家为人

们所知的。在重农学派的理论中，作为政治理论的合法专制主

义是对伏尔泰等人开明专制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并无多少新

意，很快被人们抛弃；而作为经济理论的重农思想却在历史上

留下了深深的印记，给亚当·斯密等人以巨大的影响。重农主

义出现在１８世纪下半叶，首先是当时法国政治和经济形势的

需要，甚至可以说是对重商主义的反动。它的渊源可以追溯到

欧洲古代的自然法思想。但是，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热”

魁奈：《经济和政治文集》，第５８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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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传播到欧洲的有关中国的种种信息，显然对重农主义对农业

的强调和重视，产生了不容忽视的作用。艾田莆说：“重农主

义学派的经济体系即使不是来自中国现实，至少也是来自中国

神话，魁奈和他的朋友们在耶稣会士的记述中发现了中国神

话。” 他还举了两个例子说明中国对重农学派的影响。其一

是当有人批评魁奈的学生杜邦·德·奈穆尔（Ｄｕｐｏｎｔ　ｄｅ　Ｎｅｍｏｕｒｓ，

ＰｉｅｒｒｅＳａｍｕｅｌ，１７３９－１８１７）的经济思想时，他反驳道：“看来

你没读孔子的书！” 其二是作为蓬巴杜夫人的私人医生，魁奈

通过这位贵夫人怂恿国王路易十五学习中国皇帝，举行籍田大

礼，亲自下田扶犁。被朱谦之先生称为“无疑乎是直接把中国

重农思想影响给重农学派的人” 的普瓦弗尔，我们在前面已

作介绍，他在中国逗留期间，对中国的农业作了深入细致的观

察，在他的《哲学家游记》中，我们可以读到他对中国农业达

于极致的推崇。他说，中国农民如果得知法国人的耕作方法和

农业状况，肯定会讥笑他们贫困和落后。

一方面是合法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另一方面是以农为本

的经济政策，吸引重农主义学派高度重视的中国这两个长处，

是如何彼此联系的呢？普瓦弗尔对此似乎作了解答。他说：

“世界上没有一处地方的农业比中国更发达。但是，发达的农

业以及由此而带来的丰富的产品，其原因不在于特殊的耕作方

法，也不在于犁铧和播种器具的形状。中国农业的发达应该归

功于政府。中国政府深厚而不可动摇的根基，与世界的根基一

样，完全是依据理性建立起来的。发达的农业还应该归功于大

艾田莆：《中国之欧洲》，第２卷，第３３０页。

朱谦之：《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第３０９页。

参阅普瓦弗尔：《哲学家游记》，第１７３－１７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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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传授给初民的法律，从人类的幼年时起，这些法律代代相

传，珍藏在无数人民彼此紧紧相连的心中，而不是保存在那些

狡诈的骗子所传授的法典中。” 普瓦弗尔这番话表明，他认

为，农业发达与否，决定性因素不是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而

是政府的政策。中国农业之所以发达，是因为中国政府是建立

在自然法则的基础之上的，而建立在自然法则基础之上的政

府，也就是合法专制主义的政府。比诺就农业与政府的关系这

样说：“浸透了重农主义思想的１８世纪哲学家们，通常依据农

业去评判一个国家的政府。他们发现，在中国肥沃的土地上，

庄稼一直种到山顶，于是他们得出结论，中国政府是最佳政

府。” 这段话显得有些简单化，却道出了重农主义学派心目

中经济与政治的关系。

普瓦弗尔：《哲学家游记》，第１８１－１８２页。

比诺：《伏尔泰与中国》（Ｐｉｎｏｔ，　Ｖｉｒｇｉｌｅ：　Ｖｏｌｔａｉｒｅ　ｅｔ　ｌａ　Ｃｈｉｎ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ｄｅｓ　ｍéｍｏｉｒｅｓ），载《文集阵地》，１９０６年，第３１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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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　　　　　　　　　中国热”降温及其原因

常言道，花开自有花落时，在欧洲持续了百年左右的“中

国热”逐渐降温直至完全冷却，也是必然要发生的事。如同

“中国热”究竟兴起于何年是个说不清楚的问题一样，“中国

热”的降温始于何年，也是一个只能用模糊法处理的问题。由

于它是一个漫长的量的积累过程，而不是一个具有质变性质的

突发事件，所以各家看法不尽相同。艾田莆教授认为，从１８

世纪中叶起，法国人对中国的赞扬日益减少，尽管重农主义学

派再次掀起了颂扬中国的高潮，但是就总体而言，欧洲的“中

国热”从１７６０年起就失去了势头。 罗柏森认为，欧洲人对中

国的热情从１７６７年开始冷却。 鲁尔认为，１７４８年出版的乔

治·安逊的《环球航行记》，揭露了中国军事实力的虚弱，欧洲

人从此开始鄙视中国，１７９３年访华的马戛尔尼使团的报告加

参阅艾田莆：《中国之欧洲》，第２卷，第３３７－３３８页。

参阅罗柏森：《中国与启蒙时代的欧洲》（Ｒｏｗｂｏｔｈａｍ，　Ａｒｎｏｌｄ：　Ｃｈｉ－

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Ｅｕｒｏ 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ｐ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ｉｌ 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载《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第ＸＩＸ卷（１９３５年），第２期，第

１７６－２０１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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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了这一印象。 贾永吉认为，安逊的游记虽然有助于改变耶

稣会士笔下的中国形象，但若是说它以商人塑造的负面形象完

全取代了传教士塑造的理想化的形象，这种说法就值得怀

疑。 每一种看法都不无道理，但都没有也不可能被视为权威

性的结论。原因在于当中国不再被一些欧洲人看好时，另一些

欧洲人却仍在起劲地颂扬中国。试以１８世纪中叶为例。出版

于１７４８年的安逊的《环球航行记》，确实对许多欧洲人的中国

观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孟德斯鸠、卢梭和格里姆等著名的学

者，都曾以此书提供的材料作为贬斥中国的依据；然而，更多

的人似乎并未受到此书的影响。钱伯斯在伦敦近郊修建“丘

园”是在１７６２年，中国园林风靡欧洲更是在“丘园”之后。

路易十五扶犁籍田是在１７５６年，描绘他的王子扶犁籍田的铜

版画作于１７７０年，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二世（Ｊｏｓｅｐｈｅ　Ⅱ，　１７４１ －

１７９０）则在１７６９年举行籍田大礼。伏尔泰的《赵氏孤儿》首

演于１７５５年，魁奈的《中国专制主义》出版于１７６７年。我们

还可以举出大量事例，说明安逊的《环球航行记》出版后，欧

洲的“中国热”依然十分红火。这些现象表明，正如对于中国

的褒与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同时并存一样，在中国的形象逐渐

由美变丑时，“中国热”仍然高潮迭起。即便在法国大革命爆

发和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之后，英国国王乔治三世（ＧｅｏｒｇｅⅢ，

１７３８－１８２０）依然在他伦敦郊区行宫里大搞中国装饰，大量摆

设中国艺术品。尽管如此，我们从上面列举的各家说法中依然

ｄｕ　参阅《第八届尚蒂伊汉学研讨会文集》（Ａｃｔｅｓ ｏｑｕｅ　ｄｅⅧｅ　ｃｏｌｌ

ｌｌｓｉｎｏｌｏｇｉｅ　ｄｅ　Ｃｈａｎｔｉ ｙ），巴黎，１９９８年，第９１－１０９页。

参 １９９８年 ， 第 ９－１３阅《第八届尚蒂伊汉学研讨会文集》，巴黎，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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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找到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欧洲“中国热”的降温发生在

１８世纪下半叶。我觉得，有这个共识就足够了，没有必要找

出某个事件作为其开始和终结的标志。从１８世纪５０、　６０年代

开始，文人们从最初的惊奇中冷静下来，理性的思考悄悄地取

代了感性的赞叹，贬华言论在英国和法国逐渐增多，以往那种

基本上一边倒的热烈颂华现象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褒贬互

见。重农学派对中国的褒扬尽管丝毫不比伏尔泰的颂华言论逊

色，而且理论性更强，却不但鲜有附和者，反而立即遭到马布

里等人的激烈批驳。这些现象表明，“中国热”已经走在下坡

路上了。法国大革命爆发时，除贝尔旦等少数精英分子之外，

法国已经很少有人关注中国了，赫德逊说：“１７８９年以后对中

国的崇拜几乎完全消失。” 马戛尔尼使团的访华报告则在很

大程度上改变了欧洲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到了鸦片战争前

夜，中国已经完全失去了１８世纪在欧洲曾经有过的辉煌。

作为一种文化传播现象，“中国热”降温的原因存在于授

者和受者两方面，或者说存在于被观察者和观察者两方面。前

者当然是中国，后者当然是欧洲。这两个因素中的任何一个的

变化，都会对“中国热”产生影响。事实上，这两个因素都发

生了变化，而且确实都对“中国热”产生了影响。作为被观察

者，中国的实际变化虽然小于欧洲，但传到欧洲去的有关中国

的信息来源多样化了，中国的形象因而随之发生变化；作为观

察者，欧洲人对中国的观察更加深入，他们的兴趣和好恶发生

了变化，他们对中国的评价随之也发生变化。“中国热”降温

便是这两种因素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

赫德逊：《欧洲与中国》，北京，１９９５年，第３０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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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华传教事业衰落

前面各章已经清晰地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欧洲“中国

热”的掀起，中国形象的形成，都离不开在华传教士特别是耶

稣会士向欧洲传递的有关中国的信息。他们要获得和传递信

息，首先必须在中国站稳脚跟。从利玛窦开始，耶稣会士们采

取“入乡随俗”的方针，努力适应中国人的习俗，学习中国人

的语言文字，以他们的科学知识为皇帝和宫廷服务，终于获得

成功，不但在中国站稳了脚跟，而且赢得了皇帝和各阶层人士

的好感。他们不但在传教方面颇有收获，在全国各地建立了数

百座教堂，为数十万新教徒施洗，而且在文化传播中作出了巨

大贡献，除了将西学介绍给中国人以外，还不断向欧洲传递有

关中国的信息。在持续近百年之久的“礼仪之争”中，争论双

方为了争取罗马教廷和欧洲公众对己方的支持，用大量文字资

料向欧洲介绍中国的政治、宗教、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的历史

和现状，使欧洲人对中国的了解有了质的飞跃，从而促进了

“中国热”的兴起和高涨。然而，“礼仪之争”在传教方针冲突

的背后，隐藏着来自不同国家的传教士之间的民族利益的矛

盾，以及不同修会之间由来已久的宿怨。在冠冕堂皇的学术讨

论掩盖之下，传教士们彼此勾心斗角，争权夺利，极大地妨碍

他们团结一致，共同推进在华的传教事业。“礼仪之争”不但

没有起到推进天主教在华传播的作用，反而招致罗马教廷和中

国皇帝两方面的反感，为传教事业在中国的衰落播下了种子。

从罗马教廷这方面看，历任教皇始终不大清楚中国的实际情

况，在“礼仪之争”初期依据争论双方呈递的报告作出一些似

是而非的决定，时而对此方有利，时而对彼方有利，令在华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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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士无所措手足；后来则为了维护基督教教义所谓的纯洁性，

采取“宁左勿右”的方针，斥责耶稣会士的传教方针。教皇数

度派遣特使来华，目的都是把教廷的决定强加给全体在华传教

士和中国政府，从未想到要尊重中国政府和人民，认真了解中

国的实情，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这样一来，原本是一场关于基

督教教义和传教方法的争论，却引发了教廷和中国政府之间的

矛盾。从中国政府这方面看，康熙皇帝始终以友善的态度对待

传教士，只要他们不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他始终一概允

许他们从事正常的传教活动；对于那些有一技之长的传教士，

他还特别给予种种优渥，让他们充分发挥特长，作出应有的贡

献。在华传教士们在“礼仪之争”中的相互倾轧，令他十分反

感，他为调解传教士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而作出的种种努力，并

未产生显著的效果，某些传教士向教廷呈递的不符实情的“小

报告”更使他十分恼火；他认为教廷偏听偏信，对于解决“礼

仪之争”缺乏诚意，教皇特使所持的僵硬立场，终于把他激

怒。他认为，作为一个泱泱大国，中国有权维护和保持自己的

传统，无需教皇来教训中国人应该如何行事，教廷对于敬孔、

祭祖等礼仪的粗暴干预，是对中国和皇帝本人尊严的无视。康

熙于是下令禁教，除了直接为宫廷服务的西洋人之外，其余在

华传教士的处境大为恶化。耶稣会是一个世界性组织，除了在

海外从事传教活动的耶稣会士之外，欧洲还有更多的耶稣会

士。法国耶稣会积极参与政治，树敌颇多，在多种因素的共同

作用下，法国巴黎高等法院于１７６２年宣布解散耶稣会，两年

后，路易十五发布敕令，取消法国耶稣会。接着，教廷于

１７７３年颁布教皇敕谕，取缔耶稣会。教皇敕令于１７７８年传到

中国，除极个别耶稣会士依然留在中国外，耶稣会在华的活动

至此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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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会被解散和在华传教事业的衰落，虽然不是欧洲“中

国热”降温的直接原因，但是它发生在１８世纪６０、　７０年代，

恰逢“中国热”开始冷却之时，无疑起到了雪上加霜的作用。

读者从本书前面的叙述中不难发现，对中国形象的形成起到过

重要作用的耶稣会士的著述和译作，绝大多数出版于１７５０年

以前。此后直至１９世纪初，耶稣会士只出版了两部重要的著

作：冯秉正的《中国通史》和集体著作《北京耶稣会士中国论

集》。前者虽然从１７７７年起方才开始出版，但冯秉正的译稿却

早在１７３５年之前就已经完成。后者也是一部多卷本，其中大

部分是在耶稣会解散后完成的，这是耶稣会士在１８世纪对于

中西文化交流所作的最后贡献。这两部巨著尽管在中学西传史

上占有重要地位，但与以往耶稣会士有关中国的著述不尽相

同。以往耶稣会士所写的有关中国的著述，除了少量中国典籍

的译文，大多是书信和报道；这类著述犹如今日中国的“纪实

文学”，所记所述均为作者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具体生动，

通俗易懂，雅俗共赏，令人读时趣味盎然，读后对中国留下深

刻的印象。《北京耶稣会士中国论集》和《中国通史》则是比

较专门的学术性著作，前者虽然也由许多互不相关的长文或短

文集成，但多数不是记述作者的亲历，而是介绍中国某一方面

或某一领域的专门知识，诸如历史、军事、音乐、农业、动植

物、医学、语言、少数民族状况等等。如前所述，《中国通史》

是《通鉴纲目》的法译本，篇幅浩大，非一般读者兴趣所在。

这两部著作为知识分子和学者提供了深入研究中国的宝贵材

料，而对于怀着好奇心追寻异国情调的普通读者，却不具备吸

引力。出版于１８世纪下半叶的有关中国的记述性读物，如玛

西的《中国、日本、印度、波斯、俄罗斯等国史》（Ｈｉｓｔｏｉｒｅｄｅｓ

Ｃｈｉｎｏｉｓ，　ｄｅｓ　Ｊａｐｏｎａｉｓ，ｄｅｓ　Ｉｎｄｉｅｎｓ，　ｄｅｓ　Ｐｅｒｓａｎｓ，ｄｅｓ　Ｒｕｓｓｉｅ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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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ｔｃ．）、鲁斯洛德絮吉的《奇趣轶闻杂录》、格罗齐埃的《中国

概述及中国人的法律、习俗、科学与艺术》，作者都不是在华

传教士，书中有关中国部分均为第二手材料，其中大多采自已

出版的耶稣会士的著述，它们将这些著作所提供的资料集中起

来，分门别类地重新编排，条理虽然更加清楚，但少有新的内

容，所以并不十分吸引读者，“中国热”并没有由于这些著作

的出版而掀起新的高潮。

二、公众的兴趣转移

海上航路大发现之后，西班牙、葡萄牙、英国与荷兰相继

扑向海外，从东方和美洲等地攫取大量财富，海外扩张给欧洲

人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从美洲运来了金银和宝石，从印度

运来了香料，从中国运来了瓷器、丝绸和茶叶。据说，贩运这

些商品的利润极为可观，海外贸易成了发财致富的捷径。海上

航行的巨大危险，使得海上贸易只能是少数既有足够的本钱又

有足够的勇气的冒险者的事业。然而，来自这些遥远国度的种

种传闻引发了欧洲人的好奇心，人们争先恐后地购买外国商

品，贪婪地阅读各种各样的游记，追求异国情调便成了一种时

髦。有人说，从１６６０年到１７７０年，异国情调在法国是一种名

副其实的时髦，１７１５年之前走红的是土尔其，此后是中国，

中国的影响衰落之后，人们追求的则是卢梭所说的“有道德的

野蛮人”。 由此可见，在“中国热”兴起前后，欧洲人对异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参阅多慈：《游记 的资料来源》

（Ｄｏｄｄｓ，　Ｍｕｒｉｅｌ：　Ｌｅｓ　ｒéｃｉｔｓ　ｄｅ　ｖｏｙａｇ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ｄｅ　Ｉ＇ｅｓｐｒｉｔ　ｄｅｓ　Ｌｏｉｓ　ｄｅ　Ｍｏｎ－

ｔｅｓｑｕｉｅｕ）， 页 。日内瓦，１９８０年重印，第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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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情调的追求呈现多方位的特点，只要是来自陌生土地上的物

品和奇闻趣事，人们都感兴趣，当然，其中以东方对于欧洲人

的吸引力最大。可是对于当时的欧洲人来说，东方的含义极其

宽阔，它包括埃及、波斯、土尔其等远在中国西面的国家和地

区，而并非仅指中国、印度、日本等国。据统计，法国出版的

东方游记数量逐年增加，１６１１年至１６６０年间为２０种左右，

１６６０年至１７００年为４０种左右，１７００年至１７３５年则为６０种左

其他欧洲右； 国家的情形大体相似。游记所涉及的国家和地

区包括波斯、土尔其、印度、埃及、叙利亚等等。在好奇心的

驱使下，人们渴望了解外部世界的情况。１６８４年两位暹罗使

者来到法国，巴黎公众万人空巷地涌向街头，观看这两位使者

的入城仪式。在这种气氛下，不但译成法文的阿拉伯民间故事

集《一千零一夜》成为家喻户晓的读物，其仿制品《一千零一

天》也同样受到欢迎。书信体的作品风行一时，孟德斯鸠的

《波斯人信札》一炮打响，当年就一版再版；英国人哥尔斯密

的《中国通信》，法国人达尔让的《犹太信札》和《中国信札》

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

欧洲公众对中国的兴趣持续时间较其他国家或地区为长，

其原因不外乎有关中国的报道数量较多、中国本身的魅力更大

这两个主要因素。公众对中国的兴趣逐渐减弱，其原因当然也

与这两个主要因素密切相关。一方面，来自耶稣会士的关于中

国的报道减少了，人们无法源源不断地得到有关中国新的诱人

的信息。另一方面，在商人、旅行家的游记中，中国失去了往

日令人无限向往的魅力，中国人的形象渐渐显出了丑陋的一

面。有的学者认为，耶稣会在欧洲的所作所为令人十分反感，

参阅马蒂诺：《１７、　１８世纪法国文学中的中国》，第１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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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中国的会友因而被殃及，耶稣会在欧洲的名声不好，致

使在华耶稣会士关于中国的报道被一些人认为虚假，不再给予

信任。

岂只是普通市民，文化人也渐渐改变了对中国的态度，他

们或是对中国失去了兴趣，或是对中国流露出一种鄙夷的态

度。达尔让的《中国信札》虽然声誉甚高，但他却在书中抬高

埃及，贬低中国。荷兰人鲍乌在１７７３年出版的《对埃及人和

中国人的哲学研究》（　Ｒｅｃｈｅｒｃｈｅｓ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ｑｕｅｓ　ｓｕｒ　ｌｅｓ　Ｅｇｙｐｔｉｅｎｓ

ｅｔ　ｌｅｓ　Ｃｈｉｎｏｉｓ）中，全然否定耶稣会士和其他传教士关于中国

的报道，把这些报道称作夸大和谎言，指责它们是为了欺骗欧

洲人而写作的。这位荷兰人还说，中国人直到康熙时代依然保

持活人殉葬制度，他甚至武断地说，如果中国人曾经表现出某

些勇气的话，那完全应该归功于鸦片所起的作用。就连伏尔泰

这位对中国钦佩得五体投地的启蒙思想家，虽然始终没有放弃

对中国的热情，但是在他的晚年，印度对他的吸引力似乎超过

了中国。《１７、　１８世纪法国文学中的中国》的作者马蒂诺指

出，１７、　１８世纪欧洲的异国情调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从 １６６０开始到１７世纪末，最吸引欧洲人的是土尔其；１７７０年

以后中国最诱人，其间土尔其和波斯从１７４０年开始再度吃香；

１７６０年以后，印度取代了中国。这当然是一种无法确切检验

的说法，因而只能看作一家之言，不过，它至少告诉我们，欧

洲人并非始终对中国情有独钟。此外还可以提及意大利庞贝古

城的发掘。那是在１８世纪中叶，当人们确信发掘出来的废墟

正是早在公元前６世纪就已存在的庞贝古城时，立即产生了轰

参阅罗柏森：《中国与欧洲启蒙时代》，载《中国社会及政治学

报》，ＸＩＸ卷（１９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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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性的效应，欧洲人对古代罗马的兴趣被重新点燃。这在一定

程度上转移了人们对于东方和中国的关注。

法国学者米尔斯基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她对当年

冯秉正的《中国通史》的订购者逐一进行了调查分析，结果发

现，在全部５３０位订购者中，很多人是贵族，而这些贵族并非

乡绅或庄园主，而是所谓的“佩剑贵族”，生活舒适而悠闲，

热衷于追时髦，赶潮流。占第二和第三位的分别是教会人士和

司法官员。外国订购者只有３０人，他们来自英国、俄国、荷

兰、德国、奥地利、西班牙、意大利、瑞士等国。当然，这部

多卷本的巨著价格昂贵，而且过于专门，普通百姓既缺乏兴

趣，也没有实力问津。然而，即使把这一点考虑在内，我们依

然觉得，这项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到了１８世纪７０年代，

依然关注中国的欧洲人中普通百姓的比例已经大大缩小了。米

尔斯基就此写道：“在１７７７年至１７８５年间的法国，对中国怀

有好感的是少数家庭，这是一个由各种成分组成的微型世界，

其中既有古老的宫廷贵族，也有大资产者，相同的财富、知识

和文化水平把他们连接在一起。”

１８世纪下半叶以后，中国的风物依然受到欢迎，修建中

国园林的热潮在欧洲方兴未艾，有关中国的读物依然有人读，

关注中国的人依然有。然而，“中国热”的规模明显缩小了，

当初赶时髦的人群渐渐退了出去，正如米尔斯基的调查所表明

的，留下来的是上层人物、富有阶层和学者等文人。

米尔斯基：《冯秉正〈中国通史〉的订购者》，载《第二届尚蒂伊

国际汉学研讨会文集》（　Ａｃｔｅｓ　ｄｕ　２ｅ　Ｃｏｌｌ 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　ｓｉｎｏｌｏｇｉｏｑｕｅ　ｉｎｔｅｒｎ ｅ

（１９７７）），巴 黎，１９８０年，第 １０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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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形象改变

１８世纪下半叶以前，中国的基本形象已经在欧洲确立。

在大多数欧洲人心目中，这是一个历史悠久、地大物博、人口

众多、政治开明、道德高尚、宗教宽容的国度。耶稣会士为此

作出了巨大贡献，其他传教士和外交家、商人同样功不可没，

他们在各自的记述和游记中，对中国作了基本上符合事实的报

道，既谈到了中国的美，也谈到了中国的丑，他们各自报道中

的差异，恰好互为补充，塑造出了一个基本上与实际相符的中

国形象。

中国有句俗话：“情人眼里出西施”，在某种程度上，这句

话似乎也可以用来形容欧洲人最初对待中国的态度。当他们热

衷于中国风物和中国情趣，震惊于中国的古老、安宁和富裕，

对中国投以羡慕的目光，寄予无限向往时，对于中国的弊病或

丑陋之处，往往有意或无意地听而不闻，视而不见。正如本书

前面各章所提及，其实在１８世纪上半叶以前的各种的报道中，

中国绝对不是完美无缺的，对中国的批评乃至贬斥不但有，有

时甚至相当激烈。即使是在以颂扬为主调的耶稣会士的著述

中，我们也可以读到不少对于中国的各种弊端的描述，诸如下

层民众的贫困和迷信，文人的泥古和守旧，某些官员的贪婪，

科学技术的落后等等。可是，在１８世纪下半叶之前，大多数

欧洲人对中国形象上的这些瑕疵似乎缺乏敏感，或者不大在

意 。

英国不是天主教国家，在整个１８世纪没有向中国派遣一

个传教士，英国人的中国知识大多来自欧洲大陆国家，其中主

要是法国。但是，前往中国经商的英国人比法国人多，他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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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沿海城市与中国政府和中国商人打交道时，常常遇到一

些不愉快的事，对中国产生不好甚至恶劣的印象。在英国文人

中长期弥漫着一股对中国怀疑、贬斥和讥讽的风气，颂扬中国

似乎是一种不光彩的事，更有一些文人或是借机诋毁中国，或

是在对中国说了几句好话之后，立即加以贬斥，仿佛不如此便

不能得到他人的谅解。敢于热情歌颂中国的只有坦帕尔等极少

数文人。早在 －　１７３１）在１７１５年，笛福（Ｄｅｆｏｅ，Ｄａｎｉｅｌ，１６６０

ｓｉｎｇ　Ａ他的名著《鲁滨逊漂流记》（Ｔｈｅ　Ｌｉｆｅ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ｎｇｅ　Ｓｕｒｐｒｉ ｄ－

ｖｅｎ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Ｃｒｕｓｏｅ　ｏｆ　Ｙｏｋｅ）中恣意诋毁中国和中国人。

在这部小说的第二卷中，鲁滨逊离开荒岛，前往远东经商，经

过暹逻、孟加拉等地来到中国，经由南京北上，在北京逗留了

数月，一路上采购了许多货物。在鲁滨逊（其实就是作者笛

福）的眼里，中国除了长城和瓷器别无长物。他说北京是个非

常糟糕的城市，中国人的生活实际上比美洲土人更差；他对中

国人的评价是这样的：“我必须承认，我回国后听到人们谈论

中国许多美妙的事物，诸如权力、财富、恢宏、庄严和贸易等

等，这使我感到惊奇。因为我看到和认识的是一群卑劣的牧人

或无知而利欲熏心的奴隶，生活在一个只适于统治这些人的政

府管辖之下。”

乔治·安逊的《环球航行记》出版于１７４８年，翌年即译成

法文。本书第三章第一节已经对此书作了简介。这是一部游

记，有关中国的记述在全书中只占很小一部分，可是，偏偏是

这一小部分为这部书赢得了极大的名声，一些对中国缺乏好感

的文人以安逊在中国的遭遇和见闻为论据，支持他们认为中国

转引自李（主编）：《中国与欧洲：１６世纪至１８世纪的形象和影

响》，第１７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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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值得歆羡的看法，例如前面已经提到的孟德斯鸠、卢梭和格

里姆等人。狄德罗也读过这部书，而且从中得出中国“处于一

小撮强盗的控制之下” 的印象。这部其实并不出色的书竟然

吸引了这么多的著名人物，确实出乎意外，以致令人误以为这

是一部关于中国的重要著作。然而，这一并不十分正常的现

象，从一个侧面显示了一种需要，即欧洲人希望听到不同于耶

稣会士的声音，或者说人们怀疑甚至不相信耶稣会士的中国报

道。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是耶稣会

士的某些言过其实之词，诸如中国老百姓人人彬彬有礼，中国

官员个个爱民如子等等，不但令人不敢轻信，反而产生了相反

的效果；二是某些事实促使人们对耶稣会士的报道产生怀疑，

例如，清兵入关取明朝而代之一事就发人深省，如此强盛的一

个文明古国，怎么会迅速败在人数不多、文明程度不高的满族

手下呢？三是耶稣会在欧洲的政治和宗教事务中有许多不为人

称道的作为，不少人讨厌乃至怨恨耶稣会，在这种情绪支配

下，在华耶稣会士的中国报道不受某些人的欢迎，也就在情理

之中了。

也许是某种巧合，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也出版于

１７４８年，书中对中国的批判在当时对中国的一片赞扬声中格

外引人注目，何况孟德斯鸠早已是著名学者，其言论的分量远

远超过一个传教士或一个商人的记述。此书一出，两种中国观

的分野顿时显得清晰，以往那些零零星星的怀疑或不相信中国

的报道或言论，都集合在孟德斯鸠的旗帜下，俨然成为一种与

“颂华派”截然相反的舆论了。有趣的是，孟德斯鸠在《论法

转引自盖伊：《中国形象在伏尔泰前后的法国》，第３３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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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神 无》再版时，竟然也拉出安逊来为自己的论断作证。

论是安逊的《环球航行记》还是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

尽管都不是欧洲“中国热”的转折点，但是，在１８世纪下半

叶，中国在欧洲的形象确实渐渐发生了变化，若说这两部书与

此毫无关系，恐怕也难以令人信服。具体地说，一方面是在华

耶稣会士的报道越来越少，一方面是怀疑和贬损中国的言论越

来越多。英国人钱伯斯的名作《中国建筑、家具和服饰设计》

出版于１７５７年，书中对中国的建筑和园林大加赞扬，在英国

与欧洲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但是此书的序言却写道：“我绝不

希望与那些过誉中国的人为伍。⋯⋯我说他们（指中国人——

笔者）伟大、智慧，仅仅是与他们的近邻相比较而言，绝对无

意将他们与我们的古人或今人相提并论。” 这不啻是以委婉

的口气告诉人们：中国的园林虽好，中国却并不好。英国史学

家塞尔蒙（Ｓａｌｍｏｎ，Ｔｈｏｍａｓ，）的话就更难听了：“中国人头脑

机灵，善于钻营，只要能挣钱，什么都不顾。他们的⋯⋯惟一

心思就是做生意，可是他们却是天生的骗子。黄金是他们的神

祇，为了黄金可以牺牲一切。外国人若是相信他们，必定上

当。⋯⋯因此，他们既卑劣，又善于阿谀奉承，总之他们是世

界上最 这段话活脱脱一副商人腔调，多半是最虚伪的人。”

作者从英国商人那里贩来的货色。塞尔蒙的这部书初版于３０

年代，可是迟至１７５２年才被译成法文在法国发行，我们是否

可以作这样的推测：二十年前也许难觅读者的书，二十年后却

有可 ａｎｄ能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畅销呢？以《国富论　》（ＡｎＩｎｑｕｉｒｙ

参阅本书第３章第１节。

转引自范存 １５页。忠：《约翰逊与中国文化》，第

转引自盖伊：《中国形象在伏尔泰前后的法国》，第３０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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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ｕｓ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ａｌｔｈ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ｓ）闻名于世的亚当·斯密（Ｓｍｉｔｈ，

Ａｄａｍ，１７２３－１７９０）在１７６７年出版的这部名著中写道：“中国

下层人民的贫困程度，远远超过欧洲最贫乏国民的贫困程度。

据说，在广州附近，有数千百户人家，陆上没有居处，栖息于

河面的小船中。因食物缺乏，这些人往往争取欧来船舶投弃船

外的最污秽食物。腐烂的动物尸体，例如死猫或死犬，纵使一

半烂掉并发臭，他们得到它，正像别国人得到卫生食品那样高

兴。” 这段描述无疑也来自到过中国的商人，而且颇有添油

加醋之嫌。但是没有到过中国的经济学家无从辨别其真伪，凭

着对本国商人的信任，自然不会有所怀疑。英国人相信他们的

商人，而法国人不相信他们的传教士，真可谓是相辅相成，异

曲同工。马布里谈到传教士的中国报道时说：“他们的叙述充

满矛盾，令人无法相信。我一定要弄明白，为什么世界上所有

国家的历史都没有任何说不清楚的事，而中国的历史却尽是些

找不出原因的事件，而且也与人的本性背道而驰。” 另一位

法国学者则在１７７７年说道：“我们不谈⋯⋯中国人，因为我们

不能仅仅以虚构的报道和故事作为依据。”

一些学者谈及中国在欧洲的形象逆转时，认为马戛尔尼使

团访华是一个转折点。法国著名的政治活动家阿兰·佩雷菲特

在他的《停滞的（ Ｐｅｙｒｅｆ 帝国》（Ｉ＇Ｅｍｐｉｒｉｔｔｅ，　Ａｌａｉｎ） ｅｉｍｍｏｂｉｌｅｏ　ｕ

ｌｅ　ｃｈｏｃｄ　ｅｓｍｏ　ｎｄｅｓ）一书中就是这样说的：“马戛尔尼勋爵使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北京，

１９８３年，第６５页。

马布里：《就政治社会的自然和基本秩序向经济哲学家质疑》，第

８１－８２页。

转引自盖伊：《中国形象在伏尔泰前后的法国》，第３０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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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在西方与远东的关系中是一个转折点。⋯⋯它在西方人中间

开始了对中国形象的一个调整阶段。⋯⋯他们发现的是一个完

全不同于启蒙时代被理想化了的中国，他们竭尽全力摧毁这个

神话，指责天主教传教士们的报道为欺骗。⋯⋯中国形象从此

黯淡了。” 这一看法似乎把复杂的历史现象简单化了，一个

在百年之内逐渐形成的形象，不可能一夜之间被彻底摧毁，正

如我们在前面所说，中国在欧洲形象的改变是一个漫长的渐进

过程，如果说马戛尔尼使团在这个过程中起了什么作用的话，

那么应该说，它不是开始了而是结束了这个过程；也就是说，

“中国热”降温的过程始于１８世纪中叶，终结于１８世纪末。

如果一定要以某个事件作为标志的话，法国大革命和马戛尔尼

使团便是欧洲“中国热”终结的标志。

四、欧洲思潮发展

在西方历史上，１８世纪是非同寻常的一百年，人们称之

为“理性时代”“、批判时代”“、启蒙时代”，应该说，１８世纪

对于这些称呼都是当之无愧的。在这个世纪里，人的思想获得

了空前的解放，人们勇于探索，善于探索，在几乎所有知识领

域里都做出了前人不曾有过的成绩。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在

１６、　１７世纪的基础上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数学、力学、天文

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以及地理学等等，各个学科都取得

了骄人的成就；实用技术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各种发明层出

不穷，农业中有了打谷机和切草机，工业中有了水力纺纱机，

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Ｐｅｙｒｅｆｉｔｔｅ，　Ａｌａｉｎ：　Ｌ＇Ｅｍｐｉｒｅ　ｉｍｍｏｂｉｌｅ　ｏｕ　ｌｅ

ｃｈｏｃ　ｄｅｓ　ｍｏｎｄｅｓ），巴黎，１９８９年，第４２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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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明显改进的蒸汽机被广泛应用于矿山，到了这个世纪行将

结束时，火车和轮船也昂然登上了历史舞台。哲学和社会科学

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心理学、人口统计学、经济学、历史

学、哲学等等，无一不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人们观念

的更新推动了科学的发展，而科学的发展反过来又进一步促进

了观念的更新。在所有新观念中，最重要的是进步观念。以往

那种认为人类的历史是循环往复的观念被打破了，人们认识

到，世界的发展不是周而复始，而是一直向前，发展不是向往

昔的回归，而是开辟远胜往昔的未来。在１６、　１７世纪，人们

依然把世界比作一个人，人有生老病死，世界也同样有兴盛和

衰落。一些学者认为，为现代进步理论奠定基础的是法国哲学

家丰特奈尔（Ｆｏｎｔｅｎｅｌｌｅ，　Ｂｅｒｎａｒｄ　Ｌｅ　Ｂｏｖｉｅｒ　ｄｅ，１６５７－１７５７），依

据他的理论，进步可能出现中断，但永远不会停止；世界每天

在更新，总体上始终呈现上升趋势；人类永远不会衰老，因为

在以往的知识上面，每一代人都加上了新的知识。杜尔阁以不

同的方式表达了相同的观点，他认为，人类的发展不同于大自

然的冬去春来，人类始终在向前迈进，后来者在前人的基础上

进行新的创造，一代又一代前后相续，因而各个时代都呈现不

同的面貌。这种观点其实在１８世纪上半叶就体现在欧洲人对

中国的评述中，例如，德国的沃尔夫在他的《中国的实践哲

学》中称赞中国时写道：“如同我在他处所述，人类的至善，

在于不断地追求至善。这不也是中国人声明在追求德性或完善

时，要全力以赴，以超过人力所能达到的目的为目的意思吗？

因此，我的意思与他们的哲学家的意思是，日新月异地追求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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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的人们 沃尔夫在这里说，也在追求幸福的道路上迈进。”

的是中国人在不懈地追求至善，而不是说中国人已经达到了至

善，那么，在追求至善的道路上，中国人前进了多少呢？

欧洲人开始接触中国时显现出震惊和激动，这当然与他们

当时所处的历史条件有关。例如，１８世纪的法国人饱受宗教

纷争、经济困难和战争动乱之苦，探索着解决种种难题的良

方，中国似乎为他们带来了解决问题的希望。最初的激情渐渐

消失之后，理性的思考随之而来，在进步观念的作用下，人们

看重的不再是昔日的辉煌，而是持续不断的进步和日新月异的

发展。当人们尝试着用进步观念去审视中国时，人们同样惊奇

地发现，中国虽然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古老的文明、高尚的理论

道德和臻于完善的治国之道，却长期停滞不前，近千年来几乎

没有任何引人注目的进步。德国哲学家赫尔德在出版于１７８７

年的《关于人类的哲学思想》中写道：“当人们考察中国历史

进程，研究它的活动时，谁不为他们在许多方面一事无成而感

到惊诧！⋯⋯几千年来，他们始终停滞不前。我们能不对此感

到惊讶吗？⋯⋯这个帝国是一具木乃伊，它周身涂有防腐香

料，描绘有象形文字，并且以丝绸包裹起来；它体内的血液循

环已经停止，犹如冬眠的动物一般。”

从１８世纪中叶起，欧洲人对于一个国家或民族在科学技

术方面的进步越来越关注。如果说，他们对于中国的的总体评

价或褒或贬，各有不同看法，对于中国的科学技术远远落后于

欧洲这一点，却几乎没有任何分歧。法国的狄德罗、卢梭、魁

（编译）：《德国哲学家论中国》，北京，１９９转引自秦家懿 ３年，

第１６５页。

转引自柳卸林（编）：《世界名人论中国文化》，第１７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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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德国的康德（Ｋａｎｔ，Ｅｍｍａｎｕｅｌ，１７２４－１８０４）、英国的休谟

（Ｈｕｍｅ，　Ｄａｖｉｄ，　１７１１－１７７６）等著名的欧洲学者，都谈到了中

国科学的落后状况。莱布尼茨曾说：“看来对于才智的伟大之

光即证明的艺术，中国人处于无知状态，他们始终满足于我们

的工匠都普遍掌握的那种经验性数学。他们的军事科学也逊于

我们⋯⋯” 即使是对中国十分倾心的伏尔泰，也毫不隐讳地

多次指出这一点。他在《风俗论》中将欧洲与中国作了对比：

“没有一个欧洲民族在半个世纪中，在所有的百工技艺方面所

取得的进步，不比自蛮族入侵至１４世纪这段时间更大。⋯⋯

中国人已经掌握并能够运用一切有益于社会的技艺，在科学方

面却不如我们今天进步得快。我承认，他们与二百年前的我们

和古希腊、古罗马人一样，在物理学方面都很蹩脚。” 在此

书的第一章中，当他再次谈到这个问题时问道：“人们要问，

既然在如此遥远的古代，中国人便已如此先进，为什么他们又

一直停留在这个阶段？为什么在中国，天文学如此古老，但其

成就却又如此有限；为什么在音乐方面他们还不知道半音？”

伏尔泰尚且如此直言不讳，其余欧洲人在这个问题上的言论便

不难想见。前面我们提到过的那位玛西，把中国在科学上的落

后状况说得更加严重：“欧洲科学在三百年里的进步，胜过中

国在四千年里的进步。”

随着欧洲科学的迅猛发展和进步观念的普及，欧洲人日益

趋向用科学与进步来判断一个国家的先进与落后，所以，过去

转引自劳端纳：《莱布尼茨〈中国新论〉序、评、译》， 页。第６９

伏尔泰：《风俗论》，上册，第７６页。笔者对译文有改动。

同上，第２１５页。

盖伊：《中国形象在伏尔泰前后的法国》，第３０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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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十分引人关注的中国科学的落后状况，越来越显得突出，

人们对中国的歆羡也因此而大打折扣。因为，对自然规律的认

识已经被提到一个空前的高度，在一些学者看来，不懂得自然

规律的人，在哲学和政治上就不可能有正确的认识。著名哲学

家孔多塞（Ｃｏｎｄｏｒｃｅｔ，　Ｍａｒｉｅ　Ｊｅａｎ，　１７４３－１７９４）曾这样说过：

“所有政治上和道德上的错误都是基于哲学的错误，而哲学的

错误其本身又是与物理学的错误相联系着的。没有一种宗教体

系、没有一种超自然的的妄诞，不是建立在对自然规律的愚昧

无知的基础之上的。这些荒诞事物的发明者和保卫者，不可能

预见到人类之绵 孔多塞这段话虽然是在延不断的完善化。”

１８世纪末说的，然而体现在其中的精神，却早已反映在此前

的人们思想中。梅朗是一位造诣很深的科学家，曾经担任法国

科学院院长，对中国表现出浓厚兴趣，经常与孟德斯鸠等人交

换意见。也许是出于职业的原因，他与在华耶稣会士巴多明的

通信中，对中国的科学状况有相当具体的了解。就是这样一位

对中国并无恶感的学者，面对着中国的科学落后状况，也流露

出惶惑不解的心情，他相信中国人是有才能的，但是他不能理

解，中国人为什么在科学方面远远落在欧洲人后面。艾田莆教

授在《中国之欧洲》中引述了梅朗对中国科学的看法，接着便

说，梅朗对中国人表示“尊敬”，但不“钦佩”。

为什么不钦佩呢？问题不仅仅在于科学落后本身，更在于

透过中国的科学落后，欧洲人看到了中国的停滞不前。中国人

发明了火药，但仅仅用来制作鞭炮和焰火；中国人发明了指南

针，却并未促进航海事业的发展，而是用来装备为造屋修坟时

孔多塞：《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北京，１９９８年，第１６６页。

参阅艾田莆：《中国之欧洲》，第２册，第３３８－３３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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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凶趋吉的风水先生；中国人发明了印刷术，但数以万计的书

籍却总是喋喋不休地重复同一个话题；中国人在两千多年前就

修筑了长城，但两千多年后依然没有新的御敌手段，以致面对

异族入侵束手无策。在进步观念面前，中国人值得称颂之处似

乎恰恰成了停滞不前的证明。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

“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就是说，是土地最肥沃、耕

作最精细，人民最多而且最勤勉的国家。然而许久以来，它似

乎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近日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及人

口稠密状态的报告，与五百年前视察该国的马可波罗的记述相

比，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为什么停滞不前呢？单就科学落后而言，欧洲人至少找出

了这样一些原因：客观原因是中国的地理环境使然。中国远在

东方，离欧洲甚远，与之毗邻的国家大多比中国落后，致使中

国人不但无法发现自己的落后状态，反而难以摆脱优越感。这

种既缺乏交流又没有竞争的封闭状态，导致中国人目光短浅和

盲目自负。其次是科举的误导。中国的科举在欧洲受到普遍的

赞扬，但是欧洲人看重的是这种制度，而不是科举考试的内

容。中国的科举考试只要求考生熟读官方指定的经书，不要求

他们掌握任何自然科学知识，其结果必然引导人们把自然科学

视为无用的知识，凡是期望通过科举出人头地的人，谁也不会

把精力用在学习和研究自然科学上。科举对于教育起着诱导的

作用，老师教什么，学生学什么，每个学生都以在科举中金榜

题名为目标。科举偏废自然科学的结果，当然就是自然科学在

教育中的短缺。再次，自然科学不受中国统治者的重视，科学

家的劳动和创造得不到应有的报酬和奖掖。巴多明神甫在写给

转引自柳卸林（编）：《世界名人论中国文化》，第３７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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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朗的信中谈到他在钦天监的亲眼所见，在那里供职的科学家

地位不高，升迁无望，因而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只愿按常规

办事，不思有所创新，宁可用肉眼观察天象，也不愿意使用西

洋的望远镜。

中国在自然科学方面落后的原因，其实也与欧洲人眼里中

国长期停滞不前的原因有关。比方说，闭塞的环境和自负的心

理必然带来故步自封、不思上进的后果，教育与科举的偏颇则

促使人们皓首穷经，保守泥古。休谟看到了中国人的守旧心

态，他说：“在中国，似乎有不少可观的文化礼仪和学术成就。

在许多世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我们本应期待它们达到能

够比它们已经达到的要更加完美和完备的地步。但是中国是一

个幅员广大的帝国，使用同一语言，用同一种法律，用同一种

方式交流感情。任何导师，像孔夫子那样的先生，他们的威望

和教诲很容易从这个帝国的某一个角落传播到全国各地。没有

人敢于抵制流行看法的洪流，后辈也没有足够的勇气敢于对祖

宗制定、世代相传、大家公认的成规提出异议。这似乎是一个

非常自然的理由，能说明为什么在这个巨大的帝国里科学的进

步如此缓慢。”休谟虽然点了孔子的名，但并未归咎于他。比

他走得更远的是赫尔德，他直截了当地把矛头对准孔子：“对

我来说，孔子是个伟大的名字，尽管我马上得承认它是一副枷

锁，它不仅仅套在了孔子的头上，而且他怀着最美好的愿望，

通过他的政治道德说教，把这副枷锁永远地强加给了那些愚昧

迷信的下层民众和中国的整个国家机构。在这副枷锁之下，中

国人以及世界上受孔子思想教育的其他民族，仿佛一直停留在

幼儿期，因为这种道德学说呆板机械，永远禁锢着人们的思

转引自柳卸林（编）：《世界名人论中国文化》，第３６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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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使其不能自由发展，使得专制帝国中产生不出第二个孔

子。” 自从“中国热”在欧洲掀起以来，孔子和儒家思想一

直是人们关注的重点之一，尽管在如何看待孔子这个问题上，

有过不同意见的争论，甚至有人从基督教教义出发，把儒家视

为无神论而加以攻击。但是，更多的欧洲人，包括孟德斯鸠这

样对中国颇多批判的思想家，也对儒家学说持肯定态度，认为

它是一种高尚的道德说教，它与法律、习俗融合在一起，维护

着社会的安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格言，从拉莫特

勒瓦耶开始，不知得到多少欧洲人的衷心赞美，被誉为最崇高

的道德境界，最伟大的行为准则。可是，到了公元１７８７年，

孔子的思想却在赫尔德笔下成了阻碍中国进步的枷锁了。此事

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热”降温的的主要原因不在于中国自

身发生了巨大变化，而在于欧洲人的思想观念发生变化后，用

不同于往昔的眼光来观察中国，不仅发现了过去不曾注意到的

弊端，而且连过去被许多欧洲人视为优点的东西，也被以新的

观念重新审视，并由此得出了与以往截然不同的结论。作为时

代的特征，理性被用来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于是，在进步这

把尺子面前，中国骤然由巨人变成了矮子。

伏尔泰和孟德斯鸠在中国问题上往往意见相左，但是对于

中国进步缓慢的原因，却有着大体相似的看法。孟德斯鸠指

出，中国是一个人口过剩的大国，遇到灾年容易发生动乱，统

治者们因而把太平视为头等大事，而要维持太平，通过宣扬孝

道来提倡对父辈的服从是最佳途径。孝不仅是规范家庭成员之

间关系的伦理道德，也是主宰臣民关系的政治原则。孝道的核

心是对长辈的绝对服从和对祖先的无限崇敬。凡是有悖祖宗遗

转引自柳卸林（编）：《世界名人论中国文化》，第１８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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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的想法都是异端邪说，凡是不符合传统习惯的行为都是忤

逆。于是，墨守成规受到鼓励，创造革新被视为越轨，进步精

神被彻底扼杀，社会停滞不前成为必然。伏尔泰虽然曾经企图

从中国人的体质特征上去寻找中国进步缓慢的原因，说中国人

的器官构造适宜于顾及近忧，不适宜于深谋远虑。不过，他自

己似乎也觉得这种解释不足以令人信服，几经思索，他又有了

发现：“他们古代的巨大进步与当今的无知，形成鲜明对比，

难以找到原因。我总在想，对祖宗的敬畏对于他们来说简直就

是一种宗教，这种敬畏成了阻碍他们在科学领域里进步的瘫痪

症。”

尽管欧洲人为中国的落后所找的原因不尽相同，中国进步

缓慢甚至停滞不前却是他们的共识。１７９３年马戛尔尼使团访

华以后，一个全面落后的中国形象取代了此前一个世纪中那个

令人无限向往的美好形象；在西方舆论中，从此中国不但落

后，而且虚弱得不堪一击，于是数十年后便有了鸦片战争。其

实，中国虽然在某些方面落在当时欧洲的后面，但绝非如欧洲

人所说的在一切方面都落后。然而，对中国的这种看法被当时

的欧洲人普遍接受了，一个灿烂辉煌的中国变成了另一个愚昧

落后的中国，“中国热”怎么可能不降温呢？时隔两个世纪之

后，佩雷菲特为“停滞不前”作出了新的诠释，他在以马戛尔

尼使团访华为题材的专著《停滞的帝国》中写道：“孩子们在

自动电梯上逆向而上。要是停下来，他们便下来了。要是往上

走，他们就停在原处。只有几级一跨地往上爬的人才能慢慢地

上升。在人类漫长的队列中，各个国家也是这样：静止不动的

国家向下退，不紧不慢地前进的国家停滞不前，只有那些紧跑

伏尔泰：《伏尔泰全集》，莫朗版，第２９卷，第４７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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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家才会前进。” 可是，当时的欧洲人也是这样想的吗？

他们也仅仅认为中国是相对停滞，而不是绝对停止吗？

作为１８世纪欧洲思潮发展的标志之一，开明专制主义的

式微也是促成“中国热”降温的一个不应忽视的原因。前面我

们说过，中国曾经为欧洲的开明专制主义思想提供了启示，一

些欧洲思想家曾把中国看作开明专制主义的典范，在这种思想

的影响下，中国的威望自然很高。１８世纪６０年代以后，开明

专制主义思想受到批判，不久就被人们抛弃，作为开明专制主

义典范的中国自然也不再享有当年的盛誉。

历史学家们对于开明专制主义的研究表明，无论冠以什么

名目，诸如“开明君主主义”“、开明绝对王权主义”“、合法专

制主义”，开明专制主义的主要含义可以概括为以下这几点：

推行旨在提高公众福利的政治改革，解放农民，建立国家控制

的教育体系，规范法律，实现行政现代化；在天主教国家里，

这些改革还包括限制教会的权力和财产。实现这些改革的先决

条件是改变观念，不再视君主的权力为神授，而将君主看作国

家和臣民的公仆。一个开明君主应该热爱并保护科学和艺术，

以理性作为行动指导，时刻关心民众的利益。依据传教士的描

述，中国的康熙皇帝最符合这些条件，因而是开明君主的典

范。不过，欧洲的某些君主，例如普鲁士的腓特烈二世、俄国

女王叶卡婕林娜二世，都一度被视为开明君主。伏尔泰应腓特

烈二世之邀，兴冲冲地前往普鲁士实践他的开明专制主义理

想；狄德罗也曾为了同一目的去往俄国宫廷。但是，启蒙思想

家们的政治理想并未在这些所谓的开明君主身上变为现实，伏

尔泰和狄德罗在普鲁士和俄国的经历，为开明专制主义理想画

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北京，第６１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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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了句号。另一些思想家则认为从理论上来说，开明专制主义

本身就是悖论，既然是专制主义，就不可能开明，既然开明，

就不应是专制主义。卢梭在写给重农学派的重要成员米拉波的

一封信中说道：“无论如何，别跟我谈你们的合法专制主义，

我不会欣赏它，甚至连听都不想听。我所看到的只是两个互不

相容的词。对于我们来说，黏在一起的这两个词没有任何意

义。”

中国虽然为开明专制主义的理论提供了启示，但是，对于

中国究竟是不是一个开明专制主义国家，１８世纪的思想家们

从来没有取得共识。不少人认为，中国的政治根本谈不上开

明，中国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专制主义国家。持这一观点的典型

代表便是孟德斯鸠，他明确而坚决地把中国列为专制主义国

家，并予以猛烈攻击。我们知道，孟德斯鸠严格区分君主政体

和专制政体，他认为，前者是最适合于法国国情的优良政体，

而后者则是最凶残的独裁统治。这两者之间并无鸿沟相隔，关

键在于在一个君主国里是否存在限制君主权力的机制，因为，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

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从

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

力 ”。也就是说，若不限制君主的权力，君主必然变成暴君，

君主政体必然变成专制政体，即使贤明睿智如中国的皇帝，也

逃不出这条法则。他又指出，在众多限制君权的机制中，基本

法和贵族团体最为重要。而依据他的观察，中国既没有监督和

制约君主权力的基本法，也没有能够监督和限制君主权力的贵

转引自艾田莆：《中国之欧洲》，第２卷，第８７页。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第１５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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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团体，这就意味着中国皇帝的权力不受任何约束，在这种条

件下，中国皇帝必然独断专行，因而中国的政体是专制主义。

为了证实自己的理论，孟德斯鸠揭露了中国政治中的许多弊

端，例如，皇帝事必躬亲，皇帝可以以“大逆罪”为由任意处

置臣民，刑罚极端酷烈，百姓极端贫困等等。在他看来，中国

是一个“只有使用棍棒才能让人民做些事情”的国家，这句话

后来成为名言，经常被“贬华派”作家们引用。爱尔维修在他

的《论精神》（　Ｄｅ　Ｉ＇ ｔ）中批判中国的专制主义时借用了孟ｅｓｐｒｉ

德斯鸠的“棍棒论”：“有人说中国的专制主义是宽和的，⋯⋯

然而，人们能享受他们自己的财产吗？那里通常借助棍棒进行

令人惊异的分配表明，事实恰恰相反。”

随着法国大革命日益临近，政体问题上的抽象议论日益减

少，为政治体制变革提出实践纲领的时代已经到来。激进的政

治思想，如人民主权论和争取自由的主张逐渐为更多的人所接

受，不但专制主义被彻底抛弃，连开明专制主义和立宪君主制

的影响也迅速减弱，因为，激进思想家们认为，任何世袭的终

身权力始终具有转变为暴政的危险。在这种思潮中，中国的专

制政体遭到了更加严厉的贬斥。马布里逐条驳斥了重农学派对

于中国政体的褒扬。关于中国皇帝依法治国这一点，他质问

道，中国的君主都是世袭的，继位者由在位的皇帝选定，这种

制度怎么能保证每位皇帝都是开明的哲学家呢？再者，中国没

有与司法机构分离的立法机构，一切权力都集中在皇帝手中，

皇帝既是最高立法官，也是最高司法官，他可以随时任意解释

或修改甚至取消法律，法律因而形同虚设，怎么能说中国皇帝

爱尔维修：《爱尔维修全集 ｅｎ：　Ｏｅｕｖｒｅｓ》（Ｈｅｌｖéｔｉｕｓ，　Ｃｌａｕｄｅ　Ａｄｒｉ

ｃｏｍｐｌèｔｅｓ），伦敦，１７７６年，第４卷，第７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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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依法制国的呢？关于深得欧洲人嘉许的御史监察制度，马布

里问道，连皇帝本人也可能背弃他对国家负有的责任，如何能

保证御史们永远忠于职守呢？他们个个都能前赴后继地向皇帝

死谏吗？倘若皇帝昏庸或残暴，而御史们不敢死谏或谏而无

效，老百姓岂不是只有造反一条出路吗？因此，他的结论是：

“我们欧洲就有一些宽和的君主政体，应该向我们推荐的是它

们，而不是可笑的中国专制主义。⋯⋯我不认为它们比亚洲专

制主义统治下的国家糟，它们肯定不会败在征服中国的鞑靼人
①手 ” 很显然，中国政体完全失去了往日诱人的魅力，以下 。

中国的政体为榜样的主张遭到了无情的奚落和彻底的否定，中

国形象由耀眼变为黯淡，也就难以避免了。

五、无知与偏见

欧洲“中国热”由兴起到衰落的百余年间 上相当于，大体

中国清朝的康、雍、乾时代（１６６１－１７９９），这三位皇帝在中

国历史上开创了一个少有的繁荣昌盛时代。在他们在位期间，

中国经历了一个由复苏到繁荣，再由繁荣达于全盛和鼎盛的过

程，乾隆末年（１７８０年以后）才开始了由盛转衰的过程。在

此百余年中，中国的基本趋势是由衰变盛。欧洲的“中国热”

开始降温时，中国尚未转入衰退时期，可是中国在欧洲的形象

却已经出现了根本性的改变。由此可见，欧洲“中国热”的兴

衰和中国在欧洲形象的变化，主要原因不在于中国本身的变

化，而在于欧洲人对中国看法的变化。前面我们谈到了这些变

马布里：《就政治社会的自然和基本秩序向哲学经济学家质疑》，

第１８１－１８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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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并且认定这些变化是导致中国形象改变的主要原因，但是

必须指出，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完全同意欧洲人对中国的这些看

法。之所以没有在前面的行文中就这些看法阐明自己的意见，

是因为本章旨在探讨“中国热”降温的原因，而不是以今天我

们的眼光来评述当时欧洲人的看法，指出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是

正确的或错误的。

其实，欧洲人对于中国的无知与偏见，也是导致“中国

热”降温的原因之一。在前面引述的某些欧洲人的言论中，读

者不难发现他们的某些偏见。例如，一些欧洲人囿于《圣经》

的记述和基督教神学理论的束缚，总想把中国历史纳入欧洲历

史的框架之中，以一些似是而非的论据把中国人说成挪亚的子

孙或埃及人的后代，固执地拒不相信中国的悠久历史；英国海

军将领安逊仅仅依据他在广州数月之中的所见所闻，就轻易地

得出了中国人“狡诈、卑劣”，“处于一小撮强盗的控制之下”

的结论；德国人鲍乌居然声称中国人的勇气来自鸦片。若说此

类言论不是偏见，世界上还有什么是偏见？

其实，即使是那些对于中国怀有善意和表示钦佩的欧洲

人，也往往不自觉地表现出某些偏见。伏尔泰在他的名著《路

易十四时代》（Ｌｅ　ｓｉèｃｌｅ　ｄｅ　Ｌｏｕｉｓ　ⅩⅣ）中说：“⋯⋯世界历史上

只有四个时代值得重视。这四个兴盛昌隆的时代是文化技艺臻

于完美的时代，是作为人类精神的崇高伟大的划时代而成为后

世典范的时代。” 这四个时代除却古希腊、古罗马和文艺复

兴之外，便是法国的路易十四时代，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完全

不在他的视野之中。

中国在自然科学方面的落后状态，我们在前面谈了不少，

伏尔泰：《路易十四时代》，北京，１９９１年，第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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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指出这是欧洲“中国热”降温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中

国的科学是否真的如当时的欧洲人所认为的那样落后呢？我国

年轻的科学史专家韩琦在评述上面引述的莱布尼茨关于中国数

学水平的言论时写道：“莱布尼茨的评论显然是偏面的，中国

数学虽有实用的特点，但也还有它独特的证明的艺术，只不过

国际公认的中国科当时的人们尚不能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１９９５）技史泰斗李约瑟（Ｎｅｄｄｈａｍ，Ｊｏｓｅｐｈ，１９００ 对这个问题

给出了权威的回答。在《中国科学与西方》一书中，他批评了

中国当代哲学家冯友兰认为中国不曾有过科学的观点，也批评

ｏｌｄ　Ｊｏｓｅｐｈ，　１８８９　了英国著名史学家汤恩比（Ｔｏｙｎｂｅｅ，Ａｒｎ －

１９７５）认为爱好力学是西方文明的特征的观点；他认为，中国

人绝非如冯友兰所说的对外部自然界毫无兴趣，欧洲人也不像

汤恩比所说那样灵巧和富有独创精神。他指出，欧洲人错误地

将现代科学视为惟一的科学，因而认为科学的发展始自文艺复

兴末期，这正是欧洲人对中国古代的科学成就缺乏公正的评价

的原因之一。如果从总体意义上来理解科学，情况就大不一

样，就会发现早在古代和中世纪，世界各国人民都为后来建成

的科学大厦打下了基础。针对某些欧洲人认为中国科学落后的

说法，他指出中国早期的科学发明和发现，对于西方的社会结

构起到了定时炸弹的作用；所谓中国的科学停滞不前，是基于

西方人对中国的蔑视而产生的一幅图景，是从来都经不起认真

检验的陈词滥调。对于一些在西方相当流行的的说法，诸如中

国人发明了指南针，发现美洲的却是哥伦布，中国人懂得选种

的原理，却仅仅用来培养各种金鱼，李约瑟把所有这些说法都

韩琦：《关于１７、　１８世纪欧洲人对中国科学落后原因的论述》，

载《自然科学史研究》，第１１卷（１９９２年），第４期，第２９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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斥为“臆想的”“、从历史来看是错误的”。

我们说某些欧洲人对中国无知，绝不是狭隘的民族感情驱

使下对他们的无理指责，而是批评他们在某些问题上单凭臆测

和想象就轻易地断言中国落后。狄德罗是一位具有世界影响的

启蒙思想家，这不假，但他对中国的语言文字有什么研究？然

而他就敢说这样的话：“⋯⋯把他们的历史越说得悠久，就越

有理由责怪他们的语言和文字太不完善：一个被说成非常机智

和敏锐的民族，居然只知一味增加声调而不增加词，只知一味

增加方块字，而不知道将这些字组合起来，从而减少数量。”

这样的说法显然十分可笑，汉语的声调在不断增加吗？汉语中

所有的词都是单音节？很显然，他对汉语一窍不通，却要摆出

一副行家里手的架式妄加评论，这种评论有什么价值可言？中

医、草药、针灸长期被西方人视为不科学，甚至与巫术混为一

谈；中国人的宗教信仰被定性为迷信或偶像崇拜，而欧洲人的

基督教则被尊为惟一的真理，不信基督教的民族不可能具有高

度文明。诸如此类的奇谈怪论必然对中国的形象产生负面的影

响。

英国人更以帝国主义者的心态观察中国，在力争与中国建

立有利于他们的通商关系的同时，时刻准备以武力胁迫中国接

受他们的条件。安逊依据他在广州所见断言，单凭他所指挥的

“百夫长号”兵船，就可以击溃广州或中国任何港口的全部海

上船只，而且丝毫不必担心中国所能集中的全部武装力量。半

个世纪以后，在承德受到乾隆皇帝的隆重接待却空手而归的英

参阅李约瑟：《中国科学与西方》（Ｎｅｅｄｈａｍ，　Ｊｏｓｅｐｈ：　Ｌａ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ｈｉ－

ｎｏｉｓｅ　ｅｔ　Ｉ＇Ｏｃｃｉｄｅｎｔ），巴黎，１９６９年，第９９－１０３页。

狄德罗：《狄德罗全集》，第１４卷，第１３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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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使臣马戛尔尼，与他的同胞“英雄所见略同”，声称只需两

艘英国兵舰，就可消灭中国的全部海军。为了让英国人对他们

的这一论断深信不疑，最佳手段莫过于揭示中国的种种落后面

貌，他们这样做了，而且确实收到了预期的效果，这也许正是

如今一提起欧洲“中国热”的降温，人们便不约而同地想到了

安逊和马戛尔尼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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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论“中国神话” 辨析

一些西方学者谈及１７、　１８世纪中国在欧洲的形象时，常

常喜欢把它称为“中国神话”。当然，在不同作者的笔下，“中

国神话”的含义并不完全相同。有人使用这个词时意在表明，

那时的中国形象虽然大体上是真实的，但在一定程度上被有意

无意地美化和理想化了；有人则用这个词从根本上否认当时中

国形象的真实性，认为那是出于某种需要而制造出来的假相。

想要严格地区分这两种看法，确实十分困难，因为几乎没有一

位作者在使用“中国神话”这个词时，阐明它的定义究竟是什

么。然而，为了正确解释１８世纪欧洲“中国热”这一历史现

象，对于“中国神话”这个词和它的使用者们所要表达的看

法，有必要进行一番探讨和评析。

事实表明，学者们无论在何种意义上使用“中国神话”这

个词，基本上都是针对耶稣会士笔下的中国形象而言的。所

以，要对“中国神话”作出令人信服的评析，应该首先对耶稣

会士们所描绘的中国是否真实作出判断。耶稣会士对于中国说

了许多赞美的话，我们在前面已经一再提及，并且在某种程度

上认为，是他们关于中国的正面报道引发了欧洲的“中国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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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无需再次赘述。现在需要回答的是这样一个问题：耶稣会

士是否有意或无意地制造了“中国神话”？

人们对耶稣会士制造“中国神话”的指责，主要是指他们

有意夸大中国的优点，缩小乃至隐瞒中国的缺点和弊端。应该

说，大多数耶稣会士对于中国文化的景仰是真诚的，当他们精

心描述他们在华的所见所闻时，钦羡之情自然而然地流露于笔

端，字里行间常常出现一些过誉和溢美之词，因而在某种程度

上产生了美化中国的效果。如果耶稣会士丝毫没有其他杂念，

这种效果本来并非不可避免，可是，他们除了讲述自己对中国

的真实感受之外，还必须让欧洲人心目中的中国是一个非常美

好的形象，值得为了教化这个国家而提供更多的人力和财力。

当这种愿望直接体现在他们的写作之中时，美化中国的效果便

成了他们中某些人的刻意的追求，一定程度上的失真因而就变

得不可避免了。事实表明，这种意向在某些作者身上，特别是

在对耶稣会士的手稿进行加工润色的编辑人员身上，确实有迹

可寻。比诺在他的《中国与法国哲学思想的形成（１６４０—

１７４０）》中对此作了令人信服的揭示。这种修改大体上可以分

为两类，一类是为了宣传的需要而对中国古代典籍作随心所欲

的诠释，另一类是以塑造美好的中国形象为目的，对耶稣会士

在中国的见闻作某些增删或改动。以杜赫德为例，他在《耶稣

会士书简集》编辑过程中就作了不少手脚。钱德明神甫关于中

国人迷信鬼神的记述，殷铎泽神甫关于私塾中混乱状况的描

述，巴多明神甫关于中国经常发生灾荒的报道，诸如此类在他

看来有损中国形象的内容，或是被他断然删去，或是被他改动

了语气。比诺说，如果不经杜赫德删改，读者肯定会发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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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的 如果“中品德并非完美无缺，一些人既酗酒又放荡。

国神话”的基本含义是指此类因美化而造成的一定程度上的失

真，我们不应也不会有异议。

然而，某些学者使用“中国神话”这个词时意在表明，

１７、　１８世纪中国在欧洲的美好形象完全是虚假的；对此我们

难以苟同。平心而论，从总体上看，耶稣会士们的中国报道是

真实和可信的，他们赞扬中国时虽有某些溢美之词，却并非

“神话”。我们知道，耶稣会士与其他传教士一样，他们来到遥

远的中国首先是为了传播福音，争取让尽可能多的中国人皈依

基督教，其中包括皇帝本人。传教所需的人力、财力和物力，

不可能在中国就地解决，需要欧洲提供；为了争取欧洲对在华

传教事业的大力支持，他们必须让欧洲相信：中国是一个值得

付出人力、财力和物力去进行教化的国度。因此，在他们向欧

洲所作的报道中，着力突出中国的神奇与美妙。悠久的历史、

灿烂的文明、辽阔的疆域、众多的人口、发达的农业、以仁为

核心的儒家思想、以孝为中心的宗法观念、儒释道并存的宗教

状况、伦理、习俗和刑律共融的法律、仁慈睿智的皇帝和勤政

爱民的官员，这一切都受到他们的热烈赞颂，并通过他们的信

件和报告传播到欧洲。我们在本书第三章第四节中所概括的

１８世纪中国在欧洲的形象，很大程度上是由耶稣会士关于中

国的报道塑造的；如果对当时的中国有所了解，大概不会觉得

这些描述与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相去有多远。但是，持“中国

神话”论的人坚持认为，耶稣会士对中国只作正面报道，有意

回避对中国的负面作如实的揭露。这种说法其实并无事实依

参阅比诺：《中国与法国哲学思想的形成（１６４０－１７４０）》，第１４１

－１８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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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只是一种感觉而已，经不起认真的检验。事实上，对中国

并无好感的１８世纪作家，例如卢梭，就不认为耶稣会士的中

国报道是满纸谎言。他认真读了《耶稣会士书简集》后说：

寥寥数“看来耶稣会士对中国进行了认真的观察。” 言有力地

证明，即使是反对颂扬中国的学者，也不认为耶稣会士“报喜

不报忧”。德国哲学家赫尔德在他的《关于人类历史的哲学思

想》中罗列了中国人的许多毛病后写道：“上述种种关于中国

人特性的描述决非对中国人特性的敌意诋毁，相反它是从中国

人特性的最狂热的维护者的报告中一点点地概括起来的，⋯⋯

这不过是事物的本来面目，即一个民族的真实写照。” 赫尔德

在这里所说的“中国人特性的最狂热的维护者”，不是耶稣会

士还能是谁？卢梭和赫尔德的这些话，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

耶稣会士并非只是一味称颂中国，而对中国的消极面只字不

提。事实确实如此，他们笔下的中国远非完美无缺，诸如弃

婴、酗酒、迷信、灾荒、饥馑、高利贷盘剥、官吏的专横和残

暴、官方对教徒的迫害等等，都在他们的著述中得到了不同程

度的反映。事实胜于雄辩。李明的《中国现状新志》被公认为

是替中国歌功颂德的代表作，可是就在这部著作中，中国的阴

暗面随处可见，下面是我们信手拈来的几段：

“我可以用寥寥数语向你描述，这里的人与欧洲人几乎毫

无二致。吝啬、利欲、贪图享乐在这里发生的所有事情中占有

相当大的分量，生意人尔虞我诈，打官司得不到公正，王公和

宠臣们阴谋弄权。不过，能人们千方百计遮丑，表面上依然冠

（１７０２－１７７６）书信选转引自维西埃尔：《在华耶稣会传教士 》，

第３９页。

转引 ：《世界名人论中国文化》，第１７９页。自柳卸林（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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冕堂皇，外国人若是不深究底里，就会得到一切都完美无缺的

假相。”

“中国虽然没有优秀的数学家，高明的星象家倒是不少，

因为只要善于欺骗和能巧妙地撒谎，就可以当星象家。在这一

点上，没有任何民族能与中国一争高下。”

“他们的基本品质就是能骗则骗，不少人对此丝毫不想隐

瞒。⋯⋯他们出售的所有商品，凡是能作假的都作了假。听说

他们制作的假火腿与真的完全一样，许多人都上过当，煮好端

上来时才发现，所谓的火腿是一块木头，外面包着一层猪皮。

外国人如果自己去买东西，不管怎样小心，没有一个不受骗

的。最好随身带一个既靠得住又熟悉这套伎俩的本地人，不过

即使如此，买的和卖的若是没有串通起来算计你，然后把好处

平分，那就算你运气。”

“借钱给他们时千万要小心。⋯⋯有人先借一笔很小的款

项，答应到期一定连本带息一文不差地归还。借期一到，他果

然说到做到，于是获得了老实人的好名声。接着他借了一笔稍

大一些的款项，同样如期归还。如此周而复始好几年，债主对

借钱人已经完全相信，于是借给他一大笔款项，结果借款人携

款逃之夭夭，再也找不到了。”

“由于官员的薪饷不够维持家用，他们除了贪赃枉法便没

有别的路子。⋯⋯北京的尚书、侍郎们私下向巡抚们索取巨

李明：《中国现状新志》 （　Ｌｅｃｏｍｔｅ　，　Ｌｏｕｉｓ：　Ｎｏｕｖｅａｕｘｍéｍｏｉｒｅｓ　ｓｕｒ

Ｉ＇éｔａｔ　ｐｒéｓｅｎｔ　ｄｅ　ｌａ １９９０年，第１６９页。　Ｃｈｉｎｅ），巴黎，

同上，第２６６页。

同上，第２９１页。

同上，第２９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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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巡抚们为此便向本省的主要官员们伸手，而这些官员则向

自己的下级要钱。谁也不敢不这样干，不然就会完蛋。所以，

人人为了保住乌纱帽而不择手段地敛钱。”

揭露阴暗面的绝非李明一人。在著名的《耶稣会士书简

集》中，人们可以发现中国的许多负面形象。傅圣泽详尽地描

绘了民间迷信的驱鬼场面； 冯秉正报道了中国皇帝对西洋传

教士和中国教徒的无情迫害； 马若瑟告诉他的朋友：“顺便

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听起来好像令人难以置信，然而确实千

真万确。这个国家既是世界上最富庶、最繁荣的国家，从另一

种意义上说，却又是最贫穷、最悲惨的国家。这个国家尽管地

大物博，却养活不了它的居民。除非国土扩大四倍，否则他们

无法过上舒心日子。毫不夸张地说，仅在广州就有一百万人；

有人说，离广州三至四法里的一个城镇，人口超过广州。谁能

计算出这个省的人口？全国有十五个大省，人口都差不多，那

么全国的人口又是多少呢？有多少个百万？这个庞大人口群中

的三分之一，只要能吃饱饭，就觉得无比幸福。众所周知，极

度的苦难会引发可怕的极端行为。当一个人来到中国，开始亲

自观察，当他看到母亲们弄死或抛弃不止一个孩子，父母为换

取少量物品而出卖女儿，人们利欲熏心，盗贼比比皆是时，他

也许不会感到吃惊。令人吃惊的倒是，更可怕的事情并没有发

生。在这里经常发生的饥荒中，饿死的人多达数百万，然而人

李明：《 页。中国现状新志》，第４４４

参阅维西埃尔 （１７０２－１７７６）书信选》，第：《在华耶稣会传教士

８６－９０页。

参阅维西埃尔：《在华耶稣会传教士 （１７０２－１７７６）书信选》，第

２３０－２３９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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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并没有采取在我们欧洲历史中读到的那种极端的暴力行

殷弘绪在信中谈到，常动。” 有一些中国人因无法养活人口

众多的家庭，让接生婆将刚刚出生的女婴溺死；信中有这样一

个令人不忍卒读的细节：“我们在宫里侍奉皇帝的一个同伴，

奉命到行宫去为皇帝治病。一清早他就上了路，一路上他始终

想着上帝，所以突然觉得有人让他走一条僻静的小路，以便更

好地静思。他刚踏上小路就看见一头猪叼着一个婴儿，正要把

婴儿吃掉。他赶紧把猪赶走，救下了婴儿。婴儿还没断气，他

为婴儿施行洗礼后不一会儿，婴儿的灵魂便向天上飞去了”

以上这些记述虽然远不是耶稣会士笔下中国的全部阴暗

面，却已经足以证明，耶稣会士在中国的种种弊端面前，并非

三缄其口，而是有不少大胆的揭露。因此在我看来，对于耶稣

会士“报喜不报忧”从而制造了“中国神话”的指责是站不住

脚的。那么，耶稣会士的报道是否因此而完全属实呢？当然也

不是。除了前面提到的杜赫德等人出于宣传需要而进行删改之

外，他们至少还犯了两个错误。其一是把中国的道德、习俗和

法律对于人们行为的种种要求，说成是人们的实际行为。例

如，皇帝要虚怀若谷，认真听取谏官的劝告和建议；官员要爱

民如子，时刻把百姓的冷暖放在心上；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百姓有怨可以拦路告状等等。这些说在嘴上或写在纸上的东

西，尽管并非从来都是空话，在大多数场合毕竟只是说说而

已，有几个皇帝和官员认认真真地身体力行？可是在耶稣会士

的报告中，这些似乎都是活生生的事实，致使欧洲人无限钦

维西埃尔：《在华耶稣会传教士（１７０２－１７７６）书信选》，第１０２－

１０４页 。

同上，２１８－２１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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羡。其二是以个别事例为据，推导出普遍性的结论。例如，康

熙皇帝不但精通儒学，而且不耻下问，向传教士虚心学习来自

西洋的各种学问，在宫里设立实验室，亲自参与数学演算和天

象观察，主持科学著作的编纂等学术活动。耶稣会士们给予高

度评价和热烈颂扬，应该说并不为过。可是，因此而声言中国

的皇帝个个都是学问渊博、道德高尚、思想开明的贤君，那就

与事实不符了。因此，耶稣会士笔下的中国报道，在细节上绝

大多数是真实的，而在总体评价上，却与中国的实际状况拉开

了一定的距离，这个距离便是耶稣会士对中国的美化或理想

化。至于这个距离究竟有多大，这又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

有人以此为由断言耶稣会士制造了“中国神话”，在我看来，

这个说法有言过其实之嫌，因为，上面已经说到，耶稣会士对

中国并非只有颂扬没有揭露。除此之外，还有另一个因素不能

不认真考虑，那就是非耶稣会士关于中国的报道。

众所周知，在１７、　１８世纪的欧洲，向公众提供有关中国

信息的不只是耶稣会士，我们在前面多次提到，其他修会的在

华传教士以及商人、旅游者和外交家，也出版了一些关于中国

的著作，这类著述的总量虽然无法与耶稣会士的同类著述相

比，但是它们所起到的作用却是不容忽视的。除了前面已经提

及的那些游记外，至少还应该提及以下这几部：出版于１６７２

年至１６７３年间的戴弗诺的《神奇游行集》，出版于１６９９年的

丹皮尔（Ｄａｍｐｉｅｒ，　Ｗｉｌｌｉａｍ，　１６５２—１７１５）的《环球游记》（Ｖｏｙ－

ａｇｅｓ　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出版于１７００年的盖拉蒂尼（Ｇｈｅｒａｒｄｉｎｉ，

Ｇｉｏｖａｎｎｉ）的《中国游记》（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ｄｕ　ｖｏｙａｇｅ　ｆａｉｔ　à　ｌａ　Ｃｈｉｎｅ）　，

出版于１７２８年的勒让蒂伊（Ｌｅ　Ｇｅｎｔｉｌ　ｄｅ　ｌａ　Ｂａｒｂｉｎａｉｓ）的《新环

球游记》（Ｎｏｕｖｅａｕ　ｖｏｙａｇｅ　ａｕｔｏｕｒ　ｄｕ　ｍｏｎｄｅ）。戴弗诺曾任职于王

家图书馆，虽然是个旅行家，所到之处却仅限于欧洲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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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旅行集》共４卷，收入了柯尔伯派遣传教士赴华计划，

纽霍夫的中国游记，卜弥格、白乃心等耶稣会士的记述，殷铎

泽的《中庸》法文译本等，向欧洲人提供了关于中国的许多重

要信息。《环球游记》的作者丹皮埃是一位海军军官，曾与荷

兰人及西班牙人作战，到过墨西哥和中国；此书有关中国的记

述分量很小，却引起了孟德斯鸠的注意，他不但仔细地读了，

还作了笔记。盖拉蒂尼是意大利画家，曾搭乘法国商船“昂菲

特里特”号前往中国，《中国游记》图文并茂，很受读者欢迎。

《新环球游记》出版于１７２８年，全书共３卷，其中第二卷全部

是对中国的记述，主要内容是作者在厦门的经历。作者善于叙

事，各种细节交代得很清楚，尽管对中国的贬斥在书中随处可

见，却给人以客观而公正的印象。作为英国海军军官，丹皮尔

的经历与安逊相似，但他在游记中所讲述的主要不是中国。盖

拉蒂尼和勒让蒂伊在中国逗留的时间较长，勒让蒂伊又是一个

社会地位较高的人物，所以在读者眼里，他们的叙述可信度较

高，书中不但涉及政治、宗教以及日常生活细节，而且穿插许

多逸闻趣事，令读者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商人、军人和旅行家的游记有两个缺陷，一是作者不懂汉

语，无法与中国人深入交谈，所以他们很难了解中国人的真实

思想和感情，对中国文化的认识比较肤浅；二是他们所到之处

往往是沿海城市，所接触的中国人大多是层次较低的商人、小

贩和苦力，这些人的文化程度比较低，其中一些人还沾染一些

不良习气，甚至在交易活动中对外国人进行欺诈。所以，反映

在这些游记中的中国形象往往与耶稣会士笔下的中国形象大相

径庭。据孟德斯鸠的一位朋友记述，他读了一部游记后大声喊

道：“啊，我早就说过，中国人不是《耶稣会士书简集》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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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们相信的那样诚实！” 由此可见，游记之类的关于中国

的记述，非但没有参与“中国神话”制造，反而勾勒了一个相

当丑陋的中国形象。但是，我们并不因此而认为，游记对于中

国形象的确立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恰恰相反，正如有的学者

所说，游记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耶稣会士对中国的理想化，这

正是它对中国在欧洲的形象所作的贡献。

耶稣会士的中国报道和游记作者的中国报道，究竟哪一种

更反映真实呢？只要不抱偏见，就不难认定是前者。因为，耶

稣会士在中国居住时间长，懂汉语，能读书，接触面广，对中

国文化的底蕴有所领会。那么，他们的报道是不是“神话”

呢？如果把“神话”理解为某种程度的美化和理想化，那么回

答是肯定的；如果把“神话”理解为子虚乌有或无中生有，那

么回答就是否定的。其实，１８世纪的欧洲人并不糊涂，《现代

史》的作者玛西对中国不但没有多少好感，还说了一些难听的

话，但是他却并不单单指责耶稣会士，他说：“如果允许我谈

谈有关的具体事实，我认为，耶稣会士和他们的论敌都言过其

实。” 且不论对双方各打五十大板是否公平，玛西的话至少

表明，纵然耶稣会士曾经企图制造“中国神话”，他们也没有

成功，因为，像玛西这样的欧洲人并不认为说过头话的只是耶

稣会士。

对于耶稣会士未曾制造“中国神话”这个论断，我们可以

提出另一个以事实为依据的理由。我们在前文中根据欧洲思想

家对中国的态度，把他们分成“颂华派”和“贬华派”，这种

孟德斯鸠：《孟德斯鸠全集》，Ｎａｇｅｌ版，１９５０－１９５５年，第２卷，

第１２５４页。

转引自盖伊：《中国形象在伏尔泰前后的法国》，第３０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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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虽有一定道理，但更大程度上仅是为了阐述的方便。按照

常理，“颂华派”理所当然地要使用耶稣会士的报道作为自己

的论据，而“贬华派”则应该反其道而行之，拒绝这些制造

“中国神话”的材料。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颂华派”和“贬华

派”对中国的看法虽然截然相反，用以论述中国的事实依据却

几乎完全一样，基本上都来自耶稣会士的报道。被我们列为

“贬华派”的狄德罗就此说过这样的话：“⋯⋯若要对这个既不

准外国人进去，也不准本国人出来的闭关自守的国家作出判

断，必须从若干也许并不坚实，却被视为可靠的‘支撑点’出

发。这些‘支撑点’便是中国的赞赏者所援引的事实。 “中”

国的赞赏者”是谁？当然首先是耶稣会士。另一位“贬华派”

孟德斯鸠也是如此，他不仅仔细研读了《耶稣会士书简集》和

《中华帝国全志》，而且认真作了摘录和笔记，本世纪不同版本

的《孟德斯鸠全集》都收录了这些摘录和笔记。透过这一现

象，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事实：耶稣会士的中国报道既可以为

“颂华派”服务，也可以为“贬华派”所利用；也就是说，这

些报道中有各种各样的材料，并非只有把中国说成天堂的“神

话”，利用者可以随意选取。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马布里对

重农学派的“合法专制主义”进行了严厉驳斥，对魁奈笔下的

中国提出了许多咄咄逼人的质疑，可见他对中国并无多少好

感，肯定不会为耶稣会士辩护。然而就是这个马布里，他却指

责魁奈：“只愿意看传教士对中国的颂扬，却不自觉地忽略了

他们对中国的贬斥，事实上，这种贬斥是非常严厉的 我。”

雷纳尔：《两个印度的哲学和政治史》，第３３页。

马布里：《就政治社会党自然和基本秩序向哲学经济学家质疑》，

第８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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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知道，伏尔泰和魁奈在他们各自的著作中批驳了孟德斯鸠对

中国的斥责，那么这三位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所使用的材料是否

有别呢？法国学者贾永吉的研究表明，被批评者孟德斯鸠和批

评者伏尔泰与魁奈所使用的主要材料，都是《中华帝国全志》。

他在谈到出版年代相隔二十九年的《论法的精神》和《中国专

制主义》时写道：“这两部著作的出版年代非常有意思，两位

作者尽管都以杜赫德作为主要参考，观点却根本对立。孟德斯

鸠在同时代人中是对耶稣会士的著述所传递的美好的中国形象

惟一提出指责的人；而魁奈则在欧洲对华贸易处境开始恶化因

而欧洲人对中国的看法也开始变坏的时刻，毅然为中国进行辩

护。” 他据此认为，与其说《中华帝国全志》是一部“综合

性著作”，不如说是一部关于中国和中华文明的百科全书。我

们觉得，这个看法适用于１８世纪的所有关于中国的著述，因

为从这些著述中可以找到正面的颂扬，也可以找到负面的揭

露。

其实，多样性是大千世界的一大特点，由于社会地位、教

育水平、哲学思想、政治理想等等的差异，不同的人对同一个

事物必然会有不同的看法。在中国问题上正是如此，欧洲人的

看法从来都有分歧，或者说，中国在欧洲的形象从来就不只有

一个。从源头看，传教士的报道和商人及旅行家的报道不同，

传教士中的耶稣会士和非耶稣会士不同；从地域看，英国与法

国等大陆国家不同；从人群看，追求异国情调的市民和潜心研

究学问的学者不同。

学者们对于中国截然不同的两种看法，前面多次提及，现

在可以简略地探讨一下这种分歧产生的内在原因。我们认为，

《第八届尚蒂伊汉学研讨会文集》，第１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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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中国的信息虽有多种，但是，“颂华派”和“贬华派”以

学者特有的锐利目光，尽量收集和阅读各种材料，并无偏废，

所以他们的所看到的其实是同一个中国，而不是两个不同的中

国。然而，对于同样一个事实，他们却可以得出迥然不同的结

论。试以伏尔泰与孟德斯鸠为例，观察一下他们是如何对待同

一事件的。《耶稣会士书简集》提到，雍正皇帝惩办了几个皈

依天主教的亲王。孟德斯鸠以此为证据攻击中国的专制主义：

“这些书简使我们看到那里经常施行的暴政，和依据常例——

——对也就是无情地 人性进行残害的大略情形。” 同一事件

却令伏尔泰发出这样的感叹：“这些教士来自地球的另一端，

使中国皇族内部失欢不睦，使两位亲王死于极刑，难道他们还

不为此感到 孟德斯鸠认为中国的人口过剩是万分悲痛吗？”

潜在的社会不安定因素，给中国的统治者增添了巨大的压力；

伏尔泰认为，人口众多说明中国政通人和、繁荣发达，是开明

专制主义获得成功的标志。为什么从同一事实出发而出得出相

反的结论呢？原因至少有两个：一是他们的思想方法不同，二

是他们的政治理想不同。伏尔泰将人群严格区分为精英和群

氓，并认为只有精英才反映和代表一个国家的基本面貌。所

以，各类报道所记述的中国人的愚昧、狡诈和伪善等等，在他

看来都是群氓的品行，不能用来说明中国的真实状况。因而对

于他来说，安逊等人的记述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重要的是孔

子是如何教导中国人的。孟德斯鸠认为，人类社会受“一般精

神”的支配，不同国家的“一般精神”不尽相同，而中国的

“一般精神”中最起作用的是习俗。他重视的不是孔子和儒家

孟德斯鸠 上册，１２７页。：《论法的精神》，

伏尔泰：《路易十四时代》，第６０３页。笔者对译文略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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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了些什么，而是看普通老百姓如何处世待人，所以，安逊等

人的记述在他看来是中国的真实写照。孟德斯鸠和伏尔泰虽然

都反对专制主义，但他们的政治主张不同。伏尔泰寄希望于睿

智的君主和良好的社会道德规范，希望孔子那样的“哲学家”

当皇帝，所以他相信人们对中国的一切赞颂。孟德斯鸠认为，

任何有权力的人都会滥用权力，不能期望君主自我克制；中国

既然是皇帝一人专权，必然是一个残暴的专制主义国家，所以

他相信人们对中国的一切贬斥。孟德斯鸠和伏尔泰的例子虽不

能普遍援用于所有不同看法，但是基本道理是大体相同的。比

诺曾说，在１７４０年之前，中国是欧洲人神学争论的武器，此

后则是政治理念的工具，颂扬或贬抑中国，取决于中国的政

治、宗教、伦理符合或不符合他们的政治和社会理想。 此话

虽然略有绝对化之嫌，但对于解释一些人在中国问题上的分

歧，还是颇有参考价值的。

综上所述，在欧洲的“中国热”中，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

一个善恶并存、美丑兼有的形象，笼统地把这个形象说成“中

国神话”，至少是不准确、不全面的。之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

时间中，对中国的景仰形成主流，而对中国的贬斥未能引起更

多人的注意，那是时代精神使然，不应归咎于耶稣会士和伏尔

泰们。

尽管迄今尚无人作过考证，但大体上可以肯定，“中国神

话”论是近代的产物。马戛尔尼使团回到英国之后不久，人类

就进入了１９世纪。由此开始，这个使团成员的“纪事”和

“回忆录”中的中国形象，渐渐取代了１８世纪令无数欧洲人倾

参阅比诺：《中国与法国哲学思想的形成（１６４０－１７４０）》，第３１９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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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的那个形象，中国从某些欧洲人心目中的典范蜕变成了帝国

主义者眼里的一块肥肉。在某些欧洲学者中间，欧洲中心论再

次凸现；鸦片战争以后，竟然有人无端制造出所谓的“黄祸

论”，中国的形象于是变得既极端丑陋又非常可怖。在这种历

史条件下，当人们蓦然回首时，怎能不为当初欧洲人对中国的

狂热感到难以理解呢？最简单的解释就是把以往的一切说成误

会，说成是耶稣会士制造的神话迷惑了欧洲人。

否定中国在启蒙时代对欧洲的影响，是“中国神话”论合

乎逻辑的的必然结果。理由不言而喻：中国在欧洲的形象是不

真实的，在不真实的基础上当然不可能产生真实的影响。笔者

手头有一份讲演稿，作者是巴黎第十大学教授莫里斯·罗宾

（Ｒｏｂｉｎ，Ｍａｕｒｉｃｅ），题目叫作《梦想与现实之间：法国某些近

代思想家头脑中的中国》（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ｔｈｅ　ｔｈｏ ｒｅｎｃｈｕｇｈｔ　ｏｆ　ｓｏｍｅ　Ｆ

ｔｈｉｎｋ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ａｇ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ｒｅａｍ　ａｎｄ　ｒｅａｌｉｔｙ），这是作者

１９９１年在上海的一次国际文化讨论会上的发言。反映在这篇

讲演稿中的观点是非常典型的“中国神话”论。他说，传教

士、商人和旅游者提供的中国信息十分贫乏，所以，建立在这

个基础上的１８世纪法国人的中国知识更加贫乏；传教士有意

制造了一个“中国神话”，法国人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制造了

自己的“中国神话”；他们对中国其实毫无兴趣，只是把“中

国神话”用作论据与论敌进行论战。有趣的是，罗宾教授认

为，传教士们不了解中国的原因之一是没有阅读《水浒》、《红

楼梦》和《金瓶梅》。文中画龙点睛的一段话是他的自问自答：

“中国被认为曾对欧洲思想产生过巨大影响，果真如此吗？事

实上依我之见，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不！”

其实，中国在１７、　１８世纪对于欧洲思想的影响，早已为

许多欧洲学者所肯定，例如，谢和耐教授曾经说过：“发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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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中国，对于１８世纪欧洲哲学的发展，起到了决定作用，

而正是这种哲学，为法国大革命作了思想准备。” 谢和耐教

授的看法是以其坚实的学术功底为基础，是经过多年的潜心研

究方才形成的。看来，以传教士不曾读过《水浒》、《红楼梦》

和《金瓶梅》作为理由，是扳不倒谢和耐教授的论断的。

谢和耐：《关于１７、　１８世纪中国与欧洲的接触》，载《亚洲学报》

（Ｇｅｒｎｅｔ，　Ｊａｃｑｕｅｓ：　Ａ　Ｐｒｏｐｏｓ　ｄｅｓ　ｃｏｎｔａｃｔｓ　ｅｎｔｒｅ　ｌａ　Ｃｈｉｎｅ　ｅｔ　Ｉ＇Ｅｕｒｏ ｅ　ｅｔｐｅ　ａｕｘⅩⅦ　

ⅩⅧ 　ｓｉèｃｌｅｓ；　ＡｃｔａＡ　ｓｉａｔｉｃａ），东京，１９７２年，ｅ 第７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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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ｅｉｂｎｉｚ：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Ｏｐｅｎ　Ｃｏｕｒｔ，　１９９４．

库克：《莱布尼茨论中国》，芝加哥，１９９４年。

Ｃｏｒｄｉｅｒ，　Ｈｅｎｒｉ

－Ｌａ　Ｃｈｉｎｅ　ｅｎ　Ｆｒａｎｃｅ　ａｕ　ｄｉｘ－ｈｕｉｔｉèｍｅ　ｓｉèｃｌｅ　；Ｐａｒｉｓ，　Ｈｅｎｒｉ

Ｌａｕｒｅｎｓ，Ｅｄｉｔｅｕｒｓ，１９１０．

高迪埃：《中国在１８世纪的法国》，巴黎，１９１０年。

－Ｂｉｂｌｉｏｔｈｅ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Ｔａｉｐｅｉ，Ｃｈ＇ｅｎｇ　Ｗｅｎ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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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６．

《中国文献索引》，台北，重印，１９６６年。

　－Ｈ ｇｉｓｔｏｉｒｅ ｎéｒａé ｌｅ　ｄｅ　ｌａ　　Ｃｈｉｎｅ；　Ｌｉｂｒａｉｒｉｅ　　Ｐａｕｌ　　Ｐａｕｔｈｉｅｒ，　　Ｐａｒｉｓ，

１９２０．《中国通史》，巴黎，１９２０年。

Ｃｕｍｍｉｎｓ，　Ｊ　．Ｓ．

－Ａ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ｉｔｅｓ，　Ｆｒｉａｒ　Ｄｏｍｉｎｇｏ　Ｎａｖａ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Ｊｅｓｕｉｔｓｒｅｔ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ｌｄｅｒｓｈｏｔ　Ｈａｎｔｓ：Ｓｃｏｌａｒ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３．

库明斯：《礼仪问题：闵明我与在华耶稣会士》，１９９３年．

Ｄａｗｎ，Ｊａｃｏｂｓｏｎ

－Ｃｈｉｎｏｉｓｅｒｉｅ；　Ｌｏｎｄｏｎ，　Ｐｈａｉｄｏｎ，１９９３．

道恩：《中国情趣》，伦敦，１９９３年。

Ｄａｗｓｏｎ，　　Ｒａｙｍｏ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ｍｅｌｏｎ：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Ｌｏｎｄｏｎ，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１９６７．

道森：《中国变色龙：评析欧洲的中国文明观》，伦敦，１９６７

年。

ｄｅ　Ｂｒｏｓｓｅｓ，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Ｌｅｔｔｒｅｓ　　ｆａｍｉｌｉａｌｅｓ，　éｃｒｉｔｅｓ　ｄ＇Ｉｔａｌｉｅ　ｅｎ　　１７３９　ｅｔ　１７４０；　Ｐａｒｉｓ，

Ｐｅｒｒｉｎ　ｅｔ　Ｃｉｅ．，１９０４．

德柏罗斯：《家书》，巴黎，１９０４年。

Ｄｅｈｅｒｇｎｅ，　Ｊｏｓｅｐｈ

－Ｒéｐｅｒｔｏｉｒｅ　ｄｅｓ　Ｊéｓｕｉｔｅｓ　ｄｅ　Ｃｈｉｎｅ　ｄｅ　１５５２　à　１８００；　Ｒｏｍａ．

Ｐａｒｉｓ，　１９７３．

荣振华：《１５５２－１８００在华耶稣会士名录》，罗马，巴黎，１９７３年。

ｄｅ　Ｓａｃｙ，　Ｊａｃｑｕｅｓ　Ｓｉｌｖｅｓｔｒｅ

－Ｈｅｎｒｉ Ｂｅｒｔｉｎ　ｄａｎｓ　ｌｅ　ｓｉｌｌａｇｅ　ｄｅ　ｌａ　Ｃｈｉｎｅ（１７２０－１７９２）；

ＬｅｔｔｒｅＰａｒｉｓ，　Ｌｅｓ　Ｂｅｌｌｅｓ　 ｓ，１９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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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萨西：《倾心仰慕中国的亨利·贝尔坦》，巴黎，１９７０年。

Ｄｅｍｉéｖｉｌｌｅ，　Ｐａｕｌ

－Ｃｈｏｉｘ　ｄ＇éｔｕｄｅｓ　ｓｉｎｏｌｉｇｉｑｕｅｓ（１９２１－１９７０），Ｌｚｉｓｚｎ　Ｅ．　Ｊ．

Ｂｒｉｌｌ，　１９７３．戴密微：《汉学研究选集》，１９７３年。

Ｄｅｓｇｒａｖｅｓ，　Ｌｏｕｉｓ（　ｅｄ）

－Ｍｏｎｔｅｓｑｕｉｅｕ：　Ｐｅｎｓéｅｓ　ｅｔ　ｌｅ　Ｓｐｉｃｉｌéｇｅ；　Ｐａｒｉｓ，　Ｒｏｂｅｒｔ　Ｌａｆｆｉｎｔ，

１９９１，

戴格拉夫（编）：《孟德斯鸠的〈随想〉与〈随笔〉》，巴黎，

１９９１年，第　４９６页。

Ｄｉｄｅｒｏｔ，　Ｄｅｎｉ

－Ｏｅｕｖｒｅｓ　ｃｏｍｐｌèｔｅｓ；Ａｓｓｅｚａｔ，　Ｐａｒｉｓ，　１８７６．

狄德罗：《狄德罗全集》，阿赛札特版，巴黎，１８７６年。

Ｄｏｄｄｓ，　Ｍｕｒｉｅｌ

－Ｌｅｓ　ｒéｃｉｔｓ　ｄｅ　ｖｏｙａｇ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ｄｅ　Ｉ＇ｅｓｐｒｉｔ－－ 　ｄｅｓ　Ｌｏｉｓ　ｄｅ　Ｍｏｎ－

ｔｅｓｑｕｉｅｕ；　Ｇｅｎèｖｅ，　Ｒｅｐｒｉｎｔｔｓ，　１９８０．

多慈：《游记－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的资料来源》，日内

瓦，１９８０年重印。

Ｄｕｎｂａｒ，　Ｈｏｗａｒｄ　Ｈ．

－Ｔｈｅ　Ｄｒａｍａｔｉｃ　Ｃａｒｅｅｒ　ｏｆ　Ａｒｔｈｕｒ　Ｍｕｒｐｈｙ；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Ｍｏｄｅｒ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１９６４．

顿巴尔：《阿瑟·摩菲的坎坷生涯》，纽约，１９６４年。

Ｄｕｙｖｅｎｄａｋ，　Ｊ　．Ｊ．　Ｌ．

－Ｈｏｌｌａｎｄ＇ｓ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Ｌｏｎｄｏｎ，　１９５０．

戴文达：《荷兰对中国研究的贡献》，伦敦，１９５０年。

－Ａ　Ｂｉｒｄ＇ｓ　ｅｙｅ　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ｉｎｏｌｏｇｙ；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ｓｔｉｔｕｔｅ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１９３１年

《欧洲汉学一瞥》，纽约，１９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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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ｌｉａ，　Ｐａｓｑｕａｌｅ　Ｄ＇

－Ｇａｌｉｌｅｏ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Ｒｏｍ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ｔｉｓ　Ｇｒｅｇｏｒｉａｎａｅ，　１９７４．

德理贤：《伽里略在中国》，罗马，１９７４年。

Ｅｌｉｓｓｅｆｆ－Ｐｏｉｓｌｅ，Ｄａｎｉｅｌｌｅ

－Ｎｉｃｏｌａｓ　　　Ｆｒéｒｅｔ（　１６８８－１７４９），Ｒéｆｌｅｘｉｏｒｉｌ　ｄ　 ＇ｕｎ　ｈｕｍａｎｉｓｔｅ　ｄｕ

Ⅷｅ　ｓｉèｃｌｅｓ　ｕｒ　ｌａ　Ｃｈｉｎｅ；　Ｐａｒｉｓ ｌｌèｇｅｄｅ　　Ｆｒａｎｃ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　Ｃｏ

ｄｅｓ　ｈａｕｔｅｓé　ｔｕｄｅｓ　ｃｈｉｎｏｉｓｅｓ，　１９７９．

艾丹妮：《尼古拉·弗莱雷（１６８８－１７４９），一位１８世纪人文学

者对中国的思考》，巴黎，１９７９年。

Ｅｒｄｂｅｒｙ，ｖｏｎ

ｒｏｐｅａｎ　Ｇａｒｄｅ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ｎ　Ｅｕ ｒｅｓ，

埃德贝里：《中国对欧洲园林的影响》

Ｅｔｉｅｍｂｌｅ，　Ｒｅｎé

－Ｌ＇Ｅｕｒｏｐｅ　ｃｈｉｎｏ １　９８８．ｉ 　ｓｅ；　Ｐａｒｉｓ，Ｇａｌｌｉｍａｒｄ，

艾田莆：《中国之欧洲》，巴黎，１９８８年。

Ｆａｎ　Ｔｓｅｎ－ｃｈｕｎｇ

－Ｄｒ．　Ｊｏｈｎｓｏｎ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Ｌｏｎｄ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１９４５．

范存忠：《约翰逊与中国文化》，伦敦，１９４５年。

Ｆéｎｅｌｏｎ，　Ｆｒａｎｃｏｉｓ　ｄｅ　Ｓａｌｉｇｎａｃ　ｄｅ　ｌａ　Ｍｏｔｈｅ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ｓ　ｄｅｓ　ｍｏｒｔｓ，　Ｐａｒｉｓ，　１８８６．

费内隆：《死者对话集》，巴黎，１８８６年。

Ｆｒèｃｈｅｓ，　Ｊｏｓｅ

－Ｌａ　Ｓｉｎｏｌｏｇｉｅ；　Ｐａｒｉｓ，　Ｐｒｅｓｓ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ｉｒｅ　ｄｅ　Ｆｒａｎ　１９７５．ｃｅ，

弗莱什：《汉学》，巴黎，１９７５年。

Ｇａｕｂｉｌ，　Ａｎｔｏｉｎ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ａｎｃｅ　ｄｅ　Ｐéｋｉｎ（１７２２－１７５９）；Ｇｅｎèｖｅ，１９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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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君荣：《北京书简》，日内瓦，１９７０年。

Ｇｒｎｅｔ，　Ｊａｃｑｕｅｓ

éａｃｔ Ｇａｌｌ－Ｃｈｉｎｅ　ｅｔ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ｉｓｍ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ｅｔ　Ｒ ｉｍａｒｄ，ｉｏｎ；　Ｐａｒｉｓ，　

１９８２．

《中国与基督教》，第２９页，巴黎，伽利玛出版社，１９８２

年。

Ｇｒｉｍｍ，　Ｍｅｌｃｈｉｏｒ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ａｎｃｅ　ｌｉｔｔéｒａｉｒｅ

格里姆：《文学通信》

Ｇｕｅｎｏｕ，　Ｊｅａｎ

－Ｌｅｓ　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éｔ 　Ｐａｒｉｓ，　１９６３．ｒａｎｇèｒｅｓ；

格努：《外方传教会》，巴黎，１９６３年。

Ｇｕｙ，Ｂａｓｉｌ

－Ｔｈｅ　Ｆｒｅｎｃｈ　ｉｍａ ｅ　Ｇｅｎèｖｅ，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Ｖｏｌｔａｉｒ；ｇ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ｂｅｆｏｒ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　ｅｔ　Ｍｕｓéｅ　Ｖｏｌｔａｉｒｅ，ＬｅｓＤ　éｌｉｃ　ｅｓ，１９６３．

盖伊：《中国形象在伏尔泰前后的法国》，日内瓦，１９６３年。

Ｈｅｌｖéｔｉｕｓ，　Ｃｌａｕｄｅ　Ａｄｒｉｅｎ

－Ｏｅｕｖｒｅｓ　ｃｏｍｐｌèｔｅｓ；Ｌ　ｏｎｄｒｅｓ，１７７６．

爱尔维修：《爱尔维修全集》，伦敦，１７７６年。

Ｈｉｂｂｅｒｔ，Ｅｌｏｉｓｅ　Ｔ．

－Ｊｅｓｕｉｔ＇ｓ　　Ａｄｖａｎｔｕｒｅ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Ｅ．　Ｐ．　Ｄｕｔｔｅｎ，

１９４１．

希伯特：《耶稣会士在华事迹》，纽约，１９４１年。

Ｈｏｎｏｕｒ，　Ｈｕｇｈ

－Ｃｈｉｎｏｉｓｅｒｉｅ，　ｔｈｅ　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ｔｈａｙ；　Ｌｏｎｄｏｎ，　Ｊ．　Ｍｕｒｒａｙ，

１９６１．

霍诺尔：《中国情趣－对中国的看法》，伦敦，１９６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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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ｕｄｓｏｎ，　Ｇ．　Ｆ．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Ｌｏｎｄｏｎ，　１９３１．赫德森：《欧洲与中

国》，伦敦，１９３１年。

Ｉｍｐｅｙ，Ｏｌｉｖｅｒ

－Ｃｈｉｎｏｉｓｅｒｉｅ：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 　 ＡｒｔＷｅｓｔｅｒｎ　Ｓｔｙｌｅｓ　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ｃｏｒａｔｉｏ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７．ｎ；　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因佩：《中国情趣：东方风格对西方艺术和装饰的影响》，牛

津，１９７７年。

Ｊｅｎｋｉｎｓ，　Ｒ．　Ｃ．

一Ｔｈｅ　Ｊｅｓｕｉ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ｅ　Ｔｏｕｍｏｎ；　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９４．

简金斯：《在华耶稣会士和多罗使团》，伦敦，１８９４年．

Ｋｉｒｃｈｅｒ，　Ａｔｈａｎａｓｉｕｓ

－Ｌａ　Ｃｈｉｎｅ　ｉｌｌｕｓｔｒéｅ；　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　１６７０．

基尔歇：《中国图说》，法文版，阿姆斯特丹，１６７０年。

Ｌａｃｈ，Ｄｏｎａｌｄ　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ｆａｃｅ　ｔｏ　Ｌｅｉｂｎｉｚ＇ｓ　Ｎｏｖｉｓｓｉｍａ　Ｓｉｎｉｃａ，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Ｔｅｘｔ；　　Ｈｏｎｏｌｕｌｕ，　　Ｈａｗａｉ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Ｈａｗａｉｉ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５７．

劳端纳：《莱布尼茨〈中国新论〉序、评、译》，火奴鲁鲁，

１９５７年 。

－Ａｓｉａ　ｉｎ　ｔｈｅ　Ｅｙｅｓ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　Ｔｈｅ　Ｓｉｘ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Ｔｈｒｏｕｇｈ

Ｅｉｇｈ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Ｃｈｉｃａｇｏ，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Ｌｉｂｒａ，

１９９１．

《１６－１８世纪欧洲人眼中的亚洲》，芝加哥，１９９１年。

－Ａｓｉａ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　Ｔｈｅ　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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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在欧洲成长中的作用》，芝加哥、伦敦，１９９３年。

Ｌａ　Ｍｏｔｈｅ　Ｌｅ　Ｖａｙｅｒ，　Ｆｒａｎｃｏｉｓ

－Ｄｅ　ｌａ　Ｖｅｒｔｕ　ｄｅｓ　ｐａｙ；　Ｐａｒｉｓ，　１６４１．

拉莫特勒瓦耶：《论不信教者的品德》，巴黎，１６４１年。

Ｌａｕｎａｙ，　Ａｄｒｉｅｎ

－Ｎｏｓ　ｍｉｓｓ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ｄｓ，ｐ　ｒéｃéｄéｓ ＇ｕｎｅ　éｔｕｄ　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ｑｕｅｓｕ　ｒｌａ　

Ｓｏｃｉéｔéｄｅｓ　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éｔｒａｎｇéｒｅｓ；　Ｐａｒｉｅ，　１８８６．

罗耐：《外方传教会史研究》，巴黎，１８８６年。

Ｌｅｃｏｍｔｅ，　Ｌｏｕｉｓ

－Ｎｏｕｖｅａｕｘ　ｍéｍｏｉｒｅｓ　ｓｕｒＩ＇éｔａｔｐ　ｒéｓｅｎｔｄ　ｅ　ｌａ　Ｃｈｉｎｅ　 ；　Ｐａｒｉｓ，

Ｐｈéｂｕｓ，　１９９０．

李明：《中国现状新志》，巴黎，１９９０年，

Ｌｅｅ，　Ｔｈｏｍａｓ，　Ｈ．，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Ｅｕｒｏｐｅ，　Ｉｍ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ｆｅｎｃｅｓ　ｉｎ　１６ｔｈ　ｔｏ　１８ｔｈｌ

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Ｎａｍ　Ｆｕｎｇ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Ｃｏ．，Ｌｔｄ．，１９９１．

李（主编）：《中国与欧洲：１６世纪至１８世纪的形象和影响》，

香港，１９９１年。

Ｌｕｎｄｂａｅｋ，Ｋｎｕｄ

－Ｔ．　Ｓ．　Ｂａｙｅｒ，　Ｐｉｏｎｅｅｒ　Ｓｉｎｏｌｏｇｉｓｔ；　Ｌｏｎｄｏ ｚｏｎ　Ｐｒｅｓｓ，ｎ，Ｃｕｒ

１９８６．

伦贝克：《汉学先驱贝耶尔》，伦敦，１９８６年。

Ｌｕｓｔ，Ｊｏｈｎ

－Ｉｎｄｅｘ　Ｓｉｎｉｃｕｓ　：　Ａ　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ｅ　ｏｆ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Ｒｅｌａｔｉｎｇ　ｔｏ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ａｌ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２０－１９５５；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Ｗ．　Ｈｅｆｆｅｒ，　１９６４．

鲁斯特：《期刊及其它集体著述中有关中国的文章目录（１９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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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５年）》，剑桥，１９６４年。

Ｍａｂｌｙ，　Ｇａｂｒｉｅｌ　Ｂｏｎｎｏｔ　ｄｅ

－Ｌｅｓ　Ｄｏｕｔｅｓ　ｐｒｏｐｏｓéｓ　ａｕｘ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ｅｓ　éｃｏｎｏｎ　ｉｓｔｅｓ　ｓｕｒ　Ｉ＇ｏｒｄｒｅ

ｎａｔｕｒｅｌ　ｅｔ　ｅｓｓｅｎｔｉｅｌ　ｄｅｓ　ｓｏｃｉéｔéｓ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ｓ；　Ｐａｒｉｓ，　 １７６８．

马布里：《就政治社会党自然和基本秩序向哲学经济学家质

疑》，巴黎１７６８年。

Ｍａｃｋｅｒｒａｓ，Ｃｏｌｉ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Ｉ Ｐｒｅｓｓ，ｍａｇ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１９８９．

麦凯拉：《中国形象在西方》，牛津，１９８９年。

Ｍａｄｅｌｅｉｎｅ，　Ｊａｒｒｙ

－Ｃｈｉｎｏｉｓｅｒｉ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Ｄｅｃｏｒａｔｉｖｅ　Ａｒｔ，

Ｓｅｖｅｎｔｅｅｎｔｈ　ａｎｄ　Ｅｉｇｈ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１９８１．

玛德琳：《１７、　１８世纪中国对欧洲装饰艺术的影响》，纽约，

１９８１年。

Ｍａｉｌｌａ，　Ｊｏｓｅｐｈ　Ｍｏｉｙａｃ　ｄｅ

Ｈｉｓｔｏｉｒｅ　ｇéｎéｒａｌｅ　ｄｅ　ｌａ　Ｃｈｉｎｅ．　Ｐａｒｉｓ，　１７７７－１７８５．

冯秉正：《中国通史》，巴黎，１７７７－１７８５。

Ｍａｒｓｙ，　Ｆｒａｎｃｏｉｓ　Ｍａｒｉｅ

－Ｈｉｓｔｏｉｒｅ　ｍｏｄｅｒｎｅ　ｄｅｓ　Ｃｈｉｎｏｉｓ，　ｄｅｓ　Ｊａｐｏｎａｉｓ，　ｄｅｓ　Ｉｎｄｉｅｎｓ，　ｄｅｓ

Ｐｅｒｓａｎｓ，ｄｅｓ　Ｒｕｓｓｉｅｎｓ，　ｅｔｃ．；Ｐａｒｉｓ，　 １７６３－１７８８．

玛西：《中国、日本、印度、波斯、俄罗斯等国近代史》，巴

黎，１７６３－１７８８年。

Ｍａｒｔｉｎ，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Ａ．

Ａ　Ｃｙｃｌｅ　ｏｆ　Ｃａｔｈａｙ；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Ｆ．　Ｈ．　Ｒｅｖｅｌｌ　Ｃｏｍｐａｎｙ，　１９００．

马丁：《天干地支》，纽约，１９００。

Ｍａｒｔｉｎｏ，Ｐｉｅｒ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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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 ｆｒａｎｃａｉｓｅ　ａｕｘ　１７ｅ　ｅｔ　１８ｅ　ｓｉèｃｌｅｓ；Ｏｒｉｅｎｔ　ｄａｎｓ　ｌａ　ｌｉｔｔéｒａｔｕｒｅ

Ｇｅｎèｖｅ，　Ｓｌａｔｋｉｎｅ　Ｐｒｉｎｔｓ，　１９７０．

马蒂诺：《１７、　１８世纪法国文学中的中国》，日内瓦，重印，

１９７０年。

Ｍａｖｅｒｉｃｋ，　Ｌｅｗｉｓ　Ａ．

－Ｃｈｉｎａ，　ａ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Ｅｕｒｏｐｅ；　Ｓａｎ　Ａｎｔｏｎｉｏ，　Ｔｅｘ．，Ｐａｕｌ　Ａｎｄｅｒ－

ｓｏｎ　Ｃｏｍｐａｎｙ，　１９４６．

马维利 ——中国》，圣安东尼奥，１９４６年。克：《欧洲的楷模

Ｍｉｎａｍｉｋｉ，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ｉｔｅｓ　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ｙ，　１９８５．

南喜：《中国礼仪之争》，１９８５年。

Ｍｏｎｔａｉｇｎｅ，　Ｍｉｃｈｅｌ　ｄ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ｄｕ　ｖｏｙａｇｅ　ｄｅ　Ｍｉｃｈｅｌ　ｄｅ　Ｍｏｎｔａｉｇｎｅ　ｅｎ　Ｉｔａｌｉｅ，　ｐａｒ　ｌａ　Ｓｕ－

ｉｓｓｅ　ｅｔ　Ｉ＇Ａｌｌｅｍａｇｎｅ　ｅｎ　１５８０　ｅｔ　１５８１；Ｒｏｍｅ，ｃｈｅｚ　ｌｅ　Ｚａｙ，　Ｌｉ－

ｂｒａｉｒｉｅ，　 １７７４．

蒙田：《蒙田意大利、瑞士、德意志游记，１５８０－１５８１》罗马，

１７７４年。

Ｍｏｎｔｅｓｑｕｉｅｕ，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Ｓｅｃｏｎｄａｔ　ｄｅ，

－Ｏｅｕｖｒｅｓ　ｃｏｍｐｌèｔｅｓ；　Ｐａｒｉ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ｓ　Ｓｅｕｉｌ，　１　 ９６４．

孟德斯鸠：《孟德斯鸠全集》，巴黎，Ｓｅｕｉｌ版，１９６４年。

－Ｏｅｕｖｒｅｓ　ｃｏｍｐｌèｔｅｓ；　Ｐａｒｉｓ，　Ｎａｇｅｌ，　１９５０－１９５５．

《孟德斯鸠全集》，巴黎，Ｎａｇｅｌ版，１９５０－１９５５年。

Ｍｕｎｇｅｌｌｏ，　Ｄａｖｉｄ

－Ｌｅｉｂｎｉｚ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　Ｔｈ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Ａｃｃｏｒｄ；Ｈｏｎｏｌｕｌ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ｏｆ　Ｈａｗａｉｉ，１９７７．

孟德卫：《莱布尼茨与儒学，寻求一致》，火奴鲁鲁，１９７７年

－Ｃｕｒｉｏｕｓ　Ｌａｎｄ：　Ｊｅｓｕｉｔ　Ａｃｃｏｍｍａｄ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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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ｎｏｌｏｇｙ；　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　Ｆ．　Ｓｔｅｉｎｅｒ　Ｖｅｒｌａｇ　Ｗｅｉｓｂａｄｅｎ，　１９８５．

《奇异的国度：耶稣会的入乡随俗政策与汉学起源》，斯图

加特，１９８５年。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ｉｔｅｓ　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ｙ，　Ｉｔｓ　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Ｎｅｔ－

ｔｅｔａｌ　Ｓｔｌｅｙｅ　Ｖｅｒｌａｇ，　１９９４．

《中国礼仪之争的历史与意义》，内泰塔尔，１９９４年。

－Ｔｈｅ　Ｆ ｏｆｏｒｇｏｔｔｅｎ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ｓ　ｏｆ　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Ｈｏｎｏｌｕｌ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Ｈａｗａｉｉ　Ｐｒ ，ｅｓｓ１９９４．

《被遗忘的杭州基督教徒》，火奴鲁鲁，１９９４年。

Ｍｙｅｒｓ，Ｈｅｎｒｙ　 Ａ．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Ｖｉｅｗ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ａｒ－Ｅａｓｔ；　２　ｖｏｌ，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Ａｓｉａ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ｅｒｖｉｃｅ，　１９８２－１９８４．

梅耶斯：《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与远东》，２卷，香港，

１９８２－１９８４年 。

Ｎｅｅｄｈａｍ，　Ｊｏｓｅｐｈ

－Ｌａ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ｈｉｎｏｉｓｅ　ｅｔ　Ｉ＇Ｏｃｃｉｄｅｎｔ；　Ｅｄｉｔｉｏｎｓ　ｄｕ　Ｓｅｕｉｌ，　Ｐａｒｉｓ，

１９６９．

李约瑟：《中国科学与西方》，巴黎，１９６９年。

Ｐａｌｍｅｒ，　Ｒｏｂｅｒｔ　Ｒ．

－　Ｔｈｅ　Ｆｒｅｎｃｈ　Ｊｅｓｕｉ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４（５１９３９），４４－５８．

帕尔默：《启蒙时代的法国耶稣会士》，载《美国历史学报》，

第４５卷，（１９３９），４４－５８页。

Ｐａｒｋ，Ｙｏｕｎｇ　Ｈａｉ

－Ｌａ　ｃａｒｒｉèｒｅ　ｓｃéｎｉｑｕｅｄ　ｅ　ｌ＇Ｏｒｐｈｅｌｉｎ　ｄｅ　ｌａ　Ｃｈｉｎｅ；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Ｖｏｌｔａｉ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ｉ 　ｖｏｌ．　２３０，　１８９－２２２．ｇｈ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朴永海（音）：《〈中国孤儿〉上演情况》，载《伏尔泰及１８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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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研究丛书》，２３０卷，１８９－２２２页。

Ｐａｒｋｅｒ，Ｊ

Ｗｉｎｄｏｗｓ　ｉｎｔｏ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Ｊｅｓｕｉ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ｂｏｏｋｓ，　１６５８－

１７３０；　Ｂｏｓｔｏｎ， ，　１９７７．　Ｂｏｓｔｏ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帕克：《中国窗口：耶稣会士和他们的著作，１６５８－１７３０》，波

士顿，１９７７年。

　 ＡＰｅｙｒｅｆｉｔｔｅ ｌａ， ｉｎ

－Ｌ＇Ｅｍｐｉｒｅ　ｉｍｍｏｂｉｌｅ　ｏｕ　ｌｅ　ｃｈｏｃ　ｄｅｓ　ｍｏｎｄｅｓ；　Ｐａｒｉｓ，　Ｆａｙａｒｄ，

１９８９．

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巴黎，１９８９年。

Ｐｉｎｏｔ，　Ｖｉｒｇｉｌｅ

－Ｌａ　Ｃｈｉｎｅ　ｅｔ　ｌａ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ｄｅ　Ｉ＇ｅｓｐｒｉｔ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ｑｕｅ　ｅｎ　Ｆｒａｎｃｅ

（１６ －４０１７４０）；Ｐ ，ａｒｉｓ１９３２．

比诺：《中国与法国哲学思想的形成（１６４０－１７４０）》，巴黎，

１９３２年。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ｉｎéｄｉｔｓ　ｒｅｌａｔｉｆｓ　à　ｌａ　ｃｏｎ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　ｄｅ　ｌａ　Ｃｈｉｎｅ　ｅｎ

Ｆｒａｎｃｅ　ｄｅ　１６８５　à　１７４０；　Ｐａｒｉｓ，　１９３２．

《与法国人的中国知识有关的若干未版资料（１６８５－１７４０

年）》，巴黎，１９３２年。

Ｐｏｉｖｒｅ，　Ｐｉｅｒｒｅ，

－Ｖｏｙａｇｅｓ　ｄ＇ｕ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ｅ；Ｙｖｅｒｄｏｎ，　１７６８．

普瓦弗尔：《哲学家游记》，伊弗东，１７６８年。

Ｑｕｅｓｎａｙ，　Ｆｒａｎｃｏｉｓ

－Ｏｅｕｖｒｅｓ　éｃｏｎｏｍｉｑｕｅｓ　ｅｔ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ｓ；　éｄ．Ｏ　ｎｃｋｅｎ，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

１８８７。

魁奈：《经济和政治文集》，法兰克福，１８８７年。

Ｒａｐｐｓ，　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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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ｅ　ｒｏｉ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ｑｕｅ　ｄ＇ａｐｒèｓ　 Ｖｏｌｔａｉｒｅｅｔ　Ｒｏｕｓｓｅａｕ；　Ａｎｎａｌｅｓ

ｈｉｓｔｏｒｉｑｕｅｓ　ｄｅ　ｌａ　Ｒé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ｆｒａｎｃａｉｓｅ，　Ｎｏ．　２３８（ｏｃｔ－ｄｅｃ．

１９７９），５３６－５４６．

拉普斯：《伏尔泰和卢梭心目中的哲学家国王》，载《法国大革

命史年鉴》，２３８期（１９７９年１０－１２月），５３６－５４６页。

Ｒａｙｎａｌ，　Ｇｕｉｌｌａｕｍｅ

ｐｏｉｔｉｑｕｅｐ－Ｈｉｓｔｏｉｒｅ 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ｑｕｅ　　ｅｔ 　ｄｅｓ　ｄｅｕｘ　Ｉｎｄｅｓ；　Ｐａｒｉｓ，

１９８１．

雷纳尔：《两个印度的哲学和政治史》，巴黎，１９８１年。

Ｒｅｉｃｈｗｅｉｎ，　Ａｄｏｌ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Ｅｕｒｏｐｅ，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ａｎｄ ｉｓｔｉｃ　Ｃｏｎｔａｃ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ｔ

Ｅｉｇｈ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Ａｌｆｒｅｄ　Ｋｎｏｐｆ，　１９２５．

利奇温：《１８世纪中国与欧洲的文化艺术接触》，纽约，１９２５年。

Ｒéｍｕｓａｔ，　Ａｂｅｌ

－Ｎｏｕｖｅａ 　ｕｘｍéｌａｎｇｅｓ　ａｓｉａｔｉｑｕｅｓ；　Ｐａｒｉｓ，　１８９２．

雷慕莎：《亚洲文集新编》，巴黎，１８９２年。

Ｒｏｎａｎ，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ａｎｄ　Ｂｏｎｎｉｅ　Ｂ．　Ｃ．（ｅｄ）

－Ｅａｓｔ　Ｍｅｅｔｓ　Ｗｅｓｔ，　ｔｈｅ　Ｊｅｓｕｉ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１５８２－１７７３；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Ｌｏｙｏｌ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８．

洛南、伯尼（编）：《东西交流，耶稣会士在中国（１５８２－１７７３

年）》，芝加哥，１９８８年。

Ｒｏｓｓｏ，　Ａ． Ｓ．

－Ａｐｏｓｔｏｌｉｃ　Ｌｅｇ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ｔｈｅ　Ｅｉｇｈ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ｓｏｕｔｈ

Ｐａｓａｄｅｎａ，　１９４８．

罗索：《１８世纪赴华的教廷使团》，南帕萨德那，１９４８年。

Ｒｏｕｓｓｅａｕ，　Ｊｅａｎ－Ｊａｃｑｕｅｓ

－Ｊｕｌｉｅ　ｏｕ　ｌａ　　Ｎｏｕｖｅｌｌｅ　Ｈéｌｏｓｉｅ； ｉｅｒ，　Ｐａｒｉｓ　 Ｃｌａｓｓｉｑｕｅｓ　Ｇａｒ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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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８．

卢梭：《新爱洛漪丝》，巴黎，１９８８年。

Ｒｏｕｓｓｅｌｏｔ　ｄｅ　Ｓｕｒｇｙ，　Ｊａｃｑｕｅｓ　Ｐｈｉｌｉｂｅｒｔ

－Ｍéｌａｎｇｅｓ　ｉｎｔéｒｅｓｓａｎｔｓ　ｅｔ　ｃｕｒｉｅｕｘ；　Ｐａｒｉｓ，　１７６３－１７６６．

鲁斯洛德絮吉：《奇趣轶闻杂录》，巴黎，１７６３－１７６６年。

Ｒｏｗｂｏｔｈａｍ，　Ａｒｎｏｌｄ　Ｈ．

－Ｍｉｓ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ｉｏｎａｒｙ　ａｎｄ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ｔｈｅ　Ｊｅｓｕｉｔｓ　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　ｓｓ，１９４２．

罗柏森：《传教士在中国宫廷》，伯克利，１９４２年。

Ｒｏｙ，Ｏｌｉｖｉｅｒ

－Ｌｅｉｂｎｉｚ　ｅｔ　ｌａ　Ｃｈｉｎｅ；　Ｐａｒｉｓ，　Ｌｉｂｒａｉｒ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ｑｕｅ　Ｊ．Ｖｒｉｎ，

１９７２．

鲁瓦：《莱布尼茨与中国》，巴黎，１９７２年。

Ｒｕｌｅ，Ｐａｕｌ　Ａ．

－Ｋ＇ｕｎｇ　Ｔｓé　ｏｒ　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Ｔｈｅ　Ｊｅｓｕｉｔ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ｆｕ－

ｃｉａｎｉｓｍ；　Ｃｈｉｃａｇｏ，　１９７２．

鲁尔：《耶稣会士对孔子学说的阐释》，芝加哥，１９７２年。

Ｓｅｍｅｄｏ，　Ａｌｖａｒｅｚ

　ｄ－Ｈｉｓｔｏｉｒ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ｅｌｌ ｅ　ｌａ　Ｃｈｉｎｅ；　Ｌｙｏｎ，　１６６７．

曾德昭：《中华帝国史》，里昂，１６６７年，

Ｓｉｌｈｏｕｅｔｔｅ　．Ｅｔｉｅｎｎｅ　ｄｅ

－Ｉｄéｅｇ　éｎéｒａｌｅ ｄ　ｕｇ　ｏｕｖｅｒｎｅｍｅｎｔ　ｅｔ　ｄｅ　ｌａ　ｍｏｒａｌｅ　ｄｅｓ　Ｃｈｉｎｏｉｓ；

Ｐａｒｉｓ，　１７３１．

西鲁哀特：《中国人的政府和道德概说》，巴黎，１７３１年。

Ｓｉｍｏｎ，　Ｒｅｎéｅ

－Ｎｉｃｏｌａｓ　Ｆｒ ；éｒｅ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Ｖｏｌｔａｉｒｅ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ｉｇｈ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ｖｏｌ　ⅩⅦ　Ｇｅｎèｖ　 ｅ，　１９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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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尼古拉·弗雷莱》，日内瓦，１９６１年。

Ｓｉｒｅｎ，Ｏｓｖａｌｄ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Ｇａｒｄｅｎｓ　ｏｆ　Ｅｕｒ 　ｏｐ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ｉｇｈ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Ｗａｓｈ－

ｉｎｇｔｏｎ，　Ｄｕｍｂａｒｔｏｎ　Ｏａｋ　Ｒ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１ｅｓｅａ ９９０．ｒｃｈ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希雷恩：《中国与１８世纪的欧洲园林》，华盛顿，１９９０年。

Ｓｏｎｇ， Ｓｈｕｎ－ｃｈｉｎｇ

Ｖｏｌｔａｉｒｅｅｔ　ｌａ　Ｃｈｉｎ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ｄｅ　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é　ｄｅ　Ｐｒｏｖｅｎｃｅ，

Ａｉｘ－ｅｎ－Ｐｒｏｖｅｎｃｅ，　 １９８９．

宋舜靖（音）：《伏尔泰与中国》，埃克斯，普罗旺斯大学出版

社，１９８９年。

Ｓｐｅｎｃｅ，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ｏｕｎｄａｂｏｕｔ，　Ｅｓｓａｙｓ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　ｅ；Ｎｅｗ

Ｙｏｒｋ，Ｎｏｒ　ｔｏ １９９２．ｎ，

司潘斯：《中国历史与文化论集》，纽约，１９９２年。

Ｔｃｈｅｎ，Ｙｓｉａ

Ｌａ　ｍｕｓｉｑｕｅ　ｃｈｉｎｏｉｓｅ　ｅｎ　Ｆｒａｎ ｅ　ｓｉèｃｌｅ，　Ｐａｒｉｓ，　Ｐｕｂ－－ ｃｅ　ａｕ　ⅩⅧ

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ｔｅｓ　ｄｅ　Ｆｒａｎｃｅ，１９７４．

陈艳霞：《中国音乐在１８世纪的法国》，巴黎，１９７４年．

Ｔｅｍｐｌｅ，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Ｆｉｖｅ　Ｍｉｓｃｅｌｌａｎｅｏｕｓ　Ｅｓｓａｙｓ；　Ａｎｎ　 　Ａｒｂｏ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ｃｈｉ－

ｇａｎ 　 １　Ｐｒ ９６３．ｅｓｓ，

坦帕尔：《杂文五篇》，密西根，１９６３年．

Ｔｉｎｇ　Ｔｃｈａｏ－ｔｓ＇ｉｎｇ

－Ｌｅｓ　 ｒａｎｃａｉｓ（１６５０－１７７０）；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　ｄｅ　ｌａ　Ｃｈｉｎｅ　ｐａｒ　ｌｅｓ　Ｆ

ａｒｉｓ，１９２８。

丁肇庆（音）：《法国人对中国的描述（１６５０－１７７０年）》，巴

黎，１９２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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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ｉｌｌｅｙ，Ｐｉｅｒｒｅ

－Ｌｅｓ　Ｌｉｖｒｅｓ　ｄ＇ｈｉｓｔｏｉｒｅ　ｍｏｄｅｒｎｅ　ｕｔｉｌｉｓéｓ　ｐａｒ　Ｍｏｎｔａｉｇｎｅ；Ｇｅｎèｖｅ，

Ｓｌａｔｋｉｎｅ　Ｒｅｐｒｉｎｔｓ，　１９７２．

维莱：《蒙田使用过的近代历史书籍》，日内瓦，重印，１９７２

年。

Ｖｉｓｓｉèｒｅ，　Ｉｓａｂｅｌｌｅ　ｅｔ　Ｊｅａｎ－Ｌｏｕｉｓ（　ｅｄ）

－Ｌｅｔｔｒｅｓ　éｄｉｆｉａｎｔｅｓ　ｅｔ　ｃｕｒｉｅｕｓｅｓ　ｄｅ　Ｃｈｉｎｅ　ｐａｒ　ｄｅｓ　ｍｉｓｓ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ｓ

ｊéｓｕｉｔｅ（ｓ１７０２－１７７６）；　Ｐａｒｉｓ，　Ｇａｒｎｉｅｒ－Ｆｌａｍｍａｒｉｏｎ，１９７９．

维西埃尔：《在华耶稣会传教士（１７０２－１７７６）书信选》，巴

黎，１９７９年。

Ｖｏｌｔａｉｒｅ　， Ｆｒａｎｃｏｉｓ－Ｍａｒｉｅ

ｔｅｓ；Ｐａｒｉｓ，　Ｍｏｌ－Ｏｅｕｖｒｅｓ　ｃｏｍｐｌè ａｎｄ，　１８７７－１８８２．

伏尔泰：《伏尔泰全集》，巴黎，莫朗出版社，１８７７－１８８２年。

　１８－ Ｐａｒｉｓ，Ｏｅｕｖｒｅｓ　ｃｏｍｐｌèｔｅｓ　ｄｅ　Ｖｏｌｔａｉｒｅ； ６５．

《伏尔泰全集》，巴黎，１８６５年。

Ｗｉｄｍａｉｅｒ，　Ｒｉｔａ

－Ｌｅｉｂｎｉｚ　Ｋｏｒｒｅｓｐｏｎ ａｍ　Ｍａｉｎ，　Ｖ．ｄｉｅｔｔ　ｍｉｔ　Ｃｈｉｎａ；　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

Ｋｌｏｓｔｅｒｍａｎｎ，　１９９０．

维德梅耶： 年。《莱布尼茨中国通信集》，法兰克福，１９９０

Ｗｉｌｓｏｎ，　Ｍ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ａｙｌｅｙ，Ｊｏｈｎ　（ｅｄ）

－Ｅｕｒｏｐ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Ｃｈｉａ：　Ｐａｐｅｒｓ　ｆｒｏｍ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ｎ

ｏ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　Ｅｕｒｐｅａｎ　Ｓｉｎｏｌｏｇｙ；Ｌｏｎｄｏｎ，　Ｈａｎ－Ｓｈａｎ　Ｔａｎｇ

Ｂｏｏｋｓ，　１９９５．

威尔逊、凯莱：《欧洲研究中国：欧洲汉学国际研讨会文集》，

１９９５年 。

Ｗｉｎｋｓ，　Ｒｏｂｉｎ　Ｗ．　ａｎｄ　Ｒｕｓｈ，Ｊａｍｅｓ

Ｆｉｃｔｉｏｎ；　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Ａｓｉａ　ｉ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　１９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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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克斯、拉什：《西方人想像中的中国》，曼彻斯特，１９９０年。

Ｙｏｕｎｇ，　Ｊｏｈｎ　Ｄ．（ｅｄ）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ｉｔｙ：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 　 １９８ｙ　Ｐ ３．ｒｅｓｓ，

杨（编）：《儒学与基督教的首次相遇》，香港，１９８３年。

Ｙｕａｎ　Ｔ＇ｕｎｇ　ｌｉ

－Ｃｈ 　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　Ｆａｒ－Ｅａｓｔｅ； ｒｎＰｕｂ－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ｉｎａ　ｉ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１９５８．

袁同礼：《西文汉学书目》，纽黑文，１９８５年。

Ｚｏｌｉ，　Ｓｅｒｇｉｏ

－Ｌａ　Ｃｉｎａ　ｅｔ　Ｉ＇ｅｔà　ｄｅｌｌ＇ｉｌｌｕｍｉｎｉｓｍｏ　ｉｎ　Ｉｔａｌｉａ；　Ｂｏｌｏｇｎａ，　１９７４．

佐里：《中国与意大利启蒙时代》，波伦亚，１９７４年。

Ｚüｒｃｈｅｒ，　Ｅｒｉｃ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ｔｈｅ　Ｊｅｓｕｉｔ　Ｍｉｓ ｉｎａ，　ｃａ　１５８０－ｃａ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ｈ

ｏｆ　Ｎｏｎ－ＷｅｓｔｅｒｎＳｔｕｄｉｅｓ，　Ｌｅｉｄ１６８０；　Ｌｅｉｄｅｎ，　Ｃｅｎｔｅ ｅｎ　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　１９９１．

许理和：《在华耶稣会传教团（１５８０－１６８０年前后）书目》，莱

顿，１９９１年。

四、西文文章

Ｂｅｒｎａｒｄ，　 Ｈｅｎｒｉ

－Ｃｈｕ　Ｈｓｉ＇ｓｐｈｉｌｏｓ Ｌｅｉｂｎｉｚ；　Ｔ＇ｉｅｎ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Ｈｓｉａ　Ｍｏｎｔｈｌｙ，　５（１９３７），９－１８．

裴化行：《朱熹的哲学与莱布尼茨的诠释》，载《天下月刊》，５

卷（１９３７年），９－１８页。

Ｃｈｅｎ， Ｗｉｎｇ－Ｔｉｓｔ

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ｈｕ　Ｈｓｉ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Ｊｏｕ Ａｓ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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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１９７６），５５５－５７７．

陈荣捷：《西方的朱熹研究》，载《亚洲研究杂志》，３５卷

（１９７６），５５５－５７７页。

Ｃｈ＇ｅｎ　Ｓｈｏｕ－ｙｉ

－Ｏｌｉｖｅｒ　Ｇｏｌｄｓｍｉｔｈ　ａｎｄ　Ｈｉ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ｅｔｔｅｒｓ；Ｔ＇ｉｅｎ　Ｈｓｉａ　Ｍｏｎｔｈ－

Ⅷ（１９３９ｌｙ，　 ），３４－５２．

陈受颐：《奥立佛·哥德斯密及其〈中国信札〉》，载《天下月

Ⅷ卷（１９３９），３刊》， ４－５２页。

－Ｓｉｎｏ－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ｔａｃｔｓ　Ｓｉｎｃ ｏｆ　ｔｈｅｅ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Ｓｅａ　Ｒｏｕｔｅ；　Ｎａ Ⅷ，　Ｎｏ．　１ｎｋａｉ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Ａｐｒｉｌ　１９３５），４４－７４．

《海路发现以来的中欧文化接触》，载《南开社会经济季

ⅩⅢ卷，１期（１刊》， ９３５年４月），４４－７４页。

－Ｔｈｏｍａｓ　Ｐｅｒｃｙ　ａｎｄ　Ｈｉ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Ｐｏ－

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ＸＸ，（１９３６），２０２－２３０．

《托玛斯·佩西及其中国研究》，载《中国社会及政治学

报》，ＸＸ卷（１９３６），２０２－２３０页。

－Ｊｏｈｎ　Ｗｅｂｂ　：　Ａ　Ｆｏｒｇｏｔｔｅｎ　Ｐａ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　Ｓｉ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ⅩⅨ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９３５），２９５－３３０．

《约翰·韦勃：早期欧洲汉学被遗忘的一页》，载《中国社

ⅪⅩ卷（１９３５），２会及政治学报》， ９５－３３０页。

Ｃｈ＇ｉｅｎ　 Ｃｈｕｎｇ－ｓｈｕ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ｖｅｎ－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ｔｈ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Ｑｕｒｔａｒｌｙ　Ｂｕ ｈｙ；　　Ｎｅｗ　Ｓｅｒｉｅｓ，　　１

（１９４０），Ｎｏ．４，　３５１－３８４。

钱钟书：《１７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载《中国文献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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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Ⅰ卷（１９４０）　４期，３５１－３８４页。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ｔｈ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 ｏｆ　ｔｈｅ　Ｅｉｇｈ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ｅ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ｉｂｌｉｏｇＱｕａ ｒａｐｈｙ，Ｎ　ｅ　ｗｓｅ　ｒｉｅｓ，Ⅱ 　ｒｔｅｒｌｙ 　

（１９４１），７－４８，１１３－１５２．

《１８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载《中国文献季刊》，新Ⅱ

卷（１９４１），７－４８页，１１３－１５２页。

Ｃｏｈｅｎ，　Ｍｏｎｉｑｕｅ

：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ｏｏｋ－Ａ　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ｓ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Ｂｉｂｌｉｏｔｈèｑｕ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ｉｎ　Ｐａｒｉ ｂｙ　Ｊｏａｃｈｉｍ　Ｂｏｕｖｅｔ，　Ｓ．　Ｊ　．Ｉｎｓ

１６９７；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３　１（４），Ｄｅｅ　．１９９０，　３９－４８．

柯恩：《１６９７年白晋送交巴黎国立图书馆的中文书籍》，载

《中国文化》，３１卷４期（１９９０年１２月），３９－４８页。

Ｃｏｈｅｎ，　Ｈｕｇｎｅｔｔｅ

－Ｄｉｄｅｒｏ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ｒａｎｃｅ；　ｉｍａｇ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ｅｉｇｈ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Ｖｏｌｔａｉｒｅａｎｄ　 　ｖｏｌ　．２４２，２１９－ｔｈｅ　Ｅｉｇｈ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２３２．

科恩：《狄德罗与中国在１８世纪法国的形象》，载《伏尔泰及

１８世纪研究丛书》，２４２卷，２１９－２３２页。

Ｃｏｌｌａｎｉ，　Ｃｌａｕｄｉａ　ｖ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ｉｇｕｒｉｓｔｓ　ｉｎ　ｔｈｅＥｙｅｓ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ｉｅｓ；

Ｃｈｉｎａ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Ｓ ｌｌｅｔｉｎ，　（４１９８２），１２ｔｕｄｉｅｓ（１５５０－１８００）　Ｂｕ

－２３．

考拉尼：《欧洲同时代人眼中的中国问题索隐派》，载《中国基

督教传教史（１５５０－１８００年）研究》，４卷（１９８２），１２－２３

页。

Ｃｏｒｄｉｅｒ，　Ｈｅｎｒｉ

ｒｅＦｏｕｃｑｕｅｔ；　Ｒｅ－Ｌｅ　Ｃｈｉｎｏｉｓ　ｄｕ　Ｐè ｖｕｅ　ｄｅ　Ｉ＇Ｅｘｔｒéｍｅ－Ｏｒｉｅｎｔ，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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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８２）

高迪埃：《傅圣铎神甫的中国随员》，载《远东杂志》，Ⅰ卷

（１８８２）。

－Ｌｅｓ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ａｎｔｓ　ｄｅ　Ｂｅｒｔｉｎ；　Ｔ＇ｏｕｎｇ　Ｐａｏ，ＸＶ，　１９１４．

高迪埃编：《贝尔旦的信友》，载《通报》，卷ＸＶ，１９１４年。

Ｄｅｈｅｒｇｎｅ，　Ｊｏｓｅｐｈ

－Ｖｏｙａｇｅｕｒｓ　ｃｈｉｎｏｉｓ　ｖｅｎｕｓ　à　Ｐａｒｉｓ　ａｕ　ｔｅｍｐｓ　ｄｅ　ｌａ　ｍａｒｉｎｅ　à　ｖｏｉｌｅ

ｅｔ　Ｉ＇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ｄｅ　ｌａ　Ｃｈｉｎｅ　ｓｕｒ　ｌａ　ｌｉｔｔ ｆｒａｎｃａｉｓｅéｒａｔｕｒｅ 　ｄｕ　ⅩⅧｅ

ｓｉèｃｌｅ；　Ｍｏｎｕｍｅｎｔａ　Ｓｅｒ 　ｉｃａ；　ｔ．ⅩⅩ　Ⅲ（１９６６），３７２－３９７．

荣振华：《帆船时代到过巴黎的中国人以及１８世纪中国对法国

ⅩⅩⅢ卷（１９６６），　文学的影响》，载《华裔学志》， ３７２－

３９７页。

－Ｄｅｕｘ　Ｃｈｉ èｍｅ　ｓｉèｃｌｅ　à　Ｉ＇éｃｏｌｅ　ｄｅｓ　ｐｈｙｓｉｏｃｒａｔｅｓｎｏｉｓ　ｄｕⅩⅧ　

ｆｒａｎｃａｉｓ；Ｂｕｌｌｅ　 ｔｉｎ　ｄｅ　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é　ｄｅ　Ｉ＇Ａｕｒｏ　 ｒｅ，　１９４９，　１５１－１９７．

《乾隆时代京畿两民游法参观工业记》，载《震旦杂志》，

１９４９年，第１５１－１９７页。

－Ｕｎ éｍｏｉｒｅｓ　 　ｃｏｎ ｌｃｅ ｅ ｅｒｎ　 ｓｇｒａｎｄ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Ｍ ａ 　Ｃｈｉｎｏｉｓ（１７ｎｔ ７６

－１８１４）；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ｄｅ　Ｉ＇Ｅｃｏｌｅ－Ｆｒａｎｃｏｉｓｅ　ｄ＇Ｅｘｔｒêｍｅ－Ｏｒｉｅｎｔ，

），２６７－２９８．１９８３　（ＬＸＸＩＩ

《一部大书：中国论集（１７７６－１８１４）》，载《法国远东学

），第院学报》，１９８３　（ＬＸＸＩＩ ２６７－２９８页。

Ｄｅｓｇｒａｖｅｓ，　Ｌｏｕｉｓ

Ｎｏｔｅｓ　ｄｅ　Ｍｏｔｅｓｑｕｉｅｕ　ｓｕｒ　ｌａ　Ｃｈｉｎｅ；　Ｒｅｖｕ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ｑｕｅ　ｄｅ　Ｂｏｒｄｅａｕｘ

　ｅｔ　ｄｕ　Ｄé 　 　 　ｐａｒｔｅｍｅｎｔ　　ｄｅ　ｌａ　Ｇｉｒｏｎｄｅ，１９５８．

戴格拉夫：《孟德斯鸠关于中国的笔记》，载《波尔多及吉龙德

郡历史评论》，１９５８年。

Ｄｕｙｖｅｎｄａｋ，Ｊ　．Ｊ　．Ｌ．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357

ａｎｄ；Ｔ＇ｏｕｎｇ　Ｐａｏ，　１９－Ｅａｒｌ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Ｈｏｌｌ ３６．

戴文达：《荷兰的早期中国研究》，载《通报》，１９３６年。

Ｅｔｉｅｍｂｌｅ，　Ｒｅｎé

－Ｄｅ　ｌａ　ｐｅｎｓéｅ　ｃｈｉｎｏｉｓｅ　ａｕｘ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ｅｓ　ｆｒａｎｃａｉｓ；　Ｒｅｖｕｅ　ｄｅ

ｌｉｔｔéｒａｔｕｒｅ　ｃｏｍｐａｒéｅ，　３０（１９５６），４５６－４７８．

艾田莆：《从中国思想到法国哲学家》，载《比较文学》，３０卷

（１９５６），４５６－４７８页。

ｓｅ　 ｉèｃｌ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Ｌｅ　ｍｙｔｈｅ　ｔａｏ ｉｓｔｅ　ａｕⅩ　Ⅷ Ｖｏｌｔａｉｒｅ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ｉｇｈ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ｖｏｌ．２５，５８９－６０２．

《１８世纪关于道家的神话》，载《伏尔泰及１８世纪研究丛

书》，２５卷，５８９－６０２页。

Ｆｒèｃｈｅｓ，　Ｊｏｓｅｐｈ

－Ｆｒａｎｃｏｉｓ　 Ｂｅｒｎｉｅｒ，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ｅ　ｄｅ　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　ａｕ　ｄｉｘ－ｈｕｉｔｉèｍｅ

ｓｉèｃｌｅ；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ｄｅ　Ｉ＇Ｅｃｏｌｅ　ｆｒａｎｃａｉｓｅ　ｄｅ　Ｉ＇Ｅｘｔｒêｍｅ－Ｏｒｉｅｎｔ，　ＬＸ

（１９７３），３８５－４００．

弗莱什：《１８世纪的孔子哲学家弗朗索瓦·贝尼埃》，载《法兰

西远东学院学报》，１９７３（ＬＸ卷），３８５－４００页。

Ｇｅｒｎｅｔ，　Ｊａｃｑｕｅｓ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Ｖｉ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ｖｅｎ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４（１９８０），１－１７．

谢和耐：《１７世纪基督教和中国对世界的看法》，载《中国科

学》，４卷（１９８０），　１－１７页。

　－ＡＰｒｏｐｏｓ　ｄｅｓ　ｃｏｎｔａｃｔｓ　ｅｎｔｒｅｌａ　Ｃｈｉｎｅ　ｅｔ　Ｉ＇Ｅｕｒｏ ｅ　ｅｔｐｅ　ａｕｘⅩ　Ⅶ

ⅩⅧｅ　　ｓｉèｃｌｅｓ；　Ａｃｔａ　Ａｓｉａｔｉｃａ，　Ｔｏｋｙｏ，　１９７２．

《关于１７、　１８世纪中国与欧洲的接触》，载《亚洲学报》，

东京，１９７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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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ｕｙ，Ｂａｓｉｌ

－Ｒｏｕｓｓｅａ ，ｕ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Ｒｅｖｕｅ　ｄｅ　ｌｉｔｔéｒａｔｕｒｅ ｃｏｍｐａｒéｅ 　３０

（ １９５６），５１３－５３６．

盖伊：《卢梭与中国》，载《比较文学杂志》，３０卷（１９５６），

５１３－５３６页。

Ｈｕａｒｄ，ＰｅｔＭ．Ｗｏｎｇ，

－Ｌｅｓ　ｅｎｑｕêｔｅｓ　ｆｒａｎｃａｉｓｅｓ　ｓｕｒ　ｌａ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ｔ　ｌａ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　ｃｈｉ－

ｅｎｏｉｓｅｓ　ａｕⅩⅧ　ｓｉèｃｌｅ；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ｄｅ　１＇Ｅｃｏｌｅ　ｆｒａｎｃａｉｓｅ　ｄ＇Ｅｘｔêｍｅ

－Ｏｒｉｅｎｔ，　１９６６，　１３７－２２６。

于阿尔、王：《１８世纪法国对中国科学技术的调查》，载《法兰

西远东学院学报》，１９６６年，１３７－２２６页。

Ｈｕｅｙ，　Ｈ．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１６５０－

１７５０，Ｆｒｅｎｃｈ　Ｊｅｓｕｉｔ　Ｖｉｅｗｓ　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Ｐａｐｅｒｓ　ｏｎ　Ｆａｒ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３１（１９８５），９５－１１６．

休埃：《欧洲的中国经济观，法国耶稣会士对中国的看法》，

《载远东史文献》，３１卷（１９８５），９５－１１６页。

Ｌａｃｈ，　Ｄｏｎａｌｄ，　Ｆ．

－Ｌｅｉｂｎｉｚ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　Ｉｄｅａｓ，　（６１９４５），

４３６－４５５．

劳端纳：《莱布尼茨与中国》，载《思想史杂志》，６卷（１９４５），

４３６－４５５页。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ｅｒ；　Ｊｏｕ 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ａｓ　Ｍｉｉｌｌ ｒｎ　ｏｆ　Ａｎｄｒｅ

ｃａｎ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ＬＸ（１９４０），５６８－５６９．

《米勒的中国研究》，载《美国东方学会学报》，ＬＸ卷

（１９４０），５６８－５６９页。

－Ｔｈｅ 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　Ｓｉｎｏｐｈｉｌｉｓｍ　ｏｆ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Ｗｏｌｆｆ；　Ｊｏ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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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ｄｅａｓ，１４（ １９５３），５６１－５７４．

《沃尔夫对中国的倾慕》，载《思想史杂志》，１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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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363

后 记

在以往的岁月里，个人选择职业的余地很小很小。我当过

兵，种过地，还正儿八经地敲了三年半榔头。“四人帮”垮台

后，进了研究机构，做起学问来，转眼间已经整整二十年了。

办完手续，原以为从此可以清闲清闲，不意有人找上门来，让

我为山西教育出版社的“中国文化在世界”写一本小册子。回

想起来，十几年前就开始接触中西文化交流史这个领域，断断

续续写过若干文章，不能说一点基础也没有。思之再三，终于

决定应命。干起来之后，更觉得困难多多，后悔自找苦吃。去

年在美国逗留期间，住处离普林斯顿大学不远，常去该校的几

个图书馆查阅资料，收获不少。伏案一年多，终于可以交稿

了，总算松了一口气。尽管尽了心，费了力，但是对书稿的质

量自己也并不十分满意，大概是限于水平，难以更上一层楼

了，不妥之处，亟盼读者指正。书中引用了许多第一手和第二

手资料，虽然认真小心，一再核对，出处、页码等细节可能仍

有疏漏和差错，敬请读者见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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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张西平、孟华、韩琦等同志的关心和

帮助，特向他们致以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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